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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五十年前的今年，也是在布雷顿森林议定了关于治理战后全球经济的新的多边

框架二十年后的那一年，一批充满信心的南方国家在日内瓦聚会，要求建立一

个更包容的世界经济秩序。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第一届大会为这

一多边景观增添了一个常设的体制设置，负责“制定关于国际贸易和有关经济

发展问题的原则和政策”。第一届贸发大会还超越了形成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原

则(和后来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关贸总协定))，一致同意“经济发展和社会

进步应该是整个国际社会共同关心的问题，应该通过促进经济繁荣和福祉，帮

助加强各国之间的和平关系和合作”。

贸发会议成立五十周年之时，我们再次听到要改变全球经济的安排和管理方式

的呼声。很少有人怀疑：在这中间的五十年期间，新技术突破了国家之间的传

统边界，开辟了经济机会的新领域；政治格局的两极化程度有所降低，提供了

建设性国际参与的新机会。此外，经济力量更加分散，主要原因是东亚的工业

化和快速增长，国际贸易系统的运作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但是，技术和政治

经济方面的这些变化并不能自动让一个世界变得更繁荣、更和平，更可持续。

实际上，全球经济失衡日益严重，社会和环境更加脆弱，金融长期不稳定，不时

会演变成突发性危机，这都应该令人驻足深思，并开展进一步的政策讨论。尤其

是在农村社区，饥饿仍然是数亿人每天面临的现实，而儿童则是最弱势的群体。

同时，发展中世界许多地区在快速城市化的同时发生了过早的去工业化以及公共

部门的退化，造成恶劣的工作条件和日益的不安全感。当上述趋势与年轻人的雄

心大志发生冲突时，经济上的挫折便演变成了政治动乱。

早在1964年，国际社会就认识到，“如果特权、贫富极端和社会不公正长期存

在，发展就会失去目标”。但是近年来，几乎所有地区在市场自由主义扩散的

同时，收入和财富的分布格局发生了严重的不平等。在这个世界上，85名最富

有的公民，其拥有的财富超过了最贫穷的35亿人的财富，这并不是五十年前所

设想的世界。

可持续和包容性发展没有快速或现成的道路可走，但是，过去的三十年表明，如

果对经济政策采取千篇一律的方法，将空间越来越多地出让给全球大公司和市场

力量牟利的野心，那么这种发展是不可能实现的。各国最终都应依靠自己的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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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来筹集生产性资源，特别是应提高它们的国内投资(公共和私人投资)、人力资

本和技术知识的程度。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它们必须有尽可能大的行动空间，

以找到在它们的具体条件下有效的政策，国际机构不应使它们的政策空间不断缩

小，因为这些国际机构当初创建的目的是为了支持更平衡和更有包容性的结果。

坚持认为国内体制和政策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对许多发展挑战采取一种封闭

或孤立的态度。相反，获得外部财政资源和技术支持，对发掘许多贫穷和弱势

国家的发展潜力仍然至关重要。此外，唯有主要经济体拿出充分的政治意愿(这
并不是一个小小的条件)，支持有效的多边体制，才能解决长期的发展问题(从
主权债务问题到更加公平的国际贸易系统中市场准入的改善；从商品价格的稳

定到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金融市场)。当今世界的相互依赖，在这些长期存在的挑

战之上又添加了各种各样的新挑战，如流行病、粮食不安全和全球升温等等，

都需要有更加勇敢的多边领导和集体行动。

七十年前布雷顿森林会议和五十年前日内瓦会议的与会者所希冀的是，为了纠

正世界的严重不平等而采取勇敢的国际集体行动以及坚决和创新的国内政策举

措。美国财政部长亨利 •摩根索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说的一番话非常贴切，他

说：“繁荣与和平一样，是不能分割的，将繁荣分散到富人中间，或者以别人

为代价而享受繁荣，这样的代价是我们所不能承受的。贫穷，无论在哪里都威

胁到我们所有人，破坏着我们每个人的福祉”。国际社会正在构建宏伟的2015年
后发展议程，因此，提出另一个能够兑现“人人繁荣”诺言的国际“新政”，正

适逢其时。

2014年的世界经济依然低迷

世界经济过去四年来一直受增长率低迷的困扰，目前仍然没有摆脱这种状况；而且这种状况

越来越有可能作为“新的常态”而被接受。所有地方的决策者，特别是系统重要性经济体的决策

者，都必须评估现行方法，更密切地注意将来恶劣的经济气候的迹象。

2014年世界经济的增长情况略有改善，但还是大大低于危机前的最高水平。2012年和2013年
的增长率均为2.3%，据预测，在2014年将有2.5%至3%的小幅增长。这种改善基本上是由于发达国

家的增长加速，从2013年的1.3%到2014年的1.8%左右。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很可能会再现

前几年的业绩，有4.5%至5%的增长率；而转型经济体的增长率据预测会进一步减速，从业绩已经

很低弱的2013年降低到约1%。

发达国家的预期增速略有加快，原因应该是欧洲联盟(欧盟)的增长略有赶上，因为尤其是欧

洲中央银行(欧行)暂时放松了财政紧缩措施，货币政策采取了更灵活的姿态，这有助于将需求增

长拉回到顺增长的范围。在有些国家(例如联合王国)，资产升值以及消费和抵押信贷的复苏在支

撑着家庭需求；还有一些国家则由于实际工资略有上涨而扩大了家庭需求(例如德国)。但是，在

其他一些大型的欧元区经济体(例如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失业率高，实际工资增长停滞或疲

软，银行部门一直萎靡不振，都在继续阻碍着国内信贷和需求的扩张。美国的经济仍然在依赖国

内私人需求而蹒跚复苏。2014年，财政紧缩的负面影响略有缓解，失业率继续下降，资产价格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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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在激励着国内借贷和消费的复苏。但是，平均实际工资仍然停滞不涨。日本的增长也一直依赖

国内需求，因为私人消费和投资受益于安倍经济学的扩张性货币和财政政策。2011年地震后在重

建方面的公共支出，产生的效应在2012年至2013年期间将日本经济推上了更高的增长率，但这种

效应现在已消失；而最近增加税收，可能会伤害消费者的支出，因此需要采取进一步的一揽子刺

激方案，以维持顺增长和价格目标。

主要的发展中区域可能会或多或少地会复制它们在2012年至2013年期间的增长情况。亚洲据

预测将仍然是最有活力的区域，增长率约为5.5%。在该区域的主要国家中，中国仍然占领先地

位，以国内需求计，2014年的增长率估计接近7.5%，同时也露出了一些端倪，显示私人和公共

消费的作用在增加。印度的增长在加速，估计为5.5%，这是因为私人消费和净出口的增加；而投

资则依然疲软。东南亚大多数国家的增长率应保持在5%左右或以上，这是由私人消费和固定投

资驱动的，净出口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作出贡献。在西亚，有些国家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武装冲

突的影响，该区域的经济业绩情况更为多样。土耳其受金融不稳定的影响，可能无法维持高度依

赖国内信贷扩张的增长率。

非洲各地的增长情况也有很大的差异。北非由于当前的政治不稳定和石油生产的中断而一直

表现疲软。南非也由于国内需求疲弱和采矿部门罢工而依然增长乏力，约2%。相反，撒哈拉以南

地区的一些大型经济体却展现了很高的增长率，预测2014年该次区域的增长率将接近6%。在有些

情况下，有史以来最高的初级商品价格一直在支撑着这种持续了十多年的增长率。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经济增长在2010年出现强劲的反弹后，于2014年有所放缓，估计为

2%。如此疲弱的增长业绩，主要原因是三大经济体，即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的增长放慢，它

们的国内需求(在全球危机之后是推动增长的主要因素)已经失去了势头。2013年中和2014初的外

部经济冲击也影响到了这些经济体，造成宏观经济政策的紧缩。阿根廷在正常偿还主权债务方面

的法律障碍可能会引起进一步的金融不稳定。但是，阿根廷具备偿付能力，而且该区域大多数国

家的宏观经济基本面很健康，是应该能够防止这种冲击演变成区域金融危机的。出口碳氢化合物

或矿物的若干国家由于强劲的国内需求而大幅度推高了它们的增长率。

今年，欧洲过渡时期经济体的增长可能会进一步放慢，俄罗斯联邦的金融不稳定，资本外流

连绵不断，使消费和投资需求进一步停滞。但是，中亚的转型经济体大多出口石油或矿物，它们

似乎由于历史上最高的贸易条件而可能仍然保持相当强劲的增长率。

贸易风没有吹起来

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六年后，国际贸易依然不景气。2012-2013年和2014年头几个月，商品贸

易额的增长率近似于2%，低于全球产出的增长率。2013年，服务贸易的增长略有加速，约5%，但

总的情况没有大的改观。这种萎靡不振的情况，与危机前的二十年大相径庭，当时全球的货物和

服务贸易扩张速度比全球产出快两倍多(年平均率分别为6.8%和3%)。在这期间，货物和服务进出

口在国内总产值(以不变价格计)中的份额翻了约一番。发达国家从13%左右上升到27%；发展中国

家从20%上升到近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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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全球需求不足，单靠国际贸易很难启动经济增长。通过海关程序现代化为贸易流动提供

便利，从较长期来看有助于提高贸易系统的效益，但这不能消除当今贸易方面的主要制约因素。

国际贸易增速放缓或者依然近乎停滞，其原因既不是贸易壁垒的提高，也不是供应方的困难，而

是全球需求疲弱。在这方面，片面强调贸易成本，促使人们采取削减工资和“内部贬值”等方式

去大力推动出口，这是自我毁灭，适得其反，特别是如果这种战略由若干贸易伙伴同时一起推行

的话。在全球层面扩张贸易，其途径应该是国家层面国内需求引领的产出强劲复苏。

虽然当前的贸易普遍缺乏活力，但在有些国家和区域，进口额的增长率相对较高：2013年在

8%和9%之间，撒哈拉以南非洲和西亚的情况正是如此，它们继续受益于按历史标准已经很高的

初级商品价格；中国的情况也如此，它依然是若干初级商品的强大市场。

即便如此，除了少数重要的例外以外，大多数初级商品的价格自从2011年达到最高峰以后一

直在下跌，但在2013年至2014年期间，其下跌的趋势似乎有所减慢。这一趋势中的主要例外是石

油，它的价格自2011年以来一直引人注目地保持在很高的价位上；还有热带饮料(咖啡和可可)和
一些矿物(最突出的是镍)，它们由于供应短缺而在2014年价格急剧上涨。尽管总的趋势在下降，

但在2014年上半年，初级商品的价格平均保持在比2003年至2008年期间高出近50%的水平上。

最近初级商品价格的发展情况在不同的商品内和具体商品之间都有不同，但在实际市场上，

一个共同的特征是，供应方要素发挥了主要作用。例如，矿物价格的下降反映了这种特征，在价

格飙升时期作的投资最后演变成供应量的增加。相反，2013年和2014年初实际需求的变化只对初

级商品价格的演变产生了很小的影响。总而言之，对初级商品的需求继续顺应世界经济的微弱增

长而增加。

2013年和2014年上半年期间，初级商品价格在短期内的发展情况仍然受到商品市场大量金融

化的影响。但是，对初级商品期货交易的规章制度发生了变化，鼓励参与者从银行转移到其他金

融营运商，如初级商品贸易公司等等，因为这种公司的运作，其透明度与较传统的金融机构相比

要低，受监管的环境也较宽松。

从更长期的角度来看，《2013年贸发报告》的分析结论依然适用，即：今后几年，初级商品

价格将保持在历史上较高的价位上，但在短期会有些调整。这并不是说生产国应该沾沾自喜，而

是说它们应该尽量去利用这些市场产生的租金为结构转型融资，特别是为了生产和出口的多样化。

“新的常态”？

世界经济不同国家类别的增长率都明显地稳定在较低的水平上，给人的印象是，它已经达到

了一种“新的常态”。但是，要评估当前的情况是否会一直持续下去的问题，就不仅必须研究国

内总产值增长率，还要研究推动其增长的因素。

2009年和2010年上半年，全球金融崩溃的威胁迫在眉睫，一些国家采取了一些扩张性的财

政措施。经过这次简短的试验后，发达国家使用的政策组合中不同程度地结合了财政紧缩、工资

压缩和货币扩张等措施，希望能够提高投资者的信心，增加劳动市场的灵活性，提高竞争力，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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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资产负债表按预期重新恢复，以形成一次迅速持久的复苏。但是，由于财政和劳动力市场政策

抑制了国内需求，因此货币管理机构对流动性的扩张大多是金融投资而不是生产性投资。这在经

济增长尽管疲软的情况下还是导致了资产价格大幅上涨，还导致了大量的资本外流，其中有许多

流入新兴市场。因此，这种政策组合只是间接地(而且等了很久才)向一些国家的需求复苏提供支

持，因为这些国家的资产升值产生了足够强大的财富效应，并鼓励消费借贷的复兴。因此，新的

常态与全球金融危机前的情况有某些明显的相似之处。

就新兴经济体而言，真实收入扩大，资产泡沫不可持续和消费借贷过度(各国可能大有差

异)，这在多大程度上支撑起了国内需求的扩张？其答复仍然不明确。但是，发展中和新兴的经

济体在新的常态中陷于弱势地位的可能性，由于国际金融构架的持续疲弱而进一步加大。在这种

情况下，资本流动对实体经济以及决策者应对预料不到的冲击的能力可能带来很大(但并非总是

受到欢迎)的影响。

有些发展中国家也依然面临国际贸易产生的负面震荡的风险，特别是主要依赖仅仅少数初级

商品的出口或者劳动密集型的低技能制造品的那些国家。对生产和出口活动实行多样化，是许多

过渡期和发展中经济体亟待要做的工作。《贸发会议商品贸易专业化指数》确认，尽管从1995年
至2012年期间，许多发展中经济体的贸易快速增长，但它们出口结构中的专业化程度仍然没有很

大的差别。

实际上，当前影响发达经济体和过渡经济体的金融周期并没有什么特别“新”的东西。这

些经济体目前正在经历自1970年代中叶以来的第四个金融周期；而且一如过去，由于当前的周期

主要由发达国家的经济条件和货币政策决定所趋动，因此而产生的国际资本流动不一定恰好符合

发展中国家的需求。相反，如果最近的历史有任何假借意义的话，这种资本流动可能会对宏观经

济和金融带来严重的破坏性影响。要创造和维持能支持增长和结构转型的国内宏观经济和金融条

件，政府就应该具备适当的政策手段，以管理资本流动，防止或处理上述情况可能引起的反复震

荡。货币基金组织的《协定条款》和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的《服务贸易总协定》(服贸总协定)
中的多边规则确实允许政府管理自己的资本账户，包括实行资本管制，但只强调为了谨慎起见或

管理危机而使用资本账户。与此相反，资本管理措施应该被看作是决策者工具箱中的一个正常工

具，而不应被看作是只有在关键时刻才能采用的一种例外的临时装置。

在双边和多边贸易和投资方面已经签署或正在谈判的一些新的双边和复边贸易以及投资协定，

对金融自由化作出的承诺比多边协定所载的承诺还要严格，这可能使这方面的政策空间进一步缩

小。因此，各国政府，如果要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并希望对它们的金融系统进行重新监管，就

应该在作出这种承诺时认真考虑其风险。

争取协调扩张的理由

贸发会议用自己的“全球政策模型”评估了另外一个“平衡增长”的情景，这种情景可能

是摆脱当前全球经济疲软的一条途径。模式中采用的两种情景的价值不在于预报，而在于展示政

策导向的大转变可能引起的变化方向。平衡增长的情景有以下要素：支持持续需求增长的收入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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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促进增长的财政政策，推动私人投资和结构转型的工业政策，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

和稳定全球金融市场的资本管制，以及发展导向型贸易协定。这与“基线”情景有着天壤之别，

后者大致上继续着一切照旧的政策。

对“基线”情景的模拟表明，结构不平衡将继续扩大，即使在持续微量增长的情况下，而国

家则越来越易于受到震荡和金融不稳定的打击。在面临又一次严重危机的情况下，这种不平衡得

不到解决的时间越长，其后果将越严重。但是，平衡增长的情景表明在增长率方面有相当大的改

善，最重要的是表明能逐渐解决全球不平衡。世界经济的平均增长率大大快于基线情景下的平均

增长率。所有区域的增长率加快，原因不只是对个人的激励，而且还有各国协调增长扶持政策态

势所产生的协同效应。最后，结果证实平衡增长情景能加强增长的趋同，促进金融稳定。

尽管我们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以惯常的小心谨慎来看待这种模拟的结果，但是它还是提示了这

样的信息：在一个日益相互依赖的全球经济中，各种政策都必须与整个世界保持一致。从实际和金

融反馈中应该显而易见：走持续稳定的需求引导型增长道路，必须始于国内，而不是为了实现净出

口引导型复苏而争相降低成本和减少进口。无可否认，顺差国对这一进程应该作出更大的贡献。

国际政策的协调缺乏有效的体制和机制，可能促使决策者采取在短期内似乎是应急有效，但

在中期看来纯属自我毁灭的战略。因此必须继续努力设计一套更加有效的包容全球的市场监管体

制，帮助在出现不可持续的不平衡时予以纠正，更好地推行全球发展和趋同的目标。

在新的发展议程方面的挑战

如果说危机年代前宏观经济政策似令人不安地紧跟危机“以不变应万变”的战略，那么现在

就2015年后发展议程开展的讨论就是要与过去的年代决裂。对发展推行一种更普遍、更能推动转

型的可持续方法，这将在国内和国际层面上决策者制定新的目标和指标中发挥关键作用。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问题开放工作组商定的17个目标和杂项指标已经表明其雄心壮志的程度远远超过《千

年发展目标》。

国际社会在制定这种新的方法方面面临三大挑战。第一是将新的目标和指标与某种政策范式

相结合，这种政策范式能帮助提高所有地区的生产力和人均收入，创造足以满足在迅速扩大和城

市化的全球劳动力的体面工作，建立能促进生产性投资的稳定的国际金融体系，提供不遗漏任何

人，特别是最弱势社群的任何人的可靠的公共服务。市场自由主义的主要经济范式在这些方面大

多令人失望。对此，正如教皇方济各最近所表示的那样，我们不能再简单地信任“现行系统的神

化运转方式”了。毫无疑问，必须要有新思维。

在拟订新的发展议程时需要考虑的第二个挑战，是随着市场自由主义的蔓延而大规模增加的

不平等现象。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除了所涉的道德问题以外，不平等现象增加可能会严重

损害社会福祉，危及经济进步和稳定，破坏政治团结。前几次的《贸易和发展报告》(贸发报告)
强调必须使着眼点超越一些围绕最富的1%的那些夺人眼球的数字，要研究职能性收入动态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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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问题，特别是工资与生产率提高及其租金收入增长之间的趋同方面出现了什么问题。资本流

动的加强不仅削弱了劳动方的谈判力量，进一步扩大了不受监管的金融活动的破坏性影响，它还

增加了对某些收入直接征税的难度，从而加剧国家依赖更进一步的累退税和股票市场。这反过来

可能会对政治进程的合法性和效力产生腐蚀性很强的影响。

第三个挑战是，确保国家可以随时利用有效的政策工具来帮助它们实现商定的目标并推进发

展议程。几乎可以肯定地说：采取的发展模式，如果厚实体经济而薄金融利益，先可持续性而后

短期获益，并真正地争取实现人人繁荣，就需要在政策工具箱中增加比当前正统经济学所设想的

还要多的工具。

始终要争取政策空间

要扩大和加强国家发展战略的宏愿，需要同时进行体制改革。市场需要具备由规则、限制和规

范组成的框架，才能有效运作。因此，市场经济总是离不开法律、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相关背景，并

由政治力量维持运转。如何放松或收紧规则和规章框架，放松或收紧到什么程度，是每个社会特有

的复杂政治进程的一部分，但不能没有这样的框架，否则就可能导致经济和社会大秩序的崩溃。

相比国内市场和国内公司，国际市场和国际公司至少同样需要规则、限制和规范框架。而且

与国内一级相同，放松和收紧这一框架一直是全球经济治理的重点内容。各国必须决定，为了换

取享有国际规则、纪律和支持的益处，它们是否愿意，并在多大程度上愿意舍去本国的独立性。

世界各国并不相等，因此不可避免的是，各国努力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所需要的空间各

不相同，一国的政策决定对他国可能造成的影响也各不相同。在多边一级，如果各国的差异非常

显著，处理上述取舍问题的挑战也尤为突出。显然，采取的增长和发展道路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国

家的需求和优先事项，可能受到多边制度和国际规则的限制或制约，但根据有关国家经济一体化

的程度和性质，它也可能受到全球市场运作所产生的经济和政治压力的影响。

各国和各市场之间相互依赖，这是建立由多边规则和纪律组成的结构良好的全球经济治理体

系的主要理由。这些安排的指导原则应当是：提供全球公共货物，并尽量减少有害的国际影响和

其他负面外部影响(不论是由国家经济政策还是由私营行为方的逐利决定造成的)，从而有能力取

得公平和包容的结果。

“政策空间”这一概念部分反映了国家政策自主权、政策效力和国际经济一体化之间的各种

紧张关系，指的是各国政府既依照本国国情又作为相互依存的全球经济的一部分，确定和施行最

适当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组合，实现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自由和能力。可以将“政策空间”定义为

法律上的政策主权与实际上的国家政策控制权的结合体。前者指政策制定者对其国家政策目标和工

具的正式权力，后者指国家政策制定者设定优先事项、影响具体目标以及权衡可能的取舍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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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些国家而言，签署多边纪律，能激励它们加倍努力地去利用剩余的政策空间，而且比过

去有更大政策空间时更加有效。这似乎尤为适用于刚刚摆脱冲突的国家以及许多前社会主义经济

体。此外，这些纪律还能发挥作用，减少国际经济关系中对经济或政治强国的固有青睐。因此，

此类纪律可以同时限制(特别是法律上的)和放松(特别是事实上的)政策空间，因为对一国行为的

限制也适用于其他国家，这样就影响了整个外部环境。

但也有一些合理关切，即多边、区域和双边协定产生的各种法律义务影响了某些特定政策工

具的可用范围和功效，从而降低了国家政策自主权。此外，全球化(特别是金融全球化)的力量和

市场的内化会影响国家的经济进程，从而会削弱(有时会非常明显地削弱)国家政策的效力。

包容性多边主义：回到未来

历史往往重演，但重演的不一定是悲剧或闹剧。因此，审视前辈政策制定者应对重大挑战的

方式，总能学到积极的经验教训。将国家一级的政策主权要求与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的迫切要求相

协调，在今天看来可能是一项较新的需求。事实上，这项挑战由来已久，已经被从许多不同角度广

泛讨论了近两个世纪，尽管都没像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的危机所产生的挑战那么紧迫和严重。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目标，是设计战后的国际经济结构，以防止导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国际贸易和支出崩溃的机会主义行为和破坏性蔓延再次发生。相应地，这一结构需要支持发达经

济体提高收入、充分就业和社会保障的新政策目标。但是，拥护罗斯福新政的一批知名人士也力

争将发展问题牢牢地置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多边议程之上。这包括采取措施，力求

扩大国家主导型工业化的政策空间，并提高满足发展中国家需求所需的多边财政支持的水平和可

靠性－这些努力最终遭遇了相当大的阻力。

上述结果为战后时期的南北冲突埋下了伏笔。在此背景下，战后建立更有利于发展的国际经

济秩序的进程比布雷顿森林体系所设想的更加缓慢，也更不均衡。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和六十

年代初，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的呼声越来越大，终于使多边主义有所转变，有了更多的包容性内

容。得益于此，1964年成立了贸发会议，随后又围绕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拓宽了发展议程。今天，

对那些力图推进更包容的发展议程的人们而言，常被遗忘的布雷顿森林发展愿景及其各项提案的

细节仍能提供一些灵感。 

把握好破与立的关系 

今天的发达国家在实现结构转型并随之提高就业、生产力和人均收入水平时，都没有依赖市

场的力量。相反，它们采取了针对国家具体情况的措施来管理市场力量，利用其具有创造力的一

面来建设生产能力并向有活力的公司和企业家提供机遇，同时引导市场力量向更有利于社会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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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发展。发达国家还使用了不同形式的政府行动，以缓解这些力量的破坏倾向。第二次世界大战

结束之后的几十年里，许多增长速度最快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从北欧的小型社会民主经济体到东

亚的庞大经济体，都仿效了这种管理市场的方法，而不是盲目地崇拜市场。

初始经济条件差，行政和机构能力低，政策失误，外部冲击，都能不同程度地解释其他发展

中国家在仿效先前的经验方面并不那么成功的原因。然而，国际经济治理也越来越多地限制了各

国在推行实现本国发展目标的经济政策方面的选择范围。

从本质上而言，战后多边贸易制度的设计初衷并不是为了缩小发达国家在努力实现充分就

业、扩大社会保护以达到适当的经济安全水平方面的政策空间。但这一制度也力求限制其成员间

的重商主义做法，并让国际贸易条件具有可预测性。最后形成的是一个经谈判达成的、有约束力

的和可执行的规则和承诺的制度，内含固定的灵活性和克减规定。

之后，关贸总协定主持多边贸易谈判，最后缔结了乌拉圭回合的各项协定，这些协定于1995
年生效。上述谈判的范围扩大了很多，在参与谈判的国家和涉及的关税细目方面都是如此。谈判

还延伸到了商品贸易之外的贸易相关领域，最惠国和国民待遇原则不仅被用于商品贸易，还被用

于金融、旅游、教育和医疗卫生等各类服务的贸易。结果是，所有世贸组织成员国都接受了对更

大范围政策的实施的限制，包括对一些旨在促进和引导本国经济进行结构转型的政策的限制。然

而，各国放弃的一些政策空间曾在过去的成功发展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以下是一些例子。

 • 使用补贴曾是一种支持结构转型的首选方法，特别是在东亚国家，已受到《补贴与反补贴措

施协定》的限制。

 • 在出口、本国含量和技术转让方面对外国投资者作出业绩要求，这种方法曾常被用于加强建

立外国投资者和地方生产商之间的联系，已受到《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的限制。

 • 利用获得技术的机会进行逆向工程和模仿，这种方法先前曾被多国使用，包括现在的发达国

家，已受到《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制约。

尽管特定政策工具的使用受到了更大的限制，但世贸组织成员仍保留着一定的灵活性以支持

结构转型，包括在关税政策方面，一些细目仍然不受约束，约束关税和适用关税之间的差异也为

调节税目以支持发展目标提供了空间。世贸组织成员还可继续使用某些特定类型的补贴和标准来

扶持研发和创新活动，以及在出口信贷的使用方面利用灵活规定。根据《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

协定》，政策制定者可以继续对外国投资者施加针对特定部门的准入条件，包括针对特定产业的

限制。《协定》还允许通过强制许可机制(当局可以允许专利拥有方之外的公司使用某项专利权)
和并行进口(即进入市场的品牌商品可以在未经商标拥有方许可的情况下在该市场销售)而实现一

定的灵活性。

在特定领域的政策空间损失与更可预测的开放式多边贸易体系的潜在收获之间，权衡孰轻孰

重并非易事。不管怎样，更紧迫的问题是，如何最好地使用剩余空间，支持取得比大部分发展中

国家过去三十年的成果更具可持续性和包容性的成果。在这方面，与发展型国家体制架构相关的

做法和能力仍然是关键所在，长期以来贸发会议一直坚持这一点。但也必须认识到，多边架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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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的不一致和漏洞，特别是贸易和资金流动的接合点上的不一致和缺陷，仍然让发展中国家难以

最充分地利用剩余的空间。此外，许多发展中国家需要国际社会在利用现行安排方面提供更好的

支助，以帮助于它们的转型努力。在许多方面，这种支助都是不情愿的，或者完全没有兑现。贸

发会议建议成立一个独立的委员会，对多边贸易体系进行发展审计，以研究干扰体系顺利运转的

上述和其他紧张情况，这可能是一种前进的方向。

政策空间不断丧失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涌现出了大量的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以及国际投资贸易协定，其中

一些载有比多边贸易制度规定更为严格的条款，或者载有一些超过现行多边贸易协定范畴的额外

条款。

区域贸易协定的条款越来越全面，许多条款中都包括各种规则，以限制在设计和实施全面的国

家发展战略方面可采用的各种选择。尽管这些协定仍然是主权国家之间协商谈判(往往是长期的协

商谈判)的产物，但人们愈发认识到，因为这些协定涵盖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甚广，讨论往往缺乏实

现均衡结果所需的透明和协调，包括在所有有潜在利害关系的政府部委之间也缺乏透明和协调。

无论协定涉及的是哪些国家，发展中国家政府签署这些协定后，就放弃了它们在多边一级一

直努力保留的某些政策空间。这似乎令人费解，但主要原因可能是，一些国家的政府担心，签署此

类协定的其他国家会得到优惠市场准入并可能对直接外资具有更强的吸引力，这时本国会被排斥在

外。这些国家的政府可能还将加入自由贸易协定视为便利国内公司进入国际生产网络的一种方法。

然而，正如前几次《贸易和发展报告》所讨论的，参与国际生产网络对所涉国家是有风险

的，它可能会在贸易条件方面产生负面效应，特别是对位于生产链低端的国家，而且参与国际生

产网络几乎不能创造国内联系和技术外溢。此外，处于工业化早期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可能被迫只

能从事低附加值的活动，因为来自其他供应商的竞争激烈，需要保持劳动成本低廉，而且领头企

业严密控制知识产权并采用花费不菲的品牌战略，阻止这些国家在价值链上攀升。在许多这样的

生产网络中，即使是相对成功的中等收入国家，它们所面对的也不是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国

就是一个有趣的例子。中国作为电子商品主要出口国的崛起受到了不少关注，现在，中国在这一

部门贸易总额中占据的份额高达三分之一。但事实上，同时控制电子产品产业链不同部分的中国

公司非常少。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近期一项估计显示，中国公司的利润仅占该部门总利润的3%。因

此，发展中国家在考虑某项以参加国际生产网络为主要重点的工业化战略时，如果这项战略迫使

它们在没有充分妥当理解各项协定的发展潜力的情况下缔结更多而且愈益严格的协定，那么就需

要认真权衡成本和效益。

不仅自由贸易协定会缩小政策空间，各国签署国际投资协定时也会缩小政策空间。大部分

此类协定都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缔结的，当时人们认为，相比直接外资流入量的预期增长，任

何政策空间的损失都只是小小的代价。二十一世纪零零年代初，这一认识开始改变，因为已经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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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易见的是，投资规则可以对多种公共政策构成阻碍，包括关于改善直接外资对经济的影响的政

策。此外，双边投资条约和区域贸易协定中的投资条款对刺激直接外资的效力如何，其经验性证

据也是含糊不清的。另外，为了仲裁此类协定产生的纠纷而设立的法庭缺乏透明度和一致性，且

被认为倾向于投资者，这都增加了人们对其效力的关切。目前正在考虑一系列可行的办法，以恢复

这个系统的平衡，并恢复发展政策所需的空间。其中包括：(一) 以有助于可持续发展的投资原则

为基础，拟订新的协定，从而渐进逐步地实施改革；(二)  建立一个集中的常设投资法庭；(三) 退
出投资条约，回归国家法律。

在贸易协定大量增加并扩大至贸易相关领域的同时，对产业政策的兴趣也在全球重新复苏。

调和这两种趋势是一项巨大的挑战。许多发达国家，特别是自近期的金融危机以来，已经开始明

确承认产业政策在维护健全的制造业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美国尽管常被描述为是一个采取放任自

由的方法对待产业政策的国家，但一直且仍然积极地使用这一政策。美国政府在新技术的开发和商

业化方面一直带头直面风险和塑造市场，它采取了范围很广的政策，向有创新、出口和创造高薪就

业潜力的国内制造公司网络提供支持。相比之下，欧盟的经验则说明政府间协定是如何限制国内政

策制定者的政策选择的，被限制在只能采取横向措施的产业政策是如何妨碍既定目标的实现的。

近年来一些发展中国家重新评估了产业政策的价值，它们还利用本国的一些政策空间来诱

导国内公司作出更多的投资的创新，以提高其国际竞争力。采取的一些措施包括：利用约束税率

和适用税率的差异调节特定部门的适用关税；实施优惠进口关税；提供税务激励措施；通过国家

开发银行或补贴商业贷款提供长期投资融资；以及使用政府采购支持地方供应商。从越南到巴西

等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各国继续使用各种政策措施，努力在贸易和资本积累之间创造良性循环。

在加强多边机制的同时保障政策空间

一段时间来，贸发会议一直主张，如果发展中国家要保持和改善近期的增长轨迹，就应该

扩大和深化经济结构转型。这样带来的政策挑战对初级商品出口国而言并不陌生：因为缺乏多样

化，其经济易受外部冲击和政策变化的影响。但是，强劲的增长也不会自动转化为大部分人口生

活水平的提高。虽然出于相似的原因，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亟需进行结构转型，但在未来的几年

内，它们很可能会发现，全球的经济环境不如本世纪头十年理想。这样，在政策制定方面没有更

大灵活性的情况下，结构转型将极其困难。

因此，加强全球贸易治理以支持发展目标，需要成为更全面和更综合的一揽子方案的一部

分，以帮助为积极主动的贸易产业政策保留政策空间。这种改革应该对宏观经济和金融改革作出

补充。其中需要包括各项要素，最重要的就是加强多边机制。2013年12月世贸组织巴厘岛部长级

会议形成的新势头应当予以推进，以使多哈回合谈判能够取得与“发展回合”之名相符的成果。

若要继续履行这样的承诺，可以将实施问题作为重点，并坚持统一努力的原则，不能动辄改变计

划，用复边协定来补充一系列强制的核心承诺。可以很简单地说，从中获得的最大利益，就是能

保持多边规则的公共利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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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多边协定重新作为贸易谈判的重点，意味着重新考虑那些超出现行世贸组织的协定范围的

条款；但在这过程中也应以建设性方式应对近期的一些新情况，注意增加实施乌拉圭回合各协定

的灵活性。例如，可以推广在公共卫生方面引入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灵活规定，用于在结构转型

的各个阶段支持技术引进和创新。关于降低产业关税的进一步谈判也可以对特定部门的公共支持

政策提供更大的灵活性。后者意味着逐渐改变特定部门的关税水平和结构，同时保持经济各部门

间较高的关税分散程度。

全球背景下的财政空间

财政空间和政策空间彼此相连。即便各国政府可以在谈判达成的规则和公认的规范这一现行

国际框架内，设计和实施自己选择的发展政策，它们的政府仍需提供资金，用于实施这些政策所

需的投资和其他一般性和针对性支出。因此，关键在于加强政府的收入。

对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而言，财政空间既是原因也是结果。平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现代经济

各部门的扩大和非正规经济的萎缩，都会扩大税基，并加强政府调集财政收入的能力。这样，就

可以进而既在供应方(即对基础设施的投资、研发和教育)又在需求方(即社会转移支付)增加用于提

高增长的公共支出。反之，财政空间受到限制，甚至缩小，这往往是欠发达这一恶性循环的部分

原因。在日益全球化的经济体中，恢复和扩大财政空间的需求面临着特别的挑战。官方发展援助

可以支持扩大财政空间，尤其是在最不发达国家，国外借款也有同样作用，而且如果用于扩大生

产能力，可持续性还能更强。然而，官方发展援助的不可预测性可能对长期政策规划造成困难，

还可能延误支持发展型国家的政治机制的建立。此外，在大多数情况下，依赖他方的储蓄给基本

的国家活动提供资金，会引发发言权和合法性方面的质疑。另外，过度依赖外方资金已导致有关

国家的财政收支平衡和对外支付差额出现了过度负债和长期赤字，从长远来看缩小了财政空间。

因此，如果要支持国内发展战略，扩大财政空间应尽可能依赖国内收入来源。外国资金可以补充

这些收入，但不能替代这些收入。

一个主要问题是，全球化影响了各国政府调集国内收入的能力。关税的降低已经导致许多发

展中国家的收入减少，往往是大幅减少，而资本流动性增大，且越来越多地利用避税港避税，这

已经显著改变了对收入(私人和公司收入)和财富征税的条件。占主导地位的市场自由主义议程已

导致了这样一种全球化经济，它鼓励各国之间进行税率竞争，还常常迫使各国“竞相逐低”，以

直接减税的形式给予奖励。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公司税率都呈下降趋势，常常还伴有补贴

或免税规定，以吸引或挽留外国投资。此外，金融引导型全球化导致了离岸金融中心、避税港和

保密管辖地的大量增加，这些地方提供各种避税或逃税手段，规模以十亿，甚至万亿美元计算。

从国际社会的角度看待税收问题

贸易错误定价，包括通过转移定价(即国际公司集团在公司内部跨境交易的估价)，已经成为

了许多公司青睐的逃税机制。如果公司内部或集团内部的价格并不反映市场内各参与者按照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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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独立行动所支付的价格，则可以有效地将公司集团内部的利润转移至低税或免税管辖区，而

将损失和扣减金额转移至高税管辖区。另一种在管辖区之间转移利润和损失的方法是通过“资本

弱化”。若某一公司债务相比股本资本所占比重较高，并在各子公司间混合和匹配集团内债务和

付息，以尽量减少付税并提高总体利润，这种做法就是资本弱化。

迄今为止，国际税务架构未能妥善适应这一现实，从而使公共收入大量流失。政策制定者在

收集公共收入方面遇到诸多的困难，其部分原因是避税港的情况不透明，但主要的障碍是政治上

的：金融保密的主要提供者，有的在世界上最大和最富裕的一些国家内，有的在这些国家的特定

地区内。事实上，离岸金融中心及其所在的保密管辖区都充分地融入了全球金融系统，引导着份

额巨大的贸易和资本流动，包括直接外资。

最近发生了一些新的进展，其目的是提高税务信息的透明度，加强税务信息的交流。这些新

进展主要有：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发表了一项宣言，要促进一切滥用和欺诈活动有关信息的交流；

经合组织《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问题行动计划》；若干国家税务主管部门加强对富人和跨国公司

滥用避税政策的监测；以及大量的双边税务条约和税务信息交流协定。

这些举措的方向是正确的，但在实施和执行方面，其进度总体而言非常缓慢。在对发展中国

家极为有害的滥用转移定价方面，进展尤为缓慢。这些举措主要是由发达经济体所主导的，而发

达经济体是跨国公司和一些保密管辖区的主要所在地，因此有关辩论可能并不会充分考虑发展中

经济体和转型期经济体的需求和观点。因此必须让联合国国际税务合作专家委员会等机构发挥更

加突出的作用，并考虑通过一项国际反避税和逃税公约。

尽管有关问题的本质表明有必要采取多边方针，各国政府仍可在国家一级采取各种措施。举

例而言，各国政府可以立法通过一般性的反避税规则，这样，就可在法庭上要求将“大力度”避

税办法予以宣布为非法。它们还可对若干同类贸易商品使用参考定价，从而在国际贸易中更有效

地打击转移定价行为。

增加公共收入的自然资源

许多发展中国家通过自然资源的租金，特别是通过采掘业的租金来提高公共收入，这对发展

融资尤为重要。这些活动对发展的主要贡献在于对政府收入的贡献，因为它们往往会创造与经济

体的其他部分联系很弱或没有联系的飞地经济。然而，由于过去十年左右初级商品价格的上涨，

全球最大的几家矿业公司利润增加了十倍，而从这些资源租金中获得的公共收入则显然落后了一

大截。腐败可能是部分原因，但主要原因是，在低价格时期制定的税收制度过于慷慨，而且往往

是根据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议制定的，其目的是吸引国际公司和投资者进入有关部门。

结果是，许多国家的政府，既有发达国家的政府也有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已经开始修改采掘

业的有关政策。这包括重新谈判或取消现有的合同，提高税收或和资源开采税税率，推出新的税

目并变更采掘项目中的国家所有权权重。而且，采掘业出现了新的主要参与方，例如来自新兴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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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体的公司，东道国政府因此在与涉足该产业的跨国公司进行合同谈判时具有了更加有利的谈判

地位，可以从中获益。然而，这些不断变化的市场条件不应掩盖生产国在充分利用采掘业以促进

发展方面面临的更广泛的政策挑战。

旨在提高自然资源岁入的全面政策需要包括若干要素。第一，各国政府应保留为了本国的经

济和发展利益，在必要情况下审查税收制度和所有权结构的权利。还可在区域或国际各级谈判商

定最低税收水平，以避免出现“竞相逐低”现象。第二，各国政府应能够控制跨国公司的转移定

价行为和低报出口量的手段，从而执行有关规则并获得应得的收入。第三，应该允许各国政府通

过现行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在不受法律报复威胁的情况下采取上述手段。

所需的大部分措施都可在国家一级实施，但多边合作仍然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应当使《采

掘业透明度倡议》等加强透明的举措成为强制性规定，并扩大其范围：不仅应当重点关注各国政

府，还应重点关注生产公司和初级商品贸易公司。还应更加重视监测、审计和问责，以及采掘业

务财务条件和规章的执行。体制发展和能力建设至关重要，尤其是为了提高合同谈判能力，但也

是为了更好地监测所采自然资源的生产成本、进出口价格、开采量、质量和交割时间，并改善数

据的收集和处理。贸发会议在初级商品、运输、海关和贸易方面拥有专门知识，因此可以在这一

领域提供支助。能力建设方面的区域合作也可以发挥很大助力。国际捐助界在支持此类举措方面

具有重要作用。

防止非法资金流动和避税行为造成的资源流失，可以有助于提供必要的收入，为实现新的发

展目标提供资金。因此，鉴于财政空间和相关治理问题对许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体的重要

意义，这些问题应当成为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贸发会议秘书长
穆希萨•基图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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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世界经济在增长方面略有好转，尽

管增长水平仍将大大低于危机前的高点。2012
年和2013年世界经济的增长率约为2.3%，2014
年预计将提高到2.5-3%。这一小幅增长主要是

由于发达国家的增长率从2013年的1.3%提高到

了2014年的约1.8%。整体而言，发展中国家有

可能重复其前几年的表现，以4.5%至5%的比

率增长，而转型经济体的增长率预计将进一步

降低至大约1%，延续2013年已经疲软的表现

(表1.1)。

1. 发达国家

欧洲联盟(欧盟)略有起色，而日本和美国在

2014年的表现预计不会有所改善，因此预计发

达国家将出现小幅的加速增长。在欧洲，试探

性地解除财政紧缩以及更为灵活的货币政策立

场，包括欧洲中央银行(欧洲央行)采取的措施，

都使得国内需求由负转正。在一些国家(例如联

合王国)，家庭需求得到资产增值以及重获消费

和抵押贷款的支持，在其他一些国家则得到实

际工资增长的支持(例如德国)。不过，在其他

一些大欧元区经济体(例如法国、意大利和西班

牙)，由于失业水平高、实际工资增长停滞或迟

缓以及银行部门长期疲软，导致国内信贷条件

的扩张和需求的增长继续受到抑制。2014年，

进出口应该可以促进欧洲的整体增长表现，尽

管作用极小。

依靠国内私人需求，美国经济继续从大衰

退中逐渐恢复。自2011年以来，虽然负面影响

在2014年略有消退，但财政紧缩一直在拖累经

济增长。由于企业部门提供了就业机会，失业

率继续下降。然而，平均实际工资并未增加。

流动性持续扩张，但没有以往那么猛烈，再加

上资产价格上涨，都有助于支持国内借款和消

费复苏。

日本的增长也有赖于国内需求。私人消费

和投资获益于“安倍经济”计划的扩张性货币

和财政政策。公共开支增加，主要用于2011年
自然灾害之后的重建，经济刺激计划推动日本

经济在2012-2013年取得了较高增长。随着这些

当前世界经济的趋势和挑战

第一章

A.  全球增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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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世界产出增长，2006-2014年

(年度百分比变化)

区域/国家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a

世界 4.1 4.0 1.5 -2.1 4.1 2.8 2.3 2.3 2.7

发达国家 2.8 2.5 0.0 -3.7 2.6 1.4 1.1 1.3 1.8
其中：
日本 1.7 2.2 -1.0 -5.5 4.7 -0.6 1.4 1.6 1.4
美国 2.7 1.8 -0.3 -2.8 2.5 1.6 2.3 2.2 2.1
欧洲联盟(欧盟-28国) 3.4 3.2 0.3 -4.6 2.1 1.7 -0.3 0.1 1.6
其中：

欧元区b 3.2 2.9 0.3 -4.5 2.0 1.6 -0.6 -0.4 1.1
法国 2.5 2.3 -0.1 -3.1 1.7 2.0 0.0 0.2 0.7
德国 3.7 3.3 1.1 -5.1 4.0 3.3 0.7 0.4 1.9
意大利 2.2 1.7 -1.2 -5.5 1.7 0.4 -2.4 -1.9 0.1

联合王国 2.8 3.4 -0.8 -5.2 1.7 1.1 0.3 1.7 3.1
2004年后新加入的欧盟成员国 6.4 6.0 4.0 -3.8 2.1 3.0 0.6 1.1 2.7

东南欧和独联体  8.5 8.7 5.3 -6.6 4.8 4.7 3.3 2.0 1.3
东南欧c 4.6 5.9 5.0 -2.1 1.7 1.9 -0.8 2.0 2.0
独联体，包括格鲁吉亚 8.7 8.9 5.3 -6.8 4.9 4.8 3.5 2.0 1.2
其中：
俄罗斯联邦 8.2 8.5 5.2 -7.8 4.5 4.3 3.4 1.3 0.5

发展中国家 7.7 8.0 5.4 2.6 7.8 6.0 4.7 4.6 4.7
非洲 5.8 6.1 5.5 2.5 4.9 0.9 5.3 3.5 3.9
北非，不包括苏丹 5.3 4.8 6.1 2.9 4.2 -6.8 8.7 2.0 2.4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不包括南非 6.4 7.5 6.2 4.5 6.4 5.1 4.6 5.3 5.9
南非 5.6 5.5 3.6 -1.5 3.1 3.6 2.5 1.9 1.8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 5.5 5.5 3.7 -1.6 5.7 4.3 3.0 2.6 1.9
加勒比 9.4 5.8 3.1 -0.2 2.6 2.4 2.5 2.6 2.8
中非洲，不包括墨西哥 6.4 7.0 4.1 -0.3 4.1 5.3 5.1 4.3 4.3
墨西哥 5.0 3.1 1.4 -4.7 5.1 4.0 4.0 1.1 2.0
南美洲 5.5 6.7 4.9 -0.3 6.4 4.5 2.4 3.1 1.7
其中：
巴西 4.0 6.1 5.2 -0.3 7.5 2.7 1.0 2.5 1.3

亚洲 8.7 9.1 6.0 4.0 8.9 7.2 5.2 5.3 5.6
东亚 9.9 11.1 7.0 6.0 9.6 7.7 6.0 6.3 6.4
其中：
中国 12.7 14.2 9.6 9.2 10.4 9.3 7.7 7.7 7.5

南亚 8.3 8.9 5.3 4.6 9.1 6.9 3.6 3.8 5.0
其中：
印度 9.4 10.1 6.2 5.0 11.0 7.9 4.9 4.7 5.6

东南亚 6.1 6.6 4.3 1.2 8.1 4.7 5.6 4.9 4.4
西亚 7.5 5.5 4.7 -1.0 6.9 7.4 3.8 3.8 4.0

大洋洲 2.8 3.4 2.7 2.4 3.7 4.9 4.3 2.9 3.2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计算结果，依据是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联合国/经社部)，《国民账户主要总表》数据库和《世界经济
形势与展望：2014年年中更新》；拉加经委会，2014年；经合组织，2014年；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4年4月；
《经济学家》资料处，《经济学家资料库国别数据》数据库；摩根大通《全球数据观察》；以及国家资料来源。 

        注:国家合计数据的计算结果依据的是按2005年定值美元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

a 预测值。

b 不包括拉脱维亚。
c 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黑山、塞尔维亚以及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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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的影响逐渐消散，再加上2014年4月因提高

消费税率导致中期家庭开支开始受到抑制，也

许需要新的经济刺激计划帮助维持国内生产总

值(GDP)和国内价格的增长目标。事实上，名

义国内生产总值的持续增长将是逐步降低极高

的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的唯一办法。

尽管在政策立场上有一些差异，但所有发达

地区都有望在2014年以1.5-2%的比率增长。在欧

盟，国内生产总值有可能回到2007年危机前的水

平，尽管比日本晚了一年，比美国晚了三年。这

些国家的国际贸易仍然疲软，但自2013年最后一

个季度以来有所恢复。欧盟和美国逐步放松财政

紧缩，美国也逐渐停止极具扩张性的货币政策，

这使得一些观察家认为这些经济体正在趋向一

种“新常态”，并努力避免大多数系统性风险。

不过，在这种新形势下，增长有可能比危机发生

前缓慢，因为投资率仍相对较低，并且若干国家

距离降低失业率以及解决公共和私营部门负债过

多问题仍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本《报告》第二

章论述了这一适度增长机制背后的一些政策，并

对其潜在的脆弱性做出了警示。 

2. 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

主要的发展中区域看似要重复2012-2013年

的增长表现。亚洲将依然是最有活力的区域，

估计其增长率在5.5%左右。在最大的经济体

中，中国将保持其领先态势，2014年的增长率

接近7.5%，其基础是国内需求，包括私人消费

和公共消费，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较高

的消费和净出口的引领下，印度的增长从前两

年大幅减速中略有恢复，但约为5.5%，大大低

于危机前的水平。东南亚的大多数国家，包括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预计

将继续以5%左右或高于5%的速度增长，其驱

动因素是私人消费和固定投资，而来自净出口

的贡献很少甚至为零。最大的例外是泰国，在

泰国，政治危机导致经济停滞不前。在西亚，

经济表现的反差更大：一些国家直接或间接地

受到战争影响，海湾国家预计将保持4-5%的增

长率，遭遇金融不稳定的土耳其可能无法保持

由国内信贷扩张驱动的相当快速的增长轨迹。

在非洲，增长也显示出很大反差：北非依

旧疲软，埃及和突尼斯稍有起色，但利比亚继

续下降，其原因是武装冲突以及石油生产中

断。在南非，由于国内需求疲软以及采矿部门

罢工，增长依然受到抑制，约为2%。相反，

撒哈拉以南非洲几个大型经济体(包括安哥拉、

科特迪瓦、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莫

桑比克、尼日利亚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则表

现出高增长率，2014年该次区域的增长有可能

最终达到6%。在几个国家，这一增长在十多年

里一直由历史高位的商品价格支撑，但其他因

素，例如农业改善以及从国内冲突中恢复，也

起到了重要作用。不过，加纳和津巴布韦最近

重新向基金组织申请援助，这证明存在下行风

险，有可能出现货币狂跌的局面。

转型经济体在2014年继续面对经济衰退已

成定势。欧洲转型经济体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

在于俄罗斯联邦的消费和投资自2013年年中以

来一直停滞不前，该国金融不稳定，导致资本

外流增加。另一方面，由于历史高位的贸易条

件，多为石油或矿物出口国的中亚转型经济体

能够保持相当高的增长率。

继2010年强力反弹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的经济增长经历了持续的减速，预计2014年为

2%左右。这一疲软主要表现为阿根廷、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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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墨西哥这三个主要经济体增长缓慢，其国内

需求(全球危机后其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失去

了动力。2013年年中和2014年年初的外部金融

震荡也影响到这些经济体，导致其宏观经济政

策收紧。不过，由于银行系统资本雄厚、外部

赤字和财政赤字低、外债处于历史低位以及国

际储备充足，可以防止这些震荡演化为金融危

机。几个出口碳氢化合物或矿物的国家(例如多

民族玻利维亚国、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都出现

很高的增长率，其推动因素是其国内对消费和

投资的高需求。

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已成功地从大衰退

中恢复过来，速度比发达国家更快。许多发展

中国家获益于高商品价格，尤其是其政府能获

得极大份额的自然资源租金并能利用额外收入

支持国内支出的那些国家。其他一些国家，尽

管面对变化无常的国际金融形势，也能够运用

逆周期政策支持国内需求，从而应对全球金融

危机的后果。然而，不论是实行逆周期政策还

是从贸易条件中获益，所能实现的都有限，因

此需要找到新的动力来源。除了可能包括再分

配政策在内的需求方面的政策之外，一些国家

需要改善国内投资，并实行能够提升生产能力

和竞争力以应对需求上涨但不会对国内价格或

贸易平衡施加过多压力的产业政策。

此外，发展中国家不得不面对国际金融

体系长期不稳定所带来的挑战。这将涉及主要

在国内一级实行的谨慎宏观经济政策和监管政

策，但在全球一级也应改善监管工作。在这方

面，显而易见的是，尽管近年来出现了普遍有

利的趋势，但现有的主权债务重组框架并不适

当。阿根廷目前在正常偿还其重组后的主权债

务时遇到了法律障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1

阿根廷的情况表明，该框架不仅有碍新的债务

重组，甚至还可能危及过去已成功的重组。贸

发会议二十年前曾建议建立一个适合处理主权

债务重组问题的多边架构，该架构不仅要考虑

私人利益，还要考虑总体利益，现在看来建立

该架构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合情理、更紧

迫。

B. 国际贸易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六年之后，国际贸易仍

然毫无生气。2012-2013年商品贸易的增长略

高于2%(如用现值美元计算，增长甚至更为缓

慢)，低于全球产出的增长。服务贸易的增长

要快一些，2013年以现价计算约为5.5%。如此

缺乏活力与危机之前二十年中的快速扩张形成

了鲜明对比，当时全球货物和服务贸易的扩张

速度超过全球产出的一倍多，分别为年均6.8%

和3%。在那一期间，货物和服务进出口占国

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事实上翻了一番，该比例在

发达国家为13%左右至27%，在发展中国家为

20%至将近40%。

1. 货物贸易

国际货物贸易仍受到抑制。国际货物贸易

在2010年曾出现危机后的反弹，但在2012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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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减速至约2% (表1.2)。这一趋势预计将

持续至2014年: 贸发会议－世贸组织(贸发会议

数据库)估计，2014年第一季度，国际贸易增长

率为2%(经季节性调整按年率计算)。所有区域

的贸易量增长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减速，减速

最大的是发达国家、转型经济体和拉丁美洲。

2013年，发达国家的进口连续第二年缩减

0.4%，其原因在于欧盟的进口缩减了1.2%。

这主要是欧盟内部贸易疲软的结果。日本和美

国也经历了大幅减速。由于欧盟对该区域以外

国家的出口增长，欧盟的出口在2013年回升到

1.4%，而美国的出口增长放缓至2.6%。相比之

下，尽管日元贬值，日本的出口增长还是进一

步降至1.8%。2  2014年第一季度，发达经济体

的估计贸易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2.4%，尽管

增长基数相当低。

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的贸易也出现

减速。由于欧洲对其出口商品的需求疲软，转

型经济体的减速尤为明显，与此同时，由于其

自身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放缓，其进口增长

率降低了一半，为2.7%。在发展中国家，出口

增长进一步放缓，2013年为3.4%，这也反映出

外部需求疲软的情况，尤其是来自发达经济体

的需求。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情况是，发展中

国家的进口仍具有弹性，由于其中一些最大经

济体的需求强劲，进口增长达到将近5.5%。此

外，持续高企的商品出口价格(尽管在一些情况

下出现下滑)使得其中一些国家(尤其是非洲和

西亚的国家)增加了其进口(量)，尽管其出口增

长较慢。这些国家较高的进口为其他国家的出

口增长提供了一些动力。

表 1.2

一些区域和国家的货物进出口量，2010-2013年

(年度百分比变化)

出口量 进口量

区域/国家 2010 2011 2012 2013 2010 2011 2012 2013

世界 13.9 5.5 2.3 2.2 13.8 5.4 2.1 2.1
发达国家 12.9 4.9 0.5 1.3 10.8 3.4 -0.4 -0.4
其中：
日本 27.5 -0.6 -1.0 -1.8 10.1 4.2 3.8 0.5
美国 15.4 7.2 4.0 2.6 14.8 3.8 2.8 0.9
欧洲联盟 11.6 5.5 -0.1 1.4 9.4 2.8 -2.5 -1.2

转型经济体 11.4 4.1 1.3 1.0 17.6 16.8 5.0 2.7
其中：
独联体，包括格鲁吉亚 11.3 3.9 1.5 0.3 19.9 17.7 5.8 2.4

发展中国家 16.0 6.7 4.6 3.4 18.5 7.7 5.3 5.5
非洲 10.3 -6.8 7.8 -1.8 6.5 3.9 11.8 5.6
撒哈拉以南非洲 11.9 0.9 1.2 2.3 6.7 9.3 7.1 8.0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 8.1 5.1 3.1 1.5 22.3 11.3 3.1 2.4
东亚 24.3 10.7 5.3 5.2 22.5 7.7 4.4 7.8
其中：
中国 29.5 13.4 7.4 4.8 25.0 10.7 6.1 8.8

南亚 11.0 9.4 -7.1 1.9 14.5 5.6 2.9 -0.6
其中：
印度 14.0 15.0 -1.8 7.6 13.8 9.7 5.5 0.1

东南亚 18.6 4.7 2.2 4.9 22.0 7.0 6.1 3.8
西亚 4.2 9.1 9.8 2.2 8.6 8.2 8.7 8.6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计算结果，依据是贸发会议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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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展中区域贸易增长放缓的大趋势中，

出现了相当大的变化。在非洲，2013年和2014
年前几个月，出口仍然疲软，部分原因是自

2013年7月以来利比亚关闭了两个重要的石油

输出港和南非的出口下降。但在这一期间，其

他几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出口增长情况好

转，其出口趋向于转向增长更快的亚洲发展中

国家。进口仍然强劲，尤其是在撒哈拉以南非

洲国家，在那些国家的进口扩大了8%，与该次

区域国内生产总值的快速增长相符。

东亚贸易的减速引人注目，从危机前几年

的20%或以上(以量计算)的年增长率降至2012年
和2013年的5-6%。最近这些年，大韩民国的出

口受到发达国家市场不景气以及韩元升值的影

响，其贸易事实上停滞不前。不过，该次区域

的贸易减速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中国对发达国

家的出口增长率陡降，从大衰退前的平均25%
降至2012年和2013年的仅2.5%。中国与发展

中国家的贸易仍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目前占

中国出口的53%， 2004年为42%。与此同时，

中国的进口增长减缓，尽管减幅较小，2013年
以进口量计为8.8%。尽管如此，中国对许多发

展中国家而言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尤

其是因为商品在中国的进口中所占比例快速攀

升，从2004年的18%增至2011-2013年的31%。

在南亚，印度的出口反弹支持了该区域的

经济复苏。尤其是，该国对其最大发展中国家

伙伴如中国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出口呈两位

数增长。由于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施加的贸易

限制，该次区域整体上的出口增长要慢得多。

在东南亚，尽管国内需求强劲，包括出口

导向型部门投资旺盛，刺激了菲律宾和越南的

贸易增长，但主要由于泰国和印度尼西亚事实

上停滞不前，导致该次区域的贸易增长仍远低

于危机前的趋势。在西亚，国内不稳定和稳定

的石油输出严重阻碍了出口的增长。

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贸易量增长显著

减缓，增长率约为2%。其主要市场(包括美国

和主要的区域内伙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缓

慢，实际汇率上升，导致该区域的出口受到影

响：2013年巴西的出口停滞不前，在南美洲其

他地方，出口量的小幅增长不足以抵消出口单

位价格下跌，导致出口总值整体减少。墨西哥

出口的适度增长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货物贸

易顺差的减少，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9%降至

0.3%(拉加经委会，2014年)。

2. 服务 

2013年，全球服务输出扩大了约5.5%(以现

价计)，与去年同期相比，2014年一季度扩大了

约7%。2013年全球服务输出达到4.7万亿美元，

占货物和服务出口总额的20%－自1990年代早

期以来该份额一直相当稳定。

与货物贸易相比，服务贸易对经济形势的

反应没有那么激烈，其变化更为稳定。服务贸

易的增长率在2012年、2013年和2014年前几个

月都超过了货物贸易，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对

全球产出减速的弹性更强，但这可能也证明了

一些结构性因素有助于扩大服务贸易。2008年

至2013年期间，最有活力的服务业包括计算机

和信息服务(年均增长9.1%)，其次是人员、文

化和娱乐服务(8.9%)，再其次是其他商业和专

业服务(6.8%)。发展中经济体的计算机和信息服

务业的增长率最高：自2008年以来年均13%，而

发达国家为7.5%。金融和保险服务是发展中国

家的另外两个快速增长的领域，年均增长率接

近11%。在最不发达国家，这些现代服务的出

口也迅速增长，尽管是从非常低的水平上起

步。2008年以来，最不发达国家的计算机和信

息服务、保险服务以及建筑服务的年均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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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30%。不过，这些服务合起来也只占最不

发达国家2013年服务出口总额的7%。

世界服务贸易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仍然是

旅游和运输服务。2013年旅游出口创造了1.4
万亿美元的收入。来自国际游客的收入增长了

5%(以定值美元计)，超越了其长期趋势。2013
年游客抵达数也增长了5%，达到10.87亿人。

欧洲和亚洲及太平洋分别占国际旅游收入总额

的42%和31%(世界旅游组织，2014年)。旅游

流似乎没有受到经济增长缓慢的影响，这可能

表明有更大比例的世界人口参与了旅游，尤

其是来自中产阶层日益庞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人

口。2013年国际旅游支出增长了810亿美元，

其中巴西、中国和俄罗斯联邦占400亿美元。

国际运输服务－第二大商业服务类别－

在2013年也呈正增长，但有下滑趋势。初步

数据显示，世界海上贸易－衡量海运、港口

和物流服务需求的标准－在2013年增长了

3.8%，而2012年为4.7%(贸发会议，2014年)。
这一增长源于干货海运(包括集装箱贸易和散装

货)增长了5.5%，干货海运占全部海运的70%。

剩下30%为邮轮贸易，与2012年持平(Clarkson 
Research Services)，2014年)。

发展中国家继续为国际海上贸易贡献较大

份额。在全球货物装载方面，发展中国家的份

额从2012年的60%增长到2013年的61%。与此

同时，以卸货量衡量，发展中国家的进口需求

从58%增加到了60%。从这些数字中可以发现，

南南/亚洲内部贸易日益增长，发展中国家越来

越多地参与世界贸易体系，并且其商品消费和

货物消费日益增长。

由于向发达经济体供应原材料，发展中国

家登记的装载量历来比卸载量高。不过，自发

展中国家开始在进口商品(卸载)中占据更大份

额以来，这一趋势在这些年有所改变。因此发

展中国家的卸载货物正稳步赶上装载货物，在

2013年几乎不相上下。从中反映出发展中国家

正在城市化，人口日益增长，中产阶层兴起，

供应链和生产流程实现了国际化。不过，在区

域一级，装载量与卸载量之间仍未达到平衡，

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以及西亚向装载一边

倾斜。

3. 贸易与增长

产出增长缓慢是造成贸易实际上停滞不前

的主要原因，尤其是在货物方面。受到抑制的

国际贸易又有可能妨碍长期的全球经济增长，

以致于规模经济和专门化收益的发生率降低，

抑制了生产率边界。因此，扩大贸易应是一个

旨在实现强劲、可持续和均衡增长的进程的重

要组成部分之一。在一定程度上，这就是在背

后推动完成2001年在多哈发起的有利于发展的

多边贸易谈判回合的逻辑。2013年年底，为促

进多边贸易体系，在巴厘第九届世贸组织部长

级会议上达成了一个关于贸易便利化的多边框

架，该框架将成为促成更全面的多哈一揽子计

划的跳板。然而，在提议的最后截至日期7月
31日之前，该协定在日内瓦未获得成员通过。

鉴于全球需求不足，不管怎样，单凭国际贸易

就能启动经济增长的可能性不大。无论通过海

关程序现代化或进一步降低关税来促进贸易流

是多么值得向往，但单凭这些措施无法显著改

变局面，因为它们并未解决限制贸易的主要直

接因素。国际贸易并没有因为提高贸易壁垒或

供应困难而减速，或者在事实上陷入停顿；导

致其增长缓慢的原因是全球需求疲软。在这一

背景下，过分强调贸易成本，通过降低工资

和“国内货币贬值”来推动鼓励出口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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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会弄巧成拙，适得其反，尤其在几个贸易伙

伴同时推行这种策略的情况下。

扩大全球贸易的途径是通过国内需求的

驱动来恢复强劲的产出；而不是相反。此外，

如果个别国家或一些国家试图通过净出口来摆

脱危机，而多个贸易伙伴也采用这种办法，

这一战略就会造成合成谬误。可以想象的是，

如果一些具有系统重要性的经济体的需求出

现井喷，就会带来更加广泛的经济增长和贸易

复苏。不过，需求的地理分布还必须与减少全

球不平衡相一致。这需要顺差国家率先扩大内

需，以便进行扩张性调整，而与此相反的是国

际收支调整的衰退倾向，一般说来，国际收支

调整会把全部负担都甩给赤字国家。

因此，要恢复增长，各国不能被动地等待

外源性需求。在来自发达经济体的需求不再旺

盛的危机后环境中，发展中国家需采取一种均

衡的方式，让国内和区域需求以及南南贸易比

以往发挥更大的作用(《2013年贸发报告》)。如

果多个贸易伙伴同时刺激国内需求，那么它们

也会对彼此的出口以及国际贸易的复苏起到支

撑作用。与此同时，应通过适当的、前瞻性产

业政策扩大生产能力，并适应新的需求模式。

C. 商品市场的近期发展

在2013年和2014年初期，大多数商品的价

格在2011年达到高峰后继续呈下滑趋势，尽管

下滑速度与2012年相比有所减慢。原油价格是

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其价格自2011年以来一

直相对稳定。2014年二季度，一些商品的价格

似乎出现了稳定甚至抬头的迹象。在热带饮料

和植物含油种子以及油类商品组中，价格在数

月前就开始反弹(图1.1)。而且，2012-2014年
期间，平均而言，大多数商品的价格远远高于

2003-2008年繁荣时期的平均水平(表1.3)。许多

商品的价格仍接近其2008年的最高水平。

商品价格的近期发展在不同商品组的表现

不同，就特定商品而言，现货市场的共同特征

是供应方因素在这些发展中起到了支配作用。

有迹象表明，实物商品需求因素的变动仅对

2013年和2014年初期商品价格的演变产生了微

弱影响。总之，尽管由于世界经济增长迟缓，

导致对商品的需求增长不大，但仍在继续增

长。与普遍认为的相反，这一期间中国国内生

产总值的增长减速似乎并没有显著减少全球对

许多商品的需求增长。3    事实上，2013年中国对

大多数商品的需求仍然旺盛，并且有迹象表明

2014年仍将如此，其中一部分原因在于中国政

府采取了激励措施。一个典型例子是铜：2012
年，中国对精炼铜的消费增长了12.2%，2013
年仅略微减速至11.2%，而2013年全世界精炼

铜的消费增长4.8%，相比之下，2012年增长了

2.6%(Cochilco，2014年)。不过，不太清楚中国

对铜的需求有多少是用于实际消费，又有多少

是作为融资交易的抵押品存放在保税仓库中。

原油价格延续2011年以来呈现的趋势，继

续窄幅震荡。在2013年年中至2014年年中这一

期间，联合王国布伦特(轻质)、迪拜(中质)和德

克萨斯(重质)的平等加权原油的月平均价格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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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2013年9月的每桶108.8美元，最低为2014年1
月的每桶102.3美元。不过，由于西亚和乌克兰

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大了能源市场的风险感

知，2014年二季度有波动加大的迹象。4     这一

波动似乎与市场情绪而不是实际生产效应的关

系更大，因为在2014年7月以前没有发生与这

些紧张局势有关的值得注意的生产中断情形。

一般而言，2013年和2014年上半年的石油

市场供应充足，其主要原因是美国增加了页岩

油气的产量。这弥补了其他生产国中断的石油

供应，例如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利比亚、尼日

利亚和南苏丹(欧洲经济行情研究所协会，2014
年)。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成员在全球

市场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正如已感知到的西亚

区域紧张局势的影响所反映的那样。事实上，

就在几年前，类似的事件很有可能会导致石油

价格大幅飙升，但这一次，尽管出现了一些波

动，但价格变动受到控制。在石油价格随伊拉

克国内冲突加剧而上涨后，利比亚很快将恢复

市场供应的迹象令油价应声回落。然而，供应

面仍不确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些重要产

油国地缘政治局势的演变。至于需求方面，对

石油的需求增长继续受到非经合组织国家的驱

动，这些国家2013年对石油的需求仍然旺盛，

增幅为3.1%，来自中国的需求增长了3.8%。不

过，经合组织国家对石油的需求没有增长(英国

石油公司，2014年)。

农业商品的价格继续表现为大幅波动

(Mayer，2014年)。视不同商品类别而不同，演变情

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气候条件有利于还是不

利于生产。就粮食商品而言，商品类别不同，

价格发展情况差别很大。对于谷类作物，有利的

气候条件带来丰收，丰收导致价格下降，库存充

足。大米市场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泰国政

府大米储备的变化。总的说来，2013年货源充足

和粮食价格下跌有助于改善世界粮食安全状况。

图 1.2

各类商品组的月商品价格指数， 
2002年1月-2014年6月

(指数，2002年=100)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计算结果，依据是贸发会议《商

品价格统计在线》。

     注:迪拜、布伦特和西德克萨斯中质油平等加权平均值。

除非另有说明，指数为基于现值美元计算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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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2008-2014年世界初级商品价格

(相对于上一年的百分比变化，除非另有说明)

商品组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a

2012-2014 
与 

2003-2008b

对比

所有商品c 24.0 -16.9 20.4 17.9 -8.3 -6.7 -3.9 55.6
所有商品(以SDR计价)c 19.5 -14.5 21.7 14.1 -5.5 -6.0 -5.3 53.3
所有食物 39.2 -8.5 7.4 17.8 -1.4 -7.4 -2.0 68.8
食物和热带饮料 40.4 -5.4 5.6 16.5 -0.4 -6.7 -2.5 70.8
热带饮料 20.2 1.9 17.5 26.8 -21.5 -18.3 20.5 50.9
咖啡 15.4 -6.9 27.3 42.9 -25.7 -23.6 25.5 58.5
可可 32.2 11.9 8.5 -4.9 -19.7 2.0 23.7 38.8
茶 27.2 16.5 -1.0 11.4 0.8 -23.9 -11.5 31.9

食物 42.5 -6.0 4.4 15.4 2.0 -5.7 -4.3 72.8
糖 26.9 41.8 17.3 22.2 -17.1 -17.9 -1.8 86.1
牛肉 2.6 -1.2 27.5 20.0 2.6 -2.3 5.5 64.2
玉米 34.0 -24.4 13.2 50.1 2.6 -12.1 -16.0 93.3
小麦 27.5 -31.4 3.3 35.1 -0.1 -1.9 -0.8 51.6
大米 110.7 -15.8 -11.5 5.9 5.1 -10.6 -18.1 52.2
香蕉 24.6 0.7 3.7 10.8 0.9 -5.9 1.3 55.2

植物含油种子和植物油 31.9 -28.4 22.7 27.2 -7.6 -12.6 2.1 55.1
大豆 36.1 -16.6 3.1 20.2 9.4 -7.9 -1.7 66.7

农业原材料 20.5 -17.5 38.3 28.1 -23.0 -7.4 -5.4 44.5
皮张 -11.3 -30.0 60.5 14.0 1.4 13.9 14.8 37.1
棉花 12.8 -12.2 65.3 47.5 -41.8 1.5 3.2 46.2
烟草 8.3 18.0 1.8 3.8 -3.9 6.3 10.7 51.7
橡胶 16.9 -27.0 90.3 32.0 -30.5 -16.7 -21.8 62.4
热带原木 39.3 -20.6 1.8 13.8 -7.4 2.6 3.5 27.4

矿物、矿石和金属 6.2 -30.3 41.3 14.7 -14.1 -5.1 -6.8 38.9

铝 -2.5 -35.3 30.5 10.4 -15.8 -8.6 -5.0 -11.3
磷酸盐岩 387.2 -64.8 1.1 50.3 0.5 -20.3 -27.6 59.9
铁矿石 26.8 -48.7 82.4 15.0 -23.4 5.3 -17.6 10.1
锡 27.3 -26.7 50.4 28.0 -19.2 5.7 2.7 110.4
铜 -2.3 -26.3 47.0 17.1 -9.9 -7.8 -5.6 54.4
镍 -43.3 -30.6 48.9 5.0 -23.4 -14.3 10.2 -18.9
铅 -19.0 -17.7 25.0 11.8 -14.2 3.9 -1.9 51.3
锌 -42.2 -11.7 30.5 1.5 -11.2 -1.9 7.4 0.6
黄金 25.1 11.6 26.1 27.8 6.4 -15.4 -8.5 163.7

原油d 36.4 -36.3 28.0 31.4 1.0 -0.9 0.9 78.1

备注：

制成品e 4.9 -5.6 1.9 10.3 -2.2 1.7 .. ..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计算结果，依据是贸发会议《商品价格统计在线》；联合国统计司 (统计司),《统计月报》，各期。
    注:以现值美元计，除非另有说明。
        a 2014年1月至5月期间的平均值与2013年的平均值之间的百分比变化。
        b 2003-2008年的平均值与2012-2014年的平均值之间的百分比变化。
        c 不包括原油。SDR = 特别提款权。
        d 布伦特、迪拜和西德克萨斯中质油平等加权平均值。
        e 发达国家制成品单位出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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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农业部(2014年a)预测，在其审议的76个中

低收入国家，2014年粮食无保障的人数将减少

9%，为4.9亿。预计所有区域中减幅最大的将

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那里粮食无保障者的

人数预计将减少近13%。不过，2014年初，一

些与气候有关的供应方面的担忧以及黑海地区

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扰乱了谷类市场。这导致

小麦和玉米的价格暂时反弹，因为冲突对这个

重要的谷物生产和出口地区的影响的不确定性

日益加大。在中国的大豆消费稳步增长的背景

下，南美气候干旱也导致2013年末和2014年初

的大豆价格上涨。

相比之下，热带饮料组近期出现的价格上

涨(图1.1)主要与不利的气候条件导致减产有

关；例如，咖啡价格因巴西气候干旱而飙升。5

同样，可可产量受到西非主要生产国种植条

件的影响。至于糖，在2012-2013年价格锐减

之后，由于巴西受气候影响导致产量不足而需

求在增长，促使近期价格出现飙升。在农业原

材料方面，棉花的价格受到中国囤积政策的支

持，中国拥有大约60%的全球棉花库存(国际棉

花咨询委员会，2014年)。由于供应充足，天然

橡胶的价格下降。

矿物、矿石和金属组的价格指数在2011-

2013 年的下滑趋势最为明显(图 1.1)。价格下

降的主要原因在于，价格快速增长期间所做

投资导致供应增加，但需求增长却减缓。6   因

此，大多数金属市场都处于过剩状态。尤其

是，铜市场供应充足，价格继续受到下行压

力。不过，2014年一些金属的价格出现逆转。

就镍而言，主要生产和出口国之一印度尼西亚

禁令出口矿石，导致全球供应减少，价格飙

升。对俄罗斯联邦的镍供应的担忧也产生了一

定影响。2014年上半年铝的价格也骤然上升，

其主要原因是供应减少，因为2012-2013年的

低价导致冶金厂停产。投资者再度感兴趣也增

加了对价格的上行压力(见下文)。7     在贵金属

组，由于世界不同地方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导

致对作为避风港的黄金的需求增长，黄金价格

在2014年初出现小幅反弹。然而，实际需求仍

然疲软。铂金类金属的价格也因为南非矿业部

门罢工而上涨，南非跟俄罗斯联邦一样，是这

类金属的主要生产国。

正如前些年一样，2013年和2014年上半

年，商品价格的短期发展仍然受到商品市场

高度金融化的影响。金融投资大宗商品可采取

不同形式，对于其中一些，没有现成数据可反

映出总体规模。因此，无法通过单一变量准确

捕捉金融投资大宗商品的演变情况。不过，作

为一个实例，巴克莱银行关于受管理商品资产

(管理资产)的数据8     显示，2013年其规模显著下

降。商品交易所金融头寸的减少也许加剧了商

品价格的疲软。不过，管理资产总额仍处在非

常高的水平。全球金融危机开始后，管理资产

在2008年下半年出现暴跌，之后又强劲回升，

在2011年4月达到4,480亿美元的峰值(从2008年

11月的1,560亿美元的低谷回升)。2014年1月到

5月，管理资产的均值为3,210亿美元，大大高

于2008年同期的平均值，即2,360亿美元。后一

个商品价格尖峰期引发了人们对金融投资者在

商品市场中的作用的更大质疑。2014年上半

年，管理资产水平比较稳定，这可能反映出投

资者对于作为金融资产的商品又有了兴趣。价

格波动加大、商品收益改善以及与其他金融资

产的关联度降低，助长了这一兴趣，对组合多

样化是一种鼓励。到2014年6月20日，德意志银

行(2014年b )指出，自2013年年底以来，商品一

直是世界上表现最佳的资产类别。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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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上半年出现了一些插曲，当时投资

者可能推动了商品价格的变动超出供需基本面

所能合理解释的范围。在黑海地区出现地缘政

治紧张关系之后，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

年初谷类价格上涨的原因。芝加哥交易所小麦

和玉米金融头寸在2014年前四个月期间大大增

加(Mayer，2014年)。不过，谷类生产没有如

人们所担心的那样受到这些紧张局势的影响，

金融投资者们于是平仓。另一个例子是2014年
3月初抛售铜导致铜价骤降(欧洲经济行情研究

所协会，2014年)。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不确

定可影响在融资交易中作为抵押品使用的铜的

信贷条件收紧前景是否会导致中国的库存量减

少。同样，到2014年7月中，在美国商品期货

交易委员会自2009年开始报告这些数据以来的

这次第二大跌幅局面中，大投机商们削减了长

期原油期货与期权持仓量。由于与乌克兰和西

亚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关的石油产量的不确定

性，持仓量的变化很可能导致了2014年6月和7
日油价的摇摆。10

在2013年与价格下降和更严格的财务制度

有关的商品收益递减的背景下，包括资本需要

量加大在内，11  一些参与商品期货交易的大银

行退出或者大幅减少了这项活动。不过，不应

因此过早认为商品期货市场金融化不再是一个

影响因素，或者断定其不再是商品价格发展方

面的一个重要问题。事实上，其他一些大银行

加强了在这一领域的金融活动。12   此外，商品

期货交易并不因银行退出而停止；银行主要是

将自己的商品单位卖给了其他代理人。有迹象

表明，商品交易公司正在加大参与商品期货交

易。例如，大宗商品交易公司Mercuria 收购了

摩根大通公司的商品单位。13    与银行相比，这

些商品交易公司在不太透明和不太受监管的环

境下运作，因此在考虑合理监管金融化商品期

货市场时，可能会面临额外的困难。此外，媒

体报告指出，中国的一些银行也正在进军这项

活动。14   据期货产业协会称(2014年)，中国商

品期货市场在2013年呈现爆炸式增长，在交易

所交易的合同数量比2012年增加了38.9%。此

外，除了银行，金融代理人以及其他行为人，

例如大型商品生产公司，正在进军这一业务；

例如，俄罗斯联邦国有控股石油企业Rosneft在
2013年12月收购了摩根斯坦利的石油交易单

位。

商品期货交易的环境越来越混乱，这意味

着对金融化的商品市场进行监管依然有重大意

义。在考虑监管时，应广义地看待这一活动，

不仅要审查经营业务的代理人，还要审查各种

各样的金融活动。此外，为了防止商品期货交

易转移到监管薄弱或没有监管的地方，监管范

围应覆盖全球。

鉴于全球经济复苏不稳定以及不同商品生

产地区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商品价格的短期

前景仍然极不确定。供应条件，包括新供应

品的出现，可能会继续对价格施加下行压力。

尤其是，由于美国种植季风调雨顺并且获得高

产，对玉米和大豆来说预计又将是一个丰收

年。15  不过，农产品的供应可能会受到与2014
年下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有关的不利气候

条件的负面影响。16  在需求方面，主要取决于

商品需求更为活跃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尤其

是中国－的变化。

从更长远看，《2013年贸发报告》的分析

结论依然成立，即，经过一些短期修正后，商

品定价依然处于历史高位。世界银行和基金组

织最近的研究支持了这一结论。据Canuto (2014: 

1)认为，“不能过早地认为商品超循环现象已经

过去”；基金组织(2014b: 36) 也认为，“按照

当前的人均收入水平，中国的商品消费不大可

能已经达到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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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 在2001年12月拖欠部分外债后，阿根廷用两次

债务转换(2005年和2010年)重组了其92.4%的外

债。自此，阿根廷定期偿还新债券。重组债务

的一部分是在纽约州的管辖下发行的。一些机

构投资者－所谓的“秃鹫基金”－以较大折扣

购买了部分剩余债券，并试图通过在纽约南区

法院提起诉讼来获得其全部面值。根据对债务

契约的比例平等条款做出的前所未有的解释，

一名联邦法官不仅裁定阿根廷必须支付秃鹫基

金所主张的全部数额，而且还禁止对经过重组

的92.4%的债务进行任何新的支付，除非秃鹫

基金同时或提前得到偿付。纽约上诉法院维持

了该裁定，最高法院拒绝了阿根廷对复审该案

提出的请求。2014年6月30日，阿根廷通过纽

约梅隆银行这一通常渠道支付到期的5.39亿美

元。但根据纽约地区法院法官的命令，该银行

没有将这笔钱转给其所有者，即，交易所的所

有人。该法官也不同意延长“逗留”期，以使

债券持有者在阿根廷就秃鹫基金索要的13.50
亿美元的支付方式进行谈判时收到付款。阿根

廷必须推迟任何将给秃鹫基金提供更好条件的

协议，因为经过重组的债务有一个条款(“未

来发行权利”－RUFO)，该条款规定，如果

阿根廷未来向任何债权人提供更好的条件，那

么这些条件将延伸至同意在2005年和2010年
调整其债权的所有债权人。这一RUFO条款应

于2014年12月31日到期，但纽约法院迄今为

止一直不允许延迟执行其裁定。这会使2005
年和2010年成功实现的债务重组化为乌有，并

迫使阿根廷支付超过1,200亿美元。见贸发会议

的新闻项目“阿根廷‘秃鹫基金’危机给国际

金融体系带来深远影响”(2014年6月25日)，
可查阅: http://unctad.org/en/pages/newsdetails.
aspx? OriginalVersionID=783&Sitemap_x0020_
Taxonomy=UNCTAD Home。

2.  对日本出口商品缺乏汇率弹性做出的解释之一

是耐用消费品(其需求具有价格弹性)在日本出

口商品中所占份额自1980年代末期以来减少

了一半，目前约为15%，而资本货物和工业材

料目前占日本出口量的大约80%。日本的出口

有可能只有当全球投资恢复之时才会增加。

3  见基金组织，2014年b，第1.2.2章。

4  关于乌克兰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对商品市场潜在

影响的更加详细的分析见基金组织，2014年a；
欧洲经济行情研究所协会，2014年；以及德意

志银行，2014年a。

5  中美洲咖啡作物也因病虫害受损(基金组织,  2014
年a)。

6  来自《SNL金属与矿业》 (2014年 )的数据显

示，2008年，全世界金属和矿产勘查预算共

计137.5亿美元，比2002年的周期底部增加了

677%。虽然该预算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

大幅减少，但在2012年快速回升，达到创纪录

的205.3亿美元。不过，2013年，该预算减少了

30%。这可能表明未来几年金属供应将收紧。

7  另见 Financial Times, “Copper confounds bears 
with strong gains”, 3 July 2014。

8  巴克莱银行提供的数据 (个人通信)。

9  另见  Financial Times, “Base metals return 
to investors’ radar” , 9 July 2014; Reuters, 
“Commodity investor inflows rebound as sector 
outperforms shares”, 17 April 2014; Financial 
Times, “Sun finally shines on commodities”, 
30 June 2014; Reuters, “Rallies in energy, metals 
boost commodity funds in Q2-Lipper”, 11 July 
2014; and Reuters, “Investors swap grains for 
metals as flows trickle to commodities”, 21 July 
2014。

10 见Reuters, “Big funds slash oil bets by nearly 
$6 bln in biggest exodus-CFTC”, 21 July 2014; 
Futures Magazine, “Crude specs cut off guard”, 
21 July 2014; and Financial Times, “Speculators 
cut bets on higher oil prices”, 21 July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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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根据媒体报告中引用的商业情报提供方Coalition
提供的数据，前10家银行来自商品的收入在
2013年减少了18%，为45亿美元，而在2008年
商品价格涨至最高时曾达到创纪录的140多亿
美元。见Reuters, “Major banks’ commodities 
revenue slid 18 per cent in 2013”, 18 February 
2014; and Reuters, “Major banks’ Q1 commodities 
revenue up 1st time since 2011”, 19 May 2014。

12 见Reuters, “Amid frigid Winter, Goldman, 
Morgan Stanley see commodity gains”, 17 April 
2014; Bloomberg, “Goldman Sachs stands firm 
as banks exit commodity trading”, 23 April, 
2014; and Financial Times, “Goldman seeks 
commodities edge as rivals retreat”, 15 July 
2014。

13 见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 (2014); and 
Financial Times, “Banks’ retreat empowers 
commodity trading houses”, 31 March 2014。

14 见 Business Insider, “Chinese banks are jumping 
into a business that Western banks are dropping left 
and right”, 21 January 2014。

15 关于农业供应预测，见美国农业部 (2014年b)。
粮农组织(2014年)也考查了世界粮食状况的短期

前景。

16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局估计其发生概率为

70%(世界银行，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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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研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一些主

要的宏观经济政策立场及其政策选择。研究表

明，不仅自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增长复苏乏力，

而且其驱动因素不足。事实上，在几个主要经

济体，旨在刺激复苏的政策类似于起初导致最

近一次全球危机的政策，这引起对迄今为止所

实现的微乎其微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可持续

性的合理怀疑。本章随后进行了完全依据经验

的建模活动，以强调当前政策的可能后果，并

提供一系列替代政策选择。这种方式有助于强

调在国家一级执行的各种政策的一致性(或者缺

乏一致性)问题，以及不同国家和区域中这些政

策结果之间的相互关系。

A节分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采取的政策

办法。这些政策包括下述部分的各种组合：工资

压缩、减少公共部门支出以及严重依赖导致资

产增值和债务泡沫的流动性扩张，尤其是在发

达国家。虽然此种政策短期内在一部分国家可

能有助于加速增长，但扩张模式为未来的危机

播下了种子。由于劳动收入没有增加，并且公

共部门的服务和社会保障被削减，实际需求无

法稳定增长，不能完全吸收由扩张性货币政策

创造的额外流动资产。迄今为止，大多数额外

流动资产反而流入了投机活动或者流往境外。

在发展中国家，政策的制定进一步受到这些趋

势的挑战，不是扭曲价格就是使资源分配偏离

首要的发展目标。总而言之，硬着陆风险在加

大，如果发生硬着陆，对全球需求和金融稳定

会有很大负面影响。

B节借助联合国全球政策模型(全球政策模

型)来评估这一政策布局，并且评估宏观经济的

中期影响。本节衡量当前政策对增长、需求、公

共和私营部门金融稳定以及外部平衡的影响。随

后使用建模框架来研究不同系列政策选择的影

响，这些政策选择复制了不久以前流行的一些

更为有利的条件。这一假设活动证明，与假设

将延续当前政策立场的基准相比，恢复1990年

代中期实行的分配模式协调的收入政策，再加

上支持性的财政政策以及投资促进政策，就能

够实现稳健、持久和更加平衡的增长。

第二章

迈向持续的经济恢复：
政策选择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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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观察家认为2013年一些主要经济体的增

长表现有所改善，尽管改善不大，但令人惊喜。

这一势头预计将持续整个2014年。与此同时，对

一些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的预计显示，增

长有可能比预期缓慢，但不管怎样比大多数发达

经济体还是要快得多。总的说来，2014年全球增

长表现可能有所改善。乍一看，这似乎是一个受

欢迎的趋势，但更加深入地研究这一增长复苏的

性质之后不免让人担忧。随后的分析显示，一些

重要经济体最近的增长可能并非基于明智的政

策。因此，由于导致2008年全球危机的政策过

失在重演，即使目前的速度在一段时间内得以

维持，但面对金融震荡仍将不堪一击。

1. 发达世界的政策立场 

(a) 同步的过早财政紧缩

在大多数发达经济体，2010年财政政策急

剧转向，表面上是取消财政刺激，实际上是紧

缩政府开支 (图 2.1)。下图显示了2010年二季度

与2013年四季度之间政府在货物和服务方面的

实际支出差异，以占2010年二季度实际国内生

产总值的百分比示(从而体现政府支出对国内生

产总值增长的累积贡献)。不过，这可能不是理

想的衡量方式，因为它假设政府支出零增长是

一种中立的立场。事实上，在取消财政刺激之

类的特别措施后，真正中立的立场是回到实际

支出“正常”增长的轨道上，可以用长期趋势

的形式对此作出估计。1   因此，图 2.1还比较了

实际政府支出的实际价值与假设政府支出遵循其

长期增长步伐所产生的支出，这更能显示2010年
中期以来财政调整的程度。

图 2.1 证实，财政紧缩最明显的例子出现

在欧元区的外围国家。欧洲预算的规模微不足

道，欧洲中央银行(欧洲央行)又不愿承担最后

贷款人的角色，影响了这些国家财政的调整程

度和时间安排。由于这样的制度缺陷，各国政

府不得不吸收危机成本，在许多情况下除了随

后压缩公共支出外别无选择。到2013年最后一

个季度，在希腊、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

斯洛伐克和西班牙，政府在货物和服务上的实

际支出低于2010年的水平，这一期间(2010年二

季度-2013年四季度)的减少额约占国内生产总

值的1% 到 2.5%。将观察到的这些模式与政府

支出的长期趋势进行对比，隐含调整是原来数

字的两倍多。欧元区的其他经济体还改变了其

财政立场。扣除物价因素后政府支出与2010年
的水平接近，但与长期趋势进行对比发现，几

乎所有这些其他经济体自2010年二季度到2013
年年底都采取了紧缩的财政立场。

财政赤字，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都可以被

看做是一种经济“违纪”迹象，并会导致信用

降级，在这一威胁下，欧元区以外的几个发达

经济体遵循了一条相似的道路。人们担心这样

A. 对全球经济复苏的政策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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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降级会吓跑相关投资者。在这些经济体中，

对联合王国和美国进行更为仔细的研究能够提

供一些有用的指示。在联合王国，为避免金融

危机之后进一步衰退而采取的财政刺激措施过

早转向，导致了二次衰退。最初，出口恢复有

助于遏制衰退，但这一恢复却是昙花一现。为

了应对增长表现不佳的状况最终适度放松了财

政立场。2010年二季度到2013年四季度的政府

支出累积效应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6%，到该

期间结束时，联合王国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仍

低于2007年的水平。2

在美国，强加于那些在财政上捉襟见肘的

州和地方政府的调整始于2009年四季度，3   随

后，2010年，在讨论债务上限后，削减了联邦

支出。整个政府部门的实际支出对国内生产总

值增长的贡献自2010年三季度以来一直为负，

到2013年四季度累积贡献为-1.6%。与长期趋

势相比，自2010年二季度到2013年四季度，在

实际的政府支出方面，累积差距超过实际国内

生产总值的3%。

总的来说，与长期趋势相比，发达国家的

政府自2010年年中到2013年年底采取了紧缩的

财政立场。只有日本和法国在这一期间维持支

出增长趋势。日本的情况有启迪作用。在先是

全球危机随后是2011年地震对日本造成不利影

响之前，日本经历了长期的通货紧缩。过去两

年里该国政府采取强烈的货币和财政刺激措施

(被称为“安倍经济学”)，这些措施迄今为止

取得了一些成果。与其净出口相比，驱动日本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更重要因素是国内需求，

而这又意味着对全球需求的积极影响。对一个

贸易顺差国家应期待这类调整，以帮助避免全

球通货紧缩陷阱。

最后，在瑞典和瑞士，2010年后公共支出

呈现出超趋势增长态势，这与其增长表现相较

于大多数欧盟国家略好一点的情况相符。

(b) 旨在增加出口的重商主义竞赛

在金融危机的余波中，受到资产价值下降以

及沉重债务负担的影响，预计家庭支出会减少，

这是自然的。这缩小了政策制定者在试图重振总

需求方面的选择范围。但如果公共部门的需求也

受到抑制，剩下的唯一可选方案就是恢复净出口

或者引发推动私人投资的“动物本能”。4   除非

家庭资产负债表再度走强并且消费者信心得以恢

图 2.1

一些发达国家的政府实际支出变化， 
2010年二季度至2013年四季度

(2010年二季度占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百分比)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计算结果，依据是《经济学家》资料
处，《国别数据》数据库。

    注: 在2010年二季度之前适用1997年一季度-2010年二季度
期间的平均支出增长数，从而估计得出长期趋势。

-6 -4 -2 0 2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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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尤其是在就业水平低的时候，否则恢复对国

内市场的生产性投资似乎是不可能的。鉴于这些

限制因素，这一战略任何可能的成功机会都取决

于刺激出口部门的私人投资。

多年来，《贸易和发展报告》以及其他研

究报告都认为，依赖于出口增长型的恢复不可

能同时解决所有国家的问题。不过，在目前全

球协调极少的环境中，聚合问题不是政策制定

者主要关心的事；每个国家都希望自己成为赢

家。因此，压缩工资收入成为旨在增强竞争力

的流行的“结构性政策”的关键组成部分。据

信此种政策将诱导投资，同时因相对工资较低

而造成的实际汇率下跌将有助于赢得市场份额。

一小部分国家看似在将提高了的成本竞争力转

化为出口增长方面取得了成功，这会增强这一

信念，并且加大了对那些不加入这一竞赛的国

家有可能会被甩在后面的担忧。

这种观念要求更加深入地考量经验证据。

考查可以以欧洲国家为样本。这一选择的好处

是可以集中关注最近期间，在这一期间，这些

国家同时承受了减少劳动成本以获得出口份额

的压力。以欧洲为样本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在

一个有意义的范围内获得类似于在全球集合体

中发现的反馈，因为该区域中相当大一部分交

易对这个市场来说是内部交易。不能完全忽视

短期内压缩工资与出口增长之间的相关性，正

如图 2.2A 中所反映的那样。以2010年开始的

一个两年期为例，在2010年政策从财政刺激转

图 2.2

2010年三季度至2013年四季度一些欧洲国家 
实际单位劳动成本和出口方面的变化  

(百分比)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计算结果，依据是欧盟统计局；经合组织《统计摘要》；以及贸发会议数据库。
    注: 包括以下各国：奥地利、比利时、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卢

森堡、荷兰、挪威、波兰、葡萄牙、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和联合王国。在第一阶段，实际的单位劳动成本
数据系指2010年三季度到2012年一季度之间的变化，而出口数据指的是2011年一季度到2012年三季度之间的变化。在第二阶
段，实际的单位劳动成本数据系指2012年一季度到2013年二季度之间的变化，而出口数据指的是2012年三季度到2013年四季
度之间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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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竞相获得出口市场份额时，散布图显示，尽

管结果千差万别，但在一些的发达经济体样本

中，出口似乎与实际单位劳动成本的变动负相

关。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效果随着时

间而减弱(图 2.2B)。通过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和

压缩工资来实现更大成本竞争力的努力面临各

种已知的局限性：竞争难度加大，因为在削减

劳动成本但不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和生产率方面

存在限制。而且，劳动收入减少会影响那些更

倾向于支出的家庭的收入，进而削弱总体消费

和投资需求。这最终会对进口以及因此对整个

一系列国家的出口产生不利影响。

图 2.3反映了这些动态。在允许需求持续扩

张的正常条件下，实际单位劳动成本至少应当是

稳定或上升的，但从2010年开始，实际单位劳动

成本指数(加权后)下降。三四个季度后，这些经

济体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停止了增长，结果是进

口量锐减。总体而言，整个2013年的进口额是持

平的，最后两个季度稍有好转，这主要是因为主

要经济体的资产增值刺激了需求(见下文)。相关

要点是进出口之比大幅下降。因此，净出口导向

型战略表面上的成功主要反映了进口方面的总体

调整。换言之，如果许多国家都只实行基于压缩

劳动收入的战略，那么所有这些国家都会有通货

紧缩的风险。

(c) 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和全球不平衡

长期分析能够进一步澄清问题，因为欧洲

实际单位劳动成本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方面的

最近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这些变量之间的

关系(图 2.3)。尽管没有实际的工资增长，但欧

洲出现的压缩工资现象在表面上暂时停止了，

国内生产总值似乎正在获得牵引力。同样，在

过去一些时期，发达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保持相对强劲，尽管劳动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

增长中的份额在减少，或者只有小幅增长。至

少自1990年代早期开始，在一些发达经济体中

存在工资份额下降的明显长期趋势(见图 2.4，其

中工资份额为实际单位劳动成本的国民经济核算

等值)，尽管在其中少数国家近年来有所稳定。

Piketty (2014年)的历史调查可为这些数字

提供补充。他对几十年来(在少数情况下是几百

年)若干国家的纳税申报表以及其他数据集做了

详细分析，其优势是不仅展示了收入在工资和

获利者中的演变情况，还显示了收入在家庭分

布方面的演变。调查结果表明，随着时间的推

移，一些发达国家的中低收入群体在收入方面

停滞不前，而美国前百分之十和前百分之一的

人所赚的钱急剧增加，在澳大利亚、加拿大、

图 2.3

欧洲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单位劳动成本 
以及进出口之比， 

2009年四季度至2013年四季度

(指数, 2009年四季度= 100)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计算结果，依据是欧盟统计局；经合
组织《统计摘要》；以及贸发会议数据库。

   注:欧洲包括比利时、捷克共和国、丹麦、芬兰、法国、
德国、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荷兰、波兰、葡萄
牙、斯洛伐克、西班牙和联合王国。单位劳动成本按
进口加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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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日本、联合王国以及其他20多个国家也

是如此。5  这种在收入分布的最顶层出现的增

长令人吃惊，以致可以合理地认为此种收入实

际上应被设想为财富累积所产生的“租金”。

可从Piketty 的著述中得到与本章的政策分

析有关的各种启示。首先，基于国民账户的劳

动收入份额总体统计数字并没有全面反映中低

收入工薪阶层收入减少的真实程度。如减去大

多数发达经济体最顶层的十分之一尤其是最顶

层的百分之一的人赚取的收入上涨部分，并将

这一部分描述为利润收入，那么，上文指出的

劳动收入下降趋势将显著加剧。6  其次，Piketty 
观察到分布恶化模式在长达数十年的期间内相对

恒定，只有战争或严重危机才会中断该模式。他

认为，资本收益一般会比收入和工资的增长速度

更快，尤其是当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在发展进程

中减速时。7    资本越集中在最顶层，为减少资

本所有者对国内生产总值更快速增长的依赖，经

济结构就越有可能被塑造为有利于租金和利润而

不是工资收入。为使工资具有竞争力、引发更

快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而做出的政策驱动型努

力将加剧而不是逆转这一趋势。第三，Piketty
在此基础上针对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提出

了一种合理的解释。在他看来，财富与收入比

提高是一个长期趋势，再加上随着财富所有者

试图通过在全球市场中重新分配其投资组合来

增加租金，可能会导致跨境资本增长，这都加

剧了全球金融不稳定，并最终导致全球危机。

越来越多的研究阐明了收入和财富分配日

益恶化对增长和稳定的总体影响 (Baker, 2009
年；Cripps 等人, 2011年；Galbraith, 2012年)。
在此基础上，降低工资份额的趋势似乎不需要

提振出口也能加快增长；只要允许全球不平衡

扩大，下滑的工资份额就能与一些经济体的国

内需求增长共存，这些国家的信贷扩张能够补

偿减少的家庭收入。1990年代和2000年代的发

图 2.4

1990-2013年一些发达国家的劳动收入 
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所占份额 

(百分比)

资料来源 :贸发会议秘书处的估算结果，依据是联合国经社部

《国民账户主要总表》数据库；欧洲委员会，AMECO
数据库；欧盟统计局，《年度国民账户数据库》；加

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和格罗宁根大学, 《佩恩世界表》8.0
版；美国经济分析局《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以及联

合王国国家统计局, 《联合王国经济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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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证实了这一点，这是全球增长相当强劲的二

十年，在这二十年里工资份额一直在下降(图 
2.4)。正是这些模式的组合引起了大规模的宏

观金融不平衡以及随后的崩溃，崩溃的形式就

是全球金融危机。8

一些作者强调压缩工资与形成信贷泡沫之

间具有更为直接的因果关系：由于劳动收入相

对减少造成实际需求不足，资本多半被转入资

产运营，这导致资产泡沫和波动。而资产泡沫

和波动又成为暂时的实体经济扩张源头(Foster, 
2010年；Patnaik, 2010年)。发达国家日益金融

化以及发展中国家“从属”的金融化(Epstein, 
2005；Lapavitsas, 2013)可从这方面得到解释。

因此，经济体变得更容易遭受危机，这对就业

和生产活动产生了不利影响，并导致财富和收

入进一步集中。由此导致的拖累国内生产总值

增长的状况只有通过无法维持的一阵阵由债务

驱动的消费热潮才能得到改善。9

(d) 资产增值和实际余额效应

根据上述论证，似乎有一点很明显，就是

许多发达国家同时发生的财政紧缩和劳动收入

增长缓慢有可能导致两种后果之一：长期减速

(长期性经济停滞)，或者一些主要经济体通过加

大负债凭借无法维持的需求扩张来驱动暂时的急

剧增长。后一种情况是危机发生前几年的特征，

并且最近一段时间在较小程度上再度发生。此

外，中央银行创造的流动性加剧了这种情况，

对全世界的资产市场有着直接影响。

这种情况的各项要素似乎在澳大利亚、加

拿大、联合王国和美国最为突出。在这些经济

体，发挥作用的机制有很强的共性：流动性扩

张使股票市场达到创记录的高点，房地产市场

价格快速上涨，尤其是在联合王国以及，某种

程度上，加拿大。因此，家家户户正在继续体

验对其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方面的积极冲击，

在减少储蓄方面感到更受鼓舞。如果以前的周

期有任何指导意义，那么家庭贷款能力(收入总

额减去支出总额，包括投资)甚至可以为负，这

样额外花费将完全由债务提供资金。只要资产

价格一直上涨并且可获得流动资产来购买资产，

这个过程就可以一直持续下去。

这些机制在美国和联合王国得到了实证解

释(图 2.5)。10   图 2.5A显示了1990年代初期以

来美国的股票市场和房价指数，其中跟踪了网

络公司的繁荣、2001年的衰退以及随后2008年
金融危机之前的扩张。从那时以来，在实行超

级宽松的货币政策之后，股票市场价格大幅攀

升，达到史无前例的水平。图中纳入了纽约证

券交易所(纽交所)的“保证金负债”系列，借

此强调指出这些模式的投机性质，保证金负债

是用纽交所投资者账户上借来的资金购买的证

券的美元价值，也已经升到史无前例的水平。

美国住房市场开始复苏，但尚未呈现出2000年
代中期的繁荣景象。

家庭部门的实际持有收益11   在过去几年里

大幅波动(图 2.5B)。在美国，家庭的资产负债

表在金融景气年份受到的正冲击相当于实际国

内生产总值的约25%，随后在危机期间受到的

负冲击相当于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几乎100%。

与投机市场轮番出现“风险追逐与规避”相对

应的是，2009-2010年在政策刺激下资产价格

迅速回升，但2011年再次下跌，这大概反映了

对美国及其他地方公共部门及银行部门的财务

可持续性的信任程度的变化。从那时以来，随

着量化宽松方案的实施，资产价格以及，在一

定程度上，房地产价格持续回升。接近2013年
年底时，实际持有收益估计达到实际国内生产

总值的大约50%，整个家庭部门出现不可忽视

的净值增长。尽管这些持有收益不是现金流收

入，但净值的增长可通过财富效应引起支出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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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美国和联合王国的资产价格、家庭支出的变化， 

以及家庭借贷和财务收益净值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计算结果，依据是国际清算银行, 《住宅物业价格统计》数据库；彭博资讯；美联储，《金融账户》数据
库；联合王国国家统计局以及英格兰银行数据库。

      注: 实际持有收益系指扣除消费物价指数增长后由资产价值变动导致的资本收益(3-季度中心移动平均线)。净储蓄指的是家庭部
门总的可支配收入减去支出(包括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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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相应增加。虽然有一到两个季度的轻微滞

后，但持有收益与实际支出之间存在相当强的

关联性(图 2.5B)。实际家庭支出的增量在2013

年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约为1.6%，占整

个增长的约60%。

由流动性扩张驱动的资产增值有助于解释

美国最近的复苏，尽管财政支持和劳动收入份

额下降了。不过，这些模式也说明有理由对此

种条件下的增长感到担忧。在美国，家庭部门

的财务收益净值12   被定义为可支配总收入减去

总支出(包括消费和投资支出)后的余额，其在

2009年年中达到占国内生产总值5.5%的高点，

但随后随着危机后猛烈的去杠杆化急剧下跌(图 

2.5C)。后来，财务收益净值跌回至占国内生产

总值的将近3%，接近所认为的长期标准。不

过，过去两年里，财务收益净值降到了国内生

产总值的2%以下，呈下降趋势。与此同时，来

自金融部门的家庭净借款从危机波谷时通常的

负值水平开始攀升(图 2.5C)。到2013年年底，

家庭部门的借款净值没有达到危机开始时经历

的极端值，但方向依然向上。除了图 2.5A中绘

制的纽交所保证金负债，补充数据(此处未显

示)也表明，消费信贷占家庭借款净值增长的较

大部分。经过住房市场数年的调整后，抵押负

债最近才在合计数方面稳定下来，但上涨的住

房价格有可能再次引发债务扩张。

 可以使用相同的方法来评估联合王国的资

产增值、持有收益以及债务动态 (图 2.5)。最显

著的特征是不动产增值模式，其增值高于美国

并且比股票市场的增值更剧烈。但这些价格波

动共同导致了景气期间和危机期间格外高的持有

收益和损失，显示出与美国类似的模式。自2011

年起，家庭部门由于资产价格而获得的实际净收

益持续攀升，到2013年达到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

大约40%。尽管有一个滞后期，但在联合王国，

家庭的实际持有收益与其支出模式之间似乎有明

显的关联 (图 2.5B)。尽管事实上劳动收入份额仍

然勉强持平，但资产增值似乎导致了家庭支出的

增加，2013年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约为

1.5% 。此外，家庭支出的增长有一部分源于持

有受益，在这一范围内，其与财务收益净值的下

降相匹配(图 2.5C) 。从2013年一季度开始，联合

王国的家庭部门转向了净赤字状况：来自金融部

门的借款再度开始上升，尽管没有达到危机前景

气期间的程度。正如在美国一样，联合王国基本

的增长动态指向类似于金融危机前的模式。经验

表明，这是一个无法维持的过程，但经验也表明

这些过程可以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对其他一些国

家例如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增长动态进行的初步

调查表明，它们也呈现了其中一些特征。

这一发达国家分组中的家庭需求快速增长

推动了其他经济体的出口，尤其是那些试图在

进出口的基础上实现复苏的经济体。在这一紧

要关头，顺差与逆差国家之间隐含的全球宏观

不平衡，以及逆差国的家庭预算中资产与负债

之间的内部不平衡可能不会令人担忧。但依赖

于这些模式并不是一个可持续的政策战略，而

且在没有备选增长议程的情况下也难以退出。

2. 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在 
对外部冲击日益脆弱的背景下 
的政策立场

(a) 国内需求和收入政策的作用  

许多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在2010年
后继续支持国内需求，即使在发达经济体的政

策立场转向了财政紧缩后也是如此。在全球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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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力争从金融危机中恢复的背景下，这样的支

持有助于维持其增长速度，结果证明尽管发展

中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最近出现减速，但其增

长速度还是大大高于发达经济体。由于这些国

家总体来讲在全球贸易中正日益变得重要，其

表现也有助于提振全球需求，为其贸易伙伴提

供增长机会。

贸发会议常常强调顺差国有必要推动国内

需求，以快于出口速度增加进口，从而减少贸

易顺差，而不是采取强迫逆差国进行调整的办

法，依赖压缩劳动成本以求实现出口增长型复

苏。顺差国的净进口需求不一定会使它们变得更

加脆弱，尤其是如果其贡献成功地在逆差国产生

新的收入来源，从而最终提振全球需求的话。

研究20国集团中的发展中成员国和新兴成

员国的宏观经济指数会对这方面有所启发。图 

2.6A显示了对2010年经常项目为顺差的各国实

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累积贡献。对2010年年

底至2013年年初的三年期间的累积贡献进行了

计算。在所有这些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都

引人注目，且其主要驱动因素是国内需求而不

是净出口。大韩民国继续依赖外部需求作为其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重要源泉，但除了该国之

外，这部分发展中国家在从危机中恢复的过程

中设法维持了全球需求的增长。图 2.6B汇集

了2010年经常项目为逆差的国家。在这些国家

中，标准做法是通过减少支出直至实现平衡来

进行“调整”。但是，除土耳其和墨西哥(这两

个国家在净贸易差额方面相对有所改善)之外，

图 2.6

2011-2013年一些国家的国内需求和进出口 
对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 

(百分点)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计算结果，依据是联合国经社部，《国民账户主要总表》数据库，以及《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2014年
年中更新》；经合组织.《统计摘要》；以及《经济学家》资料处,《国别数据》数据库。

    注:  数据系指3年累积贡献。两组国家即盈余国和赤字国的划分基于其2010年经常账户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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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在2010年以后增加了。其

中大多数国家都没有遵循这种标准做法，其经

济继续由国内需求支撑。但这其中涉及额外的

风险，如下文所述。

仅仅根据这一分解难以评估图 2.6B所示

国家是否在遵循可持续发展战略。正如上文所

指出的，在一些情况下，净贸易收益可能是通

过压缩工资获得竞争力的结果，但这有可能最

终导致需求和生产率瓶颈。反过来，贸易逆差

可能是旨在实现结构转变的投资驱动战略的结

果，并且，由于这样的逆差在中期是可控的，

逆差有可能带来长期增长和发展方面相当大的

好处。然而，如果贸易逆差是资产泡沫和消费

者举债过多的结果，并且经常伴随大量外资流

入或者因大量外资流入而加大，那么逆差可能

产生不利后果，使得有必要在将来某个时期采

取严厉的调整措施。 

过去几十年里，在融入世界经济过程中，

许多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都采取了旨在

通过减少劳动收入份额(在某些情况下从已经很

低的水平)来吸引投资者和/或赢得市场份额的政

策。然而，最近几年，这样的进程似乎受阻，

在某些情况下还出现逆转。根据尽管并不全面

的现有统计信息，13   可以看到在不同发展中国

家组中，劳动收入(包括混合收入)14    在国内生

产总值中的份额发生了不同的变化(图 2.7)。南

美洲的平均数表明，自2000年代中期以来劳动

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持续增加，这反

映出劳动力市场调节的改善以及深思熟虑的收

入再分配政策。非洲各国的平均数显示出类似

的模式，尽管起步时间较晚且起步水平较低，

而且不那么明显。尽管如此，在这两个区域，

这还是不足以达到过去达到的劳动收入份额。

与此同时，发展中世界的其他区域设法遏制劳

动收入份额的下降。然而，在某些情况下，例

如西亚，在这些份额锐减后，趋势并未明显反

转。因此，尽管在几个国家取得了重大进展，

劳动收入份额仍需显著扩大，这样才能为自我

维持的增长和发展之路提供基础。

(b) 来自外部金融和贸易环境的挑战

国际金融架构中的薄弱环节加大了发展中

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脆弱性。15   希望全球金

融危机能产生足够的政治动机和智力优势，以便

以更坚定的方式解决这些薄弱环节。但朝着这个

方向做出的努力，例如联合国大会主席专家委员

会(联合国，2009年)所推动的努力受制于寻找新

的投资机会的全球金融界施加的压力，尤其是在

新兴市场上。抵制系统化改革议程的理由很多。

其中包括认为主要经济体中不利的金融条件不一

定会传导给事实上与其他部分“分离”的发展

中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例如，见国际货币基金

图 2.7

1990-2012年一些发展中国家组的劳动
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

(百分比)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的估计数，依据是联合国经社部，
《国民账户主要总表》数据库；欧洲委员会, AMECO 数
据库；以及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和格罗宁根大学, 《佩恩
世界表》8.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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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2007年；Blanchard等人，2010年；Leduc

和Spiegel, 2013年)。

正如本报告第六章中指出的，16   发展中经

济体和转型经济体一直容易受到金融驱动型全球

化期间司空见惯的资本流动盛衰周期的影响。在

危机前的期间，大多数资本流动都是发达经济体

中私人金融机构的杠杆化和去杠杆化周期引起

的。2010年的最后一个周期始于主要经济体的

中央银行开始创造数额非同寻常的流动性之际。

这样的货币注入刺激了资产增值，而且这种情况

不仅仅出现在美国和联合王国，正如上文所述，

在其他许多股票市场也出现了相同的情形，正如

MSCI全球指数所衡量的那样(见图 2.8)。2010年

年中到2013年最后一个季度，该全球指数翻了一

倍多，而实际的经济活动仍受到抑制。但在某些

情况下，正如从股票市场对美国和其他地方发布

就业数据的反应中能够观察到的，关于经济活动

的好消息引发了股票市场下跌，表明投机者担忧

经济活动和有利的就业条件继续下去会导致流动

性扩张停止。

史无前例的大量流动资产充斥着高度自由

化的资本市场。在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对生产活

动贷款需求没有出现相应增长的情况下，资金

流正在转向发行钞票的经济体的内部和外部投

资活动。在少数例外情况下，决策者十分清楚

不受拘束的资本市场的潜在毁灭效应，试图实

施监管措施来保护其宏观经济环境。然而，在

大多数新兴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政策反应更

像是复兴“劳森原理”，即，在很大程度上宽

容私人资本流动和经常项目失衡。17    如果财政

收支平衡始终受到控制，那么该原理建议不干

预私人代理人的证券投资组合决定。该原理还

认为，贷款人和借款人完全能够评估其金融决

定的收益和风险。然而，这种信念不符合观察

到的情况，即，国际投资者对于差别很大的一

系列发展中国家有着高度一致和同步的风险认

知，正如图 2.9中的EMBIG指数强烈协同波动

所证明的那样。这表明投资者不对迥然不同的

国家做具体的细致分析，包括其实体经济的表

现以及其融资结构。 

有证据证实许多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

体在危机之前和之后都面临严重的资本流周期

性波动(图 2.10)。资本流反之影响投机行为，

反映在股票市场指数涨跌中。图中的一系列流

动包括流向私人银行部门的投资，包括通过国

内金融机构输送的私募股权形式的外国直接投

资，但不包括给这些国家公共部门的贷款，在

图 2.8

2009年1月至2013年12月主要 
中央银行的总资产以及 

全球股市指数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计算结果，依据是美联储数据库；欧
洲中央银行数据库；日本银行账目数据库；基金组织, 
《国际金融统计数据》和《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以及彭博资讯。

   注:  主要央行包括英格兰银行、日本银行、欧洲中央银行、中
国人民银行和美联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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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观察的期间该贷款相对较少。虽然有差异，

但流入量都在危机前达到最高点，在2008年危

机开始时暴跌。2009年流入量急剧回升，某些

情况下达到了新高点，18　　大概反映了与前几

个周期相比全球流动性大大增加的情况。2013

年二季度左右，在美联储首次宣布逐渐减少流

动性后，并且在真正开始减少之前，投资者开

始不同程度地从这些国家撤资。

另一些研究材料详细记录和分析了国家

经验的细节。19 　通过周期的上升趋势和下降

趋势可查明一般模式。尽管资金流入本身主要

不是由实体经济的表现激发的，但众所周知，

资金流入可以产生改变汇率、价格构成、支出

行为、机构的财政平衡以及决策者的操作余地

的影响。同样众所周知的是，由于主要与债权

国财政状况变化有关的原因，可能会发生资本

大逆转情形。但这样的流出导致严重混乱。通

常，资本逆转对汇率有直接影响，使得以外币

偿还债务或还款更为困难。资本逆转对资产价

格也有冲击作用，严重侵蚀资产。这些情况中

有许多可能代表系统性危机，因为受影响最大

的是公司和金融机构，其资产可能比一个国家

的国内生产总值还高。例如，到2013年，大韩

民国、南非和泰国银行部门的资产价值估计接

近其各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规模的三倍，而在

巴西、智利和马来西亚，银行资产约为其国内

生产总值的两倍。在这种情况下，公共部门的

机构常常不得不施以援手。最终，一旦危机状

态显现，本身不是资金流入受益方的公共部门

常常承担坏账负担，这往往使得它们采取破坏

性的财政紧缩办法。

 最后，决策者应清楚源于国际贸易的可能

的负面冲击，尤其是在依赖少数初级商品或低

技能劳动密集型制成品的出口的国家。正如本

报告中进一步论述的(尤其见第五章)，前瞻性产

业政策需以出口产品的多样化和升级为目标。事

实上，对许多转型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来说，

其生产和出口活动的多样化仍是一项有待完成的

任务。在一个相对开放的发展中经济体样本中，

从2000年代初期(商品繁荣之前)到2012年，出口

集中化指数升高了(表2.1)。应当承认，在阿根

廷、中国和墨西哥，集中化指数的升幅较小，

到2012年其相关指数的低值表明这些经济体仍

十分多样化，尽管其出口收入对少数产品的依

赖性略高。与此同时，在哥伦比亚、智利、厄

瓜多尔、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以及所有转

型经济体，对少数出口产品的依赖明显提高了。

图 2.9

2007年四季度至2014年二季度一些 
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的 

主权债券利差

(基准点)

资料来源: 彭博资讯；摩根大通美元计价的主权债券全球新兴市场
债券指数(EMBIG)。

       注: 数据指的是季度终值并反映与可比美国国债的利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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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

2005年一季度至2013年四季度一些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 
流入私人银行部门的资本以及股市指数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计算结果，依据是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季度外债统计数据》数据库；以及彭博资讯。

       注: 股票市场指数系指以美元标价的MSCI指数的期终价格，大韩民国除外，在大韩民国系指以美元标价的KOSPI指数。资本流
入量系指银行部门外债总额变动的3季度中心移动平均线(印度和墨西哥除外，在这两个国家系指银行部门以及“其他[私人]
部门”的总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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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贸发会议商品贸易专业化指数，对

国家在何种程度上做好抵抗贸易冲击的更好准

备进行了补充衡量，得到了类似的结果。20   对

1995-2012年期间主要产品类别的指数进行的详

细考查证实，尽管过去20年许多发展中经济体

的贸易快速增长，但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的出

口结构专业化程度变化不大。仅有几个国家，

大多在东亚，包括中国、马来西亚、大韩民国

和新加坡发展了这一结构，也就是说在这一期

间，制成品，尤其是有较高技术含量的产品的

贸易平衡得到了改善。在其他地方，不管是西

亚、非洲还是拉丁美洲，即使有改善的话，程

度也不大，在一些国家，尤其是非洲和石油出

口国，甚至有明显的恶化。

3. 从全球角度看目前的政策和结果

对上文提出的经济政策的审查表明，在解

释近期的发展时必须审慎。与一些观察家的看

法相反，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世界经济事

实上开始持续复苏。认为发达经济体在增长方

面终于有所改善的看法过于乐观；这种看法仅

有助于为市场化改革奏凯歌，并为赞成取消目

前依然存在的预防措施和刺激措施的论点提供

了支持。这会产生严重影响。例如，关于发展

中国家应进行类似于发达国家所进行的财政和

劳动力市场调整的建议尤其令人担忧。根据上

一个小节中开展的论述，发展中国家可考虑加

强仍有很大机会实现的收入政策，并且还可以

引入更有效的预防措施来缓减全球金融化的影

响并加强旨在使其经济多样化的政策。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领袖们应为其在

2009-2010年推行的政策受到称赞。然而，2010

年后政策立场的变化，尤其是在发达国家，主

要包括劳动力市场弹性化以及限制公共支出，

成为了拖累复苏的因素。如果说目前在其中一

些国家有增长复苏的迹象的话，不如说应当把

新增长模式解释为反映了在全球危机发生之前

的那些年里已经变得很明显的那种结构性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似乎再次取决于资产增

值背景下的流动性过剩，这可能会暂时推动私

人支出增加。只要这种情况可以维持，赤字国

家中消费者债务的增长就可以刺激主要出口国

或最近选择促进出口以摆脱危机的国家的出口

需求。然而，到目前为止，众所周知这样的进

程是无法维持的。继续走这样的道路，希冀这

次事情的进展会有所不同，这最好也不过是一

种目光短浅的做法。瞄准不同的战略似乎是值

得的，下一节将转而讨论这一主题。

表 2.1

2003-2012年一些国家的 
出口集中化指数

2003-2008年 
平均数与2012 

之间的 
变化

(百分比)

2011-2012
年的平均

指数

哥伦比亚 18.7 42.0
智利 10.0 37.1
厄瓜多尔 9.1 50.0
中国香港 8.3 20.0
巴西 7.1 15.8
南非 5.2 16.9
印度尼西亚 4.8 17.1
印度 4.4 17.8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 
共和国 3.9 67.4
秘鲁 2.1 25.2
墨西哥 1.7 15.0
中国 1.3 10.0
阿根廷 1.1 15.4

备注:
转型经济体 10.2 33.0
主要油气出口国 2.2 55.6

资料来源: 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计算结果，依据是贸发会议数据库。
    注:指数范围为0到100(最大程度集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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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节研究了形成目前的世界经济形势的

主要政策立场。在一些国家，决策者以推动全

球需求为目标；但大部分宏观经济政策不是显

示出通货紧缩趋势就是偏向导致长期风险增大

的短期收益。经济政策令人失望的原因各式各

样，包括普遍不信任更具前瞻性和更加包容的

政策方针的可行性。本节的目的是显示一系列

不同的政策所能实现更好的结果，同时考虑到

国内和国际上可能的限制和反馈。利用联合国

全球政策模型(全球政策模型)来研究对全球经

济的替代政策设想。21

1. 政策和结果

利用全球政策模型生成的各种方案对“基

准”进行了考虑，“基准”系指A节中描述的

政策立场延续情形以及替代性的“平衡增长”

模拟。“基准”并非是一种预测，并且平衡增

长模拟也不是唯一能够实现理想结果的可衡量

政策和结果的组合。更重要的是，这些方案高

度程式化并且依情况发生变化，原因见下文。

其价值在于其在严密的实证支持下演示了两套

政策方案预计可导致的变化方向。因此，其目

的是鼓励决策者考虑不同的行动路线。

(a) 基准方案

基准方案是对今后10年的推测，其中假定

目前的政策将持续下去并且没有外部冲击。尤

其是，该方案中不包括金融危机，正如上一节

所证明的，目前的政策立场可导致金融危机。

不可否认，从目前的政策组合可以清楚地看到

可能最终导致危机的结构性缺陷。但无法预先

判断这种性质的危机的发生时间 、其宏观和全

球影响的具体程度以及可能随之而来的复苏的

性质。这是因为引发这种危机的通常是关于金

融脆弱性加大迹象或者相对重要的机构亏损的

消息甚至传言所导致的市场信心突变。同样，导

致从这种危机中复苏的是甚至更为复杂的“信心

状态”改变的综合作用。22

因此，基准是对当前政策及其暗含的结果

的推测，并且其中假定不会发生危机，危机的

发生时间和规模是未知数。因此，基准也没有

假设决策者可能会在事情变得不可收拾之前改

变方向以避免崩溃。下文将结合平衡增长方案

的各项成果，讨论基准方案各项结果的具体量

化及其与假定政策立场之间的关系。

(b) 平衡增长方案：与基准方案相比较的
政策假设

所提议的平衡增长方案与本章A节中讨论的

政策背道而驰。其重点是以下方面：

 • 旨在支持可持续需求增长的收入政策，

 • 强化增长的财政政策，

B. 促进全球持续复苏的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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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旨在促进私人投资和结构转变的产业政策，

 • 制定金融和资本管制规则以稳定全球金融市

场，以及

 • 注重发展的贸易协定。

最后两个方面大多是定性的，并且考虑了

各种模式。在该模型中，金融和资本流动监管

被归为外部条件(通常称为附加因素)，以顺利

调整汇率和交易货物与服务的国际价格。23   同

样，注重发展的贸易协定被归为重新扩大高收

入经济体与低收入经济体之间的普遍优惠制的

附加因素。24    在发展中国家中，该模型假定现

有南南贸易协定将扩大。再加上该方案中提议

的其他系列政策，结果是与基准相比，中低收

入国家的制成品出口在10年中将增加50-75%。

相比之下，基准中与贸易有关的方面被模拟为

现有条件的延续，主要由双边贸易协定和流行

的投资模式所决定。正如A节所示，在这些条

件下，贸易专门化没有得到改善，发展中国家

极为开放经济体的出口集中化加大。

表2.2中概述了其他三套政策假设。第一列

显示了这两个方案(基准和平衡增长)中的劳动收

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份额(简称劳动份额)

的变化。模拟期间表现为五年平均数(2015-2019

年和2020-2024年)，历史期间表现为两个时间点: 

1990年和2012年。25   正如前文指出的，对于大

多数区域来说，劳动份额一直到最近都在持续

下跌，有一些迹象表明，在几个区域该趋势正

在探底。就整个世界而言，劳动份额从1990年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59%降到了2012年的大

约52%。基准方案假设在模型所考虑的所有25

个国家和国家组中，雇员和自营职业的非正规

劳动者的收入将继续徘徊在普遍的低水平上。

与之相反，平衡增长设想假定所有国家的决策

者将实行旨在改善功能性收入分配以使其接近

1990年代早期或中期水平的收入政策。26   这一

改善程度似乎对于实现强劲的消费以及因此导

致的私人投资增长至关重要。应该从一开始就指

出，如果假设所有国家都以相似的改善速度向前

发展，就要排除出口市场上不公平的竞争力提高

(以一些搭便车者谋求劳动成本优势为基础)。27

在表2.2的其他列，显示了政府在货物和服

务上的支出以及私人投资的增长模式。历史期

间概述为1990-2014年期间的平均数，预测值是

两个5年期间的平均数。关于政府支出，预测

的基准显示出类似于过去25年平均数的增长模

式。这意味着在大多数发达国家，长期的财政

紧缩被假设为意味着支出增长很少或者可忽略

不计，而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财政立场被假

设为适度扩张。相比之下，平衡增长设想假定

所有国家都采取一种更具前瞻性的财政政策，

与基准方案相比，发达国家的增长更为显著。

假设的大多数国家的政府支出增长模式最后都

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模式高度一致(见下文的讨

论)。28   该表还显示，这些假设并不意味着金融

脆弱性加大。

表2.2的最后几列显示，在预计的基准期

间，假设发达国家的私人投资会发挥比公共支

出更大的作用，导致私营部门的财政不平衡加

大。另一方面，预计发展中国家的私人投资不

会像历史期间一样快速增长。这在一定程度是

是因为需求刺激仍然不足，但也是因为很大一

部分投资与发达国家的出口有关，而发达国家

的出口预计仍然相当不景气。私人投资减速的

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假定中国将转变政策，加强

除私人投资(最近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40%)

之外的其他增长来源。相比之下，平衡增长设

想则假定所有国家都实行前瞻性的财政和产业

政策，这与私人投资在所有区域都比基准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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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想增长更快的情况相符。29  发展中国家私人

投资加速是结构转型战略的基本组成部分，不

管是为了维持福利还是为了更加全面地融入全

球贸易体系，结构转型都是必需的。

(c) 主要模拟结果         

表2.3概述了两种方案下的经济增长结果。

在基准方案中，不论是全球还是大多数国家的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都略快于历史平均数。30  正

表 2.2

1990-2024年一些区域和国家 
模型模拟的主要假设

国内生产总值中劳动收入 
所占份额

政府在货物和服务上
的支出 私人投资

(百分比) (年百分比增长平均数)

方案 1990 2012

2015-
2019年
平均数

2020-
2024年
平均数

1990-
2014

2015-
2019

2020-
2024

1990-
2014

2015-
2019

2020-
2024

发达经济体 基准 60.5 56.1 55.5 55.2 2.0 1.1 1.1 1.1 3.0 3.2
平衡增长 . . 57.9 60.1 . 2.8 3.5 . 3.7 4.8

其中：
美国 基准 56.1 53.2 53.3 53.5 2.4 1.8 2.2 2.0 3.6 4.0

平衡增长 . . 55.4 58.2 . 4.9 3.9 . 3.8 4.4

独联体 基准 71.5 57.3 55.9 54.6 1.8 0.9 1.5 4.6 -0.7 1.7
平衡增长 . . 61.1 63.4 . 2.8 4.8 . 0.3 6.6

发展中亚洲 基准 55.2 48.8 50.6 50.8 6.7 6.3 6.1 7.7 3.9 4.6
平衡增长 . . 53.2 55.9 . 7.9 7.2 . 4.3 5.7

其中：
中国 基准 61.0 49.7 52.6 53.4 10.3 7.7 7.0 12.4 4.2 4.8

平衡增长 . . 55.1 58.1 . 9.0 8.1 . 3.7 5.0

印度 基准 51.0 44.7 46.2 46.0 6.7 5.7 6.5 7.2 5.1 5.6
平衡增长 . . 50.0 53.4 . 8.4 7.8 . 6.1 7.4

非洲 基准 47.5 43.8 44.6 44.7 4.3 4.5 4.8 4.8 2.0 3.1
平衡增长 . . 46.4 47.0 . 6.4 7.0 . 5.2 7.7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 基准 51.8 49.6 49.8 49.1 4.3 2.3 2.5 3.2 1.7 2.9
平衡增长 . . 51.8 53.1 . 4.7 5.6 . 3.4 7.0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计算结果，依据是全球政策模型。

      注：独联体，包括格鲁吉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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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文所述，由于在假设中排除了预测期间发

生危机的可能性，这意味着结构不平衡将继续

增长。因此，基准方案虽然显示出小幅增长率，

但面对冲击和金融不稳定越来越脆弱。鉴于许

多国家的金融机构、家庭和政府尚未成功恢复

财政实力，这种基准暗示着对薄弱机构而言难

以承受的风险。此种不平衡得不到解决的时间

越长，对世界经济的后果越严重。

另一方面，平衡增长方案显示增长率方面

大有好转。世界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以购买力

平价衡量)大大高于基准方案下的速度。这部分

反映了购买力平价调整的效果，因为与基准相

比，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显示出增长差

异，该差异几乎比发达经济体的高出一倍。31   

更重要的是，所有区域更快的增长率不仅是各

个国家单独的政策刺激的结果，也是所有区域

之间协调促增长政策立场所产生的强大协同增

效作用的结果。最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

洲国家增长率的提高，与发达国家相比，证实了

平衡增长方案有很强的增长趋同特性。对于支持

发展和福利目标来说，这是一个最合适的目标。

表 2.3

一些区域和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990-2024年

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年增长 a
(百分比)

方案 1990-2014 2015-2019 2020-2024

世界 基准 3.3 3.4 3.6
平衡增长 . 4.7 5.5

发达经济体 基准 1.9 1.8 2.0
平衡增长 . 2.8 3.5

其中：
美国 基准 2.5 2.3 2.6

平衡增长 . 3.3 3.7

独联体 基准 2.7 2.0 2.1
平衡增长 . 3.3 4.9

发展中亚洲 基准 6.3 5.5 5.4
平衡增长 . 6.7 7.2

其中：
中国 基准 9.8 7.1 6.7

平衡增长 . 8.1 8.3
印度 基准 6.3 5.8 6.0

平衡增长 . 7.5 7.9

非洲 基准 3.8 3.9 3.9
平衡增长 . 6.1 7.0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 基准 3.1 2.9 3.0
平衡增长 . 4.5 5.7

备注:
世界(基于市场汇率) 基准 2.7 2.8 3.0

平衡增长 . 3.9 4.7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计算结果，依据是全球政策模型。
    注：独联体，包括格鲁吉亚。

 a  数据系指以2005年定值国际美元计的购买力平价，备注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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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显示了与基准方案相比，平衡增长方

案产生的金融稳定的最具相关性的方面。前两

列主要显示公共部门的金融条件，其他列显示

了私营部门的金融平衡和经常账户。本章A节

中认为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紧缩其财

政立场以改善财政稳定状况。然而，基准结果

显示，通过削减支出来减少财政赤字是一条弯

路，结果可能并不令人满意。除非政策在促进

增长并因此增加公共收入方面发挥作用，否则

财政赤字将保持在高位，并且国债也将减少迟

缓。在发展中国家，基准方案中假设印度和拉

丁美洲的公共支出相对而言略有增长，但这不

会导致政府财政状况改善。在非洲，基准方案

中预计公共支出的增长略快于历史时期，导致

财政赤字和国债比率加大。这表明，尤其是对

财政政策余地有限的国家而言，旨在促进增长

和稳定的财政政策在伴随着其他补充政策时可

能会更加有效。

另一方面，平衡增长方案中的财政赤字和

债务比率小于基准方案。32  这并不令人惊讶，

即使政策组合的关键组成部分是假定货物和服

务方面的公共支出更快增长。财政可持续性是

各种趋同政策的结果，例如上面提出的那些政

策。对于以社会保障与基础设施发展支出的形

式提供的财政支持，如果通过产业促进政策和

收入政策对其进行补充，就能产生积极的协同

增效作用。这种协同增效作用带来的消费、私

人投资和更加平衡的贸易增长都有助于产生更

多的政府收入。此外，为了确保功能性收入分

配的假定改善为净值(即税后)，应努力在直接

税征收方面取得更大进步，从而改善国内资源

调集情况。这反过来讲促进减少财政赤字和减

轻债务负担。

表2.4最后两列中显示的基准结果证实，私

营部门的平衡以及各个区域的外部平衡朝不同

的方向变动。整体而言，发达国家，尤其是美

国(以及联合王国和其他一些主要经济体)趋向于

奉行导致私营部门财务收益净值持续减少(也导

致债务负担加重)的政策。33  这继而体现为对外

赤字恶化，到模拟期结束时，赤字规模与金融

危机开始前的最高点类似。与此同时，其他一

些国家，尤其是那些在危机前的期间累积了大

量对外顺差的国家在预计的基准中显示出类似

的模式，因为它们将继续依赖于其净出口的复

苏以及财务收益净值的相对增加，主要是在私

营部门。相比之下，平衡增长方案显示出对外

失衡的大幅减少。更确切地说，在最初亏损的

地方，私营部门财务收益净值增加，在盈余过

大的地方，私人盈余减少。事实上，所提议的

政策刺激引发了公共和私人支出的强劲增长，

通过增加收入可以使之成为可能，通过改善金

融体系和国际交易监管可以使之得到加强。此

外，低收入和中低等收入国家的贸易不平衡因

假设的有利于发展的贸易协定得到改善。 

2. 总结：政策一致和宏观经济稳定的
必要性

上文概述的全球建模实践评价了预计与目

前的政策立场决裂所能取得的有利结果。显然，

通过以市场为导向的调整无法取得这些成果。

建模活动揭示了明确的政策触发的必要性，根

据历史情况估计，政策触发被证明会产生更加

强健和稳定的增长模式，尤其是如果全世界的

政策以协调的方式相结合的话。然而，使用这

一建模工具并不意味着实际上将会做出这样的

政策选择。它需要认真研究有多大的可利用的

政策空间、可能的制约因素以及国家领导人打

破大多数现行办法的政治意愿，以下几个章节

对所有这些进行了更加全面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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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策制定领域，这些模型模拟所强调的

是必须确保政策一致和宏观经济稳定，以取得

类似于上文介绍的那些成果。政策一致指的是

防止政策工具南辕北辙。2010年之后，目前在

许多经济体出现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配置矛盾被

形象地描述为“一只脚踩刹车一只脚踩油门地

驾驶着经济这辆汽车” (White, 2013:1)。相反，

货币扩张应伴随着财政扩张，以防止流动资产被

囤积或者用于投机目的；就业促进方案应伴随

着收入分配政策，以便通过增加家庭收入而不

是债务来维持总体需求；针对通货膨胀的政策

应伴随着解决通货膨胀发生原因的政策，而这

又引起对刺激国内生产和需求的措施的关注。

这些不过是政策一致性的几个例子。

有利于增长的再平衡政策需确保宏观经济

稳定性，具体办法是首先解决妨碍稳定和全球持

续复苏的根本问题。直到最近，甚至是现在，许

多发达经济体的决策者似乎过于关心应对通货膨

胀的威胁，而忽略通货紧缩的实际情况。同样，

在许多国家，决策者一直提倡严厉调整政府的财

政收支平衡，但疏于考虑对家庭和企业的潜在影

响，家庭和企业会发现在总体需求和收入被压低

的时候，更难以重建其资产负债表。

如果危机后时期的主要问题与总体需求不

足和金融不稳定有关，那么适当的政策反应不应

是注入更多的流动资产，而是应鼓励使生产活动

得以发生的贷款流，同时推动总体需求，并设计

收入政策，以可持续的方式利用这样的贷款流。

宏观经济稳定性还有一个方面是决策者在

考虑各种选择时容易忽视的。在日益相互关联

的全球经济中，对全世界而言，政策必须一致。

有一些例子可以说明为什么这一点很重要，但这

里只讨论两个例子。首先，在考虑实际的金融反

馈后，应该清楚，持续而稳定的以需求为导向

的增长途径必须始于国内，而不是每个国家各

自竞相减少成本和进口以实现净出口增长型复

苏。数量足够多的国家强健的国内活动－无

可否认，在这个过程中，顺差国可贡献的要多

得多－是全球贸易复苏的唯一真正可持续基

础。其次，在没有一个真正全球性的全纳金融

架构的情况下，没有适当法规控制的不受拘束

的全球金融市场可能有害，正如2008年金融危

机已经充分证明的那样。用于在国际上协调政

策行动的机构和机制仍然不足，这对游戏规则

有根本影响，迫使决策者采取似乎合适的暂时

战略，但这些战略在中期实际上会弄巧成拙。

至关重要的是继续努力设计一系列更有效的全

球性的全纳体系来监管市场，在不可持续的失

衡现象发生时帮助进行纠正，并更好地追寻全

球发展和趋同的目标。这也许是一项雄心勃勃

的事业，为此需要坚持不懈，进行远景规划。

但正如第四章所强调的，历史证明，与此处提

出的改革类似的那些全球性深刻变革在过去都

经过了认真考虑。与此同时，须做出更有意义

的努力来协调各国的政策战略，在全球背景下

考虑其相互作用的影响，并对国际交易和流动

进行相应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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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对趋势进行估计是从1990年代中期往后，以免

过于强调危机前的景气年份(其被认为是不可持

续的)以及全球危机期间直接的政策反应(显然比

通常更具扩张性)。

2  在编写本报告之时，联合王国国家统计局正在修

订其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统计数据(见《联合王国

国民账户－蓝皮书》，2014年版)，其初步报

告指出到2013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水平可能

略高于危机前的水平。

3  成文法要求美国各州和地方政府平衡其初步预

算，这实际上是规定针对税收和其他收入进行

支出调整。

4  凯恩斯在其著作《通论》中使用的这一术语系

指影响私人投资者情绪的乐观主义大爆发。

5  这证实了关于美国(Piketty和Saez, 2003年)以及

发达区域和发展中区域大量国家的早期著述

(例如，见Cornia, 2004年；以及Milanovic, 2005
年)。

6  其他实证研究从不同的方法论角度出发，采用

产业层面的数据集指出，与工薪阶层和个体经

营者相比更大比例的资本积累意味着，如果估

计正确的话，劳动收入急剧恶化的趋势(Arpaia
等人，2009年)。

7    虽然普遍认为Piketty关于不平等长期趋势的实证

研究结果非常重要，但他的理论解释(证实了新

古典增长理论)一直受到严厉批评(Patnaik, 2014
年；Taylor, 2014年)。

8  关于“工资驱动”对“利润驱动”辩论的实证

分析评价提供了类似结论，但根据不同国家的

基础经济机构有一定变化(Storm和Naastepad, 
2012年；Lavoie和Stockhammer, 2012年)。

9  见之前的《贸易和发展报告》；另见Turner,   
2008年。

10 这两个国家占全球消费的相当大一部分，因此

至少会对重新导致全球失衡产生一些影响。尽

管其他相对较大的经济体似乎也显示出类似的

模式，但由于可以获得这两个国家的详细资产

负债表并掌握其家庭部门的资产构成，因此调

查这两个国家更为方便。

11 这是一个会计术语，是指当资产价格上涨时对

资产所有者的财富净值的正冲击。可以通过将

各种资产的价格变动输入资产负债表的基底结

构来估计该冲击。通过进一步计算消费价格上

涨的现值，就可以衡量实际持有收益。正式的

方法论理由和早期的经验估计值，见Izurieta 
(2005)年。美联储金融账户公布了一系列未排

除通货膨胀影响的名义持有收益(见表R.100)。
这里产生的一系列名义数值与美联储的数字高

度匹配，唯有所使用的资产价格的集合性质导

致出现一些可忽略不计的误差。这使得可以根

据这样的现有数据来检查下文对联合王国应用

的估计方法，联合王国并未公布家庭部门的持

有收益。应该强调的是，这些是账面收益，而

不是通过资产交易真正实现的收益。

12 Tobin (1982年)提出的“财务收益净值”与人

们更为熟悉的盈亏概念的意义相同，通常在

提及公共部门和对外部门时使用(经常账户)。
其在国民账户中的正式名称是“净贷款”(或
者在为负数时称为“净借款”)，但本报告不

使用该术语，以免与同样常用的涉及银行部门

的“贷款”或“借款”混淆。

13 这些系列数据仅到2012年，是通过结合国民

账户统计数据与调查数据以及酌情根据工资或

农业收入的演变推算出的趋势汇编而成的。不

过，有可能出现大的误差，尤其是对于非正规/
混合收入比例大的国家。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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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国民账户中的混合收入包括：来自个体经营的

收入；非公司组织的企业赚取的所有收入；以

及被归为“非市场产出”的收入。

15 另见《2001年贸易和发展报告》; Akyüz, 2002; 
D’Arista, 2007; Ghosh and Chandrasekhar, 2001; 
Singh, 2003; Stiglitz, 1999。

16 另见Akyüz, 2013 and 2014; Ghosh, 2014; 2013年
《贸易和发展报告》; 贸发会议, 2011。

17 见 Lawson (2011), 另见 Obstfeld (2012) 对类似

观点的更笼统评价。

18 乌克兰就是一个例子，2009年后该国的资本流

入仅略有增加，该国的经历说明类似于金融危

机的冲击会沉重打击各个脆弱部门，造成需做

出更持久调整的系统性威胁，而社会冲突往往

会加剧这些威胁。

19 例如见Chandrasekhar and Ghosh, 2013 and 2014; 
Lee, 2013; McKenzie and Pons-Vignon, 2012; 
Chang, 2013; Kang et al., 2011; Ffrench-Davis, 
2012。

20 该指数见 : http://unctadstat.unctad.org/wds/
TableViewer/tableView.aspx?ReportId=30953。
该指数逐个产品地衡量一段时间内(标准化)平
衡情况的演变，同时对照再出口活动。该数据

集分解得很细，也很详细，使得可以全面清查

标准行业分类，并按照制造部门劳动技能的程

度对各个类别进行了详细说明。

21 全球政策模型是一个完全内源性的建模框

架，其依据是无懈可击的核算，其中没有“黑

洞”，也没有未经解释的剩余误差。利用固定

样本(124个国家)和时间序列(1980年至2012年
期间)从计量经济学方面估计了决定宏观经济

调整的行为关系。该模型涵盖25个国家和国

家组，并考察了主要部门的国内生产总值；

公共、私人和金融机构；就业；国际贸易(五
大类 )和金融；以及财政、货币和产业 /贸易

政策(见2013年《贸易和发展报告》，第一章

附件)。技术性更强的讨论，见网站：http://
unctad.org/en/PublicationsLibrary/tdr2014_GPM_
TechnicalDescription.pdf。

22 正如凯恩斯指出的(1936: 149)， “信心状况

关系重大，因为这是决定前者[投资率]的主要

因素之一，与投资需求表是一回事。不过，关

于先验的信心状况没有多少可说的。我们的结

论必须主要依据对市场和商业心理学的实际观

察。”凯恩斯还做了一项重要观察，以强调

很难先验地获知在危机发生后得到恢复的条件 
(1936: 158)，“因此，我们还必须考虑到信心

状况的其他方面，即，借贷机构对意向借款人

的信心，这有时被描述为“信用状况”。对资

本的边际效率有灾难性反作用的股票价格暴跌

可能源于投机信心或者信用状况减弱。但鉴于

无论是投机信心还是信用状况减弱都足以引起

暴跌，二者都得到恢复才能带来复苏。”

23 在这一特定情况下，与基准相比仅有小的程度

差异。在其构筑中，为了避免危机条件，正如

上文所解释的，基准对A节中讨论的失衡将产

生的汇率和商品价格规定了上限和下限。

24 在全球政策模型中，这些参数适用于2012年人

均收入低于2 ,000美元的国家。

25 历史期间一直到2014年，但大多数国家2012年
之后没有可用的关于劳动收入份额的最新可验

证数字。

26 假设美国的收入政策相对较强，使其劳动份额

更接近1990年之前的水平并且更接近其他发达

经济体的水平。更重要的是，美国家庭随着时

间的推移累积了严重的金融不平衡，为产生持

续的私人消费增长并且不加大家庭的金融脆弱

性，必须假设功能性收入分配得到改善。

27 2013年《贸易和发展报告》提议了一个备选模

拟方案，其中假设所有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经

济体都实行前瞻性收入政策，而发达国家继续

通过压缩工资份额谋求进出口优势。该模型显

示，这会导致发达国家净收益，而牺牲发展中

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

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自然会在采取类似收入政

策方面慎之又慎，因此导致该政策对增长和分

配的影响减弱。

28 在美国，以及在较低的程度上在印度，假定政

府支出的增长比历史期间更强，其结果是，在

所预测的前五年中，该增长略强于国内生产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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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增长。正如前面所讨论的，这是因为私营

部门由债务驱动的支出快速增长，并且为了走

上国内生产总值快速增长的财政稳定之路，公

共部门不得不比私营部门做出更大贡献。

29 一个例外是中国，在中国，假设在模拟的前几

年期间，将加强从促进投资增长转向加快家庭

收入和消费增长的政策。根据这些假设，中国

的私人投资趋向于在模拟期快结束时稳定在占

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25%。

30 一个例外是中国，在中国，政策设计希望增长

减速，对于许多继续处在通货紧缩政策压力下

的欧洲外围国家以及许多将不会受益于过去二

十年来油价持续大幅增长的石油出口国来说，

增长预计也会减速。

31 平衡增长方案偏向于增长(但并未忽视发达国家

的增长)，另外，众所周知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

经济体的增长潜力大于发达经济体。在衡量方

面，购买力平价权重(在这些模拟中以2005年
为基数)并非每年都重新调节，导致整个预测

期间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中权重

较大。

32 例外情况包括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的成员以

及中国。独联体的经济并未随着时间的推移累

积更大的财政结余，而是将受益于结余减少，

以加强结构转型过程。在中国，更加强调的是

加强社会保障以促进家庭消费的增长。

33 不是所有发达国家都鼓励债务驱动型的私营部

门支出。例如德国和日本在基准方案中显著加

大了其对外顺差。因此，整体而言发达国家组

没有显示出同一方向上的显著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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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进行的关于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讨论

着眼于高水平高要求，超越“政策照旧”， 比
《千年发展目标》(联合国，2012年)所推进的

方式更进一步，确立更加普遍、更具改造力和

更加可持续的方式。照此，该讨论将在国内和

国际层面上发挥关键作用，为决策者确立新的

一般目标和具体目标。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问题

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商定的17项一般目标(以及

相关具体目标)远比千年发展目标更具雄心，也

更加复杂(联合国，2014年)。

第一个挑战是使一般目标和具体目标与政

策范式相符，该政策范式应有助于提高全世界

的生产率和人均收入，在全球劳动力队伍快速

壮大和城市化所必需的规模上创造体面工作机

会，并且建立稳定的国际金融体系，推动生产

性投资并提供可靠的公共服务，不遗漏任何人，

特别是在最贫困社区。过去三十年里占优势地

位的市场自由主义经济范式在这些方面大都令

人失望(贸发会议，2011年；在真理中实践爱德

通喻基金会，2014年)。 

任何新发展议程都会面临的第二个挑战

是，随着市场自由主义的传播，不平等大幅上

升。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与增长与平等之间简

单刻板的权衡不同的是，除了道义方面的考虑

之外，日益加大的不平等还将危及经济发展和

社会稳定，损害政策凝聚力(1997年和2012年
《贸易和发展报告》；Wilkinson和Pickett，2009
年；Piketty，2014年)。顶层1%的人日益增大

的收入份额(以及政治影响力)再次激起这一讨

论；85位最富有者的财富超过了世界底层一

半人口的财富，这类数字产生了预期的冲击

效应。要想全面了解最近不平等的增长情况，

有必要更加仔细地研究功能收入动态，尤其是

工资增长与生产率提高之间的差异、股东价值

和高管报酬在影响公司行为方面的重要意义以

及累退税。资本流动性加大致使更难以对一些

企业，其中往往是最大型企业征税。此外，这

还减少了劳工的议价能力，加大了国家对累退

税和债券市场的依赖，进一步扩大了不受管制

的金融活动对分配的不利影响。越来越多的研

究开始将最近危机的规模与这些不平等现象联

系起来，指出其扭曲了需求的构成，并且与

日益脆弱的债务驱动型增长模式有关(Kumhof
和Rancière，2010；Stiglitz，2012；Mian和
Sufi，2014)。

第三个挑战是确保各国能够获得有效的政

策工具和这些工具的使用空间，以协助其实现

商定目标并推进发展议程。这正是本《报告》的

第三章

政策空间和全球治理：
利害攸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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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千年发展目标单纯强调明确界定的社会成

果，几乎没有考虑在国家和国际层面实现其中任

何一项目标所需的经济成果或政策工具，这是千

年发展目标的吸引力所在，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

其弱点。1  千年发展目标8(涉及促进发展的全球

伙伴关系)考虑了关于这些政策工具的讨论，但

事实证明与任何其他千年发展目标相比，该目

标都更为软弱，更为宽泛(贸发会议，2013年)。2

即便在理想的环境中，应对这三大挑战也

是一项艰巨任务，现在就更加令人生畏，因为

2008-2009年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的经济环境都发

生了变化。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而初步付出的努

力是在普遍支持性的外部经济环境下发生的：当

时不仅援助流在增长，而且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

济体的市场需求都很强劲，商品价格一路上涨，

许多发展中国家比以往更容易获得外部资本。这

些因素促进发展中世界自2002年以来一直强劲增

长，增长率一直高于发达世界。 

这些趋势被解读为世界经济新纪元的一

部分，是宏观经济环境“大缓和”与全球收

入“大趋同”的结合，并预计未来将持续增长，

同时“全球中产阶层”将很快涌现。与之伴随

而来的是，人们不再强烈呼吁对日益相互关联

的世界经济实行更加有力的全球性治理。有一

段时间，这种情况还导致人们认为贫困国家的

增长已经与发达世界的趋势脱钩(Canuto，2012
年)。然而，最近的事件表明下这个结论还太早 
(Akyüz，2013年)。 

未来几年，新发展议程有可能面临更加艰难

的外部环境。本《报告》第二章概述了一些潜在

的困难，这些困难证实了危机后复苏的长期性和

脆弱性，尤其是在“照旧发展”的宏观经济设想

继续下去的情况下。金融危机还揭示了一系列长

期存在且高度相关的经济和社会不平衡，这些不

平衡将不可避免地对设计新发展战略的努力产生

严重影响，而这些新发展战略本来旨在解决与城

乡差距日益加大、正规与非正规生计、获得负担

得起的能源以最大限度减少对环境的危害以及粮

食和水安全有关的问题。如果想在2030年以前实

现更加包容的可持续全球经济，那么发达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都必须解决这些问题。 

要重新调整这些方面，就必须有综合的政

策框架(其中包含更加可行的包容性的国家发展

战略)，并改变对全球经济体系的治理，以适

应和支持这些政策框架。如果国家没有切实的

战略来促进可持续、包容的发展，不能为实现

社会和经济目标提供支持，或者如果这些战略

与全球经济不相容，那么就很有可能无法在实

现更为宏伟的发展目标方面取得进展。去年的

《贸易和发展报告》认为，在今后几年，许多

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在于调集更

多的国内资源并在国家和区域两级建立市场。

为了最大程度地调集全国资源，促进实现2015
年后议程所设想的经济和社会目标，必须制定

更加坚决的宏观经济政策议程。这种议程中必

须包括：使用范围广泛的一系列财政、金融和

监管工具支持资本积累；运用积极的劳动力市

场和收入政策创造更多的体面工作；有效控制

资本账户以限制外部冲击和危机的潜在危害。

此外，保持经济的可持续性还需要生产结构和

能力的多样化和升级，这是创造和分配财富的

来源(Salazar-Xirinaches 等人，2014年)。打造更

具竞争力的公司、将资源输入附加值更高的部门

以及增强国家的技术能力不能只依靠市场力量；

有效的产业政策以及为支持和协调私营部门与

公共部门的各项活动而付出努力也至关重要。

像这样扩大和加强国家发展战略需要伴随

着制度变革。市场很少是“自由”的，并且从不

孤立运行；市场的有效运行需要一个由规则、限

制和标准构成的框架(Polanyi，1944年)。 就其本

身而言，市场经济始终处于更广泛的法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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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化环境中，并且由各种政治力量维持。私人

公司对利润的追逐意味着单个企业不断试探这些

广泛规则和限制的界限，并且鼓动变革，以获得

更多谋利空间，例如施加压力以减少其认为的繁

文缛节“负担”、“苛捐杂税”、“严苛”银行

和会计规则、“偏爱”劳动者和消费者的法律，

以及资金出入境“限制”。大多数国家的政府

认为这种利润驱动能带来收益，但也会产生成

本，并因而在公司利益与其他群体的利益之间

寻求平衡。对每个社会而言，如何加强或弱化

关于市场运行的规范与管制框架，或者在何种

程度上予以强化或弱化，都是复杂的具体政治

进程的一部分，完全予以摒弃就会产生宏观经

济和社会秩序崩溃的风险。正如英格兰银行行

长Mark Carney最近所述，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一

个首要危险瑕疵，就是其在设计和实施经济政

策时不承认存在这些复杂性 (Carney，2014年)。

从历史观点看，今天那些成功经济体的演

进特点就是所谓的“适应效率” (North，2005
年)；即，发展各种制度的能力，这些制度为经

济活动提供了稳定的框架，并且具有灵活性，

足以最大限度地为促进通过和调整各项战略和

选项留下余地，以解决特定时间和情况下出现

的具体挑战。就国家制度而言，适应效率概念

意味着必须为决策者留下必要的空间，以便其

阐明优先事项，选择偏爱的政策工具并实施其认

为最适合的政策组合。不久前，杰出的荷兰经济

学家Jan Tinbergen证实，要使政策组合发挥总体

作用，那么有多少目标就必须有多少配套的政策

手段。如果方案中的目标多于手段，那么将至少

有一个目标无法实现；而如果手段比目标多，那

么就能借由多重途径实现目标组合。

对于大多数同时追求实现多项微观经济、

宏观经济、结构和战略目标的发展战略而言，

最大限度地增加实现目标的手段似乎是最明智

的选择，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如果仅

仅将政策空间问题归结为手段和目标的数量问

题，就难以了解其中的复杂性。在实现某个目

标方面，不同手段的有效性可能不同；而且由

于各项目标相互依存，某个手段可能会同时影

响多个目标，并且不一定总是按照预期或期望

产生影响。此外，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区别并不

十分清楚和明显。一些决策者(或在一系列情况

下)认定的目标也许恰好是另一些决策者(或在

另外一系列情况下)认定的手段。

本质上，政策空间是一国政府享有的自由

和拥有的能力，旨在确定和实施最适合的经济

和社会政策组合以实现最适合其国情的公平和

可持续发展。可将其定义为法律上的政策自主

权与事实上的国家政策控制的结合体，法律上

的政策自主权是指国家决策者对政策目标和手

段拥有的正式权力，而事实上的国家政策控制

则涉及国家决策者确定优先事项、影响具体目

标并权衡可能的得失的能力(Mayer，2008年)。
二者都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尽管受影响的方

式不同，而且众所周知外部经济一体化的影响

与政策灵活性之间存在冲突(Panic，1995年)。

手段。然而，即便以这种方式拓宽发展战略，也

依然必须承认特定政策手段会产生大量不确定

的影响，而且还有可能必须在不同政策之间做

出权衡取舍，付出调整成本。通常，很少能在

要恢复一种偏向实体经济－以及有赖于实

体经济维持生计和安全的群体－而不是重视金

融利益的发展模式，几乎必然会要求超出经济正

统派所设想的政策工具包的范围，增加更多政策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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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目标之间做到“二选一”(例如就业还是通

货膨胀、开放式还是封闭式经济、国有还是私

有、固定汇率还是灵活汇率)，各项政策目标之

间仅有细微差别。这表明，学会结合不同的目

标和手段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决策中的一部分，

实验将变得更加重要，因为不只有一种方式能

实现更快增长、宏观经济稳定、开放和收入的

更公平分配(世界银行，2005年)。

此外在任何特定时间里，对于约束经济体

运行的规则，都有不成文的社会契约，它为国

家在经济方面的作用设定了界限。达成共识、

确定优先事项和形成态度是界定政策空间的过

程的一部分，它们与技术能力一样重要。此外，

决定合适的政策组合也将意味着对某个方案可

能带来的调整尺度做出判断和估量。在任何情

况下，领导力、判断力和实验相结合都必然会

导致开放的决策过程。

国家是否有能力协调不同利益团体，赢得人

民对其行动和行为的信任并将国家的发展确定为

压倒一切的紧迫任务，这仍将是那些促进追赶式

增长和维持结构转变的国家与其他国家的区别之

所在。成功的国家增强了自己的能力，具体办法

是发展问责机构；继续改进人员的招聘、晋升、

报酬和培训；创建(半)公共机构和其他类型的伙

伴关系，尤其是与产业协会以及工会、大学和研

究机构建立伙伴关系。这些国家还建立了监管和

监督机构(通常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政治进程)，

以便进行规则、惩戒、激励和监督，帮助市场

健康运行，同时尽可能最大程度地避免扭曲微

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尽管程度不同，但所有发

展中国家都需要矫正结构、技术和社会方面的

不足，在这种背景下，贸发会议将各种机构要

素与“发展型国家”的努力联系起来，以便对

成功的变革进行监督。

与国内的情况一样，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

世界里，市场活动也需要一个由规则、限制和

标准组成的框架。并且该框架的弱化和增强是

一个长期特点，这一点与国内的情况无异。不

过，还是存在两个重要区别。第一，旨在支持

该框架的国际机构主要取决于国家之间关于其

运作情况的谈判。基本上，这些国家必须决定

是否情愿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愿意让渡自身的政

策空间以交换国际规则、纪律和支持带来的益

处。在一个国家彼此之间不平等的世界里，各

国追求实现本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望所需的空

间各异，一国的政策决定可能会对他国产生影

响。在多边层面进行这种权衡尤为困难，因为

国家间的差异在这一层面最为明显。其次，不

同国际经济力量介入一国政策空间的程度也不

同。尤其是，正如Kindleberger (1986年)在其关

于国际公共产品的开创性论述中所指出的，跨

国金融活动似乎已成为一个异乎寻常的干扰因

素。在当今世界，对跨国经济交易的政治和法

律限制已经势微，金融并不是造成干扰的唯一来

源；正如第五章所述，国际生产方面也存在很大

的不对称，尤其是与国际生产网络中最重要的公

司相比，这一点也改变了决策者可利用的空间。

国家与市场之间的相互依存性日增，这为

包含多边规则和纪律的完善的全球经济治理体

系提供了主要论据。原则上，此类体系应确保

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例如国际经济和金融稳定

以及更加开放的贸易体系。此外，它应当是为

了在对等基础上自愿减少主权而由政府间协定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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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的协调一致的多边制度安排。它应当以能

够产生公平和包容的结果作为指导原则。该原

则应在设计、实施和强制执行多边规则、纪律

和支持机制的过程中一以贯之。这将明显促进

最大程度地减少不利的国际溢出效应以及侧重

于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国家经济政策所产生的其

他负面外部效应。从这个角度看，这些安排如

何管理不同国家体系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是其最

终取得合法性的依据)，而不是抹杀国家差异并

建立单一的无所不能的经济和法律结构，就是

对多边主义目标的最好描述。

国家发展战略满足国家需要和优先事项的

程度可能受到多边机制和国际规则的限制或局

限，但同样，根据有关国家的一体化程度，它

们也可能受到全球市场运作所产生的经济和政

治压力的影响。虽然参与全球经济的广度和深

度可能是国内经济政策选择的结果，但后续政

策也有可能受到这种参与的影响，有时其方式

和程度出人意料。正如2006年《贸易和发展报

告》所指出的，不仅国际条约和规则，而且全

球市场条件和其他国家的政策决定都会对政策

空间产生影响。全球权力不平衡(经济和政治两

方面)无疑仍在对不同国家的政府参与设计和实

施自主政策的能力产生重大影响。

人们担心多边协定、区域协定和双边协定

产生的各种法律义务会限制具体政策手段的有

效范围和效力，降低国家政策的自主性，这种担

忧并非毫无依据。与此同时，多边纪律可以发挥

作用，降低国际经济关系有利于掌握了经济或政

治权力的国家的固有偏向(Akyüz，2007年)。这

些纪律同时还可以限制(尤其是在法律上限制)和

放宽(特别是在实际上放宽)政策空间。此外，国

家政策的有效性往往会因市场力量全球扩散(尤

其是在金融市场)以及大型国际公司的市场运营

内在化而减弱，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大幅减弱。

必须考虑政策空间是否、如何以及在什么

程度上缩减和重新配置。解除市场管制的义务

或相关压力会导致政策空间受到限制，这往往

导致政府的能力受限，无法改变市场运作模式

以实现更广泛的社会和发展目标。然而，不受

约束的市场进程不大可能带来以下成果：稳定

的宏观经济和金融、充分就业，实现经济多样

化以促进高附加值活动、减贫和其他社会所期

望的成果。

虽然国家政策明显受到由外部环境决定的

可用政策空间的影响，但国家政策也是－而

且从根本上说仍然是－国内力量的结果。除其

他外，这些力量包括: 决定社会上不同群体的权

力和声音的政治和政治经济、国内的专门知识和

能力、机构和执行机构的性质、政体结构(例如

实行联邦主义的程度)，以及一般的宏观经济条

件。即便决策者对政策工具拥有完全的自主控

制权，也可能无法有效控制具体的政策目标。

此外，在当前这个全球化的世界，在决定

国内的决策和实施活动时，这些内外部力量之间

的相互作用正变得日益复杂。1980年代和1990年

代出现的所谓国家经济政策标准模板正日益获得

全世界决策者的承认，无论其涉及的经济规模、

环境和性质如何，这种标准模板的确对确定市

场自由化模式产生了影响(即使不一定是决定性

的)。但即使在贸易自由化和金融松绑浪潮席卷

全世界并最终形成我们今天所经历的全球化的

时候，各国之间存在的差异依然表明它们保留

了一定程度的政策自主权以及相关的独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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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对较为发达的国家来说，自由自主

的全球化是迄今为止的惯例，正如过去20年里

对较为成功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一样。相比之下，

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与一种较为僵化和结构化

的经济自由化方式作斗争。这种对待发展政策一

刀切的方式多半是由布雷顿森林机构－世界银

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货币基金)－或通

过其实施的，1980年代债务危机后，布雷顿森林

机构对国内决策者的监督和影响显著加大，使其

有了更大权力要求改变在其看来“不健全”的政

策。寻求世界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的财政援助或

债务重组的各国不得不采纳这些机构批准的宏观

经济稳定方案并同意进行“结构”和政治改革，

特别是通过自由化、私有化和放松管制等措施，

扩大了市场的影响，并大大降低了国家在经济和

发展方面的作用。同样，正如下一章中详细论

述的，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扩大了世界贸易组

织(世贸组织)的权力，使其囊括了服务、农业、

知识产权以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从而在不

同程度上限制了发展中国家在管理其融入全球经

济方面的可用政策空间。

强调政策的作用，强调国际经济机构在促

进选择某套政策而不是另一套政策方面的作用，

这是对那种认为全球化是在客观的市场和技术力

量驱动下自发形成的、无法抵抗的不可逆过程

的看法的重要纠正。这些力量确实重要，但它

们本质上是由具体的政策选择所鼓动并由现有

制度塑造的。认为全球经济是某种自身具有逻

辑的“自然的”体系也是具有误导性的。全球

经济现在是，并且始终是复杂的经济政治关系

相互作用不断演变的结果。在这一环境中，多

边规则和机构能够提供激励和制裁，鼓励各国

进行合作而不是各行其道。世界变得越来越相

互依存，为各国建立制度结构并维护剩余的灵

活性以支持包容性发展带来了更大挑战性。市

场和公司在全球运营，从这个意义上说有理由

制定全球规则和条例。此外，需要采取国际集

体行动，以帮助提供和管理市场不能或不愿提

供的全球公共产品。有效应对新出现的威胁，

例如气候变化，也需要合适的全球规则、条例

和资源。然而不言而喻的是，鉴于各国政府必

须放弃一部分主权和责任来支持集体行动和目

标，国际层面的治理与国家层面的治理截然不

同。因此，在设计国际措施时必须使其能够补

充或加强实现国家目标并满足各层面需要的能

力，在一个国家与经济体相互依存但并不平等

的世界上尤其如此。

在以金融为驱动力的全球化过程中不断演

变的体系导致产生了大量关于国际贸易和投资

的规则和条例，其中往往过多地限制国家的政

策选择。与此同时却缺乏有效的多边规则和机

构框架，无法确保国际金融稳定并监督域外财

政事项。在这个不完善的体系中，发达国家的

决策者旨在应对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宏观经济和

结构挑战，而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则试图巩固

最近的收益并进入包容性发展的新阶段。因此，

将国家政策空间作为全球发展议程上的一个核心

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 * * *

本报告的后续章节将详细探讨这些问题。

第四章探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多边体系的起

源，尤其是，在努力避免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的年代犯下的错误卷土重来，确保国家主导型

的政策共识的空间时，必须遵守多边安排和规

范，支持更为开放、稳定和相互依存的世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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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该章认为，1940年代为使新政国际化而付

出的部分努力最终导致形成一个得到发展中世

界拥护的更加包容的多边议程。第五章审查了

主要是法律上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限制，这些

限制与关于贸易和投资的多边、区域和双边协

定有关，阻碍了这些国家推进和管理本国经济

结构转变的努力。第五章提出了这些国家在贸

易和产业政策领域仍可利用的一些选择，并讨

论了如何能够避免其政策空间进一步收缩。该

章还强调了与全球价值链延伸有关的政策空间

的重要性。第六章讨论了主要是事实上的对旨

在确保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的政策

的限制。这种稳定是实现高水平的生产资本形

成和提高生产率的先决条件，能让这些国家的

所有人获益。此外，该章还研究了为加强资本

账户管理而做出的努力，并讨论了可避免短期

流动破坏稳定的各种选择。此外，第五章还研

究了国际投资协定对政策空间的影响，尤其是

通过偏向于私法和私人利益而不是公法和公共

利益的纠纷解决机制所产生的影响，并审查了

纠正这一异常但不放弃从接受外国直接投资中

得到潜在好处的可能选择。第七章探讨制约政

府利用财政手段来追求其发展目标的空间的因

素，并对如何通过国家和全球改革扩大财政空

间提出了一些想法。尤其是，该章考查了个人和

公司利用保密法逃税的现象激增所导致的经济成

本，以及依赖于商品的经济体在就资源报酬的分

配问题讨价还价时面临的特殊挑战。

 1 关于是否已经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以及其中哪一项

目标得到实现的讨论，见贸发会议，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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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稍后加入目标1的就业目标有助于对更广泛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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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国家对政策自主权的要求与相互依存的

世界经济的需要相协调的挑战在今天看来似乎

是一项较新的挑战－是信息和通信技术(信通

技术)进步以及全球市场力量扩张的结果。但事

实上，这是一项长期挑战，已经从各个不同的角

度广泛讨论了将近两个世纪了

(Mazower，2012年)。本章从

历史的角度审视二十世纪中叶

围绕这个问题进行的辩论，如

今的许多多边经济架构就是当

时形成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形成

的多边体系的设计者们主要关心主要工业化国

家面临的经济挑战。但在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

束后决策者采取的行动彻底决裂时，这些设计

者认识到现代国家“装备精良”，可以应对达

到更高生活水准、充分就业以及经济和社会安

全等挑战。1  此外，鉴于全球经济正在发生的

变化，较贫困国家所面临的发展挑战也成为了

关于国家主导型国际合作的讨论的一部分。的

确，这些问题不仅在协商国际合作的未来走向中

比一般认为的更加重要，而且还侧重于实现新的

多边秩序的目的和目标过程中的政策空间问题。

在制度、规则和纪律方

面，谈判的结果反映了各国做

出的决定以及经济大国中各利

益集团的游说努力。尤其是，

在美国支持新政的变革力量利

益联盟对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

战打响前就开始了的多边讨论

有着非常大的影响。那些支持使新政国际化的

努力的人为能够适应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和关切

的更具包容性的多边主义提供了最初的机会。

然而，朝着这个方向的几个有希望的倡议被排

除在了布雷顿森林谈判之外，在美国总统罗斯

福去世后，其影响进一步减弱，让位于一种技

第四章

政策空间与多边经济体系的起源

A. 导言

控制可能具有破坏性的
金融力量是第二次世界
大战后多边体系设计者
讨论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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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性更强的多边主义，而这种多边主义已被证

明不太适应发展中国家的需要。

当时的讨论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

有重要意义，其中心点是必须控制可能具有破

坏性的金融力量。来自发达国家(以及政界)的

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们认识到让金融成为其经

济命运的奴仆而不是主人的重要性。第一次世

界大战结束时，金融界很快又恢复了其对经济

决策的影响，要求将恢复市

场信心作为“回归正常”的

唯一可靠途径(James，2001

年: 25)。这实际上意味着不

仅要快速取消战时控制，而

且要绝对承诺金本位、建立

独立的中央银行和采取紧缩

政策，所有这些都减少了迈

向管制性更强的经济，为新的社会和政治要求

提供支持的可能性。金融利益在定义哪些是可

接受的政策方面占据着强势地位；也是从由此

涌现的短期资本流(以及伴随出现的有毒金融工

具)中获益的大赢家，短期资本流自1920年代中

期起快速攀升，导致许多国家的收入分配模式

日益扭曲(Kumhof 等人，2013年；Piketty，2014

年)。这些趋势，再加上极其脆弱的银行系统，

最终导致大萧条，以及随之而来的国际经济崩

溃。在这一背景下，扩大政策空间以应对战后

出现的新挑战并缩小“食利”金融界的利润空

间是布雷顿森林谈判代表们最为关心的问题。2 

最终为限制不受管制的金融的破坏趋势而

通过的规则和措施肯定有助于为发展中国家走

上独立的增长之路打开政策空间。然而，发展

中国家通过新的多边机制可利用的金融资源的

规模与其彻底转变以往殖民地位或边缘地位所

遗留的经济结构的目的从来都不匹配。这意味

着国际贸易在战后发展战略的设计中变得更为

重要，但与此同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

在生产方面的技术差距和结构不对称使得贸易体

系成为了一个更具争议性的领域。此外，相对于

围绕国际金融的讨论，与出口导向型增长议程有

关的强大的企业界，尤其是在美国，更加能够影

响较为自由的多边贸易讨论的结果。由此导致发

达国家不愿意解决生产中普遍的差距和不对称，

最终使发展中国家倡导更符合其需求的发展议

程，并要求获得足够的政策

空间来实施该议程。自1960

年代初期起，贸发会议就处

于这些努力的中心位置，常

常推行以前国际上的新政支

持者提议的各种多边支助措

施和政策空间倡议。尽管从

那以后全球经济以及各个发

展中区域有了很大转变，但这几十年提出的论

点在当代仍有强烈共鸣，正如本《报告》接下

来的章节所证明的。 

这一开篇章节的结构如下。B节研究了这

一影响1940年代关于国际合作的辩论的更广泛

的历史背景。该节指出，这些辩论主要以1920

年代主导政策思维的新自由主义议程的失败为

依据。该议程与试图在布雷顿森林谈判期间使

新政国际化的罗斯福政府的议程形成对比。C

节研究了后来对布雷顿森林讨论的报道中忽视

的发展问题的作用，并回顾了新政和凯恩斯主

义思想在改善国际金融的作用方面的重要性以

及其与罗斯福“睦邻政策”背景下的拉丁美洲

发展政策辩论的紧密联系。该节随后考查了支

持新政的政治联盟是如何制约国际贸易新架构

的讨论的，它使得欧洲和发展中世界各自的贸

易政策走向了不同的结果。D节描述了发展中

国家随后为使得多边主义更具包容性而做出的

贸发会议在促进符合发展
中国家需要的发展议程中
以及在努力争取足够的政
策空间来实施该议程的过
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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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包括重提支持国家主导型工业化新政的

国际议程的内容，以及努力争取贸易和金融问

题的相互依存得到更明确的承认，这是贸发会

议的核心任务。最后一节以讨论国际金融的再

度兴起、相关的多边主义“软化”以及由此对

当代政策空间产生的影响作为结束。

1. 两次大战期间自由主义政策议程的 
兴衰

两次大战之间的期间是各国经济反差强烈

的时期，一些国家的经济长期停滞不前，而另一

些国家进入了超涨超跌循环。不过，在几乎所有

情况下，1920年代末期和1930年代早期严重的高

传染性冲击和危机使世界进入了一个全球经济极

其不景气和不确定的时期，这对政治家和决策者

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两次大战之间这一时期的经

济问题常常被归因于孤立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意

识形态的普遍影响，尤其是在美国，美国被认为

是回归在1914年以前有助于增长和稳定的自由国

际主义受阻的原因 (Wolf，2003年；Eichengreen

和Kenen，1994年)。这种解释具有误导性。事实

上，在1914年之前几十年的“高增长”期间，

几乎各处的关税都一直在稳步上涨，某些情况

下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 (Bairoch，1995年)。虽

然战后关税壁垒立即得到了增强，但随之而来

的是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和自由化措施相混合，

其中包括使用附加税和反倾销立法，但也包括

取消量化贸易管制、宣扬最惠国原则，取消对

资本输出的限制以及重回金本位。的确，随着

1930年6月《斯姆特 •霍利关税法》的通过，美

国的关税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在之后的18

个月里引起25个国家的报复，对出口产生了破

坏性后果(Bairoch，1995年)。然而，在时间和

规模两方面，1930年度初期产出和就业方面的

崩溃不能归因于这一政策改变。另外，在相同

的关税结构下，许多国家迅速恢复了增长，尽管

是在大不相同的宏观经济政策制度的管理下。3

与关于这一期间的大量叙述相反，自由主

义是192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意识形态。因

此，研究其影响，尤其是其通过宣言宏观经济

政策而产生的影响，对了解此后的十年至关重

要 (Polanyi，1944年: 231-36；Boyce，2009年: 

6-7)。在1920-1921年全球急剧衰退后，在所有

主要经济体，官方对独立的中央银行、灵活的劳

动力市场、管制宽松的资本市场以及金本位的支

持全面崛起。正如Eichengreen和Temin (1997年: 

38)指出的，金本位赞歌不仅“支配着公共政策

B.  二十世纪中期关于新出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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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而且为央行行长和政治领袖们强迫普

通人花费更多的钱撑腰”，宣扬金本位还提供

了一个“一刀切”政策议程，而且那些声音还

坚称该议程没有替代性选择。从这个角度看，

采纳金本位不仅被视为是通过限制政府独立的

货币和财政行动的空间而对“负责任”决策作

出的承诺，而且是通过增强投资者的信心吸引

外资流入的一种方式。结果不仅恢复了战前的全

球化趋势，而且随之而来的是丧失政策自主性并

更容易受到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事件的影响。

贸易和资本流自1920年代中期起迅速上

升，在该十年快结束时达到(并且，在某些情况

下，超过)了战前的水平。4  此外，同样与一般

看法相反的是，关于国际经

济合作的讨论在1920年代期

间很普遍(但相对而言没有成

效)(Boyce，2009年)。事实

上，正如James (2001年: 25)
指出的，“像1920年代一样

对国际主义和国际机构如此

有激情实属罕见”。美国通

过道斯计划和杨格计划积极

参与对债务的重新谈判，这导致了国际清算银

行的设立。国际清算银行的设立至少在一定程

度上是为了使这项谈判去政治化，但它也被看

做是央行之间合作的手段(James，2001年: 41)。
此外，为促进贸易自由化和保护知识产权召开

了一系列国际会议，尤其是1927年和1933年的

世界经济会议(Kindleberger，1986年)。在1920
年代即将结束之际，加大区域合作也得到大力

推进(Boyce，2009年)。

在以投资者的信心充当政策磁石的情况

下，财政紧缩被看做是1920年代早期回归正常

的正确方法，对于纠正该十年即将结束时开始

出现的失衡也是一样。5  事实上，使用紧缩手

段以及短期资本流动的不稳定(在各国通货膨胀

和利率之间的差异的刺激下)导致了相互矛盾的

稳定化计划、不一致的汇率以及贸易体系的长

期摩擦。实体经济中相关的不平衡(包括农业和

工业中的不平衡)，再加上源自战争的债务积压

以及极其脆弱的银行系统，通过与这些趋势相

互作用，最终导致了大萧条。6   而这又进一步

迫使各国政府采取措施来应对严重的国际收支

问题，最终导致损人利己的汇率政策以及交换

基础上的贸易和支付限制。在国家、区域和国

际各级缺乏以有序和公平的方式纠正内外失衡

问题的适当公共政策是重要的加重因素之一。

缺乏“仁慈”的霸主或者可行的国际合

作确实对负面冲击的国际传递以及最终的全

球性萧条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Kindleberger，1986年)。 7     

然而，不应独立于当时做出

的政策选择去看待缺乏能够

维护全球公共利益的霸主的

问题。实际上，回归金本位

本身是对某种符合自由主义

原则以及财政需要的国际协

调做出的承诺。事实上，金

融游说团体是大国中最有野心的国际主义利益

集团，并击败了其他集团，包括制造部门最有

活力的部分(Boyce，2009年)。

当时一些观察家确实看到了经济不稳定、

国际分解与政治极化三者之间的明显联系。凯

恩斯在他的《和平的经济后果》中已经警告

说，在短期资本流极其不稳定的背景下，《凡

尔赛条约》规定的沉重债务偿付(以及获得胜

利的同盟国之间的未偿债务)将使各国无法整顿

自身而不损害他人。此外，尽管经济思维狭隘

而保守，但在该十年即将结束时，替代政策办

法开始出现，因为自由主义经济议程导致的破

坏程度已经变得不容忽视(Kozul-Wright，1999

年；Crotty，1999年)。

缺失以有序和公平的方式
纠正内外失衡的适当公共
政策是加重大萧条的因素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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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背景必定也塑造了国际一级的经济

观。Biltoft (2014)指出，大萧条后，甚至基本

赞成建立相对自由和开放的世界秩序的国际联盟

的经济学家们也开始质疑遵守金本位的货币正统

观，并且承认有必要选择性地进行贸易干预，例

如为了实现商品价格的稳定。正当Ohlin等人制

定理论，显示国际上从专门化中获得的利益如

何解决全球不平衡问题的时候，其他与国际联

盟有联系的经济学家，例如Mikhail Manoilescu 

和Ragnar Nurkse，则强调不平等交易的潜在问

题以及有必要增加国内储蓄和投资，“以扩大

国内市场并使其脱离外国资本以及僵硬和不公

平的全球市场结构”(Biltoft，2014年)。

然而，正是与罗斯福新政有关的美国政治

变革昭示了与考虑选择和取舍经济政策的正统

方式的彻底决裂。8  新政涉及

摒弃下述观念：自由市场本

质上是自动调整的，适于产

生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最佳结

果，财政紧缩和削减预算是

摆脱危机的唯一可靠途径，

政府干预会扭曲和破坏未来

的经济前景。通过采纳扩张性的经济议程，即，

有针对性地支持各个地区和经济部门(尤其是通

过设立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再分配措施、强化

市场管理(尤其是金融市场)以及慢半拍但扩张

性的财政措施，新政表现出愿意把提供就业机

会和社会保障作为政府政策的责任。它还着手

促进公共领域，不仅对市场力量做出反应，而

且还能抗衡私人利益，尤其是在金融部门，该

部门的行为和行动被看做是危机的真正根源。9  

其他国家也朝着后来被称为“福利凯恩斯学说”

的方向发生了类似的改变，虽然利用的是自身

的智力和政治传统(Hall，1989年；Temin，1991

年；Blyth，2002年)。

2.	 新政国际化

鉴于民主国家广泛认识到各国无法孤立地

管理经济危机和危机的蔓延，对一种“介乎不

负责任的个人主义无政府状态与国家社会主义

暴政之间”的国内经济治理形式的探寻10    势必

会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开始的围绕国际

经济新秩序开展的讨论产生深刻影响。 

布雷顿森林设计者们的主要目标是设计一

个战后国际经济结构，该结构将预防再度发生

导致1930年代国际贸易和支付崩溃及其破坏性

后果的投机取巧行动和破坏性金融危机蔓延。11

这涉及与第一次世界大战遵循的方式以及当时

为回归正常做出的误入歧途的不成功努力彻底

决裂。参与讨论的两位最著名主角是约翰 •梅

纳德•凯恩斯和哈里•德克斯

特•怀特，前者代表负载累累

的联合王国逐渐减弱(但仍然

威严)的力量，后者则代表美

国占优势的工业和债权经济

谈判。他们承认，为全球经

济稳定和安全以及为收入和

就业的持续广泛增长创造条件需要采取若干措

施。这些措施包括：取消大萧条后引入的临时

外汇管制和歧视性贸易壁垒、在实现充分就业

所需的程度上“赋予国家政策自主权”，以及提

供额外支持和保障以确保国际经济体系有效运作

(Eichengreen和Kenen，1994年: 34)。 

考虑到两次大战之间期间的经济崩溃的原

因是市场失灵未得到纠正、过度竞争以及未加

抑制的金融危机蔓延，恢复稳定的全球经济体

系被理解为需要从纯粹的制定国家政策转向多

边体系，其基础是承认经济的相互依存性、加

强合作和支持性的多边机构。汇率稳定和产出

无法孤立地管理经济危机
和危机的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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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就业的持续扩张被看做是避免国际贸易中的

冲突和破坏之根本。这要求作出基于三个方面

的全球安排：对汇率政策的多边管制、提供国

际流动性的机制和限制破坏性的资本流动。与

国内金融管控类似的是，国际金融管控旨在限

制金融市场利用短期投资资本流动在国外谋利

的能力。凯恩斯(1944年)在维护布雷顿森林谈

判的最终安排时明确表示，驯服金融是任何稳

定的战后多边秩序的核心：

虽然其他计划对货币方案而言并没有之前

提出的计划那么重要，但我想，可以认为

货币方案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让其他计划

可以建立在其之上。当出现货币混乱的时

候，在其他方面很难有秩序可言……如果

在其他方面未取得预期的进展，那么货币

提案就更加有必要。如果关税障碍为规划

贸易带来极大困难，就更有必要商定改变

交易的有序程序……货币提案非但不取决

于该方案的其余部分，在该方案没有取得

预期成功的情况下，反而更加必要。 

因此，金融管制被看做是扩大国内政策空

间，以实现新确定的充分就业、经济与社会安

全和提高大多数居民的生活水准等目标以及打

造某种形式的能够巩固支持这一共同政策议程

的更加稳定的经济环境的“建设性国际主义”

的根本基础。然而，从一开始，美国的决策者

们(比凯恩斯更甚)就非常明确地指出，也应在

国际层面探讨如何驯服国内外金融界对发展的

影响。Oliver认为(1975年: 4), 

怀特相信不能依靠私人投资者提供用于战

后重建所需的资本。他还认为，即使在战

后过渡期之后，不能仅依靠世界上的私人

投资市场实现资本从富人到穷人的正常流

动。二十世纪的教训是长期的私人资本流

动趋向于加强而不是减弱国际商业周期的

延伸，并且高利率和私人有价证券投资到

期日较短往往会使得本来可能是生产性国

际投资的投资变成非生产性投资。

也是从一开始，罗斯福及其政府官员们就

赞成设立公共的国际金融机构，“联合国所有

会员国和联系国”都可以成为其成员。12  纽约

金融界反对这一想法，偏向于通过向联合王国单

方面贷款来恢复国际金融稳定的“关键货币”计

划。在反驳该计划时，美国财政部长Morgenthau

强调有必要避免“两个国家独揽世界金融”，坚

持“在布雷顿森林所审议的问题是所有国家共

有的国际问题，只有通过广泛的国际合作才能

解决这些问题”(Morgenthau，1945年: 192)。此

外，Morgenthau强调设计布雷顿森林框架不只

是为了实现发达国家充分就业的目标，也是为

了解决欠发达国家提高工业化水平和生活水准

的目标： 

除非建立某个兼顾两个系列国家的愿望的

框架，否则欠发达国家和较发达国家之间

的经济和货币冲突几乎肯定会接踵而来。

没有什么比让占世界半数以上人口的欠发

达国家与人口较少但工业更先进的西方国

家打经济战更骇人的了。布雷顿森林方式

的基础是意识到像印度和中国那样的国家

在像英国和美国那样的国家的援助和鼓励

下实现工业化和改善生活条件对双方的

经济和政治都有好处 (Morgenthau，1945

年: 190)。13

但甚至在这种方式开始影响布雷顿森林

的谈判之前，它已经帮助改造了美国同发展中

国家的交往，尤其是通过罗斯福针对拉丁美洲

的“睦邻政策”。该政策旨在以不只是符合当

时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而且符合新政的目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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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的方式促进贫困国家的发展。就其本身

而言，这意味着与美国学术顾问在1920年度向

拉丁美洲各国政府推销的常规政策建议(在美国

常常得到国务院、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以及金融界

的非正式支持)断然决裂。这

些早期的顾问鼓吹遵循金本

位、建立独立的中央银行、

向货物和资本开放市场以及

国家发挥最低限度的作用

(Helleiner，2014年)。

相比之下，许多新政经济学家把拉丁美洲

各国视为其国内将国家经济推入危机和萧条境

地的金融精英们的受害者。该区域在1920年代

是大量资本的流入地，这是积极推销主要在纽

约发行的债券，以及给政府和公司提供短期贷

款造成的。随着1920年代末期商品价格暴跌，

已经恶化的债务与出口之比－在一些国家达

到三位数－变得异常糟糕。随着新流入的资

本枯竭，偿还债务对许多国家的政府来说成为

巨大负担。与此同时，日益恶化并最终无法维

持的经常账户状况迫使各国放弃金本位，这进

一步加重了其债务负担(以本国货币计算)。政

府赤字加大，再加上缺少最后贷款者的脆弱的

银行系统，意味着有金融恐

慌显著加大的风险。1931年

在玻利维亚出现首次违约，

由于美国政府拒绝给该区域

提供支持，违约很快扩散至

整个拉丁美洲。违约再加上

货币贬值导致产生出口增长

型复苏战略，同时还迫使各

国用国内生产的货物替代进

口货物(Fishlow，1985年)。阿根廷是该区域唯一

一个没有违约的大国，但它经历了非常缓慢的复

苏过程(James，2001年)。

在1930年代末和1940年代初派往该区域

尤其是古巴和巴拉圭的一系列经济政策代表团

中，来自美国的新政经济学家们支持设立政府

控制的中央银行，这样的银行会有积极得多的

货币政策议程。他们还建

议设立更专业化的发展银

行、管理汇率以及利用外汇

管制作为支持结构转型和追

赶增长的发展议程的一部分

(Helleiner，2014年)。14  另

外，这些经济学家支持通过

新设立的进出口银行向拉丁美洲各国政府提供

用于发展项目以及货币稳定的贷款。此外，他

们探讨能够支持商品价格稳定化的可能的融资

机制，并参与漫长的讨论以宣扬作为世界上第

一个多边金融机构的美洲银行。后一个项目当

时没有启动，但它显然具有创新特征，与1930

年设立的雄心小得多的国际清算银行对比强烈。

这其中包括一项提供国际公共贷款以实现各项发

展目标的任务、用于解决贫困国家资本外流问题

的准备金以及有关政府对该机构的管理和掌控

(Helleiner，2014年)。这些举措共同定义了明显

较新的参与形式的国际经济合作。

甚至在美国加入第二

次世界大战之前，1941年1

月罗斯福在他著名的“四大

自由”讲话中就明确表示“

免于匮乏的自由”是“世界

各地”所有人的目标。正如

他的新政给每个人许诺更大

的经济安全一样，罗斯福当

时把提高世界贫困区域的生

活水准看做是战后国际和平和政治稳定的关键

基础(Borgwardt，2005年)。与此同时，他也承

认这种方式同样能够在维持发达国家的经济繁

不能依靠私人资本实现国
家或全球目标是一项广泛
的共识……

……并且应有足够的政策
空间以便让各国通过以充
分就业和扩大社会保障为
目标实现适当程度的经济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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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中发挥积极作用。在提交关于成立一家银行

(最终成为世界银行)的提案时，财政部长Henry 

Morgenthau对全球凯恩斯主义做了早期陈述，

认为“不发达和缺少资本的国家对生产性资本

的投入不仅意味着这些国家将能以较低的成本

供应更多的世界所需货物，而且与此同时，它

们也将成为更好的世界货物销售市场” (引自

Helleiner，2014年: 117)。

罗斯福政府对金融机构管理中强大的“公

共”方面的强调在布雷顿森林协定中可见一斑。

设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确保一个在严格限制

的国际资本流动条件下汇率稳定、但可经由多边

谈判调节的有序的国际支付体系。其最重要的功

能是提供国际流动性，这不仅是为了避免赤字国

的通货紧缩调整以及贸易和外汇限制，而且是为

了在暂时的支付干扰期间帮助维持汇率稳定。

流动性供应的方式是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

议之前的谈判中最具争议性的问题之一。怀特

和凯恩斯独立编制的计划都规定要提供国际流

动性以使各国稳定其货币。凯恩斯基于国际清

算单位“bancor”的国际清算联盟计划事实上提

议应自动将顺差国的储备金提供给逆差国以满足

其经常账户需要(Mikesell，1994年；Dam，1982

年；Oliver，1975年)。然而，最终占上风的是

怀特的计划，反映出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力量更

大。这导致设立了一个基金，各国为该基金捐

助了部分黄金和部分本国货币，供那些需要国

际储备的国家提取。

尽管在制度的细节方面有差异，但不能依

靠私人资本本身来实现国家或全球目标已经成

为一项广泛的共识，并且应有足够的政策空间

让各国通过实施充分就业议程以及广泛的社会

保护来达到适当的经济安全水平(Martin，2013

年)。因此，布雷顿森林会议后面的一个关键假

设是主要国家，尤其是一旦战争结束则其金融

中心将继续称霸的美国和联合王国，愿意放弃

或减少对直接经济利益的追求，而更多地关心

系统的稳定。国际货币基金最初的机构轮廓十

分符合这些目标和假设。在一次特别生动的讲

话中，怀特坚持认为“利用国际货币安排来掩

饰实施不受欢迎的政策，这会毒害国际金融稳

定氛围，这些政策的优缺点不在于对国际货币

的考量本身，而在于相关国家的整个经济方案

和理念”( Felix引用，1996: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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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施一个发展议程

布雷顿森林谈判一般被描述为是“盎格

鲁－美国”的事件，其中主要官员－凯恩斯

和怀特－没有对国际发展问题和贫困国家的

关切表现出多少兴趣。甚至其支持国际复兴开

发银行(世界银行)的意义也淡化了。然而应邀

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的政府有超过半数来自世

界贫困区域。15   此外，不论最终驱动议程的战

略性现实政治是什么，美国承诺建立一种程序

性多边主义的形式，承认所有参与国在讨论中

都占有一席之地。16

特别积极参加会议讨论

的是来自拉丁美洲、中国

(其向会议派出了第二大代

表团 )和印度 (在其代表团

中，英国官员和印度官员的

人数相等，因为其在当时是

一个殖民地)的官员。其中

许多人表示他们认为布雷顿

森林谈判是一个构建有利于发展的国际金融体系

的契机，该体系将支持它们由国家主导的努力以

提高生活水准并开始工业化。发展中国家还同意

国际货币基金支持管理货币制度和提供短期贷款

以应付国际收支困难的广泛目标。然而，它们要

求更灵活地使用其资源以满足初级商品出口国

的特殊需要。事实上，它们的支持对于纳入一

项“放弃条款”起到了关键作用，该条款允许

国际货币基金在特殊情况下超过其正常的贷款

限制(Helleiner，2014年: 166-168)。

一般认为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如今的世界

银行)的诞生比国际货币基金更容易，争议更

少。但它也在两个重要问题上受到质疑：长期

融资应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重建和发展哪个

更重要？17    重视后者的欧洲人看到了重建融资

与发展融资之间的权衡，强调遭到战争破坏地

区的项目的紧迫性。然而，战后重建是暂时的

需要，并且鉴于融资的必要性，融资可在一个

相对短的期间完成，因为

所需的补充技能、专门知

识、基础设施和机构大都

已经就位。大部分发展中

世界却不是这种情况，因

此其融资需求虽然不同，但

同样迫切，即便不是更加迫

切。折衷的说法是“应同等

考虑发展项目和重建项目” 
(Oliver，1975年)。无论如

何，1947年后，美国在《马歇尔计划》下向欧洲

提供的资金激增事实上消除了这一权衡。

众所周知私人借贷的条款和条件，尤其

是市场利率，不适合借款国的一般条件。因

此，虽然在《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条款》

C. 发展的声音

发展中国家把布雷顿森林谈
判看做是构建有利于发展的
国际金融体系的契机，该体
系将支持它们由国家主导的
努力以提高生活水准并实现
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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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没有这样的明确规定，但初衷是银行将为

有益于整个世界的项目提供资金，虽然金融市

场不认为这些项目有利可图。怀特起草的《协

定条款》初稿中包含一项明确的任务，就是促

进“发展”，并且其核心目的之一是“提高生

产率，从而提高联合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以及鼓励资本从“资本富国流向资本穷国” 

(Helleiner，2014年: 121，102-105)。

据信该资本将提供援助促进结构转变，正

如美国的公共投资在本国贫困地区所做的一样。

在国内，新政尝试了将长期

融资与结构转变相结合的政

府举措。这样的举措之一是

田纳西流域管理局，该局明

显的成功鼓励了美国决策者

考虑“国际田纳西流域管理

局”倡议，目的是通过一个

更加积极的公共部门，包括

通过产业支持措施，提高国外的生活水平。18  这

种方式也反映了美国睦邻政策的一些经验教训，

该政策鼓励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的政府更多地致力

于国家主导的发展和工业化战略以提高生活水

准，解决负债水平高的问题并减少对商品出口

的依赖 (Bertola和Ocampo，2012年)。

由此产生的多边发展设想包括国际复兴开

发银行对动员长期发展贷款的承诺。这一特点

很有新意：以前从未为了支持对贫困国家的长

期发展贷款设立国际金融机构，尽管这一想法

直接建立在以前提到过但最终没有成功的设立

一个美洲银行的1939-1940年倡议的基础上。国

际货币基金为国际收支目的提供的短期贷款事

实上也借鉴了美国对拉丁美洲国家的双边贷款

的经验，这些国家依赖于商品出口－以及不

稳定的资本流入－这使得它们难以抗拒意料

之外的季节性波动和价格摇摆以及涨跌不休的

金融周期。19     早期提案中强调要努力遏制资本

流出穷国，并得到发展中国家代表的支持。在

国际货币基金的拟议章程中，怀特纳入了一个

条款：所有成员国承诺帮助实施相互控制，具

体办法是同意“(a)  不接受或允许来自任何成员

国的存款或投资，除非该国允许，以及 (b)   经请

求让任何成员国的政府可以使用成员国国民的存

款、投资、证券、 保险箱内容等形式的一切财

产(Helleiner援引，2014年: 111)。在后来的草案

中，他还提出了这样的想法：接收资本流的国家

承诺与输出资本流的国家分

享关于这些资本流的信息。

怀特认为－当时凯恩斯也

一样－遭遇资本非法外流

的国家有更大的机会在这类

国际援助下有效实施控制。

正如怀特后来所说的，“没

有其他国家的配合，这样的

控制很难，代价高昂并且容易规避”(Helleiner

援引，1994年: 38)。 

在初稿中也涉及对国际发展来说十分重要

的两个贸易问题。一个是提议该银行“组织并

资助一个国际商品稳定化公司以稳定重要商品

的价格” (Helleiner，2014年: 112-113)。第二

个是明确支持贫困国家对幼稚产业实行关税保

护。怀特认为，认为贸易自由化会提高贫困国

家的生活水准的观念是错误地假设“一个经济

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拥有与经济以工业为主的国

家或者经济平衡的国家同样多的经济、政治和

社会优势”。他还说，“这种观念假设通过产

出多样化得不到什么好处。它严重低估了一个

国家通过一代人的自力更生事实上能够在多大

程度上提升自己，如果它愿意付出代价的话。

该观点还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就是作

在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启动
之前，从未为了支持对贫
困国家的长期发展贷款设
立国际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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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重要考虑因素的国家间政治关系不仅影响一

国经济结构，还影响以最少的劳动力生产货物

(引自Helleiner，2014年: 113)。

这些条款共同概述了一个极具创新性的支

持发展的国际政策协调设想。以前从不曾提议

过这类带有支持贫困国家发展的明确目的的多

边框架。

2. 从国际新政到技术多边主义

考虑到这一历史，令人吃惊的是如此多的

学者忽略了布雷顿森林的国际发展内容。不过，

在谈判期间以及后来关于战争结束不久国际经济

体系的其他方面的讨论中，该内容被严重稀释，

其中一些甚至遭到淘汰，考虑到这一点，这一点

被忽略就可以理解了。

在美国，随着1945年4

月罗斯福总统去世，对布雷

顿森林国际发展目标的政治

支持消失了。在新成立的更

加保守的杜鲁门政府，这些

目标的许多关键设计者遭到

排斥，包括Morgenthau(他

于7月辞职)和怀特(他在1947年3月辞去公职，

不久去世)，而亲近纽约金融界的那些人在美

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中占据了更突出的位置

(Helleiner，2014年)。由于纽约金融界的人对

布雷顿森林计划和体系以及新政持怀疑态度，

他们开展游说以减少这些计划和体系的权力和

雄心。20  与华尔街联系越来越多的国际复兴开

发银行的领导层开始抵制提供大规模发展贷款

的制度，尤其是抵制向没有与外国债权人达成

债务解决办法的那些国家提供贷款。由于拉丁

美洲国家的战略意义随着战争结束而减弱，美

国决策者们也终结了自1930年度末期以来支持

拉丁美洲发展的双边政府贷款睦邻政策。事实

上，新政府中的官员一般都对国家主导的发展

政策更多地持批评态度，认为私人投资流和自

由贸易应成为推动发展的主要动力。

新政的国际主义精神的确在1947年6月推出

的《马歇尔计划》中最终迸发了一次。该计划在

地理范围方面有限，但在资金和政策空间两方

面都非常慷慨，在四年的时间里为西欧提供了

约124亿美元。其主要形式是赠款而非贷款，总

计超出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达到受援国国

内生产总值的2%以上。不过，《马歇尔计划》

不只是向欧洲提供稀缺的美元；按照《布雷顿

森林共识》，它还引入了一个组织原则框架，

其目的是确保援助被用于打造完全不同于两次

大战期间通货紧缩和分裂行动的新型“社会契

约” (Mazower，1998年)。马歇尔坚持由西欧

人自己起草必要的政策和估

计援助需求，从而顾及了民

族情感，同时承认受援国比

外人更加了解自己的状况，

广泛地表现出了对欧洲传统

和偏好的尊重。

关键是，该计划并未把在财政上援助解决

长期失衡问题视为对改革力度不足的容忍，或

是鼓励推迟必要调整而致使纪律松弛。相反，

《马歇尔计划》的设计者们把这种援助视为对

结构转换的长期投资，这对于给政府提供喘息

空间以实现困难且常常是痛苦的政策目标来说

是必要的。事实上，在这样的政策有可能引起

社会巨变以致有可能颠覆调整过程的时候，正如

战后意大利一度发生的情况一样，可以利用马歇

尔援助来支持政府预算以缓减社会成本的压力。

《马歇尔计划》的设计者
们将其视为对促进结构转
变的长期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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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马歇尔计划》提供的援助的规模显

示，欧洲的重建中不大需要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的援助。然而，尽管鼓励“为发展成员的生产

性资源进行国际投资，从而帮助在其境内提高

生产率、生活水平和劳动条件”是一项明确规定

的任务，但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新领导层不愿意

为新政经济学家们设想的那

种投资大推动提供资金，因

为它不是一家“银行”，意

思是说它能独立融资，它的

注意力转向了通过确保其债

券的3A评级来维护自身信誉

这一挑战，以及振兴国际民

间金融。这包括在东道国促

进更有利于市场的商业环境(Toye和Toye，2004

年: 76)。在这两个方面，缺乏经验的领导层试图

优先考虑赢得金融市场的信任。因此，在1948年

设立美洲国家组织的波哥大会议上，拉丁美洲决

策者们关于一项马歇尔式计划的提议遭到否决；

而自由化的外国投资制度得到强调。

然而，在许多方面，放弃包容性的多边主

义在战后国际贸易架构的演变中更为明显。盟

军战时联盟很早就在讨论贸易问题。然而，虽

然不论是国际货币基金还是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都承认自己在支持贸易体系中的作用，但对于

布雷顿森林谈判来说，贸易政策问题被认为太

具争议性了。最终，这一作用以国际贸易组织

提案的形式移交给了联合国。21

关于战后贸易体系形式的谈判开始于1940

年代初期，其意图是设立除国际货币基金和世

界银行之外的第三个机构，尽管半个多世纪后这

样的机构才出现。1946年美国首次提议召开一个

联合国贸易会议，目的之一是证明某些国家为降

低贸易壁垒已经开展的谈判是有理由的。然而，

美国代表团把两次大战之间的那些年的“经济混

乱”归因于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将贸易体系的

瓦解归因于盲目的国家主义，这立即引起了发

展中国家的反应。哥伦比亚代表重提他以前在

布雷顿森林谈判期间提出的一个主题，马上声

称发展中国家的就业目标取

决于要求对贸易进行管理的

国家主导型的工业化战略。

他指出，这正是较为发达的

国家在过去几十年里建立起

自身生产能力的途径。在其

他国家的支持下，在会上正

式提出了国家主导的工业化

问题(布雷顿森林讨论遗留下来的问题)(Toye 和

Toye，2004年)。22

美国同意将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纳入已经包

括幼稚产业保护问题的议程。它还同意拟议的国

际贸易组织应负责判断“明智”和“不明智”贸

易保护之间的区别。这样一来，正如联合王国代

表(即未来的首相)Harold Wilson在其闭幕词中承

认的，政策空间成为关于国际贸易组织的讨论的

一个关键内容。美国代表团团长指出，“会上最

激烈以及耗时最久的争论是以经济发展名义提出

的问题所引起的争论” (Wilcox，1949: 46)。然

而，不要以为国际贸易治理背景下的政策空间

只是发展中国家关注的问题。随着战争进入尾

声，许多欧洲决策者也在考虑预计的国际收支

问题和国家贸易问题，对于起草国际贸易组织宪

章的英国人来说，这些确实是熟悉的挑战 (Toye

和Toye，2004)。事实上，正如Gardner (1995)指
出的，联合王国最初对新出现的多边秩序的反

应尤为消极，不仅是因为对不得不放弃殖民特

惠难以释怀，而且还因为普遍担心快速贸易自

他们也把《马歇尔计划》
看做是给政府提供喘息空
间以实现困难且常常是痛
苦的政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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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化承诺会削弱其行业竞争力。正如伦敦《泰

晤士报》当时所写的，“我们必须干脆承认，

自由放任以及无条件分工的日子已经结束；每

个国家－包括英国－都在根据社会和军事

的需要计划和组织生产；通过关税、配额以及

补贴之类的‘贸易壁垒’管理生产是该政策必

要的组成部分”。

最后，1948年签署的《哈瓦那宪章》是经

济自由主义的要求(尤其是在自由贸易方面)与国

内政策自主的要求(包括工业化和发展政策自主)

相折中的结果。《宪章》第2条，即，第一个实

质性条款明确指出“通过在各国实现和维持对

那些能够并且愿意工作的人

来说有用的工作机会、大量

和稳步增长的生产以及对货

物和服务的实际需求来避免

失业或就业不足，这不仅是

国家关心的，也是实现一般

目的和目标包括扩大国际贸

易从而造福于所有其他国家

的一个必要条件”。

虽然《哈瓦那宪章》不符合发展中国家提

出供讨论的更宏大的要求，但其中的确包含了

某些重要的关注点。因此，虽然进口配额引起

了激烈的争论，但最终还是出于一系列目的获

得了核准，包括保护战争期间建立的产业、初

级商品加工工业以及幼稚产业。同样，它包含

一些旨在促进达成商品协议以稳定初级商品价

格的条款。值得注意的是，《宪章》含蓄地承认

了东道国以适当的补偿没收外国投资的权利，并

授权它们对外国投资提出特殊要求。东道国还可

以利用“任何适当的保障措施”来预防外国直接

投资干预其国内政策，并且可以决定是否批准或

拒绝未来投资的进入(Graz，2014)。

结果，国际贸易组织计划夭折了，因为遭

到美国商业界的猛烈反对，杜鲁门政府失去了对

该计划的兴趣。Graz (2014) 指出，国际贸易组

织“没有从美国贸易政治中幸存下来，因为它

想办到就市场规则与国家干预之间的适当平衡达

成广泛国际谅解这一不可能办到的事。”它没有

得到美国国会的批准，其他国家因此放弃了这一

想法。早期章节之一以《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的

形式幸存下来，这是一个受到更多限制的条约。

关键因素似乎是，伴随着战争结束后商业信心恢

复，新政联盟发生变化，转而以增长做为政策优

先事项，不再像以往一样重视再分配问题。这与

更为强调为美国公司拥有很大优势的一系列产品

建立海外市场相符－强调

这一点与民主党的传统自由

贸易议程不谋而合，尤其是

在美国南方各州代表的推动

下(Katznelson，2013年)。23

随着战后的萧条威胁减

弱，一个前所未有的增长时

期逐渐显现，在布雷顿森林

建立的制度框架证明不足以保障发达国家拥有

足够的政策空间去追求其战后经济目标。一个

更具扩张性的政策方向与一个支持贸易恢复的

稳定的金融体系结合起来。其关键是快速形成

资本，以及广泛通过产业政策(Eichengreen和

Kenen，1994年)。

一般说来，全球贸易增长比全球产出更

快，很大一部分以富裕国家产业内贸易的形式

出现，尤其是在西欧内部。24  在这一过程中，

帮助形成早期关于国际经济的讨论的程序性多

边主义让位于技术性更强的多边主义，其中把

日常问题和边际变动留给了来自各个国际秘书处

的专家处理。这也适用于发展问题。美国决策者

《哈瓦那宪章》是经济自由
主义的要求(尤其是在自由
贸易方面)与国内政策自主
的要求(包括工业化和发展
政策自主)相折中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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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仍然愿意对一些发展挑战采用《马歇尔计划》

的模式(在当地制定的国家发展计划的背景下提供

援助)，尤其是在东亚国家，在那里，大量援助与

宽松的政策空间相结合，使得这些国家能够更持

久地转变其经济和社会结构。25    然而，仍然不确

定多边架构是否足以适应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新目

标和雄心。尤其是，有人怀疑它是否会支持一个

承认纯粹以市场为基础来激励结构转变存在局限

性并且认识到按照不同的国情以不同的方式运行

的更加积极的政府的必要性的发展政策议程。

1940年末开始的冷战使得美国对国际发展

又产生了兴趣，其证明就是杜鲁门总统在1949

年1月对支持“不发达地区”作为对共产主义作

战的一部分做出了被广为宣传的承诺。然而，他

的“第四点”方案主要以提供大规模技术援助

为重点，尤其强调科学知识和专门知识，相比

之下布雷顿森林的设计者们

视野更广。多边发展援助，

以及其他双边方案，都朝着

类似的方向发生变动，尤其

是随着欧洲各国从恢复走向

更加持久的经济增长。从设

计和谈判规则和制度的大问

题转向其日常操作，这标志

着一种更加技术性和有利于

市场的多边主义的出现。26

1950年代见证了对包容性多边发展议程接

二连三的放弃。杜鲁门的就职演说强调了私人

投资在发展融资中的核心作用，这与早先“投

资大推进”的理念不一致，在“投资大推进”

理念中，公共部分在刺激新兴南方经济体加大变

革方面占据着突出位置。尤其是，世界银行与发

展中国家的再接触变得屈从于其避开联合国为获

取更多发展资金而做出的努力的意愿(Mazower

年，2012)。这包括发达国家强烈反对联合国

经济发展特别基金 (经发基

金)关于向发展中国家提供长

期优惠贷款的提议。该基金

是印度经济学家VKRV Rao

在1949年提议的，进而得到

由Hans Singer牵头的联合国

经济学家们的进一步发展，

并且从1951年起得到印度以

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支持。

关于该提议的正式投票几年后才进行，南北泾

渭分明，最终大会以2比1的多数表决设立该基

金。不过，该提议事实上受阻，最终以国际开

发协会(开发协会)的形式作出妥协，这是世界

银行的一个软贷款窗口。与此同时，由联合国

D.  包容性多边主义的不稳定上升

缩小发达区域和不发达区
域之间的差距符合前者的
利益，并且需要通过大规
模的国际公共投资专门进
行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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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那么宏大的“投资前活动”提供资金(Toye
和Toye，2004年)。

自1950年代末起，国际货币基金的贷款条

件，尤其是在给拉丁美洲的贷款中，发生了更

正统的转变；贷款条件规定紧缩信贷约束，削

减公共支出，冻结部分工资以及作为反通货

膨胀的一种手段取消补贴

(Felix， 1961)。最后，关

贸总协定委托一群杰出经

济学家研究该机构处理发

展问题的方式。由此产生的

《Haberler报告》于1958年公

布，《报告》批评了富裕国

家设立的一些关税和非关税

壁垒，但摒弃了关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

间的结构差异导致要求制定不同规则的观念(贸
发会议，1964年；Arndt，1987年)。与此同时，

虽然关贸总协定秘书处毫不关心拉丁美洲为促进

区域贸易联系付出的努力，但在欧洲经济共同体

(欧共体)的问题上采取了灵活的立场。

随着1950年代走向尾声，数量日益增长的

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的雄心与技术多边主义不愿

意满足其需求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变成了已经

分为东西两部分的世界上一个日益增长的冲突

之源。在一系列备受瞩目的会议上，发展中国

家开始强调国际经济运行中的差距和偏向，它

们认为这样的经济运行方式对其发展努力构成

阻碍。随着联合国会员国接近100个，“第三世

界”快速成为多边层面上一股关键的变革力量。

与此同时，1940年代和1950年代出现了

大量支持“落后地区”工业化的经济研究

(Rosenstein-Rodan，1944年)。27  这些研究深入

分析了许多决策者认为显而易见的(并且相辅

相成的)制造业兴起、市场扩大、技术进步以及

快速资本形成之间的联系。Rosenstein-Rodan

的“大推进”理论对发展思维有深刻的影

响，Hirschman关于不平衡增长以及Kalecki和
Gerschenkron关于发展融资的其他重要著述也

一样。这些经济学家们还认为，缩小发达区域

与不发达区域之间的差距符合前者的利益，并

且要求通过大规模的国际公共投资方案专门开

展国际合作。平衡和不平衡增长、增加利润、

联系、边干边学、生产与消

费的互补性，所有这些观念

都促进形成了发展经济学的

一个新学科，其依据的理念

是工业发展是可持续包容性

增长最可靠的引擎。此外，

这些研究提出了强有力的证

据证明经济发展不能只由市

场力量决定，一个积极的政府对于避开低收入

陷阱至关重要。27

为建设工业能力而做出的实际努力也开始提

供有用的教益。正如上文B节中指出的，1930年
代的经济危机证明对初级商品出口国破坏巨大，

其原因是传统市场崩塌、不利的贸易条件变动，

导致国际收支状况恶化。在这些情况下，并且由

于贸易保护政策遍及发达国家，一些发展中国家

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提高关税，将支出转向国内

替代品。由此产生的经济转型模式既是对外部冲

击的自然反应，也是深思熟虑的政策努力的结

果。然而，到1940年代末之前，这一经历已经

开始刺激发展中区域内部和外部学者们以及尚

无经验的多边发展机构开展分析。

关于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进一步研究，

有些是在联合国机构中进行的，是这些发展动

态的成果之一(Toye和Toye，2004年)。但激起后

来关于发展政策辩论的高见是“进口替代工业

化”。虽然在某些方面这是对各国在发生1930
年代初期的冲击后觉得必须采取的发展模式以

及自1930年代末以来战时经济的要求作出的反

经济发展不能只由市场力
量决定；一个积极的政府
被认为对于避开低收入陷
阱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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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但这一观念也为促进旨在实现结构转变和

经济多样化的政策提供了一个更为系统的框架。

将1930年代的辩论与1950年代末期新兴发

展中国家的关切联系起来的最杰出人物是阿根

廷经济学家Raul Prebisch 。他在阿根廷中央银

行的工作以及为阿根廷制定经济复苏计划的工

作都需要接触新的宏观经济思维以及全球贸易

体系的不对称。28   他在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

(拉美经委会)中的经历又强化了这一点，拉美经

委会是联合国系统(与欧洲和亚洲的其他经济委

员会一起)设立的新的区域机构之一，因为随着

新政国际主义的没落以及国际贸易组织的毫无

生气，全球对发展问题的兴趣在消退。在某种

程度上，这些区域机构采纳了不考虑多边问题

的发展话语，尤其是经济多

样化和工业化带来的政策挑

战问题 (Berthelot，2004年)。 

进口替代工业化常常被

相当简单化地描述为失败的

自力更生战略。事实上，从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70

年代初期这一期间，进口

替代工业化占有优势，工业增长率空前绝后

(Bénétrix等人，2012)。此外，几个发展中国家

因此实现了高度的经济多样化。事实上，进口替

代工业化包含一系列广泛的战略和政策措施，

在实施这一政策方面最为成功的国家同时还积

极参与促进出口。然而，即使在1950年代末期

以前，对不同发展中区域的经济学家们来说显

而易见的是这些战略存在局限性，尤其是因为

这些战略产生了不平衡的发展模式，这些模式

继续严重依赖于必需品的进口，而只有通过增

加出口才能为此提供资金。过度或长期的贸易

保护主义带来的危险也引起了担忧，人们越来

越认识到国家主导型的工业化受制于需求疲软

和低下的生产投资水平(Ocampo，2014年；Toye
和Toye，2004年)。 

因此，随着越来越多地强调在区域贸易安

排中以及通过在发达经济体的扩大市场中向发

展中国家制造的出口产品提供优惠待遇来促进

制成品的出口，发展中国家再次积极参与多边

层面的势头在增强。然而，正如1940年代一样，

如今在《关贸总协定》方面已经有了十多年经验

的贸易体系的规则被看做是一个障碍，因为规则

制定者们不愿意适应发展中国家的雄心。这与其

仍然愿意做出例外规定以便为发达国家留有足

够政策空间形成鲜明对比(Dosman，2008年)。

1962年，来自世界各地的36个发展中国家

在开罗组织了一个会议，讨

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经济挑

战，包括国际贸易挑战。会

议最后呼吁召开一次联合国

贸易和发展会议。29  这随后

得到了大会的批准。1964年

在Raul Prebisch领导下举行了

第一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

议，会议提供了发展中国家

在随后几十年里认为很重要的一些关键的需求要

素。重要问题包括如何通过商品协定或补偿性融

资解决初级产品出口国的贸易条件损失；如何确

保必要的发展融资；以及如何使发展中国家可持

续的以出口为导向的战略成为可能，包括瞄准发

达国家市场的制成品的出口。Prebisch 向会议提

交的报告在三个主要前提的基础上探讨了所有这

些问题：工业化的必要性、抗击外部失衡和失衡

力量的必要性以及对结构不同的经济体实行差别

待遇的必要性(贸发会议，1964年)。 

因此，Prebisch再次强调了《关贸总协

定》原则对发展中国家的局限性：“依据的是

到1960年代初期，贸易体
系的规则被看做是一个障
碍，因为规则制定者们不
愿意适应发展中国家的雄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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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同质的抽象概念，这掩盖了工业中心与外

围国家之间巨大的结构差异，及其所有重要影

响”(贸发会议，1964年: 6)。但他也强调了贸

易与金融在重整国际合作议程中紧密相依。在

提交给会议的报告中，他强调指出储蓄和外汇

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期望实现

的增长目标的约束是相辅相

成的。根据当时新确定的5%
的年增长目标以及2.5%的人

口增长率，贸发会议经济学

家们认为发展中国家需要的

投资率远高于它们中的大多

数所达到的投资率，需要的

储蓄率也大大高于它们当前的储蓄率。此外，

除非发展中国家的进口(主要是资本货物)以6%的

速度增长，否则无法维持5%的增长率。由于发

展中国家的出口预计将以每年4%的速度增长，

估计的贸易差距将在1970年以前达到约200亿
美元。如果找不到资源来填补该缺口，增长就

不得不减速。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需要在国内

和国际上作出坚定的政治努力，为更具持久性

和包容性的增长扫清障碍。

第一次会议结束后，创立常设机构贸发会

议为制定一个更加包容的贸易和发展议程奠定

了基础。这样做的目的是从仅仅以消除贸易障

碍为目标的消极政策转向更加积极的议程。这

种积极的议程将包括通过旨在稳定和增加初级

产品出口国的收入的措施(包括通过对贸易条件

损失的补偿性融资)来帮助发展中国家的贸易、

为生产性投资调集更加可靠的资源，以及加大

政策空间以支持以更广泛的结构转变为目标的发

展中国家的制成品出口。在会议之后的十年里，

贸发会议推进了该议程，具体办法是努力提供补

充资金，改进国际流动性机制，帮助起草商品协

定，以及提倡关税优惠，贸发会议还增加了官方

发展援助资金以及债务减免 (Toye，2014年)。

尽管做出了这些努力，并且在国际会议和

讨论中更加响亮地提出了发展问题，但确定全

球市场运作方式的制度及其他安排没有发生根

本变化。自1960年代末期起，由于发达经济体

内部和之间的经济冲突开始增长并蔓延至全球

经济，对国际经济新秩序(该
术语让人想起77国集团在第

一届贸发会议上对“一个新

的和公正的世界经济秩序”

的呼吁)的呼声越来越高。布

雷顿森林体系受到越来越大

的压力、石油价格上涨冲击

了发达国家并对其产生滞涨

影响，这都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加包容的多边

主义提供了进一步的机会。在1974年联合国的

一届特别会议上发起了关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

磋商。该举措旨在打破国际上对发展中国家的

增长的限制，这与国际新政拥护者们以前做出的

努力以及贸发会议提出的改革倡议有很多共同之

处。30    不过，当时的政治环境鼓励一个更加广

泛的议程，包括监管跨国公司－以及在必要时

实行国有化的可能性 (Helleiner，2014年) － 以
促进发展中国家之间更广泛的经济合作，并保护

政策自主性。关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讨论所涉及

的许多措施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辩论中就已

经提出，正如上一节中指出的。

国际经济新秩序磋商在当时被看做是对

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经济秩序的一项更大挑

战，1971年美元可兑换性和固定汇率制度的崩

塌已经削弱了该秩序。然而，地缘政治和全球经

济形势只是暂时地对这些要求有利。这些要求很

快就遭遇了发达国家更加内向的政策以及“援

助疲劳”的打击。事实上，由于美国和欧洲的

公司看见自己的利润空间在国内受到压缩，就

寻求获得政府的更大支持以便到国外寻找新的

牟利机会。此外，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恢

创立常设机构贸发会议为
制定一个更加包容的贸易
和发展议程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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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了增长，导致出现一种在国际层面淡化其共

同的结构性不平衡问题的趋势，即便南方国家

日增的经济分歧破坏了其围绕一个共同议程建

立起来的政治团结(Arndt，1987年)。

事实上，从1970年代末期开始，国际经济

关系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设想相比变化很大，

工业化国家中对战后凯恩斯政策共识出现了政

策反弹。这些国家的决策者对布雷斯森林体系

崩溃、两次石油冲击、劳工激进、通货膨胀失

控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对政府预算赤字做出

的初步反应是实行旨在遏制“滞涨”威胁的一

系列特别调整措施(Bruno和Sachs，1985年)。然

而，由于政府和商业团体越来越多地把再分配措

施和货币混乱看做是更加广泛的社会政治萎靡不

振的根源，因此使用削减福利、控制货币供应、

放松资金流以及利用失业作为调整手段成为了一

种另类的政策范式。该范式试图通过政府退出

经济以及废除战后政治和社会折中来使收入分

配向利润倾斜 (Mazower，1998年)。1981年在

坎昆的一次会议上，里根总统拒绝给勃兰特委

员会的报告投信任票，这实际上终结了南北对

话以及对谈判国际经济新秩序残存的希望(Toye

和Toye，2004年)。

E. 利润和政策：失忆的全球化的威胁

正如上一节中指出的，1960年代末出现的

战后增长模式的弱点反映在分配争夺、能源危

机、通货膨胀压力以及国际收支困难中。这最

终导致19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以及

发达国家一系列的政策反应和调整，这些反应

和调整可能与受金融驱动的全球化的出现有关

(贸发会议，2011年)。 

该模式还预计了一种与支持战后共识的方

式迥然不同的对待国际经济关系的方式。1945

年后出现的国际体系不可避免地主要是拥有共

同的历史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发达国家之

间的一种妥协。该体系的基础是对于必须避免

1930年代的松散和混乱所达成的共识，即，该

体系的特点是过于宽容不同国家的政策选择(以

及需要的政策空间)，仅要求不危及体系内其他

成员的经济。该体系为纳入发展水平迥然不同

的国家而发生的后续演进是不连贯和临时的。

新出现的多边安排以优先考虑增长和就业

的广泛政治共识为前提，为此高投资率被视为

是关键，并且认为必须实行一系列宏观经济和

结构性政策措施。这些措施包括有效监管金融

以及前瞻性的产业政策，它们被认为对于确保

将利润输送到生产活动中至关重要。这些前提

得到了北方和南方的高度认可。还有一点得到

认可，即，寻求融入全球经济的大多数发展中

国家面临的困难可以通过允许在一定程度上减

损主要是最富裕国家商定的并符合其利益的规

则来加以克服。然而，与曾帮助欧洲经济体很快

在战后复苏的《马歇尔计划》的慷慨形成对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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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来没有提供过实际解决大多数发展中国

家面临的深层次结构问题所需的资源。

最初，人们相信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以

及转向灵活汇率使得一种松散得多的货币合作

成为可能，这为发达国家的决策者采取独立的

政策行动提供了更大空间。英国经济学家Fred 

Hirsch对此表示欢迎，希望“世界经济在控制下

的分解”为应对一个经济滞涨的世界带来的各

种挑战提供更多政策空间。但更可能的选择，

正如美国央行行长Paul Volcker指出的，是一

种不同类型的多极世界中由

市场引导的一体化。Volcker

的解决办法是将央行行长之

间较为非正式的协调引入

灵活汇率体系，并赋予国际

货币基金纪律手段以确保在

国内实行“正确的”政策。

其不言而喻的一个必然结果

是“世界货币的守护者们未来在国际上将发挥

更大的作用，国家立法机构和选民的作用则较

小”(Mazower，2012年: 317)。

自1980年代初期的债务危机以来发生变化

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打破了战后体系的运行

原则。事实上，在目前的安排和政策下，发展

中国家几乎总是发现自己不得不通过削减国内

支出来进行调整以适应国际不平衡。国际货币

基金放弃了确保有序国际金融体系中的稳定汇

率的目标，转而积极促进扩展“开放和自由的

资本流动体系”(Camdessus，1997年: 4)。国际

金融流就此恢复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期间导

致不稳定的那种水平。结果汇率不稳定和偏离

导致国际竞争力模式突然瓦解。与其早期历史

形成对比的是，国际货币基金将贷款大量投向

发展中国家，模糊了稳定的金融体系内的短期

流动性需求与低收入国家发展的长期融资需求

之间的区别。31  世界银行也不再将长期基础设

施项目作为重点，如今专注于“结构调整”贷

款和减贫。 

国际贸易的治理转向权利和义务单层体系，

其中通常希望发展中国家承担与发达国家近似

的义务水平。发展中国家努力在该体系中保留

一定的灵活性(正如后面的章节中将论述的)，并

从规则体系的可预测性中获益。然而，人们不再

那么相信提供就业和结构多样化是衡量越来越

自由的贸易体系是否取得成

功的关键标准。贸易自由化

被认为优先于经济增长和充

分就业，从而重新激活了重

商主义议程，尤其是在发达

国家。发展中国家感兴趣的

一系列问题，包括改变其贸

易条件、技术转让、非关税

壁垒以及限制性的商业惯例 ，都在国际谈判议

程上遭到冷落，甚至完全消失(贸发会议，2011

年)。贸易协定，尤其是在区域和双边级别，越

来越多地介入以前被限定为国家管辖范围的政

策领域。许多国家和全球经济政策逐步受到咄

咄逼人的“深度”一体化议程的驱动，包括消

除贸易壁垒和资本流动障碍，以及扩大公司可

通过私有化、放松管制和劳动力市场灵活化而

获利的空间。

事实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塌为金融市

场的全球优势铺平了道路。以往私人收益与国

家政策之间的妥协曾经确定了战后前二十年的

多边主义，现在被认为对1980年代不再有效。

新出现的是一个建立在对市场的内在效率和稳

定性坚信不疑基础上的国际金融和经济新秩序，

这为越来越不受监管的金融部门提供了新的获利

贸易自由化将经济增长和充
分就业置于优先位置，从而
重新引发了重商主义议程，
尤其是在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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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历史、背景和制度结构不同的国家所拥有

的政策空间曾经是布雷顿森林安排的核心所在，

现在已被所谓“明智经济政策”的一刀切政策议

程所取代，该议程与1920年代的政策议程非常相

似(Temin，2010年，Blyth，2013年)。与那时一

样，该议程的前提是假设市场力量具有内在效率

和稳定性，并且，最重要的是，该议程以快速解

除金融管制为驱动力。

发达国家广泛放松对金

融部门的管制，以及解除对

跨界金融活动的控制，这导

致资本流激增，标志着与

战后国际政策框架的彻底决

裂。金融权益的快速上升破

坏了以前有助于将市场力量引入长期增长所需

的创造和生产活动的制衡。事实上，这助长了

银行、企业和家庭短期的，有时是破坏性的行

为。对所有这一切的意识形态支持来自有效市

场假说，该假说为适用于所有经济环境和挑战

的不干涉政策议程提供了理由。

在某些情况下，该议程是贷款给发展中国

家的国际货币基金的政策约束逼出来的，但其

影响范围要广得多，涉及许多无需国际货币基

金支持的国家。因此，国际货币基金作为国际

金融稳定的保障者的最初作用与促进金融化相

比变成次要的了，金融化的定义是金融市场、

金融动机、金融机构和金融精英在经济运行及

其治理机构中的重要性增大，无论是在国家还

是国际层面(Epstein，2006年)。这与公共部门的

抗衡势力被削弱有关，并且将不断增长的公共生

活领域转变成了潜在的利润来源(Sandel，2010

年)。值得注意的是，一刀切信息在某种程度上

是对1920年代在发达国家占优势的政策的回归，

并且导致了－正如当时一样－国家逐步丧失

采取独立政策行动的能力(Temin, 2010年)。 

 正如上文B节中指出的，1920年代“回归正

常”导致全球经济波动、危机和萧条；并且战后

复苏要求在国家和国际层面重新确定政策方向。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塌后逐渐

增强的金融化趋势恰逢一个

日益不平衡、不稳定和不平

等的时期。正如以前的《贸

易和发展报告》中广泛讨论

的，发展中国家常常首先经

历这些问题。然而，将不均

匀的需求增长、债务和不稳

定的资本流动联系起来的金

融安排最具破坏性的影响是在发达国家感受到

的，比如目前美国对次贷的担忧，再加上投资

银行雷曼兄弟的倒闭，导致2008年9月贷款市场

冻结，估价暴跌。随着危机的蔓延以及市场上

恐慌情绪的扩散，主要金融机构开始破产，而

其他一些则向各自的政府求助。

在布雷斯森林设计的多边安排中并未包含

一个监管资本流动的全球体系，因为资本流动

性被认为受限于国际体系的更广泛运作方式。

这些安排瓦解后也没有出现这样一个体系，尽

管私人资本流动日益重要。甚至最近一次金融

危机造成的严重经济和政治影响也未能促成产

生这样一个监管体系。这一失败表明全球治理

方面存在更大的不足。多哈回合就要到十五周

年了，但还没有完成的迹象，尽管2013年在巴

厘部长级会议上采取了积极步骤。减少温室气

体排放方面的进展由于未能在哥本哈根达成一

个全面协议而陷入停顿。最后，即使是在最近

历史、背景和制度结构不
同的国家拥有的政策空间
曾经是布雷顿森林安排的
核心，现在已被一刀切的
政策议程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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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危机之前，让千年发展目标保持在轨道上

也并不容易：在2015年以前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如今看来似乎越来越不可能了。这告诉我们，在

较好的经济时期，即使一小部分用来拯救“尾大

不掉”的金融机构的资源也绝不可能用于促进

社会和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福利或

者应对环境挑战。

提到全球化背景下的 “三难”政策选择

时，Dani Rodrik (2002: 2)辩称“在民族国家

和民主政治仍然强大的背景

下，‘深层次’的经济一体化

难以实现”。即使要接受他的

论点，肯定也可以辩称有办法

促成国际安排，鼓励更多跨界

经济活动(包括货物、服务和

人员流动)，同时不一定损害

让一个民族国家得以采取灵活

的方式满足本国公民的发展和社会需求的政策自

主性。事实上，东亚快速增长的 “全球化”经

济体的经历，以及拉丁美洲几个国家和非洲一

些国家过去十年来采取的更加多变和包容的政

策，全都证明了成功的外部经济一体化可以采

取多种不同的形式，不一定与标准的一揽子政

策有关。这些更具包容性的增长战略的一个关

键要素是优先重视国家和公民的需要和权利，

而不是推崇盈利能力的战略。

因此，有必要研究在金融驱动的全球化

时代各种力量在什么程度上

重新塑造了政策空间。本报

告的后续章节在贸易、资本

流动和宏观经济政策等领域

中探讨了这个问题的各个方

面。这反过来有助于考虑新

发展战略的各项要素，以振

兴一种能够应对当代挑战的

更具包容性的多边主义形式。

布雷斯森林体系崩塌后日
渐增强的金融化趋势恰逢
一个不平衡、不稳定和不
平等加大的时期。

注 释

 1 见Mazower (2012: 202), 其中引用了Gilbert 
Murray的观点，后者是牛津大学的一名学者，

作为最早支持国际联盟的人，他帮助创立了该

联盟，并作为南非的代表加入了该联盟。

2     最著名的是凯恩斯，在他的《就业、利息和货

币一般理论》(第24章)中要求“食利者安乐

死”。罗斯福总统用同样尖刻的语言将华尔街

金融家比作经济保皇派和蝗虫之祸，坚持认为

需优先考虑社会价值观而不是金钱利益。美国

财政部长Henry Morgenthau在布雷顿森林会议

上致闭幕词时明确表示“布雷顿会议提议的机

构事实上将限制某些私人银行家过去对国际金

融实施的控制” (Morgenthau, 1945年)，并且

他坚持该机构应设在华盛顿而不是纽约，这反

映出他对使该机构更接近民主政治和远离华尔

街银行家的影响的关心。

3    当然，战争期间及战后的价格上涨的确意味着

1920年以前从量税大大丧失了其作为贸易保护

衡量手段的有效性，并且这一状况没有因1920-
1921年的世界性价格下跌得到显著转变。关于

两次大战之间期间的贸易政策，见Gordon, 1941
年; Bairoch, 1995年, 第1章; 以及James, 2001年, 
第3章。关于贸易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

见Bairoch, 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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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的流动例外，与1914年以前的世界相比，移

徙现象急剧减少了(见James, 2001年，第4章)。

5    凯恩斯提出的“财政部观点”导致1920年代出

现紧缩通货政策和财政紧缩，并伴随出现一个

政治信号，即，政府政策对于改善经济状况无

能为力。关于坎恩斯与财政部之间的辩论，见

Clarke, 1988年。

6    主导该循环的是流出和流回美国的短期资本

流。James (2001年,  30-31)清楚地描述了一个恶

性循环的开端：“财政和金融危机相辅相成：

财政困难导致资本外流，资本撤离削弱了银行

并带来潜在或实际的财政负担。银行业的问题

因此带来财政问题，因为接管银行坏账的成本

给预算带来压力。但预算不平衡被外国和本国

投资者解读为意味着政府向银行提供支持的实

际能力有限，因此是离开的时候了”。

7  Kindelberger (1986年 : 11)将经济霸主界定

为“一个国家在其内在化的某种规则体系下有

意或无意地准备为其他国家制定行为准则并试

图让其他国家遵循该准则，尤其是准备承担体

系的过大负担，特别是通过接收其多余商品在

逆境中提供自己的支持，保持投资资本流并贴

现其票据”。 Kindelberger对两次大战之间的

那些年所作出的分析取决于这样一个理念，即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联合王国不再能扮演经济霸

主的角色，而美国在1930年代中期以前不愿意

这么做。

8        在美国，那些政策选择和取舍主要是基于“对自

由市场做出的限制政府在保护和强制执行合同

方面的作用的承诺；试图维持有效市场竞争的

反托拉斯法；罗斯福总统所谓的“结社主义”

指导方针，这项政策利用联邦政府收集信息并

向公司及经济领导人传达信息，以消除对信息

不足可能导致市场失灵的担忧”(Katznelson, 
2013年: 2340)。

9         关于新政联盟的构建，见Badger, 1989年和2008
年； 和Katznelson， 2013年。

10 “援引”Donald Richberg，美国国家复苏局总

顾问(见Katznelson, 2013年: 237)。1941年8月
发布的《大西洋宪章》是为战后世界制定同盟

国一些目标和原则的初步尝试之一。它诞生于

美国与联合王国关于为后者的战争努力提供资

金的讨论。在八个讨论要点中有三个涉及以下

经济问题：降低贸易壁垒、全球经济合作和增

进社会福利的必要性以及建立一个没有恐惧和

贫困的世界(见Mazower, 2012年: 194-200)。讨

论还揭示了很可能存在争议的领域，尤其是国

际贸易。

11 关于这些问题的简述，见Oliver, 1975年，第一

章； 和 Dam，1982年，第三章。

12 “联系国”指的是与轴心国断绝了外交关系但

并未加入联合国的国家。

13 另见Helleiner, 2014: 117-132。

14 德克斯特 •怀特带领下的首个代表团于1939年
下半年前往古巴，尽管与古巴、巴拉圭和巴西

官员的非正式讨论发生在更早的时间。1943年
一个类似的代表团抵达洪都拉斯，同年还有一

个代表团到达巴拉圭(后者由比利时经济学家

Robert Triffin带领，Raul Prebisch也参加了1944
年的后续访问－他在一场军事政变后被迫辞

去在阿根廷中央银行的职务)。后来，类似的

代表团访问了哥斯达黎加、玻利维亚、多米尼

加共和国(同样包括Prebisch)、危地马拉和厄瓜

多尔(也由Triffin率领，当时他在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工作)(Helleiner, 2014年)。所有这些代表

团的目的都是帮助各国决策者制定符合本国需

要的货币政策。

15 所有拉丁美洲国家，除阿根廷外，都应邀出席

了会议。其他与会者是来自四个非洲国家(埃
及、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和南非)的代表和来

自亚洲的五个代表团(中国、印度、伊朗、伊拉

克和菲律宾)。来自东欧的四个国家(捷克斯洛伐

克、希腊、波兰和南斯拉夫)也派出了代表，当

时东欧的许多国家(包括其代表)都认为该区域

正面临与其他贫困区域一样的经济问题。总计

共有来自这些区域的32个代表团，共173人，

相比之下来自另外12个国家(澳大利亚、比利

时、加拿大、法国、冰岛、卢森堡、荷兰、

新西兰、挪威、联合王国、美国和苏维埃社会

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代表团有140人(Schuler 和
Rosenberg，2012年，附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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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拉丁美洲国家在数字上占优势让参加布雷顿森

林会议的联合王国代表团感到特别烦恼。关于

凯恩斯和更多英国人布雷顿森林会议召开之前

和召开期间对发展问题的态度，见Helleiner， 
2014年，第8章。

17 早期的一个两难问题是如何协调该银行的手段

与目标；也就是说其资本基础需由银行旨在帮

助其重建和发展的那些国家提供。一项协议解

决了这个问题，该协议规定各成员国只支付其

向银行资本捐款的20%，其余的在银行资金耗

尽时请求即付(实收资本加准备金)，以满足其

从国际市场借款的义务。其股东提供的这一保

障极大地帮助了银行在后来的几十年里以非常

优惠的条件募集资金，从而给其贷款引入了更

多补贴成分并减少了借款人的成本。

18 见Helleiner 2014a，第1-3章。在Morgenthau致
布雷顿森林会议的闭幕词中可以清楚地发现这

样的思想。他认为“也必须为在经济潜力尚未

得到开发的国家促进健全的工业和提高工农业

生产提供长期资金。这些国家充分参与世界货

物交易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至关重要。如果这

些国家有能力购买和消费，就一定要有能力生

产和出售。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旨在满足这一需

求。”关于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对新政议程的重

要性，见Badger, 2008年，第5章；和Bateman 
等人， 2009年。

19 见： Black，1991年: 35； Gold， 1988年； 
Bordo 和Schwartz，2001年。

20 金融界的强烈反对曾迫使怀特在布雷顿森林的

讨论中放弃了为实施资本控制强制要求而进行

国际合作的想法，取而代之的是一条只允许在

国家间开展此种合作的规定。

21 对有利于实现快速增长和充分就业的贸易

条件的重视反映在国际货币基金的目标声明

中：“为了促进国际贸易的扩大和平衡增长，

从而对促进和维持高水平就业和实际收入以及

所有成员生产性资源的发展做出贡献，这些是

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

22 在布雷顿森林，哥伦比亚代表Carlos Restrepo
坚持认为商业协议应允许“新国家在其初步的

工业发展中必须给予幼稚产业的必要保护”(由

Helleiner引用,  2014年: 170)。会议筹备委员会

于1946年10月在伦敦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以

前美国和联合王国之间的贷款谈判期间提议的

国际贸易组织章程。布雷顿森林之后，充分就

业和全球需求稳定牢牢占据着委员会的议程，

但澳大利亚代表团力推工业化问题，并得到了

巴西、智利、中国、印度和黎巴嫩的支持。

23 罗斯福政府在贸易问题上的焦虑情绪在1933年
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上已经显现(见Kindleberger, 
1986年)。在Cordell Hull的领导下，自由和不歧

视贸易的倡导者在1934年成功完成了关于“互

惠贸易协定”的立法，在双边关税谈判方面给

了总统更大的权力。1934至1940年间达成了约

21项协定。然而，对降低总体关税方面，其影

响十分有限，同时新政其他部分的支持者和立

法却朝着另一个不同的方向推进(见Irwin, 1997
年)。

24 在西欧，区域内贸易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从

1953年的18.3%升至1973年的31.2 %(世贸组织， 
2008年: 15)。

25 关于《马歇尔计划》、政策空间与发展挑战之

间的联系，见Kozul-Wright和 Rayment ，2007
年: 283-294。

26 进一步的论述见Arndt (1987) 。这一转变的持久

后果之一是更加重视作为发展议程组成部分的

人力资本和教育。正如Mazower (2012年) 指出

的，杜鲁门在就职演说中指出，美国将与一系

列联合国机构合作，例如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

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以及国际劳工

组织(劳工组织)，以提供资源和人员。此外，

这一技术性更强的多边主义类似于国际联盟，

其技术服务在1940年从日内瓦转给了美国。杜

鲁门1949年提出的将技术援助作为美国发展援

助的核心部分以及鼓励为此利用联合国的建议

向世卫组织和粮农组织这样的机构提供了“一

种实际和适度的方式，能替代与国会冲突的更

野心勃勃和更加社会化的方式”(Mazower, 2012
年: 277)。

27 关于这些观念的历史，见Toner, 1999年； Taft 
和Adelman， 1988年； Kohli， 2004年；和 
Jomo， 2005年。

28 Raul PrebischOn作为阿根廷国民银行的研究负

责人开始步入政策舞台，他还以这一身份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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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1933年伦敦世界经济会议。在那里，他熟悉

了凯恩斯的新政策理念，也通过阿根廷与联合

王国之间的双边贸易协定谈判接触到贸易体系

的不对称问题。回到阿根廷后，他帮助设计了

政府的《经济复苏计划》，该计划标志着阿根

廷政策方向的一个新的不那么正统的转变。该

计划将公债重组、货币贬值、关税措施与公共

工程计划相结合，试图扭转经济形势。后来，

他起草了中央银行成立法，该银行有权管理商

业周期并监督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情况，而不

仅限于与通货膨胀压力作斗争。1935年，作

为央行的首位总经理，Prebisch实施了一项反

周期货币政策，加强外汇管制并采取了一项支

持性的信贷政策(Prebisch, 1972年，第2段，第

十四章)。虽然阿根廷的增长率没有回到1920
年代的水平，但它在193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还是比1929年的水平高出17%。此外，它被广

泛看做是一个稳定的国际金融中心，在这一期

间，Prebisch自己的专业声誉在国内外显著提

高(Dosman, 2008年，第5章)。

29 关于1950年代和1960年代国际舞台上发展中

国家的声音日益强大的更加详细的历史，见

Prashad, 2007年。

30 Arndt (1987年: 140) 相当戏剧性地把国际经济

新秩序描述为福利国家的国际化、贸易保护的

国际化以及阶级冲突的国际化。关于贸发会议

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讨论之间的联系的更为慎

重的解释，见Toye和Toye, 2004年, 第10章。

31 2008年危机发生后，该模式发生变化，当时一

些发达国家再次请求国际货币基金提供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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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际社会重新审视继千年发展目标之

后的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各项目标，当务之急

是确保各国能够采用行之有效的政策工具，使

其有能力实现商定的目标，同时推动议程的落

实。本章指出，近年来的经验、历史证据和理

论研究无不指向积极主动的贸易和工业政策在

这方面必须起到的作用。

关于积极主动的贸易和工业政策在发展策

略中的作用，各方已有广泛的讨论和争鸣。发

达国家在经历工业化的过程中曾经采用多种多

样的工业政策，而且在第二

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些发

达国家为努力实现持续经济

增长、充分就业和加快技术

进步，也沿用了这种做法。

因此，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

府将工业政策放在国家议程

的重要位置，认为工业政策

是一把万能钥匙，能够解放

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资源、解决长期困扰各国

的结构性薄弱和社会赤字问题、弥合发展中国

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战后，国际社

会就积极主动的贸易和工业政策的功用问题在

政策上达成共识，这也影响到关于改革多边贸

易和金融体系的讨论，各方希望通过改革让发

展中国家能够拥有政策空间，1  可以采取其认

为必要的措施和工具来支持快速的生产力增长

和工业发展(见第四章)。

从1980年代初期开始，很多国家的发展议

程中基本上已经找不到工业政策的身影了，这

在非洲和拉丁美洲表现得尤为突出。之所以出

现这种情况，部分原因是由

于有证据表明，出现了明显

的政策失误和滥用政策，同

时也是由于各方之间的辩论

显现出愈加浓厚的意识形态

色彩，将经济发展缓慢更多

地归咎于政府失职，而不是

市场的失误，并且强调必须

实现市场自由化。另一个重

要原因是，一些发展中国家身陷债务危机，国

家推行积极政策的能力受到侵蚀。这些国家的

第五章

发展变化的全球治理机制下的
贸易和工业政策

A. 导言

能否运用切实有效的政策
工具，对于推动2015年后
发展议程、实现议程提出
的各项目标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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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发展受挫，财政受到制约，而且还要

被迫接受布雷顿森林机构在贷款时附加的越来

越多的政策条件。此外，很多观察家认为，继

债务危机之后出现的经济发展停滞时期是国家

主导工业化导致扭曲以及调整方案规划不周导

致供应方受到冲击的不可避免的后果，而不是

宏观经济政策紧缩的结果。为此，很多国家弱

化或是放弃了积极主动的贸易和工业政策，开

始青睐所谓“华盛顿共识”支持的不受约束的

市场和跨国公司。

新千年伊始，人们出于多种原因，开始重

新关注积极主动的贸易和工业政策。首先，可

能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有大量证据表明最成功

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近年来经历工业化的

东亚经济体以及紧随其后的中国－无不系统

地采用务实手段来推动工业发展，将宏观经济

政策和结构性政策结合起来，在逐步开放贸易

和投资的同时奉行谨慎的保护主义，促进私营部

门和公共部门之间的有效合作。2  其次，人们日

益认识到，与华盛顿共识有关的政策在支持经济

升级换代和实现多样化方面成效甚微，这就意味

着国家有可能陷入“中产阶级陷阱”(例如，见

Felipe等，2012年)。第三，主流经济学家开始

接受古典经济学的某些经济发展观点，例如，

承认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层面、联系的重要

性和学习加速提高生产力、以及需求发挥的重

要作用。将古典经济学家的“直觉理念转化为

明确的模式，可以作为持久学科的核心内容”，

这也有助于人们接受更多的理念(Krugman，1993
年：26)。3  为此，目前对于工业政策的关注更

为广泛(Naudé，2010年)。相关辩论由此进入更

加务实的层面，讨论的重点不是是否需要制定

工业政策，而是如何最好地推行工业政策(例
如，Rodrik，2008年；Salazar-Xirinachs等，2014
年)以及从成功的工业化国家的经验中可以汲取

(和转移)哪些经验教训。

有一点很清楚，某些成功的工业化国家采

取的具体政策措施，其他国家无法轻易复制。

这不仅是由于，各国的成功经验必然涉及到本

国的具体经济状况和制度背景，而其他国家不

太可能具备这些条件；另一个原因是，外部经

济环境的变化会影响到特定政策工具的可得性

和实效(Akyüz等，1998年)。目前，世界经济的

动态变化中有四个因素对于积极主动的贸易和

工业政策如何推动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下面就

来讨论这几个因素。

 (一)	国际经济治理对于各国可以依法采取的

贸易和工业政策选项施加了日益严格的限

制。	

	 	 这与以下两个时期的总体情况形成了鲜明

的对照：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日

本制造业基地实现了出口型复苏；以及

1960年代至1980年代之间，所谓“亚洲四

虎”(香港、大韩民国、新加坡和中国台

湾省)经济发展迅猛。这些经济体不时在

发达国家的市场上遭遇保护主义障碍，例

如高关税、关税升级、所谓“自愿”出口

限制、《多种纤维协定》和其他非关税障

碍，但在推行本国的贸易和工业政策、协

助国家快速实现结构性转型方面，这些经

济体享有极大的灵活性。

	 	 由于多边贸易谈判以及在1995年成立了世

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这种情况随着乌

拉圭回合协定的签署出现了变化。《2006
年贸易和发展报告》曾经具体指出，这些

协定的出现给世贸组织全体成员国推行贸

易和工业政策带来了严苛的限制。区域贸

易协定和国际投资协定的增多带来了更多

的限制，多项此类协定包含的规则和规定

甚至超出了乌拉圭回合协定。

 (二)	由于金融市场和利率的影响日益增强，很

多国家的内部及外部经济增长失衡，众多

决策者开始意识到，在本国经济的结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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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和面对外部冲击及危机的脆弱性加剧

之间，存在某种关联(贸发会议，2011年
a)。在这种情况下，决策者面临的挑战是

执行市场机制，同时采取政策措施和体制

支持，目的是创造体面的就业、实现更加

公平的经济分配和消除贫困，从而实现包

容性更强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确保所有社

会群体都能够从经济增长中受益。目前正

在探索相关政策措施，既能够取得上述成

果，又不会大幅度增加政府预算。

 (三) 2008至2009年的经济和金融危机爆发以

来，全球经济发展态势让人们对于出口带

动工业化模式受到的普遍质疑又有了新的

认识。

	 	 众所周知，假如所有国家同时采用由出口

带动工业化的战略，由于各经济体之间

的竞争基于廉价的单位劳动成本和低廉的

税收，这种推论的谬误会导致各国竞相

压价，这种战略迟早

必然会走入死胡同(例
如，《2002年贸易和

发展报告》)。当前，

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

家增加制成品出口的

可能性在一段时间相

当有限，上述战略的

局限性就体现得越发明显了。调整发展中

国家的增长策略，更加重视国内需求和区

域需求，可以降低这种风险(例如，《2013
年贸易和发展报告》)。国内需求增长的

加速和外部需求增长的放缓，这二者结合

起来确实可能导致贸易账户的恶化。这就

意味着，要扭转这种情况，需要采取积极

主动的贸易和工业政策，加强国内供给能

力，以便遏制贸易赤字，否则便需要由外

国资本流入来弥补。

 (四)	在某些发展中国家，初级商品的价格自

2002年以来大幅上涨，人们担心这种情况

可能会导致或加剧去工业化，如何扶助工

业化的问题也由此变得更加迫切起来。此

外，一些发展中国家发现，本国通过参与

国际生产网络来促进制造业，由此实现的

貌似成功的结构性转型仅仅是“表层”工

业化。也就是说，这些发展中国家成功地

进入了制造网络，但仅限于技术含量偏低

的活动，而且没有能力实现升级换代。在

很多情况下，由此产生的经济效益低于预

期水平，而且妨碍了社会发展和包容性工

业化进程。在很多此类经济体当中，与结

构性转型不够深入的其他地区一样，国内

社会、特别是越来越多受过教育的青年人

日益要求国内政策和经济成果能够满足他

们对于增加经济机会和改善生活的期待。

在这种情况下，本章将分析全球经济治理

系统(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如何制约了积极主动

的贸易和工业政策，并着重

指出某些国家在这些制约之

下如何成功地推行了支持结

构性转型的政策。本章还将

探讨其他一些挑战在今后若

干年内将如何妨碍各国有效

地落实这些政策。本章的结

论认为，要实现快速和包容

的经济增长以及实现今后的全球发展目标，发展

中国家在国内层面需要充分的政策空间，以便对

本国经济实施必要的机构性转型。在国际层面，

多边治理框架要想促进这种结构性转型，就必需

做到更加宽容和更加协调一致。

本章分为以下几个部分。B节探讨了各种贸

易、投资和综合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对于国内贸

易和工业政策空间的影响；着重突出乌拉圭回合

协定和区域贸易协定的规定在哪些领域限制了发

贸易谈判应再次关注承认
发展中国家合法关切的多
边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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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国家的相关政策空间，以及在哪些领域依然

保有灵活性；此外还分析了推动发展中国家加入

区域贸易协定和彻底放弃政策空间的各项因素。

各国的这些举动充满了矛盾，特别是由于这些国

家当中有多国显然一直在下大力气，力争在多边

层面保留这种政策空间，例如，反对发达国家提

出的关于强化国际投资、知识

产权、政府采购和金融服务规

章制度的建议。这一节末尾论

述了近年来的发展趋势－扩

大“保护主义”概念，指责旨

在推动和指导结构性转型、但

是可能会妨碍跨国公司牟利

的某些幕后措施是“不可告人的阴谋诡计”。

C节首先简要介绍了工业政策的含义，继而

提出了一些国家近年来的具体工业政策的实例，

特别是旨在搭建和强化国内联系以及在法律允许

的范围内支持创新的工业政策。D节探讨了在世

界经济动态中给积极主动的贸易和工业政策推动

经济发展的实效造成更多挑战的两点因素。首

先是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机会可能会减少。出口

有着提高制造业生产力的强大力量，但发达国

家增长缓慢，导致这些国家减少了从发展中国

家的进口。由此可见，出口型工业政策的效用

正在逐步削弱，发展中国家政府更应增强旨在

加强国内与区域联系和促进创新的工业政策。

第二个挑战涉及到近年来的发展趋势，弃用协

调一致的多边治理系统，转而

采用诸多举措，对于各国运用

国内政策工具的能力施加越来

越严格的限制。

结尾部分的E节指出，发

展中国家需要更广阔的政策空

间，使其能够延续过去15年来的高速经济增长轨

迹，同时强增经济增长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

向着这个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是强化全球经济

治理，重新聚焦关于多边协定的贸易谈判，这

些协定承认发展中国家的合法关切，放弃超出

世贸组织规定之外的其他条款，并且支持多哈

回合的发展层面。利用发展中国家过去二十年

来争取到的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可以有力地

支持这一进程。

应放弃超出世贸组织规
定之外的其他条款，同
时支持多哈回合的发展
层面。

B. 发展变化的全球治理框架：国家贸易和工业政策的影响

成功的发展经验普遍包含结构性转型(见专

栏5.1)。本节将分析发展中国家在采取最适合机

构性转型的贸易和投资政策时面临的种种限制，

着重关注贸易协定(多边、双边和区域协定)的多

样性以及这些协定如何制约了国内政策空间。多

边协定具有一定灵活性，对于最不发达国家给予

差别待遇(特殊和差别待遇)；但多边协定往往会

限制或禁止以往在成功的结构性转型过程中起到

过重要作用的某些政策。限制国内政策空间的这

种做法，始于乌拉圭回合协定，这些协定中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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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5.1

发展中国家的机构性转型：制造部门的作用

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人均收入的提高是由于资本的积累使得人们能够更加充分地利用那

些没有得到充分开发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而不必去改变这些生产因素的利用效率。随着经

济发展的进步，人均收入的进一步提高通常涉及到在结构性转型的基础上持续提高生产力，

即，将劳动力和其他资源从效益较低的活动(例如农业)转移到正规制造部门和服务部门当中效

益较高的活动。a

制造业在结构性转型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与其他部门相比，这个部门的活动更加有利于专

业化和劳动分工，为创新和按比例提高收益提供了更大的潜力(Kaldor，1968年)。此外，与初

级部门、特别是采掘业相比，大部分制造活动都属于劳动密集型，考虑到适当的薪金和劳动

力市场政策，提高生产力可以惠及大量人口。随后，更加平等地分配收入增长，再加之制成

品需求的收入弹性较高，可以在供应和需求之间形成良性的累积因果关系，这将进一步支持

结构性转型。因此，决策者面临的一项重要的发展挑战是如何实现生产性就业的部门间转移，

流向高生产力活动，提高各个经济部门、特别是制造业的生产力，同时确保广泛分配提高生产

力所得的惠益。

发展中国家一旦成功地建立起制造业基地，并且缩小部门之间的生产力差距，这些国家能否进

一步追赶富裕的发达国家，日益取决于能否持续提高制造部门的生产力，例如通过技术进步以

及创新产品和新工艺，同时开展相关的技术和社会能力建设。b

关于各国如何实现结构性转型以及促进转型的策略，在各国之间存在很大差异。正如以往的

《贸易和发展报告》(特别是1996年、2003年和2006年《贸易和发展报告》)指出，东亚发展

中经济体开展结构性转型的步伐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1960至1980年代的大韩民国和

中国台湾省，以及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奉行积极主动的贸易和工业政策，而不是依靠自由

放任的市场力量，在这些国家的成功中普遍起到了重要作用，一如如今的发达国家当年在工

业化进程的做法。c

国别因素－不仅包括不同的初始经济条件，还包括相对薄弱的行政管理和制度能力－在一

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其他发展中国家要效仿某些东亚经济体和中国实现结构性转型的成功经验，

其能力有限。但在这个问题上，同样重要的另一个原因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很可能由于贸易和

投资政策空间较小而受到束缚。

a	 某些古典经济学著作曾经提及这种所谓的“二元经济”制度，包括Lewis(1954年)以及Ranis和Fei(1961
年)，在Roncolato和Kucera (2014年)评述过的最新文献中，还包括McMillan等(2014年)。关于详细的论

述和新千年之前的种种证据，另见《2003年贸易和发展报告》，第五章。传统和现代经济部门的这种

区分方法不同于新古典学派的增长模式，后者认为这种结构性差异很小，完全可以将所有经济活动集

中到一个部门。

b 本章重点强调制造业的作用，但亚洲成功的结构性转型(首先是在日本，其次是在大韩民国和中国台

湾省，最近是在中国)也体现出另外两个因素的重要性。一个因素是农业产出最大化，另一个是因素

是政府在指导针对以下活动进行投资时起到的作用：有可能以最快的速度提高生产力，今后可能会赚

到丰厚的利润。1995年、1996年和1998年《贸易和发展报告》深入探讨了第一项因素；2003年和2013
年《贸易和发展报告》则阐述了后者。关于二者的综合论述，另见Studwell，2013年。

c 关于近四十年来结构性转型的具体实证性证据，见工发组织，2013年，关于成功发展案例的一般性叙
述，见Fosu，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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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条款没有直接涉及贸易流通问题。随后问世的

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中的条款可能会对综合性国

家发展战略的制定工作产生重要影响，例如政府

采购、资本流动、服务贸易、以及环境和劳工问

题，而且这种趋势愈演愈烈。这其中有多项协定

包含关于知识产权的规范办法以及与贸易有关的

措施，后者的严厉程度超出了多边协定中已然包

含的条款。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双边协定和

区域协定已经不再是“贸易协定”，而是更近

似于综合性经济一体化条约，往往被称为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

1. 多边贸易协定：对于政策选择的 
限制和保留下来的灵活性

多边贸易机制包含一系列经过谈判制定、

有法律约束力、而且可以强制执行的规则和承

诺，其基础是互利互惠和一视同仁的核心原则，

最惠国待遇和给予国民待遇的承诺(即，对于国

内市场上的国内外商品和企业给予平等待遇)就

体现出了这些原则。总的来说，这些规则和承

诺给国际贸易带来了确定性和可预测性，限制

了以邻为壑的政策可能导致的负面溢出效应在

国际上蔓延，可以说是造福全球民众之举。所

谓以邻为壑的政策，即歧视性或重商主义贸易

政策，经济或政治实力强大的国家试图推行这

种政策，以牺牲其他弱势国家为代价，使本国

获利。这种贸易机制给予发展中国家某些重要

的豁免。例如，最惠国待遇规则豁免，让发展

中国家得到了优惠和更为有利的市场准入；互

惠原则豁免则允许发达国家在多边贸易协定中

给予发展中国家合作伙伴不完全互惠。在乌拉圭

回合协定出现之前，这些豁免通常称为“特殊和

差别待遇”条款，以发展条款的形式出现，代表

着国际社会承认发达国家与所有发展国家之间在

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方面存在差异。

乌拉圭回合协定保留了最不发达国家(以及

在某些情况下，其他低收入国家)享有的某些豁

免，这些协定是向着建立单级权利和义务体系

迈出的重要一步。特殊和差别待遇经过调整，

给予发展中国家有时限的豁免和较长的过渡期，

同时给予技术援助以促进执行多边协定(例如，

通过由世贸组织牵头的促贸援助倡议)。然而，

这些国家最终必须全面执行乌拉圭回合协定中

的所有规则和承诺。4  对于特殊和差别待遇的

这种重新诠释，是促成乌拉圭回合协定和建立

世贸组织的宏大契约的一部分，从广泛的意义

上讲，其目的是为发展中国家进入发达国家的

市场提供更多的市场准入，特别是在农业、纺

织品和服装领域，以换取发展中国家在开放市

场以及接受一系列规则和承诺等方面做出重要

的让步(1994年和2006年《贸易和发展报告》)。

例如，《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5   禁

止对外国投资者施加歧视性要求，例如当地含量

要求和贸易平衡要求，也不得实施外汇限制。以

往的决策者在结构性转型过程中，往往会利用这

些工具来增强外国投资者与当地制造商之间的关

联。6    根据这项协定，各国很难再以达到某些出

口目标作为提供支持的条件。这就意味着，对于

控制业绩有着重要意义的政策措施不再可行，

例如，对于在预定时限内没有实现国际竞争力

的生产商，撤销对其的支持。7   然而，不施加

数量上的限制和对于外国投资者与国内投资者

一视同仁的各项措施则并不违反协定；竞相向

外国投资者提供更多优惠条件的潜在竞争，也

不违反协定，但这种做法很可能会损害到国内

投资者，甚至于迫使国内投资者退出市场，特

别是由于没有有效的多边行为准则来规范外国

投资者的行为。此外，决策者可能会继续对外

国投资者进入某些具体部门规定入场条件，其

中包括针对具体行业的限制。8   决策者还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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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针对服务采购规定当地含量要求，包括技术

和数据流，除非《服务贸易总协定》中的承诺

禁止采用此类措施。

第二组义务源自《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

协定》，这项协定规定了在国外市场授予和保护

知识产权(例如，版权、专利和商标)的多边最低

标准。协定严格限制逆向工程和其他形式的模仿

创新，很多国家在结构性转型过程中都曾经采用

过这种做法，其中包括如今的发达国家。此外，

这项协定给所有国家的竞争条件都产生了不利影

响，人们发现专利“越来越

多地用作影响竞争条件的战

略资产，而不是保护研究与

开发成果的防卫手段”(马克

斯 •普朗克创新和竞争研究

所，2014年:2)。除此之外，

申请专利和授予专利的情况

近年来迅速增多，由此导致

成本增加，跨国公司获得巨大利益，而小规模

企业和个人投资者遭受损失。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通过强制

许可和并行进口机制，保留了某些灵活性。9   此
外，不同的专利要件标准，例如对于建立在重大

发现基础上的渐进式创新授予狭义专利，或许

有助于调整进口技术，使其适用于当地条件。10

2001年，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通过了《关

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和公共卫生的多

哈宣言》，澄清了这些灵活性。《多哈宣言》

虽然关注的是公共卫生问题，但其中有多项条

款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并且涉及到各个技

术领域的知识产权问题。为此，这些条款也可

以用来促进国内生产(Correa，2014年)。但是，

没有证据表明这些灵活性已经被纳入国内法律

法规并付诸实际应用(Deere，2009年)。出现这

种情况，可能是由于区域贸易协定的增多，很

多区域贸易协定的规定甚至比《与贸易有关的

知识产权协定》的条款更加严厉。之所以出现

这种情况，也可能是由于有些时候不清楚知识

产权机制是否适用于任何一个发展阶段。正是

这种模棱两可，使得决策者很难判断如何将灵

活性运用于工业政策工具，以适应国内技术能

力和社会优先事项等要求。

在这种情况下，明确指出三个工业发展阶

段，或许会有所帮助：初期阶段，内化阶段，生

成阶段。在初期阶段，整体成熟的技术通过非正

规的技术转让渠道(例如获取机械设备、逆向工

程和分包)和正规的技术转让

模式(例如统包式协定和外国

直接投资)用于国内生产。在

这个阶段，知识产权机制对

于当地创新的积极作用几乎

为零，但却可能会影响到当

地民众获取商品。因此，知

识产权机制应尽可能留出余

地，以便于吸收和传播已经获得的技术。最不

发达国家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在技术问题上，

这些国家往往注重掌握实际操作和低端设计技

术。同样，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严密的知识产

权保护极有可能阻挠更多的技术转让和当地创

新。在内化阶段，出现了研究和开发密集程度

较低的某些行业，当地生产商能够形成“小规

模”或“渐进式”创新，而且主要是源自对现

有技术的常规利用，而非主动研发。严密的知

识产权保护对于创新的影响甚微，而且会削弱

外国投入和技术的传播，提高其成本。在这个

阶段最好能够设立灵活的系统，在制定知识产

权立法时，至少应充分利用《与贸易有关的知

识产权协定》和各项区域贸易协定中现存的灵

活性，允许逆向工程和技术传播。最后一个是

生成阶段，在这个阶段，某些产业可能会得益

于知识产权保护，可以在国内外巩固自身的创

新战略，巴西和印度等发展速度较快的发展中

国家就属于这种情况。然而，提高知识产权保

护力度，可能会限制其他当地生产商的市场准

世贸组织成员国依然可以利
用关税来保护某些部门，在
知识产权和外国直接投资规
范措施的应用方面也具备一
定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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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同时由于产品价格提高，还可能会限制当

地消费者获取创新产品，在当地创新者和社会

之间仍将存在某些矛盾。

通过乌拉圭回合协定做出更多承诺的第三

个实例涉及到《服务贸易总协定》，这份协定

将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原则从商品贸易扩展

到了广阔的服务贸易领域，例如金融、旅游业、

教育和卫生事业。《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条款立

足于“肯定列表”制度，即，各国按照模式和前

后顺序，分别列出各项自由化承诺，但对于其他

所有部门保留自主权。原则上讲，这种做法应允

许各国保留某些政策空间。但一些观察家对于

《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规章

制度的适用范围表示关切，

并认为《服务贸易总协定》

有效地包含国内法、指导方

针、不成文的做法、补贴和

赠款、许可标准和资格、经

济需求测试等一系列广泛内

容(Chanda，2002年)，这就使得协定适用于各级

政府(中央、州、省、地方和市)的所有规定和措

施，哪怕这些规定和措施针对的是保护环境、

保护消费者利益、或是普遍服务义务。关于“

非商业”政府服务应在何种程度上排除在《服

务贸易总协定》之外，由于这类服务的提供目

前同时涉及到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在这方面

始终存在含混不清的情况(Chanda，2002年)。

第四组义务出现在《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

定》当中，这项协定极大地增强了关于补贴问

题的各项规范。11  协定涉及到两类补贴，规定

对于已经证明损害国内生产商的补贴进口产品

实施反补贴措施。“禁止性”补贴以国内进口

商品或出口业绩为条件。12  然而，将补贴与出

口业绩挂钩是东亚国家外向型战略的一项重要

监测工具，目的是确保只为有能力在国际市场

上竞争的企业提供支持。

根据《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包括生

产补贴在内的所有其他补贴都属于“可诉性”

补贴。这些补贴不在禁止之列，但可以通过争

端解决机制对其提出质疑，或是可以采取针对

性的反补贴行动。在提出质疑之前，必须首先证

明相关补贴给成员国造成了以下三种不利影响之

一：第一，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规定的

关税减让或其他裨益的丧失和减损；第二，由于

有补贴的进口产品进入申诉国，给国内行业造成

损失，申诉国可以据此采取反补贴行动；第三，

造成严重损害，在实施补贴的成员国市场或第三

国市场上形成最广泛的不利影响(例如，出口转

移)。《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第6.1条在1999
年末到期，可以针对四种情

况提出严重损害申诉，但能

否适用此类申诉至今没有定

论(Coppens，2013年：91)。13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

定》在发放出口信贷方面保

留了很大的灵活性。14  附件一明确指出，出口

信贷属于禁止性补贴，其中(k)段包括一条安全

区条款，规定“符合某一国际约定的(利率)条款

的出口信贷做法，而且截至1979年1月1日，至少

有本协定的十二个创始成员国加入该约定，不得

视为本协定禁止的出口补贴”。15   这项条款虽然

没有指明，但直接涉及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经合组织)关于官方支持出口信贷指导原则的安

排》。这项安排旨在为有序利用官方支持的出口

信贷提供制度支持，内容涉及偿付期在两年或

两年以上的货物和/或服务出口以及金融租赁。

这一框架暗含在《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当

中，成为世贸组织全体成员国在适用本协定利

率条款时的基准(Coppens，2009年)。16  加拿大向

世贸组织争端解决小组提出的“巴西航空”申诉

案(1996至2001年)就体现出了这一点，在这起申

诉中，巴西作为经合组织协定的非签约国，成功

地表明本国修订融资方案(《出口融资方案III》)

世贸组织成员国还可以继
续利用某些补贴和标准来
促进研发和创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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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支持航空工业的发展，符合《补贴与反补贴措

施协定》的安全区条款(世贸组织，2013年b)。

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马拉喀什议定

书》附件中的国别时间表规范着乌拉圭回合谈

判得出的降低关税承诺。这些时间表要求发展

中国家在更大范围内接受关税约束(例如，所有

农产品关税都受到制约)，同时要大幅度降低此

前实行的行业关税的约束税率。然而，发展中国

家在关税政策方面依然保留了部分灵活性，部分

关税不受协定约束，其他关税则定在较高水平。

因此在某些情况下，约束税

率和应用税率之间存在很大

差距(这往往被称为“关税约

束差额”)，各关税细目的税

率之间也存在差距。17  这些

巨大差距还表明，在多边贸

易机制之外出现了大量的单

边贸易自由化工作，包括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向发展

中国家发放贷款附带的各种条件。

关于非农产品市场准入的多哈回合谈判可

能会削弱、甚至彻底消除发展中国家在关税政

策上保留的灵活性。有人可能会认为，由于各

方普遍承认关税在很多方面并不是促进结构性

转型的最佳工具，发展中国家很少利用在关税

政策问题上保留下来的灵活性，而且1930年代

的“关税战争”将关税的潜在危害表露无遗，

因此，进一步限制关税政策不会造成太大损害。

然而，关税仍是众多发展中国家的重要财政收

入来源。此外，调整应用关税的水平可以作为

具体部门支持政策的一项重要工具，特别是由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限制了补贴的应用

范围，而在很多情况下，各国都倾向于利用补

贴来支持结构性转型。

在这方面，务必要意识到结构性转型是一

个累积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开展新的、

生产力更高的制造活动，经济体从工业化的一

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大韩民国等国家成

功的结构性转型经验表明，政府在具体部门的

支持政策方面享有灵活性是十分重要的。18  应
用在关税问题上，这就意味着逐步改变具体部

门的关税水平和结构，同时保留不同经济部门

之间的关税差距。19

但是，非农产品市场准入谈判不仅旨在实

现全面的关税约束，而且是在关税细目的基础

上逐步向前推进的。这就意味着降低所有产品

类别的关税(根据某些国别规定，部分规定仍在

谈判当中)，同时大幅度缩减

不同产品之间的关税差距。

与此不同的是乌拉圭回合期

间采用的方法，“发展中国

家承诺支持平均关税，而不

承担降低所有产品关税的义

务”(Akyüz，2005年：6)。
同样重要的是，开展谈判的

基础是利用公式来降低关税，而不是此前采用

的要价/出价方法，目的是在按比例降低关税的

基础上进一步降低关税，从而推进各国行业关

税的统一。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关税普遍较高，

要实现后一个目标，需要发展中国家、而非发

达国家进一步降低关税。事实上，正如2008年
12月的最新谈判文本所示，降低行业关税的模式

规定，扩大约束范围，并且根据简单的瑞士公式

降低关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成员国分别采

用不同的系数(世贸组织，2008年)。20

这一节说明，乌拉圭回合协定压缩了世贸

组织成员国的政策空间，而多边贸易机制在某

些领域保留了政策空间。在制约问题上，乌拉

圭回合协定限制各国在出口、当地含量和技术

转让等方面对于外国投资者施加业绩要求，而

所有这些要求在促进后工业化方面都曾经起到过

重要作用。此外，由于乌拉圭回合协定的出现，

国内生产商通过获取专利技术或版权保护技术来

开展逆向工程和模仿的难度及成本都增加了。

世贸组织成员国还可以继
续利用某些补贴和标准来
促进研发和创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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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世贸组织成员国依然有可能利用关

税来保护某些部门，而且在利用知识产权和外

国直接投资规范措施方面也享有一定的灵活性。

最重要的是，世贸组织成员国可以继续采用旨在

支持结构性转型的某些补贴和标准，这其中包括

协助促进研发和创新活动，从而创造新的生产能

力。C节提供了一些实例，说明各国是如何利用

这种灵活性的。

2. 区域贸易协定：对于政策选择的 
进一步制约

1990年代初以来涌现出众多区域贸易协定

(即，两个或两个以上合作伙伴之间承诺互惠的

区域贸易协定)，在多边贸易机制下保留下来的

政策空间由此受到严重削弱。21  之所以出现这

种情况，是由于强化执行工作，取消豁免，同

时要求各国做出乌拉圭回合协定之外的其他承

诺。此外，越来越多的区域贸易协定包含关于

投资的条款，而这个问题以往都是由单独的双

边投资条约来处理。199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

是在2000年代初期，新缔结的投资条约数量减

少(贸发会议，2014年：115)，而包含投资条款

的区域贸易协定数量增加(Miroudot，2011年)
，就反映出了这种发展趋势。区域贸易协定可

以说是所谓“深化一体化”的必要步骤。这是

指经济一体化的内容不限于降低或取消关税、

配额和其他边境贸易壁垒，

还涉及到政府采购、投资、

竞争政策、以及各项标准的

相互承认和统一等措施。22

到2014年6月15日，通

报给《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世贸组织的区域贸易协定约有585份，其中379
份已经生效。23   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第二十四条和《服务贸易总协定》第五条均允

许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多边贸易机制内缔

结区域贸易协定(南北协定)，条件是相关协定不

会提高对于非参与者的总体保护水平，实现“基

本上所有”货物贸易的自由化，并且广泛涉及服

务贸易部门。1979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中的

授权条款(特别是第2(c)条)允许在发展中国家之

间缔结货物贸易优惠安排(南南协定)，即便是在

没有做出自由化承诺的情况下。过去二十年来，

南南协定的数量大幅度增加，1990年代尤其增长

显著。世贸组织的估算显示，2010年，在世界各

地生效的南南协定将近200份，而在1990年仅有

30份(世贸组织，2011年：55)。

在分析区域贸易协定包含的各项措施时，

往往要看其是否超越了世贸组织的规定(即，内

容比多边贸易机制已然包含的条款更为严格)，
是否超出了世贸组织的范围(即，条款超出了当

前多边贸易协定的范围)(例如，见Horn等，2010
年；世贸组织，2011年；Dür等，2013年；Kohl
等，2013年)。24   在此类协定当中，有很大一部

分都将欧盟或美国作为合作伙伴，这二者显然

已经成为区域贸易协定的两个主要“轴心”，

而其他多方合作伙伴则作为“辐条”。

关于区域贸易协定条款的范围，有证据表

明这些协定的覆盖范围近20年来日趋广泛(Dür
等，2013年)，而且有多项协定目前被正式称为

综合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此外，与北北协定

及南南协定相比，南北协定中包含的超越世贸

组织规定及超出世贸组织范

围的条款普遍更多一些(世
贸组织，2011年)。关于将

超出世贸组织范围的条款写

入南南协定，世贸组织(2011
年：133)指出，部分发展中

国家或许是与发达国家一

样，都在试图输出本国的规范机制。人们可能

会由此担心，南南协定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遵循

了优先重视发展型贸易和促进投资的做法。另

一方面，Thrasher和Gallagher(2008年)细致比对

区域贸易协定侵蚀了多边
贸易机制下保留下来的政
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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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南北协定与南南协定当中超越世贸组织规定及

超出世贸组织范围的条款，发现南南协定为促进

工业发展依然保留着充足的政策空间。但是，这

两位作者也注意到，南南协定的灵活性较高，并

非是由于缺乏明确的贸易规范，而是由于这些协

定试图将实质性的贸易自由化与区域保护结合起

来，以促进区域增长。

 关于南北协定的证据表明，与各国同美国

签署的协定相比，在与欧盟缔结的协定中，超

出世贸组织范围的条款要多得多。然而，与欧

盟签订的区域贸易协定的很多条款不具备法律强

制性，因此总的说来，与美国签订的区域贸易协

定的条款内容更加严格(世贸组织，2011年)。25

关税规则仅仅是超越世贸组织规定的一

个实例。区域贸易协定通常会要求降低应用关

税，而没像非农产品市场准入谈判那样，参考

通常要高得多的约束税率。规范应用关税，会严

重压缩发展中国家关税政策的灵活性，假如是为

缔结自由贸易协定或关税

同盟而降低关税，这种情

况会尤其严重。第二个实

例涉及服务贸易。在已经

根据《服务贸易总协定》

做出承诺的部门，《服务

贸易总协定》之外的承诺

可以是更加严格的约束，

以确保获得最低待遇，也

可以是新的约束或承诺。后者的出现，可能是

采用“否定列表”制度的结果，《北美自由贸

易协定》就采用了这种做法；这意味着相关区

域贸易协定中的义务全面适用于所有部门，只

有明确列出的保留可以例外。相比之下，南方

共同市场(南共市)和《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服
务业框架协定》等某些区域贸易协定依然沿用

《服务贸易总协定》采用的肯定列表做法。

第三，关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

定》之外的承诺，区域贸易协定通常包含更加

严厉的执行要求，或是规定的豁免数量更少(例

如，只允许在紧急情况下实施强制许可)。区域

贸易协定还禁止并行进口，并将义务范围扩展

到其他知识产权问题(例如生命体、造假和盗版

问题) 以及对于检测数据的专有权(例如与药品

有关的数据)。26    不仅如此，区域贸易协定还可

能会包含关于知识产权问题的更加具体的规定，

压缩各国在以下方面的余地－根据本国具体国

情来制定知识产权立法或是修订相关法律，使其

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环境。

第四个实例是《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

定》之外的承诺。部分区域贸易协定扩展了投资

的定义，以便运用不歧视原则来禁止出口业绩要

求、技术和知识传让要求、以及关于高级管理层

和工作人员国籍的先决条件。区域贸易协定还可

以扩大《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条款的应

用范围，将其用于税费或物流活动(例如，货物

仓储、运载、存储和运输)。事实上，区域贸易

协定中关于投资的条款往往会借鉴昔日的双边投

资条约，而不是《与贸易有

关的投资措施协定》，这些

区域贸易协定的条款可以被

视为超出世贸组织范围之外

的承诺(下文将深入阐述这

个问题)。27

关于区域贸易协定条

款超出世贸组织规定的最

后一个实例，涉及到技术性贸易壁垒，这其中

包括根据进口国的标准和技术规格改造外国货

物所需的成本。技术规格通常包含测试和证明

等壁垒，而适用于产品、工艺和管理系统的各

种标准可能会存在广泛的差异，所有这些因素

都会在遵守某些标准和不遵守标准的公司之间

产生区别效应。在支持国内经济体实现结构性

转型的背景下，可以认为这种区别对于国内公

司有利，提高了外国公司调整经营和表明自身

遵纪守法、以期进入国内市场的成本。世贸组

织协定为制定和实施标准提供了规范，并为世

贸组织成员根据国际标准来制定措施提供了指

与北北协定及南南协定相比，
南北协定中包含的超越世贸组
织规定和超出世贸组织范围的
条款要更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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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原则和建议，但一些区域贸易协定提到在这

一领域实现自由化的主要工具，即，统一和相

互承认(Maur和Shepherd，2011年)。在与美国签

订的现行区域贸易协定当中，技术性贸易壁垒条

款往往包含相互承认，也就是相关国家同意承认

对方的规定、标准和遵守情况评估程序具有同等

效应，从而推动货物通行无阻地进入合作伙伴的

市场，即便双方标准依然不同。 

涉及欧盟的区域贸易协定通常倾向于统一，

这可以增强进口货物与国产货物之间的兼容性，

有利于替代(Disdier等，2013年)。由于统一要求

有关国家遵守欧盟的标准，相关区域的公司将

以同样的标准进入更大的市场，从而实现规模

经济。总的说来，相互承认和统一都可能会对

发展中国家造成事实上的歧视，而发展中国家可

能缺乏符合特定技术标准的必要能力和资源。例

如，有人指出，欧盟在1990
年将欧盟内部的电器标准与

国际统一起来，由此导致的

结果是新的美国出口商进入

欧盟市场，而部分发展中国

家出口商则退出了欧盟市场

(Reyes，2012年)。这种情况

可能会给南南出口和旨在满

足国内市场的生产造成更多

不利影响，这是由于“南方

生产商一旦被迫根据北方国家的规则来调整向

北方市场出口产品的生产工艺，有可能会对所

有生产采取相同的工艺，以避免设立单独的生

产线和抬高固定成本。假如由于北方国家的严

格规定，相关工艺成本较高，南方国家与所有合

作伙伴的贸易流量必然都会受到影响”(Disdier
等，2013年：11)。

关于超出世贸组织范围的条款，这些承诺大

多涉及竞争政策、投资和资本流动，少数区域贸

易协定还涉及到政府采购、劳动力流动28    和环

境标准等问题(Kohl等，2013年)。关于竞争政策

的条款试图化解或预防滥用市场力量的行为，要

求有关方面承诺采用和/或应用竞争法，并且要

求区域贸易协定缔约方的竞争问题主管部门开展

更加密切的合作。通常受到影响的领域包括协调

行动、滥用主导地位和国家援助，但也涉及到垄

断和国有企业。例如，协定条款可能会要求逐步

取消国有商业垄断，从而确保区域贸易协定成员

国的国民在货物或服务的生产和销售条件等方面

不受任何歧视。29    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

往往比较多，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缺少有意

愿并且有能力提供某些货物或基本服务的私营

企业，这种条款会产生不对称的影响。

区域贸易协定中关于投资的内容通常会同

时包含关于保护和促进投资的规定、关于放开

外国投资的规定(例如，禁止提出关于当地含

量和贸易均衡的要求)、以及关于服务贸易的

综合性规则。由此可见，区域贸易协定包含双

边投资条约的规则和承诺，在多边方面则包含

《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

定》和《服务贸易总协定》

的规则和承诺。区域贸易协

定有利于促进公司战略，将

外国直接投资与国际生产网

络中的贸易结合起来，与

多边层面相比，可以在更

大程度上开放贸易和投资

(Miroudot，2011年)。这些承

诺的覆盖面更广，一项重要

原因是对于外国投资者适用不歧视原则，同时根

据资产对投资做出了广泛的定义。除外国直接投

资之外，关于投资的定义还包括某些证券投资类

型，例如股权和房地产，而且在某些情况下甚至

包括知识产权(Fink，2011年)。30

此外，一些区域贸易协定中的投资条款包

括准入前阶段(即，市场准入)和准入后阶段(即，

保护投资，包括在实施国有化或是被征用的情况

下，以及外国投资者的管理人员和重要工作人

员临时入境的权利)。规则还规定了公平公正的

待遇标准，与国民待遇及第三国最惠国待遇的

相关标准不同的是，这项待遇标准属于绝对基

超出世贸组织范围的条款
大多涉及竞争政策、投资
和资本流动，但有一些也
会涉及到政府采购、劳动
力流动和环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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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赋予有关方面获得特定最低待遇的权利。

部分规则还规定转账不受任何限制，包括所有

类型的费用和投资收益。

另一项重要承诺涉及到解决争端。传统贸

易协定采用的在国家之间解决争端的模式，而

某些区域贸易协定(采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的方式)设立了投资者与国家之间的解决争端机

制。这种机制在投资条约中是很常见的，允许

投资者就因东道国政府采取措施而蒙受的损失

提出索赔要求，通常是通过国际投资争端解决

中心来索赔。31

部分区域贸易协定中包含投资内容，说明

相关条款根据否定列表方法规范着资本的流动。

这一点超出了世贸组织的规定，后者在处理资

本流动时，采用的是《服务贸易总协定》中的

肯定列表方法。除此之外，大多数区域贸易协

定没有规定出现严重国际收支问题和外部融资

困难时的例外情况(《服务贸易总协定》第十二

条从多边层面允许做出这项规定)。32

关于政府采购政策，区域贸易协定通常会

从社会、环境和国家安全等几个方面考虑，还

会涉及与良好治理有关的问题，政府采购政策

曾经被用来支持工业和区域发展。《关税及贸

易总协定》第三(8)(a)条以及《服务贸易总协

定》都将政府采购排除在国

民待遇义务之外，但《服务

贸易总协定》呼吁开展关于

服务业政府采购问题的多边

谈判。也就是说，在多边层

面规范政府采购政策的文书

唯有世贸组织《政府采购协

定》－这份多边协定目前

仅涉及42个世贸组织成员国(包括欧洲联盟的

27成员国)，其中大多为发达国家。然而，某些

区域贸易协定通过互惠和透明度等条款，同样

影响到《政府采购协定》的非缔约国，甚至可

能包含不歧视原则。后者意味着，对于伙伴国

家的公司和来自任何其他国家的公司，两者均

可在同等的条件下获准进入签订合同的程序。

在一揽子财政刺激措施中加入“购买国货”这

一条，便可能会违反这些条款；2008至2009年
间，只要是管理此类刺激方案的政府实体依然

处在《政府采购协定》的覆盖范围之外，很多

国家便采用了这些条款。33

3. 政策承诺的限制性的强化与国际 
生产网络

(a) 发展中国家为什么要签订区域贸易        
协定

从上文的论述中可以看出，虽然现有的多

边贸易机制支持国际合作，限制以邻为壑的政

策，但发展中国家政府一再缔结区域贸易协

定，这究竟是为什么？由于发展中国家政府在

签署区域贸易协定之后，放弃了在国际层面上

努力争取保留下来的一部分政策空间，这个问

题也由此显得更加突出。

经济文献讨论了可以促使发展中国家决策

者缔结区域贸易协定的几项原因。其中之一是，

提高政策的可预测性。例如，比较开明的政府

加入区域贸易协定，可能是

为了约束比较容易受到外国

利益集团游说影响(Maggi和
Rodriguez-Clare，1998年)或
是持有不同意识形态的今后

若干届政府。假如多边谈判

长期陷入僵局，还可以将区

域贸易协定视为退而求其次

的选择方案。此外，决策者可能希望稳定和保住

发达国家通过普惠制和相关方案单方面临时给予

的优惠市场准入(Manger和Shadlen，2014年)。34

发展中国家政府在签署区域
贸易协定之后，放弃了在多
边层面上努力争取保留下来
的一部分政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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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可能会出现“多米诺效应”，随着区

域贸易协定的普及，这样一种可能性也随之增

大：今后出台区域贸易协定，可能是由于某些政

府看到其他国家获得优惠市场准入、增强了对外

国直接投资的吸引力，而担

心本国受到排挤(Baldwin和
Jaimovich，2012年)。这个问

题关系到对于促进出口的重

视，发展战略的根本目的就

是要获取和扩大进入发达国

家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准入。另一方面，

大幅度降低最惠国关税导致应用关税的水平非

常低，而且很多关税细目的最惠国应用税率已经

降到了零。与此同时，优惠贸易协定的风潮让众

多国家都享受到了优惠市场准入，从而进一步缩

小了一国对于其他国家的优惠幅度。为此，从全

球来看，关税优惠的重要性已经被极大地削弱了

(Fugazza和Nicita，2013年)。

然而，这些因素还不能充分解释，在区域

贸易协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的同时，为什

么会有越来越多的条款着眼于深化经济一体化，

而这又将扩大关税等边境措施的适用范围。这

些条款包含一系列广泛的国内政策和规定，特

别是关于如下方面的政策和规定：保护有形资

产和无形资产(例如外国资本和知识产权)；促

进分散的生产活动的相互协调(例如投资流量、

技术和民众)；以及，规范产品和工艺标准。发

展中国家的决策者很可能会认为，锁定优惠市

场准入，是换取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和促进本国

公司有能力进入国际生产网络所需的政策和规

范承诺的必要条件。

关于区域贸易协定与国际生产网络之间的

关系的实证经验确实表明，已经进入生产网络

并开展贸易往来的两国，更有可能签订深入的

区域贸易协定。在发达中国家与东亚及东南亚

发展中国家签署的协定当中，这个特点体现得

非常突出；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国际生产分

工的增长速度最快(Orefice和Rocha，2014年)。
关于双边投资条约和区域贸易协定中规范外国

直接投资处理方式问题的投资条款(“保护外

国直接投资是众多发展中国家为加入国际供应

链而采取的一揽子措施的核

心内容”，Baldwin，2014
年：31)，相关实证证据表

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条件

不利的情况下往往会接受最

严格的投资条款，希望增加

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可以有助于解决国内经济问

题(Simmons，2014年)。但没有实证经验能够明

确地表明，这些严格的投资规定能够有效地刺激

外国直接投资，越来越多的国家在签署协定时接

受更为严格的投资规则，这是竞争扩散的结果；

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的防御战略担心外国直接

投资可能会转移到与之竞争的其他东道国。重要

的是，相互影响也可以解释这些条款为什么越来

越苛刻，发展中国家陷入一场竞争，不仅要缔结

越来越多的协定，而且要接受越来越严格的条款

(Neumayer等，2014年)。

(b) 进一步压缩政策空间的趋势

全球危机的爆发以及随后全球贸易在2008
至2009年的崩盘，促使人们利用多种方法来记

录贸易和投资政策措施的变化情况。这一方面

是由于各方普遍担心，经济衰退可能会导致贸

易保护主义激增，加重世界贸易机制四分五裂

的现状，同时造成经济活动进一步锐减，与贸

易有关的复苏放缓。人们还认识到，记录下种

种变化可以让各方清楚地看到与贸易有关的政

策措施是如何通过的，正是这些政策措施使得

发展中国家的公司要进入国际贸易更为困难。

人们之所以担心经济衰退会导致贸易保护

主义激增，根据是人们常常将此次衰退与1929
年开始的大萧条进行对比，后者在1930年代引发

没有实证经验能够明确地
表明，严格的投资规定能
够刺激外国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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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场贸易保护主义的浪潮，同时在大范围内出

现了以邻为壑的政策(见第四章以及Eichengreen
和Irwin，2010年)。从2008年11月举行的华盛

顿首脑会议开始，二十国集团的领导人先后多

次发表宣言，力图缓解这种焦虑；在华盛顿会

议上，各国领导人宣布将保持开放的贸易和投

资机制，避免贸易保护主义(2012年在洛斯卡

沃斯首脑会议上，又增加了修饰词“各种形式

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还提议设立(不具备

约束力的)监测机制。

有证据表明，工业关税基本上没有提高，

虽然有大量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本来可以

利用所谓的“关税约束差额”来大幅度提高应用

关税，同时也不会违背这些国家做出的世贸组织

承诺(Baldwin和Evenett，2012
年)。决策者自愿放弃了这项政

策选项，是因为他们认为世贸

组织承诺极具说服力，还是因

为遭受危机重创的众多国家可

以让本国货币贬值，关于这一

点目前尚无定论。当前的情况

不同于1930年代，当时各国无

法让本国货币贬值，除非放弃

金本位制度。无论如何，经济

史学家一直以来始终认为，经济危机往往会激发

创新的政策措施，这说明危机前后的贸易保护主

义有着不同的特点。以1930年代为例，当时各

国严重依赖自愿出口限制，关于贸易政策措施

的文献纪录主要集中在关税和配额等传统工具

上，错失了向贸易保护主义的转变(Eichengreen
和Irwin，2010年；Evenett，2013年a)。

人们多次试图评估各国为应对危机而采用

的贸易和投资政策措施，目的是评估这些措施在

何种程度上造成“外国商业利益”的相关待遇出

现恶化。全球贸易预警发现，在这个问题上，法

国、德国、意大利和联合王国位列全球贸易保护

主义最强的十个国家之列(Evenett，2013年b)。35 
比较传统的贸易政策措施，例如提高关税和贸易

保护措施(如反倾销政策)，在有记录的所有行动

中占到一半以下。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发展

中国家的证据显示，与倾向于采用提高关税和贸

易保护措施的国家相比，关税约束差额较低的这

些国家更多地采用了紧急财政援助等“非传统”

政策。然而，在危机前关税降幅最大的国家往往

会采取贸易保护措施，而不是撤销关税降幅。另

一方面，有能力采取规模更大的一揽子财政刺激

措施的国家则往往不会利用其中的某些贸易和投

资措施(Evenett，2013年b和c)。

全球贸易预警对于“暗藏保护主义”的广

泛界定方法值得商榷，其中一些措施肩负着重

要的公共政策目的，不仅是为了维护金融稳定和

防止就业情况急剧恶化，同时

也是为了增强国内生产能力和

保护消费者。这些措施包括：

卫生和安全条例；一揽子财政

刺激措施，为促进国内产品提

供专项公共资金；为银行提供

紧急财政援助；工业和创新政

策；以及，不违反任何现行国

际协定和其他法律条款的其他

多项政策。发展中国家摆脱危

机，实现复苏，继续开展结构性转型，其中部分

措施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全球

贸易预警对于这些措施的评估，仅仅依据主观判

断。将所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全球贸易预警有

时做出的危言耸听的结论－贸易保护主义过去

五年来增加了－不免会让人产生严重的质疑

(Evenett，2012和2013年b)。更重要的是，全球

贸易预警一方面斥责某些措施是“贸易保护主

义”，同时又提出建议，指导决策者如何让国

内公司进入国际生产网络，从而走上工业化进

程的“快车道”，由于这些措施与建议之间关

系密切，极有可能促使各方将相关评估放在今

后贸易谈判议程的显著位置。36         D节将探讨这

二者之间的关系。

说近年来的某些贸易和
工业政策措施“暗藏保
护主义”，这种说法值得
商榷，其中一些措施肩负
着重要的公共政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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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世界各国重新开始关注工业政

策。众多发展中国家，其中包括最大的发展中

国家，重新评估了工业政策对于促进结构性转

型和经济增长的裨益。事实上，巴西、中国和

南非等国从未真正放弃旨在加速推进工业化的

政策措施。过去十几年来，这些国家甚至采取

了一些新的举措，其中部分举措可以看作是对

于1990年代末和新千年初袭击众多发展中国家

的多次金融冲击的应对措施，其他举措则可能

是由于各国日益认识到，与华盛顿共识有关的

政策没能实现结构性转型(《2003年贸易和发展

报告》)。而其他一些举措的出现，可能是由于

2002和2003年前后，商品价

格开始暴涨，人们越发担心

某些发展中国家的去工业化

进程操之过急了。

重新评估工业政策的潜

在裨益，并不仅限于发展中国

家。很多发达国家也开始明确

承认，工业政策在维护强劲的

制造部门方面可以起到重要作用，相关裨益体现

在提高生产力、创新和创造就业等方面。在出现

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之后，这种情况尤为明

显，英美等发达国家的主要经济支柱是服务业，

这些国家对于外部冲击的抵御能力明显低于有着

大规模制造业基础的大多数国家。

关于工业政策，并没有普遍认可的定义。

这可能主要是由于工业政策的制定基础是繁多

的经济观点和各种不同的经济原理、目标和范

围，而且依靠多种政策措施的组合(例如，见

Salazar-Xirinachs等，2014年)。然而，各方或

许普遍认为，“工业政策基本上可以说是任何

带有选择性的干预措施或政府政策，目的是改

变部门生产结构，让部门提供的经济增长前景

能够好于没有开展此类干预时的情况”(Pack和

Saggi，2006年：2)。旨在实现生产结构多样化

以及促进在新经济部门或新型活动中培养能力的

各项措施，通常都是所谓“纵向”或“选择性”

工业政策的一部分。37    这

些措施包括：以部门补贴

的形式提供指出；关税；

以及，与投资有关的业绩

要求，东亚国家成功的工

业化进程普遍与此有关，

而且东亚国家将其与出口

要求等管制机制结合起来

(1996年和2006年《贸易和

发展报告》)。其中一些措施针对不同部门在创

造、吸收、以商业方式利用知识方面的潜力，

特别是通过直接支持创新和学习，协助国家赶上

(随后超越)先进技术的潜力。建立国家创新系统

以及改善教育和职业培训，都是相关措施的实例

(Nübler，2014年)。

C. 政策空间萎缩时代的工业政策

很多发达国家承认，工业
政策在维护强劲的制造部
门以及促进提高生产力、
创新和创造就业方面起到
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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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治理中越来越多的规则和规定对

于这种形式的工业政策施加的限制是最严格的。

然而，限制并不是禁止，本节接下来将介绍具

体国家的工业政策措施实例，首先论述美国和

欧盟如何努力支持本国的制造部门，而后分析

发展中国家采取的各项措施，这些措施将创新

的市场力量与国家活动结合起来，共同促进制

造业的发展，提高生活标准。

1. 发达国家近年来积极主动的再工业
化政策

(a) 美国：纵向工业政策的多项举措

人们往往认为，美国在工业政策问题上采

取的是放手不管的方法。然而，一些作者近年

来指出，美国一直坚持奉行的工业政策旨在维

护强大的制造业基地，同时确保美国在技术领

域位于全球领先地位。近年来，美国决策者关

注的重点不是通过集中协调机构来制定国内发

展规划和国家方案，以促进具体行业的发展，但

过去曾经多次采取这种模式(Kozul-Wright，1995

年；Rohatyn，2009年)。美国决策者采用了较

为分散的处理方式，联邦和

各州开展了多种多样的举措

和方案，以支持传统和新兴

的战略性产业(Ketels，2007

年；Block，2008年；Schrank

和Whitford，2009年；Di 

Tommaso和Schweitzer，2013

年；Mazzucato，2013年；	Wade，	2014年)。

由此可以看出，美国工业政策呈现出两

个相互重叠的特点，可以将美国视为“创业

国家”，也可以将其视为“协调国家”。作

为“创业国家”，在对于国家有着重要意义的

新技术的发展和商业化问题上，美国担当起主

要风险承担者和市场塑造者的作用。“创业国

家”为充满风险的研究工作提供资金，降低私

人投资者的风险，称为重大创新不可或缺的促

成因素。Mazzucato指出(2013年)，在美国，国

家是创新初期阶段的主要资金来源，基础研究

有一半以上的资金来自公共部门，而私营部门

投入所占的比例还不足20%。这类公共投资包

含多种研究，而且其中多项研究工作的未来回

报是非常不确定的。38 

作为“协调国家”，美国在创新系统的各

种行为者之间(例如，公司，金融机构和研发

机构，公共部门资金)以及在组织和机构内部

建立并管理网络，从而鼓励不同类型的公司加

入横跨部门、地区和国家层面的分散的创新系

统。39  由于工业政策具有这种网络特点，而且

没有单一的机构为相关政策负责，推行工业政

策的这种国家行为有时被称为“隐形的发展态

势”(Block，2008年；Schrank和Whitford，2009

年)。

经济衰退的到来，预示着美国将采取多项

更加明显的政策，其共同目标是实现“美国制造

业的复兴”(Sperling，2012
年 )。由于这些措施的近期

目标是防止破产和出现大规

模失业，通常不会明确说明

这些措施是工业政策的一部

分。然而，其中有多项措施

都是针对国内制造业的，这

是因为制造业在创新、出口

和创造高薪就业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使得“制造

业成为有竞争优势和创新能力的经济不可或缺的

组成部分”(Sperling，2012年：1)。可以将这些

长期措施视为范围更大的总体战略的部分内容，

旨在预先防范美国可能会丧失全球技术领导者地

从美国的工业政策来看，可
以将美国同时视为“创业国
家”和“协调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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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风险，同时纠正这次危机暴露出来的美国经

济中的结构性问题，例如制造业重要性的下跌以

及由此给就业造成的负面影响(Sperling，2013
年；Warwick，2013年)。40

针对美国担心可能会丧

失全球技术领先的地位，

直接涉及这个问题的各项举

措有两项主要内容。 41  首
先是一系列研发方案，集中

在“国家先进制造业方案”

旗下，重点内容是国家制造

业创新网络。这个网络由区域制造业机构组成，

这些机构属于公私伙伴关系，目的是集中三方

合作伙伴最优秀的人才和能力(工业、学术界和

政府，特别是国防部和能源部)。42

另一项内容是2009年《美国复兴和再投资

法案》，这项法案获得大约8亿美元资金，用于

2009至2019年间的开支。这项一揽子经济刺激措

施的近期目标是缓解经济衰退造成的不利影响，

但长期目标是利用纵向工业政策措施来加强国内

制造部门，鼓励制造业开展结构调整，以便更好

地抵御国际竞争。例如，《法案》分配资金，

重新开始生产先进的蓄电池，目的是到2015年
将本国电池产量在全球总产

量中所占比例从2009年的2%
提高到40%(Sperling，2012
年)。其他目标则更为广泛：	

(一)   将离岸制造活动迁回美

国本土，依据是生产和设计

活动在地理上相互靠近，有

利于工程师在工厂现场解决技术人员提出的问

题，从而加强制造业与创新之间的联系；(二)  
促进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例如风力和太阳

能，同时促进能效更高的汽车产业。为此，通

过“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为通用汽车公司和克

莱斯勒公司提供紧急财政援助，这一举动产生

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挽救了数以千计的工作岗

位，并减轻了经济衰退的不利影响。然而，能

否获得这些资金，是以环境考量为条件的，例

如着手生产能效更高的车辆，从而协助解决更

大范围内的部门改革问题。

此外，2009年，环境保护局

允许加利福尼亚州实施更加

严格的汽车排放标准(Brunel
和Hufbauer，2009年)；总务

管理局宣布，根据《法案》

中涉及范围较广的购买美国

国货条款，将利用《法案》

赋予的资金购买价值3亿美元的高能效车辆和替

代燃料车辆。43

综合来看，这些措施反映出美国政府支持

受到全球经济放缓沉重打击的行业，从更广泛

的意义上讲，政府支持意在协助美国企业在创

新部门开展竞争的各项活动。然而，问题是这

些支持是否符合多边贸易和投资规定。特别是，

根据“购买美国国货条款”提供的支持有可能

被视为《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中的禁止性

补贴。与之类似的是，根据“问题资产救助计

划”向汽车行业提供的紧急财政援助可能会构成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规定的补贴，这是因

为在《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

定》生效五年后，关于可诉

性补贴的第8条当中与环境有

关的规定即告失效(即，2000
年1月1日)。然而，由于这些

措施附加的环境条件可以说

是“关系到”可枯竭储备的

保护问题，因而可以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第二十条来辩解。44

但应该指出的是，世贸组织的规则和承诺

仅仅是威胁制裁。贸易伙伴最终会不会实施惩

罚性关税或其他措施，要看实际造成的损失如

美国巧妙地运用不受区
域贸易协定限制的政策
空间，支持国内制造部
门。……

……工业政策的这种纵向
特性有助于实现至少部分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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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假如违反规则造成的损失较小，世贸组织

成员国很可能不会提交争端解决机制，也不会

启动制裁。假如很难证明实际造成的损失到底

有多少，或是由于数个国家出于类似的目的，

同时采取类似的措施，可能也不会提交争端解

决机制。例如，众多国家纷纷采取了旨在支持

本国汽车行业的措施。45  无论如何，上述实例

表明，美国巧妙地运用不受区域贸易协定限制

的政策空间，支持国内制造部门。这些例子还

说明，美国采取了工业政策，而且工业政策的

这种纵向特性有助于实现至少部分目标。

(b) 欧洲联盟：横向工业政策的成效有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支持工业生产

始终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主要政策目标之一。

然而在不同国家之间以及不同时期之间，这项

政策目标的相关规模、工具和机构设置情况千

差万别。战后重建时期，在《马歇尔计划》的

支持下，各国积极采取针对具体部门的措施来支

持工业发展，而且通过各种各样的国家和区域举

措，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1970年代(Eichengreen

和Kenen，1994年)。1980年代初期，很多国家

采用了自由主义政策议程，积极主动的政府措

施在规模上受到极大的限制

(Grabas和Nützenadel，2014

年；Owen，2012年)。1990

年，欧洲联盟委员会提出了

工业政策纲要，这是针对当

时的欧洲共同体首次采用共

同工业政策方法(欧洲联盟委

员会，1990年)。46    这项方法

的总体目标是，通过创新和技术发展等手段，

提高欧洲工业的竞争力，加速从行业调整到结

构调整的步伐。重点是微观经济(即，运用企业

和竞争政策)和以横向为主的政策，这是因为欧

盟支持为企业家和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创造

有利的条件。47

为确保改善欧洲工业框架，采取了多种

战略。2000年通过的《里斯本战略》在国家层

面制定了一些定量目标(例如，将研发开支增

加到国内生产总值(国内总产值)的3%)，但各

界普遍认为《里斯本战略》在提高生产力、增

加就业和推动各国统一等多项目标上都失败了

(例如，Tilford和Whyte，2010年；Copeland和

Papadimitriou，2012年)。《2020年欧洲战略》

从2010年开始实施，各项目标类似于美国近期

采取的举措，这项战略提到了加强创新以及创造

出口和就业，但更多地重视与成本有关的“竞争

力”。2014年提出的《地平线2020方案》包含

一些目的性更强的补充性措施，用以支持投资

发展创新事业，例如划拨800亿欧元的研究与

创新专用款，以支持重点促成技术，48     目的是

重新确定全球价值链，提高资源和能源的利用

率。49   《地平线2020方案》还资助原型项目和

示范项目，以便促进创新的商业化。

虽然采取了这些措施，但与美国的工业

政策相比，欧盟政策的综合性依然不足。预

算分配太少，不足以切实消

除经济增长面临的种种短期

制约，而且从长期来看也不

足以促进创新。提供给方案

的资金有限，可能会导致知

识存量和创新的数量都达不

到商业化的要求，而相比之

下，美国为创新投入的资源

就要多得多了。此外，仅仅采用横向工业政策

措施，没有像美国那样采取纵向措施作为补充，

可能不利于实现明确宣布的目标－维护强大的

欧盟政府间协定表明，国
家决策者的政策选择是如
何受到限制的，仅有横向
措施为什么不足以实现工
业政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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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制造业基地。50    然而，根据欧盟现行法律，

要采取更加具体的(纵向)支持措施，恐怕也是不

可能的。例如，看到美国为汽车行业提供紧急财

政援助，一些欧盟成员国采取措施，支持本国

汽车行业。但这些措施可能违反了《欧盟运作

条约》第107条，这一条规定：“给予成员国的

任何援助……凡以支持某些企业或某些货物的生

产而扭曲或可能扭曲竞争者……与内部共同市场

相抵触。”但是，近年来的

全球金融危机可以看作是特

殊事件，在适用这些条款时

应体现出更大的灵活性。第

107条第3款提到存在“严重

的经济干扰”，并且确保这

种灵活性保留临时性和特殊

性。51   根据现行的《欧洲重

建援助指导原则》(欧洲联盟

委员会，2004年：第72和73段)，给予救助或重

组援助属于一次性行为，在原则上至少每隔10

年可以给予一次。由此可见，今后不可能再出

现类似的豁免了。不仅如此，在关于国家援助

问题的新的指导原则草案中，欧洲联盟委员会认

为“救助和重组援助都属于扭曲最严重的国家援

助类型”(欧洲联盟委员会，2013年：第6段)。

欧盟的情况说明，政府间协定如何限制国

家决策者的政策选择，仅限于采取横向措施的

工业政策又是如何妨碍实现这些政策的目标。

此外，由于受到这些限制和制约，欧盟决策者

可能会认为，要维持健康发展的制造业基地，

必须增加向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为此，欧盟共

同国际贸易政策(这是一个重要的政策领域，由

欧共体机构全权负责)以及发展中国家继续开放

市场的相关目标可能会在欧洲再工业化计划中

起到重要作用。

2. 发展中国家：近年来在国家工业发
展政策方面的经验

此前的《贸易和发展报告》(特别是1994

年、1996年和2003年《贸易和发展报告》)和

其他著作(例如，Akyüz等，1998年；世界银

行，2005年a；Chang，2011年)曾经详细论述

了东亚经济体在成功转型的过程中广泛运用积

极主动的贸易和工业政策。

然而，发展中国家近年来工

业政策的性质和规模受到全

球贸易和经济治理机制变化

的巨大影响，而发展中国家

的政策必须与这些机制保持

一致。在此类变化当中，最

重要的莫过于有多个国家加

入了世贸组织并且/或加入了

区域贸易协定。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决策

者努力调整国内工业政策，以消除本国经济在

全球经济环境发生变化时表现出来的结构性脆

弱性，这些变化包括经济危机以及国内贸易条

件的变化。本节将列举国家实例，讨论这些变

化如何影响到各国的政策组合，特别是进入新

千年以来的情况。

工业政策备受关注，原因之一是2000年代

初以来，一些经济体得益于全球商品价格的提

高，贸易条件有所改善。商品价格飙升，自然

资源丰富的国家的贸易由此得到大幅度改善，

这些都有助于相关国家改善宏观经济政策和财

政账户状况。然而，这些国家在制定发展战略

时不应沾沾自喜，它们面临的主要挑战依然是：

从资源租金中拿出合理的份额(另见本报告第七

章)；避免实际汇率升值， 这将削弱国内可交易

的制造活动的竞争力；以及，将收入投入实体经

济，以便推动生产和出口的多样化及升级换代。

发展中国家近年来工业政
策的性质和规模反映出全
球贸易和经济治理体制的
变化，而发展中国家的政
策必须与这些机制保持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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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期来看，面对商品价格波动和不利的价格

走势产生的负面影响，各国要降低本国的脆弱

性，多样化和工业化是最佳途径。加快劳动力

从初级部门的低生产力活动向制造业的高生产

力活动转移，可以提高整体生产力和收入增长

水平。要实现多样化，必须大量投资，并且要

在贸易和资本积累之间形成良性循环。决策者

可以采取以下工业政策，从而有力地促进这方

面的工作：支持私营部门确定和扩大增值更高

的活动，扶持在更快提高生产力方面有潜力的

部门，同时生产在国际市场上需求弹性更高的

产品。特别是，这些措施将有助于扭转1990至

2005年间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大多为自然资源

丰富的国家)出现的劳动力从高生产力部门向低

生产力部门流动的趋势(McMillan等，2014年)。

2004年，巴西制定了三组旨在提高制造活

动以及能源相关行业的投资、创新和国际竞争

力的政策，建立了新的工业政策体制框架。巴

西借助公私伙伴关系委员会等力量，优先发展

重点行业、重点部门、作为“国内领先者”的

公司、以及基础设施项目。

通过国家发展银行(国家经济

和社会发展银行，经社发展

银行)提供长期投资融资，是

落实这些政策的一项重要工

具。例如，经社发展银行为

大型工业和基础设施项目提

供直接资金支持，并且支持部分货物和服务的

出口(Ferraz等，2014年)。为促进巴西经济的升

级换代，经社发展银行一直以来利用贷款、长

期融资和股权融资、担保、赠款和信用保险等

方式，支持汽车、信息技术、航空和石油部门的

发展。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是，巴西没

有签署任何区域贸易协定，这让巴西在通过发展

银行促进上述活动方面，拥有更大的灵活性。

在南非，人们认为国家不能再像过去那

样，继续严重依赖传统商品和不可交易的服

务作为实现增长和发展的基础；为此，南非在

2007年通过了《国家工业政策框架》(贸易和工

业部，2007年：10)。由此实施了一系列横向和

纵向措施，例如调整具体部门的关税和财政刺

激措施，目的是强化工业化进程，同时提高这

一进程的包容性。然而，这些措施产生的裨益

低于预期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工业政

策没有与更广泛的国家宏观经济框架适当结合

起来，而且大型项目与上下游的小型企业之间

没有建立起充分的联系(Zalk，2014年)。

越南的经验可以说明，加入世贸组织将给

国家的政策选择造成怎样的限制。52  2007年1

月，越南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国，加紧了从进口

替代战略向出口促进战略的转化。这种转变起源

于1986年开始的“革新”经济改革方案；1990年

代和2000年代初，越南与欧盟、日本、美国等主

要贸易伙伴以及多个亚洲国家签署双边协定，进

一步推动了这种转变。通过与之相关的改革，形

成了促进双重工业化战略的

复杂体系。这项战略的基础

是同时发展以下两种行业：

一是私营部门外向型劳动密

集型制造行业，具体方法是

吸引外国投资者、建立出口

加工区、为进口产品设置关

税退税制度；二是进口替代行业，具体方法是

投资发展重工业和资源型部门，国有企业在这

方面继续发挥重要作用。53

在正式加入世贸组织之前的预备阶段，越

南调整了工业政策的部分内容，包括逐步淘汰

明确的出口业绩要求、与当地含量有关的补贴

和税收奖励措施。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越南

……以及意识到因全球经
济环境变化而呈现出来的
结构性脆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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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单一平均关税税率从2007年的18.5%降至2013

年的10.4%，并且放开了私营部门。

与此同时，越南一直在利用世贸组织的规

则和承诺依然允许的某些灵活性。例如，约束

税率和应用税率之间的差额使得越南能够调整

其应用关税，以便控制能源价格，保护某些行

业不受进口产品的竞争。越南对于某些粮食商

品还实施了关税配额。此外，越南采用优惠进

口税、关税豁免、减轻公司所得税和土地使用

税、补贴贷款和投资担保等

形式，对于某些部门提供保

护，目的是鼓励研发、基础

设施建设、培训、以及落后

领域的企业发展。服务部门

实现了广泛的自由化，但越

南现行的双边协定大多采用

了肯定列表方法(即，缔约国

只列出其希望实现自由化的部门，其他所有部

门均不受影响)。因此，越南在电信服务部门依

然实行外资所有权上限，可以对外国航运公司

征收较高的费用，并且可以要求对外资零售店开

展经济需求测试(已经设立的第一家店铺除外)。

越南政府还利用采购措施来支持当地供应商。

然而，这些措施还不足以帮助私营企业克

服资本短缺和充分实现规模经济以获得国际竞

争力。此外，在加速推动外国直接投资的预期

外溢效应方面，双轨战略只取得了部分成功，

特别是在技术转让以及在外向型行业和国内供应

公司之间建立联系方面(Nguyen等，2014年)。假

如泛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等倡议能够落实，这

些倡议在投资和知识产权问题上可能会制定更

为严格的规则，这将进一步压缩国内联系和技

术调整的空间。54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同样对本国工业政策

的性质和范围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中方承诺

遵守《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必须放

弃对于外国直接投资的某些政策，包括旨在鼓

励技术转让和加强联系的各项措施，例如当地

含量要求。中国还必须逐步淘汰早期工业政策

中的其他内容，特别是贸易保护措施、给予新

兴产业的优惠利率和较低的税率、以及给予其

他部分产业的直接财政援助形式(《2006年贸易

和发展报告》)。

然而，中国对于外国

直接投资继续采取战略方

法，将以下两类部门区别对

待：能够创造大量外汇和就

业岗位的部门；以及，能够

提高国内生产能力和增强

重点经济领域能力的部门

(Poon，2014年)。对于前者，追求效率的外国

直接投资得益于与经济特区内部活动普遍有关

的刺激措施，例如部分增值税退税、公司税免

税期、以及提供有利于开展国际贸易的基础设

施(Zeng，2011年)。对于后者，寻求市场的外

国直接投资受到多项外资所有权限制，例如在

钢铁和银行业只能持有少数股权，在汽车行业

的合资企业中只能持有半数股权。鼓励汽车行

业某些合资企业的发展，是一项政策工具，目

的是保持行业竞争力，吸引外国投资者提供技

术转让，对于中国国内的生产技术实现升级换

代。政府大幅度增加研发开支，为此提供了进一

步的支持。不仅如此，还通过政府采购和国家投

资发展基础设施等方式，刺激对于汽车的需求，

例如建设高速公路网(Lo和Wu，2014年)。1990

年代中期，中国开始发表外国直接投资指导目

录(列出了“鼓励”、“限制”或“禁止”外国

直接投资进入的行业)，并不时进行修订，采用

多种措施有助于调整发展
中国家的生产结构，例如
环境法规、政府采购和税
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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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严格的技术门槛，体现出国内生产能力的

改善。以2011年版外国直接投资目录为例，取

消了对于汽车制造业合资企业的规定，将其适

用于汽车电子配件以及“新能源汽车”的某些

关键零件和部件的研发和制造业，例如高能量

电池(Dezan Shira及其助理，2011年：8-9)。55

中国政府依然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特别

是在上游重工业和生产资料部门，在这些部门

中有为数众多的规模较大、且与政府有关的企

业。56   这些企业的规模对于希望进入这些部门

的其他企业(包括外资企业)构成障碍，但此类

企业数量很多，足以确保竞

争，从而保障生产的经济效

益。公共部门的制造商还需

要遵守出口规定，实施办法

是监测企业以优惠条件获得

贷款的情况，例如国家开发

银行发放的贷款。这些企业

接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发改委)的监督，这是中国的重要工业规划机

构。发改委本身也提供支持，例如制定绿色能

源技术政策，促使政府为风力涡轮机提供与环

境有关的补贴支持。此前，这项支持是与当地

含量要求结合起来的，这可能被视为违反中国

做出的世贸组织承诺。然而，据说这项措施已

经实现了预期目标，在世贸组织其他成员国有

可能向争端解决机制提起申诉之间，措施已经

撤销了(Studwell，2013年)。

在促进发展中国家调整生产结构方面，环

境条例可以在更大范围内起到重要作用。原因

之一是，所谓“绿色增长”将在未来新兴技术

领域当中大放异彩，而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落后

有可能成为一项优势，这些国家需要化解的碳

密集型技术较少。除此之外，由于缓解气候变

化的当务之急，以及各方日益认识到利用传统

能源的生态限制，发展中国家如果继续沿用发

达国家一直以来奉行的原料和能源密集型发展

方式，可能将无法满足因收入增加和强化以国

内需求促进经济增长而导致的迅猛增加的国内

消费(《2013年贸易和发展报告》)。事实上，

将新兴的消费和生产方式转化为绿色技术领域

的创新挑战，可以有力地推动结构性转型以及

创造就业和薪酬机会。57

发展中国家的开发银行(例如经社发展银

行和中国开发银行)完全可以提供此类重要转

型所需的长期贷款，这类似于发达国家的国

家机构 (例如美国的国防高

级研究计划署 )起到的作用

(Chandrasekhar，2014年)。
这不但可以降低补充性私

营资金在转型初始阶段的风

险，还可以引导私人投资，

使其在重要的结构性转型方

面最终起到领导作用。有利

的需求方政策可以包含能源密集程度目标，例

如针对汽车和建筑物，目的是增加对于高能效

系统和清洁能源生产的需求。为支持国内公司

满足此类新兴的国内需求，可以采取符合世贸

组织规定的补贴和税收优惠等方式，以及资助

与清洁能源有关的创新，从而为上述政策提供

供应方支持。58

为在更大范围内促进创新，设立适当的机

构也可以起到重要作用，例如具体行业机构，

可以提供测试设施，以确保安全和落实产品

标准。例如，有证据表明，在成功发展国内汽

车行业的经济体(例如大韩民国和中国台湾省)
都有着资金充足的汽车行业研究机构。相比之

下，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其他国家的此类机构则

是缺乏资金，或是资源严重不足，这些国家建

……开发银行完全可以提
供此类调整所需的长期贷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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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生机勃勃的汽车行业的工作自然也不太成功

(Ravenhill，2014年)。

此外，还可以将政府采购作为一项重要的

工业政策工具，特别是用来创造大量需求，足

以让国内公司建立起可以盈利的生产设施。税

收政策是另一项工业政策工具。在中国，人们注

意到税收政策向外向型公司倾斜，而满足国内市

场需求的公司要缴纳的税目则要多得多，其中包

括进口税、增值税和消费税(Yang，2014年)。泰

国在实施关税保护的同时，降低消费税并免除

了公司税，特别是针对汽车模型产品，目的是

创造国内销售机会。从2002年开始，对轻型卡

车执行这些措施；此后在2007年，开始对环保

汽车执行类似的措施。其中部分税收政策与当

地含量条件挂钩(Natsuda和Thoburn，2013年)。

2012年，名为“汽车新政”的巴西五年期

方案采用了减税措施，主要目的是放缓进口增

幅，同时鼓励当地汽车供应商的发展。这项政

策表示，对于从南共市以外的其他地区进口的

车辆，将把工业产品消费税提高30%，并且明

确说明了公司加入方案和获得工业产品消费税

优惠的资格要求。其中部分要求与国内含量和

创新投资挂钩(巴西汽车新政刺激方案，2013

年)。这些措施与针对国内汽车行业的其他扶

助措施相互补充，例如，对于从南共市以外的

其他地区进口的汽车部件征收较高的关税。由

于采取这种积极主动的办法来推动国内汽车行

业的发展，巴西吸引了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

兴建新的汽车组装工厂，并且将创新活动逐步

扩展到巴西境内的子公司和当地供应商(贸发会

议，2014年)。

D. 积极主动的贸易和工业政策当前面临的挑战

1. 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机会可能会减少

各国制造业的发展空间和发展规模千差万

别，这表明具体国家因素，例如资源禀赋、国

内市场规模、地理位置和机构发展情况，可能

会对劳动力向着更高生产力活动转移的时间和

程度造成重大影响。但是，这种影响的规模和

方向同样受到以下因素的左右：影响宏观经济

发展的政策；以及，投资和融入全球经济的步

伐和性质。

政策显然可以起到重要作用，例如，部分

发展中国家从1980年代开始，制定了明确的出

口促进政策，从而推动了制造业的增长。事实

上，在2007至2008年全球危机爆发之前的二十

年里，世界贸易额普遍迅速增加，而且发展中

国家在全球出口中所占份额持续上升，其中一

个显著特征是制造业在这些国家出口中所占的

比例大幅度提高。正如《2013年贸易和发展报

告》指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工业制成品出口

中所占的份额从1995年的四分之一左右提高到

2007年的三分之一左右，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制

造业贸易在这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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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可以从多个方面支持结构性转型。从

宏观经济角度来看，通过出口，部门开支模式

开始脱离部门生产模式。因此，制造水平可以超

出国内市场设置的限制。工

业制成品需求的收入弹性较

高，通常可以形成有利的全

球市场条件。这就意味着，

假如各国不是在同一时间以

同一种产品推行这项策略的

话，制成品出口的增加有望

赚取更高的出口收入。假如

世界市场增长迅速，很多国

家可以借机扩大出口；假如

全球市场陷于停滞，各国要扩大出口，只能挤

占其他国家的市场份额。在后一种情况下，持

续扩大出口额可能会造成不良的价格效益，降

低、甚或消除预期的出口收入增加。

此外，人们在很早以前就认识到，要开展

工业活动和增强国际竞争力，国家必须进口大

量资本货物、中间货物以及其中包含的技术，

这就需要通过出口赚取充足的外汇，以支付这

些进口；否则，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将面临国际

收支问题(Thirlwall，1979年)。处在结构性转型

初期阶段的国家对于这种进口的需求是最高的。

即便国内资本货物产业的形成速度将决定何时

能够消除机械设备要求方面

的缺口，但仍需要大量进口

资本货物。

此外，随着人均收入的

提高，更加富裕的国内消费

者越来越需要得到更加自由

的消费者制造业和消费者服务业，而不再是粮

食等基本必需品。国内对于制造业的需求快速

增长，将导致国际收支问题，并将威胁到持续

的经济增长，除非调整国内生产的结构组成，

使其适应国内需求，或是初级部门的出口能够

持续提供必要的外汇收入。如果做不到这一点，

国家最终将积累大量外债，吸收越来越多的净

资本流入，或是让实际汇率

贬值。59     当然，要改变国内

产出结构来满足不断变化的

国内需求，还需要具备足够

的经济规模，以便国内生产

具有竞争力。

除了上述宏观经济影响

之外，公司层面的发展还会

影响到要素的再分配和综合

生产力的累计。考虑到公司情况千差万别，即

便是在少数几个确定的行业内，在任何部门，

将资源从生产力较低的公司转移到生产力较高

的公司，便会提高生产力。在这方面，出口可以

起到重要作用，人们认为与不出口的公司相比，

产品出口的制造公司的生产力普遍更高一些。

然而，坚实的理论支持(例如，Redding，2011
年)和大量实证证据(例如，Wagner，2012年)都
表明，只有那些成立时间较短的公司直接开展

贸易，较高的生产力是出口的先决条件，而不

是结果。生产力更高的公司开展出口活动，这

是一种自我选择，也只有这些公司能够吸收与

了解出口市场需求和在当地设立销售网络相关

的额外滞留成本。

一旦这些公司从事出

口，它们可能会通过学习效

应来进一步提高生产力。接

触国际买家和竞争者，让这

些公司能够学习如何采用成

本更高、质量更好的投入，以及在出口市场上如

何向更加挑剔的消费者销售价格更高、质量更好

的产品，从而提高产品质量和实现产品的升级换

代，这就是学习效应。

当发达国家经济增长迅速，
对于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进
口商品有着较高的需求弹
性时，出口可以最大限度
地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
长……

……然而，经济衰退出现
以来，这两项条件均不具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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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没有证据支持‘从出口中学

习’的效应”(世贸组织，2013年c：87)，但实

证文献中的另外两项成果值得一提。首先，因

具备出口能力而提高生产力，由此产生的大部分

裨益都以较低价格的形式转移给了买家(Marin和
Voigtländer，2013年)。因此，只有少部分(如果

有的话)裨益以较高薪金的形式留给了工人，或

是转化为利润增加，可用于追加投资。其次，

某些研究发现，学习效应的规模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目的地国的收入水平和市场规模。这是

因为出口商会采用质量各异的投入，根据不同

的目的地来调整产品质量。因此，向高收入大

国出口高质量产品的公司，总是能够更快地提高

生产力(Manova和Zhang，2012年)。由此可见，

各家公司的出口业绩不同，这不仅是由于公司的

性质各不相同，也是由于贸易伙伴存在差异。

因此，当发达国家经济增长迅速，而且这

种增长对于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商品有着较

高的需求弹性时，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商在提高

生产力方面获利最大。然而，经济衰退出现以

来，这两项条件均不具备。

众所周知，发达国家的收入增长速度自

2008年以来明显低于危机前的水平，统计证据

还表明，发达国家对于进口商品的需求弹性大

幅减弱。在危机爆发之前，发达国家的进口额

增长速度几乎达到收入增幅的两倍；但危机爆

发以来，这些国家的进口额基本上没有变动，

甚至在2012至2013年收入小幅增加时也是如此

(图5.1)。此外，在危机之前，发达国家的国内

总产值增加与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之间存在明显

的正相关，但这种关系基本上已经不复存在，

今后甚至可能变为负相关(图5.2)。60

总的说来，这项证据表明，发达国家国内

总产值的增长对于进口的影响越来越小，发达

国家收入增长对于发展中国家出口的积极影响

也在削弱。发展中国家要在全球需求疲软的情

况下实现结构性转型，它们面临着更加艰巨的

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不能再像过

去那样，靠着向发达国家出口工业制成品来支

持国内的结构性转型。正如《2013年贸易和发

展报告》所述，这就需要发展中国家重新调整

发展战略的重点，更多地重视国内需求和区域

需求，下一步就需要将生产结构与需求结构更

加紧密地结合起来。换言之。当前的全球经济

形势让发展中国家面临更多的政策挑战，必须

制定创新的工业政策。

图5.1

2001-2013年发达经济体的 
国内总产值和进口额增长

(年均变化百分比)

资料来源: 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计算结果，依据表1.1；以及，贸发
会议统计数据库。 

       注: 发达经济体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丹麦、欧元区(拉
脱维亚除外)、冰岛、日本、新西兰、挪威、瑞典、瑞
士、联合王国和美国。图中数据依据的是加权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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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产网络和工业政策的作用

国际生产往往被视为双边贸易的先进形

式，跨国公司设在国外的子公司进口能够体

现出母公司所掌握技术的零部件和其他生产要

素，将这些进口产品组装成最终成品，在当地

市场销售，或是出口至母公司所在国家或第三

国市场。发展中国家在此类生产网络中的参与

主要局限在低薪的劳动密集型活动，有时也在

当地采购部分零部件，这要看当地的工业发展

水平和贸易政策如何。然而，将快速的贸易自

由化与信息通信技术革命结合起来，形成了更

为分散的生产分工形式。其特点是，来自高薪

国家、掌握先进技术的公司将自身的管理、营

销和技术知识、位于其他发达国家的生产和销

售任务、以及位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低薪劳动

力任务结合起来。由此产生的结果是，资本、

服务和技术工人更加频繁地开展跨国流动，而

不再仅仅是货物的流动。61    因此，这些生产网

络目前跨越多国边境。

一些人坚定地支持国家参与国际生产网

络，理由是参与这种网络将为实现工业发展开

辟出一条新的“快车道”(例如，Baldwin，2014
年；WEF，2012年)。这种观点认为，国际生产

网络让参与其中的发展中国家公司能够专注于

生产过程中的某些具体环节，而不必同时掌握

所有生产阶段，也不必建立完整、纵向统一的

工业体系。此外，借助进入新的、而且往往是

价值更高的市场，参与国际生产网络能够为处

图5.2

2000-2013年发达经济体的国内总产值增长和 
发展中经济体的出口增长

(百分比)

资料来源: 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计算结果，依据贸发会议统计数据库；荷兰经济政策分析局；经合组织，《主要经济指标》；以及欧洲统
计局。

      注:  图中数据是根据季度数据得出的年度增长率。发达经济体列表，见图5.1的图注；发展中经济体是指荷兰经济政策分析局确
定的新兴经济体。图中数据为加权平均数。计算非参数性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发现在2012至2013年间，发达经济体国
内总产值增长与发展中国家出口增加之间没有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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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工业化初期的发展中国家的新兴产业创造机

会，从事增值较高的生产活动。这将有助与发

展中国家扩大就业，提高收入，同时积累基本

技能和实现工业化所需的其他能力，从事技术

更先进的制造活动。

参与国际生产网络有助于推动发展中国家

的结构性调整，秉承这种理念，有人提出，发

展中国家应围绕贸易、外国投资、服务业和知

识产权，重新制定贸易和工业政策，支持生产

网络的有效运行(Baldwin，2014年)。这基本上

意味着，凡希望本国公司进入国际生产网络的

政府，应让本国的政策措施以生产网络牵头公

司的利益为准(Milberg等，2014年)，政府应取消

被认为妨碍当地工厂与相关国际生产网络有效结

合的所有措施，转而采取保

护生产网络牵头公司专有财

产的各项政策。从实际层面

来看，要便利企业进入这些

生产网络，需要制定政策，

允许增加国内公司的外国股

权，方便重要人员的流动和

就业，放宽当地含量规则以及与外汇和利润汇

回本国有关的规则，强化对于投资者的保护(包
括对于国内法规和决定提出质疑的权利)，为外

国投资者制定替代性的争端解决机制，以及修

订关于国有化和征用等问题的国内法律(Taglioni

和Winkler，2014年；Cattaneo等，2013年)。

这种方法的众多支持者承认，开放的贸易

和投资机制本身还不足让各国从跻身全球价值

链中受益(WEF，2012年：8；经合组织，2013

年)。他们甚至承认，“问题是外国投资者不会

积极谋求、有时还会抵制这种一体化”(Taglioni

和Winkler，2014年：6)。对于这个问题，他们

只拿出了部分解决办法，建议需要采取横向政

策措施，其中包括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

转让，目的是增加进入全球价值链的机会，确

保在当地实现外溢效应，同时避免对于地方一

体化的偏见(Taglioni和Winkler，2014年)。正如

Ravenhill(2014年：265)指出，“虽然我们一再

宣称，世界目前处在后华盛顿共识时代，但最重

要的政策建议依然在模仿华盛顿共识时代”，而

且这些政策建议“不足以在……(国际生产网络)
内部形成发展中国家孜孜以求的升级换代”。

事实上，虽然在某些政策周期，必须在价

值链前面加上“全球”这个修饰词，但大多数

国际生产网都是区域性的，而且近年来在发展

中国家的扩展严重向东亚倾斜(贸发会议，即将

出版)。此外，国际生产网络的牵头公司依然

以发达国家的公司为主，而且集中在少数几个

部门，例如服装和纺织品、

电器和汽车部门(Nolan，2012
年；Starrs，2014年)。这些特

点未必能够湮灭人们要求反

思与国际生产网络有关的政

策的呼声，却应以此警醒世

人，在制定结构性转型战略

时，不能仅仅依赖与全球价值链有关的机会。

特别是，不应以必须促进进口为由，轻视一系

列积极主动的措施在支持根据当地条件和制

约，实施进口替代和促进出口等方面持续起到

的重要作用。

此外，参与国际生产网络到底有多少潜在

裨益，是一个目前尚无定论的实证问题。对于

不同国家来说，这些裨益可能千差万别，而且所

需成本也会有很大差异，在制定关于参与国际生

产网络的具体部门政策时，必须审慎权衡(2002

年、2006年和2013年《贸易和发展报告》)。特

别是，由于牵头公司和其他供应商施加强大压

力，要求压低劳动成本，发展中国家有可能陷入

低增值活动而不能自拔。这些国家可能受阻，丧

参与国际生产网络到底有
多少潜在裨益，是一个目
前尚无定论的实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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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向供应链上游移动的机会，原因有二：一是通

常来自发达国家的牵头公司实施成本高昂、且成

功的品牌策略(Milberg和Winkler，2013年)；二

是价值链当中的各种关联体

现出商业实力的高度集中，

供应链中的机构演化成为一

项组织精密、协调有序的活

动(Nolan，2012年)。62    对
于力争向价值链上游移动的

公司和努力加入国际生产网

络的公司来说，这种情形造

成了更多的竞争挑战。假如

没有政府的贸易和工业政策的支持，发展中国

家的公司将很难克服这些难题。

一国的出口，包括在国际生产网络内的出

口，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制约了国内增值，对此

很难进行实证评估。这是因为一直以来都是报

告出口总值(即国内增值与再出口的投入价值之

和)。63    近年来，有多项举措旨在评估国际贸

易中的增值部分。64    这些举措取得的近期成

果之一，是在更大范围内对不同类型的国际生

产网络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分析，其中包括农业

和采掘业。这项分析得出的一项重要结论是，

在过渡经济体以及非洲和西亚等主要出口初级

产品的发展中地区，国内

增值在国内总产值中所占的

比例远远高于积极参与国际

制造业生产网络的发展中地

区，例如东亚、东南亚和加

勒比地区 (贸发会议，2013
年：130)。65  这说明，参与

国际生产网络未必能够通过

提高国内增值的比例来确保

国内总产值的增长。66     分
析发现，两个因素与国内增

值在国内总产值中所占比例有着密切的关系：

国家出口的性质，特别是自然资源、服务业或

最终需求的商品；以及，出口生产自给自足的

程度，这与经济规模有着普遍的关联。这些发

现让人们对于加入国际生产网络是通往工业化

的“快车道”这种说法产生

了怀疑。

此外，人们早就知道，

国际生产网络所依托的商

业模式原理建立在不对称

的治理关系的基础上，牵

头公司以对自己有利的方式

决定着风险和利润的分配

(例如，Gereffi，2014年)。近期对于各部门排

名在前2,000位的公司进行了国内利润比例分

析，发现按照这种方法测算，占优势的依然是

来自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公司(Starrs，2014
年)。一些新兴经济体、主要是中国的公司在某

些部门崭露头角，但它们向价值链上游移动的

能力依然成问题。电器部门的情况特别能够说明

问题；中国是最大的电器出口商，但在这个部

门产生的利润中，中国仅占到3%(Starrs，2014
年：91)。相关实证证据表明，即便是在发展中

国家能够实现经济升级的领域，也可能会涉及

到劳动条件的严重恶化和其他形式的社会倒退

(Milberg和Bernhardt，2013年)。

最重要的是，有充足的

理由确信，上文提及的被视

为加入国际生产网络必要条

件的境内改革极有可能加剧

这种以牺牲发展中国家为代

价的失衡。例如，产品标准

以及通过贸易和投资协定统

一这些标准，在确定发展中

国家在国际生产网络内部的

生产和贸易模式问题上，可以起到重要作用。67    
发展中国家出口商遵守发达国家贸易伙伴制定的

在主要出口初级产品的国
家，国内增值部分在国内
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远远
高于积极参与国际制造业
生产网络的国家。

国际生产网络所依托的商
业模式建立在不对称的治
理关系的基础上，牵头公
司以对自己有利的方式决
定着风险和利润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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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确实可能会提高质量，改善管理和生产

程序。因此，达到发达国家市场实施的更加严

格的标准，可以产生上一节所述的通过出口开

展学习的裨益，包括“提高质量标准”，促进

发展中国家向消费者比较富裕的市场出口。然

而，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公司不断向价值链上游

攀升，要达到上述标准可能会越来越难，到某

一时刻成为不可能的任务，发展中国家公司的

上升势头将就此停滞。

统一产品标准，还可以为发达国家的公司

打开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市场。假如发展中国家

生产力较低的公司 (例如那

些不出口，只满足国内市场

需求的公司)没有能力达到更

加严格的产品标准，进口产

品将大幅度增加。这还将意

味着，这些公司再也无法为

出口公司提供投入，而这将

给国内生产关系造成不良影

响，降低出口产品的国内增

值成分。此外，同一产品标准

将损害发展中国家与要求实现这种统一的相关贸

易或投资协定缔约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的贸易。

总体来看，本节论述说明，国际生产网络

可以为处在结构性转型初期的国家创造机会，

在某些部门加速推动工业发展。但在大多数情

况下，不应将参加这个网络作为国家工业发展

战略的唯一一项内容。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

了工业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在加入国际生产网络

时，必须权衡与放弃现有政策灵活性有关的利

与弊，特别是从在何种程度上促进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角度来衡量。

此外，正如前一节所述，由于发达国家的

经济增长长期迟缓，以及/或者发达国家的收入

增长对于发展中国家出口的积极影响减弱，国

际生产网络的重要性很可能会萎缩。这不仅仅

是暂时现象。2000年代初以

来，由于油价上升，运输成

本增加，发达国家的企业在

海外赚取的利润减少了。这

可能会加剧海外制造业活动

迁回发达国家的发展趋势，

同时强化发达国家巩固本国

制造业基地的种种努力。 68  
另一方面，南南合作网络目

前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处于

落后状态，但是，假如发展中国家调整经济增

长战略的重点，更多地重视国内需求和区域需

求，南南生产网络的重要性将增强(《2013年贸

易和发展报告》)。这其中的主旨在于，无论是

哪种改变，都找不出为顾及发达国家公司的利

益而放弃政策空间的正当理由。

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
工业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在
加入国际生产网络时，必
须权衡与放弃现有政策灵
活性有关的利与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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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不能增强制定政策时的灵活性，那么

执行有效的政策战略，实现关于2015年后发展议

程的讨论可能会形成的全球发展目标，都将无

从谈起。建设可持续和包容的经济增长道路，

必然需要制定更加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解决

金融体系中存在的重大系统性问题。然而，必

须将改善全球贸易治理，作为更全面和更综合

的一揽子措施的一部分，以协助保留政策空间，

以便开展积极主动的贸易和工业政策，同时还

应与宏观经济及金融改革议

程互为补充。

要加强全球贸易治理以

支持发展，可以采取哪些步

骤？最重要的是强化多边机

制。多边规则可以为国家决

策者提供指导，确保各国的

相关规则保持一致。多哈回

合谈判应借助2013年12月在巴厘举行的世贸组

织部长级会议产生的新的前进势头，努力向前

推进，无愧于“发展回合”的别称。在这方面

采取的措施之一是重视执行问题(《多哈部长级

宣言》第12段)。此外还应坚持统一努力的原则

(《多哈宣言》第47段)，不能动辄改变计划，用

仅有少数几国达成的多边协定来补充一系列强制

性的核心承诺。从中获得的最大裨益，就是保持

多边规则的公益性，防止大国迫使其他国家竞相

开展不适于本国发展前景的自由化。

其次，将多边协定重新定为贸易谈判的重

点，这意味着将重新考虑超越世贸组织规定和

超出世贸组织范围的条款，以及允许在适用乌

拉圭回合协定时享有更大的灵活性。这可以应

对近期出现的一些新情况。以知识产权保护领

域为例，专利在促进创新方面的作用日益受到

质疑(即，为制定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严格规

则，各方普遍引述基本原理)。一些观察家注

意到，“以往的证据表明，严格保护早期发明

者知识产权的专利政策可能

会阻碍创新”，而“鼓励传

播思想以及主张修改专利法

以利于参与竞争和鼓励竞争

的政策，可以作为有效的鼓

励创新机制”(Moser，2013

年：40)。69  此外还有人指

出，专利法可能会影响技

术变革的发展方向，这是因为在保护知识产权

的问题上，保密状态、筹备时间和其他专利替

代品等因素在某些产业可能会起到更大的作用

(Moser，2013年)。此外，并行进口和强制许可

运用在某些行业可能会更容易一些(马克斯 •普

朗克创新和竞争研究所，2014年)。这意味着，

发展中国家不妨保持灵活的知识产权保护系统，

同时获得适当的技术支持，以便充分利用这种

灵活性，支持在结构性转型的各个阶段采用新

技术和实现创新。

E. 结论

假如不能增强制定政策时
的灵活性，实现2015年后
发展议程提出的全球发展
目标就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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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补贴问题，很多国家利用《补贴与反

补贴措施协定》保留下来的灵活性，允许出口信

贷和促进“绿色增长”的各项措施。可以认为这

是一个信号，表示承认乌拉圭回合协定保留下

来的政策空间的价值。值得一提的是，为应对

经济衰退，众多国家采取的

措施从广义上讲都属于与环

境有关的补贴，而这些措施

是否符合现行规则，则是一

个灰色领域。或许正因为如

此，还没有国家向争端解决

机制提出过质疑。这甚至可

以表明，很多国家都认为乌拉圭回合协定制定

的某些规则不恰当地制约了本国的政策选择。

重新审视超越世贸组织规定和超出世贸组

织范围的条款，还意味着放弃超出《与贸易有

关的投资措施协定》范围之外的投资规定。有

观点认为，国际生产网络是通向结构性转型的

快速通道，而加入这些网络要求有关方面对于

国际商业采取放手不管的方法，这种观点为国

际生产网络提出更加严格的限制要求注入了新

的动力。但是，对于处在结

构性转型初期的国家来说，

目前还不清楚制定影响深远

的投资规定将如何促成或支

持通过本国工业加入国际生

产网络而实现的发展，除了

增加低技能就业和生产制造

商的最初经验之外，其他都很不明确。对于某

些国家来说，陷入价值链的低端、无法实现升

级换代的风险过大，因而不能放弃利用政策工

具的可能性，而且以往已经证明，这些工具可

以有效地支持工业化和总体生产。

必须将改善全球贸易治理，
作为更全面和更综合的一
揽子措施的一部分。

注 释

 1 本章沿用2006年《贸易和发展报告》提出的

概念，“政策空间”一词是指能否运用政策工

具来实现政策目标以及相关政策工具的成效如

何。鉴于本章重点论述贸易和投资协定的规章

和规则，将着重关注政策空间的法律构成因

素。贸发会议(2009年)讨论了最不发达国家在

这方面面临的具体问题。

2    例如，世界银行重新评估了发展经验(2005年
a：83)，并得出结论认为，“关于积极进取的

工业政策，依然存在争议，但这项政策很可能

是重要的”。另见增长和发展委员会，2008
年，以及1996年、2002年和2006年《贸易和发

展报告》。

3    关于支持积极主动的贸易和工业政策的理论观

点论述，见《2006年贸易和发展报告》。这份

报告强调工业政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政策执行工作，报告还分析了工业政策规划的

制度性补充内容。

4    关于落实当前特殊和差别待遇条款的详细论

述，见世贸组织，2013年a。

5  这一部分的论述参考了Thrasher和Gallagher(2014
年)以及《2006年贸易和发展报告》第五章，后

者进一步深入分析了这些问题。多项乌拉圭回

合协定对于结构性转型的意义不大，例如《实

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这项协定规定

了保护人类、动物和植物生命与健康的基本规

则。其他协定则涉及到目前鲜有应用的措施。

例如，进口许可证和进口禁令过去往往被用来

保护国内行业和稳定经济，如今则由《进口许

可证程序协定》管理，目的是简化、澄清和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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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减少获取进口许可证所需的行政要求，并

确保颁发进口许可证的相关程序不会限制贸

易。为确保透明度，进口许可证委员会每年都

会审查进口许可证制度。1994年《关税及贸易

总协定》普遍禁止数量上的限制和进口禁令，

也有一些例外，例如为解决国际收支问题(第
十二条和第十八条B款)；但某些乌拉圭回合协

定对于这些例外和其他保障措施做出进一步限

制(详细内容，见Prusa，2011年)。

6  当地含量要求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缔结的

优惠贸易协定当中的原产地规则有着密切的关

系。在此类协定中，发达国家合作伙伴可以根

据本国的需求调整原产地规则。

7  然而，这些业绩要求显然只有在公之于众的情

况下才能被用于解决争端，这不可能是政府和

公司之间的私下协议。

8  此外，《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第4条规

定了发展中国家可以“暂时违背本协定条款”

的某些特定条件。

9  强制许可规定在某种情况下，主管部门无需得

到专利所有者的许可，便可允许专利所有者之

外的其他公司或个人使用专利权，用于制造、

使用、出售或进口某种专利产品(即，享有专利

的产品或通过专利工艺生产出的产品)。并行进

口是指进口商标产品进入某一市场，继而在没

有得到该市场中的商标所有者许可的情况下出

售相关产品。

10 关于这一点以及下文关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

产权协定》的论述，基于Correa，2014年。

11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取代了《东京回合

补贴守则》，后者是一份仅得到24个国家认

可的多边协定，基本上允许发展中国家不必遵

守任何新的补贴规则。《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

定》第1条规定，补贴是政府给予的财政援助

或价格支持，使得国内公司从中获益。世贸组

织《农产品协定》规范了农业补贴问题。

12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不适用于最不发

达国家。此外，乌拉圭回合协定签订时的世贸

组织成员国暂不受这项承诺的约束，直至其

人均收入达到1,000美元(以1990年代定值美元

计算)，并且至少连续三年保持这一水平。但

是，越南等近年来加入世贸组织的国家则不能

豁免，即便其人均收入低于上述标准。关于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中的特殊和差别待

遇的详细论述，见Coppens，2013年。

13 这四种情况是：(一)   产品的从价补贴总额超

过5%；	 (二)    补贴涉及任何行业的营业损

失；(三)   补贴涉及任何企业的营业损失，而

且不是一次性措施；以及(四)  直接免除国内

企业欠政府的债务。

14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第27条涉及到本协

定中给予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的条款，

包括过渡期结束后的灵活性问题。

15 此外，附件七列出了最不发达国家等多个国

家，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国家可以采用有补贴

的出口信贷，用以促进出口。

16 某些观察家认为，这种灵活性对于《经合组织

安排》的缔约国更为有利，这是由于相关条款

可以视为专为满足经合组织成员国、而非发展

中国家的政策目标。不仅如此，由于《经合组

织安排》缔约国不愿接受替代办法，其他国家

很难就替代安排达成共识(Coppens，2009年)。

17 关于具体国家的例证，见Nicita等，2014年。

18 关于例证，见《2006年贸易和发展报告》，图

5.1。

19 Akyüz(2005年：29，31)解释说：“要适应这种

灵活性，最佳做法按时约定平均关税，而不必

就各个关税细目逐一做出承诺。也就是说，不

必规定具体产品的关税，而是接受总体约束，

平均应用关税不得超出平均约束关税。……

(由于)起始条件不同，(这种方法)……与基于公

式的程序可能做不到兼容。”

20 这份谈判文本(世贸组织，2008年)还探讨了不

同类别的发展中国家根据这项公式享有的灵

活性。瑞士公式如下：t新=(t旧M)/(t旧+M)，
其中，t代表关税(以百分比表示)，M代表是系

数，代表最大关税降幅。可以在降低关税的同

时统一关税。更多内容，见http://www.wto.org/
english/tratop_e/dda_e/status_e/nama_e.htm。

21 达到这个临界点，往往是由于欧洲联盟(欧盟)以
及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欧贸联)成员国在经济互助

委员会(经互会)于1991年解散之后努力稳定与

中东欧国家的贸易关系，而其他国家为竞争市

场准入也纷纷效仿(Baldwin和Jaimovich，2012
年)。

22 区域贸易协定的规则和条款呈现出丰富的多样

性，关于服务、投资和知识产权方面的论述，

见世界银行(2005年b)；关于投资相关条款，见

te Velde和Fahnbulleh(2006年)；关于市场准入条

款、妨碍贸易的技术壁垒、以及关于服务和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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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的条款，见Estevadeordal等(2009年)的多个章

节；关于偶然性保护规则，见Prusa和Teh(2011
年)；以及，关于海关和贸易便利，见贸发会议

(2011年b)。

23 应该指出的是，这些统计数据指的是通报要

求，而不仅仅是区域贸易协定的数量。这就意

味着，凡同时涉及货物和服务的区域贸易协定

必须通报两次。关于定期更新的数据，见http://
www.wto.org/english/tratop_e/region_e/region_e.
htm。

24 要评估这些协定的范围和程度，需要根据项目

代码，筛选大量区域贸易协定，而现有数据库

的范围和覆盖面大相径庭。Dür 等(2013年)称，

他们的贸易协定设计数据库基于587份协定，涉

及1,000多个项目，是综合性最强的数据库。

但Kohl等(2013年)指出，他们的数据库虽然包

含的协定数量少一些，但却是在Horn等(2010
年)和世贸组织(2011年)所用数据库的基础上建

立起来的，明确了相关条款是否具备法律强制

性，因而更加优越。Horn等(2010年)表示，可

以从两个方面来判断协定是否具备法律强制

性，一是协定的具体起草方式(例如，是否使用

了“应该”一词)，二是协定所用术语是否表明

协定内容将由“国际法律规范”。对于Horn等
(2010年)所用的数据库进行分析，可以明显看

出这些协定的复杂性，世贸组织(2011年)对数

据库进行了更新，目前将区域贸易协定综合归

纳为14个超越世贸组织规定的领域和38个超出

世贸组织范围的领域。Kohl等(2013年)提供了

一系列详细的实例，用以说明关于其着重研究

的13个超越世贸组织规定和4个超出世贸组织范

围的领域的条款是否具备法律强制性。关于各

国与欧盟、日本和美国签署的区域贸易协定中

可以依法执行的条款和其他条款的比较研究，

另见Baldwin，2012年。

25 Horn等(2010年：1587)采用“优惠贸易协定”一

词，而不是本章所用的“区域贸易协定”。他

们指出：“‘法律膨胀’大多出现在与发展有

关的条款当中，这是欧共体协定所特有的，由

此可见，欧盟与美国相比更需要表明自己的优

惠贸易协定不仅仅着眼于商业利益。”然而，

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可以说这一特点体现出

欧盟希望利用区域贸易协定作为外交政策的工

具，以此作为政治一体化的先锋。

26 更多详细内容，见Fink，2011年。

27 更加详细的论述，另见本报告第六章。

28 《服务贸易总协定》涉及到劳动流动问题，

但一些区域贸易协定增加了关于以下方面的

规定，从而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度： (一 )  给
予服务提供商全面国民待遇和充分的市场准

入，同时为服务提供商之外的其他群体提供

便利；(二) 劳动力市场准入；(三)  商人的临

时性流动，包括从事投资和货物贸易的商人； 

(四)  关于工人的非歧视性条件；以及(五)   商
务客人、独立专业人员、公司内部调动人员以

及合同服务提供商的流动。关于评估区域贸易

协定对于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见Goswami和
Saéz，2013年，以及Orefice，2014年。

29 进一步论述，见Brusick等，2005年；Dawar和
Holmes，2011年；以及，世贸组织，2011年。

30 另见本报告第六章。

31 本报告第六章进一步论述了投资争端解决问

题。

32 还应指出的是，近期的一项研究介绍了基金组

织的机构观点，认为“涉及资本流动自由化问

题的大多数当前双边和区域协定都没有考虑到

宏观经济和财政的稳定性”(基金组织，2012
年：33)。事实上，这些协定对于接受国可能希

望推行的谨慎的宏观经济政策构成严峻挑战，

本报告第六章将深入探讨这个问题。

33 关于2009年《美国复兴和再投资法案》的论

述，见Cimino等，2014年。

34 这些优惠方案有两个共同点：有条件给予和酌

情给予。给予优惠的国家可以根据本国的政治

选择，确定方案的资格标准、相关优惠、以及

给予、修改和撤销特定国家或特定产品的限制

和上限的豁免及弃权程序。由于单方面自愿优

惠不受世贸组织的限制，发展中国家对于相关

变化没有追索权。这方面的一个实例是，2012
年3月，在指称阿根廷违反双边投资条约之后，

美国中止了阿根廷作为普惠制受益发展中国家

的地位(白宫，2012年)。

35 Evenett(2013b)详细评估了二十国集团国家采

取的、被全球贸易预警斥为“暗藏保护主义”

的措施。他还将这些措施与“后10个最大贸易

国”采取的措施进行了比较，其中包括智利、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色列、马来西亚、挪

威、新加坡、瑞士、泰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和越南。

36 例如，2012年5月，时任世贸组织总干事帕斯

卡尔 •拉米提出，利用这种关系来打破多哈回

合僵局；见http://www.wto.org/english/news_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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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12_e/gc_rpt_01may12_e.htm。Henn和
McDonald(2014年)利用全球贸易预警数据来调

查2008年以来采取的政策措施对于全球贸易流

量的影响，并暗示这些数据可用于今后的贸易

谈判。

37 从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观点来看，这

与“横向”或“功能性”工业政策形成对比，

后者旨在普遍改善所有部门和公司的经济状

况，例如改善国内基础设施、规范和竞争环

境、以及总体商业环境。这其中的任何一项措

施都会切实影响到具体部门。这是由于具体

部门的特点各不相同，应用于整个经济体的

功能性政策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到不同的

部门(Chang，2011年)。此外，由于落实这些

措施的成本可能过高，即便是希望执行部门中

立政策的决策者也必须针对具体部门做出决

定。例如，关于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要考虑是

将重点放在城市，还是农村地区；是放在港

口，有利于生产笨重商品的行业(例如车辆和

机械)，还是放在机场，有利于单位价值高的产

品(例如药品)。这种方法的细微变化(例如，Lin
和Treichel，2014年)认识到，政府机构可以解

决新活动和新部门在发展过程中固有的信息、

协作和外部效应问题，因而在克服市场失误方

面起到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强调指出，这种结

构上的调整应遵循“潜在比较优势”，而不

是“否认比较优势”。

38 例如，国立的国家卫生研究是生物制药部门重

要的知识基地。这些研究所生产的新分子实体

占到总数的四分之三左右，而私人实验室仅生

产少量现有药物的变体。Mazzucato(2013年)
还十分赞赏由国家资助的这类研究可以推动多

项创新，例如因特网、全球定位系统和SIRI等
可视性个人助理，苹果公司利用后者开发出了

iPhone电话和其他一些产品。为支持这三项新

技术，美国动用军事预算，资助了风险极高的

初期研发工作。

39 与这项工业政策有关的主要机构包括：(一)  国
防高级研究计划署，成立于1958年，当时是为

了应对前苏联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目的是在技

术领域保持全球领先地位，该署的官员“与公

司直接合作，共同确定和推行最有发展前途的

创新方向”(Mazzucato，2013年：79)；(二) 小
企业创新研究方案，成立于1982年，要求掌管

大规模研究项目的政府机构将部分研究资金专

门用于支持小企业，而小企业创新研究方案往

往是促进这些小企业开展技术创新的主要资金

来源；(三)《罕见病治疗药物法案》，1983通
过，为治疗罕见疾病的药物提供税收奖励、补

贴和快速审批程序；以及(四) 国家纳米技术倡

议，2000年启动。其他发达国家也制定了小

企业创新研究方案。例如，联合王国在2009
年改革了本国2001年制定的小企业创新研究

方案，调整后的内容更加接近美国的方案。这

项方案对于制药行业产生了某些显著的影响，

而且成功地指出私营部门可能提供的后续投

资在哪些部门可以获得丰厚的利润(Bound和
Puttick，2010年)。

40 Sperling(2013年：7)指出：“制造业工作岗位

过去50年来的实际绝对损失大多发生在最近十

年当中。在这期间，我们丧失了超过500万个

制造业工作岗位，这差不多相当于制造业劳动

力的三分之一。从1965年一直到2000年之前，

美国制造业生产的年均增长率稳定在4%左右，

这与国内总产值的实际增幅保持一致。从2000
年到2010年，美国生产停滞不前，致使经济表

现有史以来第一次长期低于预期水平。”(楷体

为编者所加)

41 此外，2012年2月，奥巴马总统设立了机构间

贸易执法中心，负责监测和执行贸易法规，具

体方法是利用保障措施等手段，并且向世贸

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提出了多起针对中国的申诉

(Sperling，2013年)。

42 除了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奥巴马总统提出

的“国家先进制造业方案”还包括另外三项重

要倡议：国家纳米技术倡议，材料基因组倡

议，以及国家机器人技术倡议。国家纳米技术

倡议是一项多机构倡议，通过协调的研究和开

发方案，加速推动纳米科学、工程和技术的发

现、开发和应用，以造福公众。国家纳米技术

倡议可以推动世界级纳米技术研究方案，除此

之外，其主要任务是支持将新的纳米技术转化

为产品，以实现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材料基

因组倡议的主要目的是创造新的知识、工具和

基础设施，让国内行业发现、生产和应用先进

材料的速度能够比如今快上一倍。特别是，这

项倡议旨在促进先进材料以更低的成本应用于

美国制造业。国家机器人技术倡议的目的是

推动美国国内加速开发和应用机器人，使其成

为人类的助手或合作伙伴。这项倡议涵盖了机

器人的整个生命周期，从基础研究和开发到生

产和应用。方案力图开发新一代机器人，同时

鼓励现有的和新兴的群体关注创新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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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的详细论述，见Hart
等，2012年。

43 见：http://www.gsa.gov/portal/content/103527。

44 关于这些法律问题的论述，见Brunel和Huf-
bauer，2009年，以及Chukwumerije，2010年。

45 Warwick(2013年)指出，针对2008至2009年间

的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多个国家为汽车行

业提供直接支持，并鼓励汽车销售，这其中包

括加拿大、中国、爱沙尼亚、法国、以色列、

日本、荷兰、挪威、葡萄牙、大韩民国、西班

牙、联合王国和美国。

46 在欧盟整体框架内，多个欧盟成员国继续

制定和实施本国的工业战略，其中部分原

因是由于“人们日益认为欧盟拿不出解决办

法，而且逐渐视欧盟为妨碍工业重组的障

碍”(Cohen，2007年：222-223)。例如，法国

在2000年代初采取了一揽子国家措施，用以

补充《里斯本战略》(《2006年贸易和发展报

告》)。近些年来，法国启动了“工业复兴”

方案，其中的概念和理念类似于《地平线2020
方案》，目的是促进重点技术的发展，并便

利这些技术的商业化。更多详细内容，见： 
http://www.redressement-productif.gouv.fr/files/
nouvelle_france_industrielle_english.pdf。

47 欧洲议会，欧洲工业政策总则，可查阅： http://
www.europarl.europa.eu/aboutparliament/en/
displayFtu.html?ftuId=FTU_5.9.1.html#(2014年
4月9日读取)。

48 重点促成技术“是指与高强度的研究和开发

(研发)、快速一体化创新周期、大量资本开支

和高技能就业有关的知识和资本密集型技术。

这些技术的影响力无处不在，在整个经济体内

促成工艺、产品和服务创新。这些技术具有系

统性、跨学科、跨部门的重要意义，涉及众多

技术领域，呈现出统一和技术一体化的发展趋

势，具备引发结构性改革的潜力”(欧洲联盟委

员会，2011年：10)。

49 关于这 8 0 0亿欧元的具体分配情况和分配

原则，见 h t t p : / / e u r o p a . e u / r a p i d / p r e s s 
- re lease_MEMO-13-1085_en.h tm。

50 此外，欧盟工业政策明显缺乏供所有成员国

采纳的具体模式或共同战略。这是由于《欧

盟运作条约》(见http://old.eur-lex.europa.eu/en/
treaties/new-2-47.htm)认为在工业政策领域，

欧洲联盟只能“开展行动来支持、协调或补充

成员国的行动，而不得替代成员国的职能”，

欧洲联盟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法案“不得要求统

一成员国的法律或法规”(第6条和第173条)。

51  关于相关理由，见欧洲联盟委员会，欧洲新闻

稿，《国家援助：委员会批准罗马尼亚临时

性援助方案，提供50万欧元符合内部共同市

场的援助》，可查阅：http://europa.eu/rapid/
press-release_IP-09-1876_en.htm。另见Heimler
和 Jenny(2012年 )，书中探讨了关于欧盟境

内在非特殊情况下给予国家援助相关条款。

关于这些条款是否适当，各成员国意见迥异

(例如，见《公共援助：蒙特布尔在布鲁塞尔

斥责“权利塔利班”》，《世界报》，2014
年2月20日；可查阅http://www.lemonde.fr/
economie/article/2014/02/20/aides-publiques-
montebourg-denonce-les-talibans-de-droit-a-
bruxelles_4370721_3234.html)。

52 这一段和以下两段参考了：Thoburn，2013
年；Nguyen等，2014年；以及，Thrasher和
Gallagher，2014年。

53 Nguyen等(2014年：表1)概述了越南的工业政

策。

54 例如，关于知识产权问题，Fergusson等(2013
年：34)提及：“通过谈判制定超出世贸组织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保护程度的

条款，最近的是贸易点方案谈判。例如，美国

试图让伙伴国家签署《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知识

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文莱、马来

西亚、新西兰和越南都没有加入这项条约。”

55 中国对于外国直接投资的处理方式，是当前中

美两国双边投资条约谈判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相关论述，见Price and Smart，2013年。

56 关于中国工业政策的详细论述，见 Stud -
well，2013年；Wu，2013年；以及，Lo和
Wu，2014年。

57 建设所谓“循环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的一项

官方发展战略，相关阐述见Su等，2013年。

58 例如，此类措施可能属于上述《补贴与反补贴

措施协定》第8条当中与环境有关的规定(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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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见《2009年贸易和发展报告》，第156-159
页)。

59 改变国内产出构成的这些替代办法的实施时

间长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经济环境，

这些方法同样可能迅速演化成一场国际收支

危机。深入探讨，见《2013年贸易和发展报

告》，第二章。 

60 Cubeddu等(2014年)近期发表的论文从计量经济

学的角度支持了这一证据。文章着重指出，在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来自发达国家的外部

需求为非商品出口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做

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对于发展中国家的

商品出口商而言，来自大型新兴经济体的外部

需求在促进增长方面起到了更加重要的作用。

文章还表明，外部需求对于出口在国内总产值

中所占份额最高的发展中国家的贡献最大，虽

然南南贸易增加，但这种增长对于来自发达国

家、而非发展中国家的需求更加敏感。

61 在生产网络中，这种贸易形式被称为“二次

拆分”。“首次拆分”是指通过降低贸易成

本(要是由于降低运输成本)，逐步实现经济一

体化，由此可以让货物的生产和消费分别位于

不同地点，但可以在工厂中保持各个生产阶段

在空间上的集中，从而尽可能降低通信和协

调成本。“二次拆分”是指由于生产阶段分

散在不同的空间，对于工厂实施拆分。具体

做法是降低通信成本，实现信息共享，适当改

变工作方法和产品设计，让产品更趋于模块化

(Baldwin，2006年)。

62 例如，Nolan(2012年：21)指出：“仅仅两家公

司就生产出了大型商用飞机制动系统全球供应

量的75%，……三家公司生产出了汽车等速万

向节全球供应量的75%，(以及)……三家公司

生产出了工业气体全球供应量的80%。”

63 关于发展中国家制成品出口的国内增值部分的

早期评估，见《2002年贸易和发展报告》。评

估分析了1980至1997年间的数据，主要结论

是发展中国家“贸易量多，而收入少”。换言

之，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制成品出口中所占的份

额提升，但在全球制造业增值中所占的份额却

下降了。

64 测算增值贸易的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依据的

是增值贸易国家间投入－ 产出模型以及世

界投入－ 产出数据库提供的统计数据，前

者由经合组织及世贸组织操作，后者由欧洲联

盟委员会资助，所依据的供应－ 使用表源

自11个机构共同编制的国家统计数据和格罗宁

根大学提供的国家统计数据。这些数据涉及18
个工业部门和57个经济体(包括经合组织全体

成员国、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俄

罗斯联邦和南非)，时间跨度为1995至2009年。

例如，这些数据被用于评估各国在多大程度上

参与了纵向分布的生产过程(例如，Backer和
Miroudot，2013年)。相比之下，贸发会议(2013
年)所用的数据依据的是在Eura项目全球多区域

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编制的投入－产出

表。这个数据集取材于报告的数据，同时提供

内插算法和试探性估算，提供了关于187个国家

1990至2010年间的连续时间序列，其中包括多

个发展中国家以及数据匮乏的国家。关于数据

覆盖面与统计严谨性的利弊分析的详细内容，

见贸发会议(2013年：124)。

65 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可以看到同样的现象，以

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南美洲经济体与参与制造业

价值链的中美及加勒比经济体相比，前者的国

内增值在国家出口中所占比例远远高于后者(贸
发会议，2014年：图II.12)。

66 由于增值贸易数据库关注发达国家，提供的

关于发展中国家的证据有限。然而，经合组织

(2013年：56)表明：“中国目前的出口涉及到外

国含量很高的装配工作，由此导致2005至2009
年间，国内增值与产出比率大幅下滑。”另一

方面，中国出口当中的国内含量正在增加。这

与外国含量很高的加工贸易在中国贸易总额中

的重要性下降有着密切关系(经合组织，2013
年：147)。然而，中国加工贸易的国内增值仅

有小幅增长，在2007至2011年间从大约38%提

高到40%左右。同一资料来源没有提供同期的

墨西哥数据，但是表明墨西哥国内增值在加工

贸易中所占的比例在2000至2006年间同样略有

上升，但依然徘徊在30%以下(经合组织，2013
年：147)。这两个不同时间段的经济成果显然

受到不同的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但总体来

看，这一证据可以说明国内增值在中国加工商

品出口中所占的比例更高一些，是由于中国采

取了更加积极主动的贸易和工业政策。墨西哥

和巴西汽车行业的不同发展结果，为这一论点

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贸发会议，2014年：65-
69)。

67 这一段的部分内容参考了Disdier 等，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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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例如，贸发会议指出，由于本国天然气市场价

格下跌，美国将把海外的制造业务迁回美国本

土(2014年：12)。

69 Moser(2013年：40)指出：“以往的证据表明，

在制定了专利法的国家中，大多数创新都出

现在专利系统以外。在某些时期，没有专利

法的国家与制定了专利法的国家相比，二者

产生的创新数量相当，而且创新的质量也相

近。”由此可以说明：“专利本身不会激励创

新，专利呼应的是来自市场机会的激励，专利

权所有者可能会利用自己的专属权，也可能

不利用。”( 马克斯 •普朗克创新和竞争研究

所，2014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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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进行结构转型的政策需要一个有利的

宏观经济框架，以便充分有效实施。这意味着经

济政策必须旨在把主要的宏观经济价格(利率、

工资和汇率)维持在有利于强劲资本积累、国内

市场增长和贸易竞争力的水平上。宏观经济政

策还必须避免过度不稳定或不可持续的国内和

外部不平衡。在所有这些领域，国际金融可发

挥重要作用，但有时这种作用是破坏性的。实

际上，根据其规模与构成，外资流入可能会增

加或减少经济政策的回旋余地，以及在更广泛

意义上，可能会支持或损害增长与发展。

就规模而言，外资的极度稀缺与过量均无

法对政策空间起到积极作用。一方面，稀缺会

限制加快发展进程所必需的货物的进口量，尤

其是国内无法生产的资本货物，以至于无法用

当期出口收益为这些进口供资。因此，外部融

资短缺可能会阻碍旨在支持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投资和多样化的政策。另一方面，过量的外国

资本流入通常会造成金融泡沫、货币升值、经

常账户赤字和国内代理债务的不断上升。这些

发展还影响了政策空间，因为它们削弱了货币

和信贷政策可能带来的影响和对主要宏观经济

价格的监管。在缺少资本账户管理的情况下，

进入国际金融市场(并且也因此容易面临这些市

场的动荡)的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的形势

往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过量会导致

外部债务的积累，之后出现资本流入的突然中

止甚至逆转，可能引发金融危机，而在此之后

的一段时期又会出现资本稀缺。

当国际资本流动主要具有短期性质的时

候，经济体尤其容易受到金融波动的冲击。与

用于固定资本形成1  的外国资本不同，短期流动

通常直接用于或通过国内金融系统的中介业务用

于购买金融资产、房地产投资或消费信贷。这些

流动尤其容易陷入经济繁荣与萧条的交替循环，

这主要取决于在更发达经济体发生的事件。它们

加剧了国内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并导致了不可持

续的经常账户赤字。

第六章

国际金融与政策空间

A. 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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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过去几十年中，过度暴露于外

部资本流动的风险，再加上外部资本流动在很

大程度上并非以生产性用途为导向，已经成为

发展中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经济积聚危机的主

要因素，这始于1980年代的拉丁美洲债务危机。

这些不仅仅是国际收支和银行危机，同时也是财

政危机，原因在于政府自身借助于国外借款，

并认为必须帮助私人债务人摆脱困境并将其损

失社会化(Díaz-Alejandro，1985年)。因此，由

于政府必须偿还其外部债务，而经济衰退致使

财政收入减少，私人信贷量下降，政府的财政

政策空间急剧缩小。在此情况下，官方机构(主

要是布雷顿森林机构)成为唯一可行的信贷供给

来源，而它们对政府借贷实行政策制约，进一

步改变了这些国家的政策空间，政府借贷使当

时成为债务国的国家承担了调整带来的全部重

负。在2007-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中遭受

严重打击的一些发达国家最近也经历了这一切。

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对这些负面经历的回

应，一些发展中国家当局已试图减少对外国资

本的依赖。它们设法避免经常账户赤字并减少外

债，其中很多大幅增加了本国的国际储备以降低

对外部的脆弱性。其中一些尤其不愿再次使用由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牵头的调整方案。

因此，政府有充分的理由寻求影响外国资

本的流动量以及其构成和用途，以管理资本流

动。采用这种务实和有选择性的方式管理资本

流动，而不是无限制开放或完全禁止，这有助

于在特定发展战略和现有国际制度安排的范围内

实现政策空间最大化。本章探析了在金融全球化

背景下运用必要政策的可能的途径，以及这些政

策所面临的各种障碍(另见第五章)。2

政府实行积极政策的能力要么在事实上要

么在法律上受到限制。对资本管理的事实上的限

制是指来自现有和潜在贷款人和投资者的压力。

他们可能认为国家的资本管制措施不利于“经营

环境”，并可能因此减少或威胁撤回资本流动。

由于担心发生这种情况，政府可能不会运用资本

管理措施，但这却有可能增加短期资本过量流入

和突然流出的风险。

法律上的障碍源于禁止或限制诉诸资本管

理措施的多边或双边商定规则。例如，加入经

合组织或欧盟的国家承诺对其他成员保持资本

账户开放，而且根据区域贸易协定，各国通常

会保证实现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

在过去25年，许多国家签订了国际投资协

定，这些协定要么为双边投资条约，要么以区

域贸易协定的“投资章节”的形式出现。这些

协定为外国投资者规定了特殊待遇，这往往会

减少参与国政府的政策空间。这些协定的一个

主要组成部分是“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 

机制，凭借该机制，对可能直接或间接影响外

国投资盈利能力以及外国投资者根据国际投资

协定条款享有的权利的问题，外国仲裁中心对

所涉国家的政府享有管辖权。此类机制允许国

际投资者起诉政府，针对据称以某种方式影响

了公司盈利能力的政策措施获得货币补偿。其

中一些措施包括与公共利益或发展选择直接相

关的规章，涉及公共卫生、环境保护和国家选择

开发的各种能源来源。其他措施涉及宏观经济管

理，包括汇率管理和危机时期的银行系统重组。

本章结构如下。B节讨论资本管理的必要

性，以及其他有助于政府保留其实施宏观经济

政策和国家发展战略的政策空间的审慎措施。该

节回顾了在全球金融危机前后受到不稳定资本流

动影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历。之后分析了资本管

理政策面临的阻碍，还探析了政府可运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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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情况下正在实施－哪些政策来避免资本流

动对宏观经济可能产生的破坏性影响，并更好地

引导资本流动为投资和发展目标供资。C节讨论

国际投资协定对各国政府带来的挑战，在其认

为能促进内向外国投资的方法与保留自身在一

系列战略领域的主权之间，各国政府必须进行

权衡。该节还探析了这些协定以何种方式并在

何种程度上减少了政府落实积极的工业政策的

政策空间，并因此有可能削弱外国资本流动对

促进发展作出的贡献。最后，该节还考虑了发

展中国家的决策者目前正在讨论的一些备选方

法，以纠正国际投资协定的重大缺点。

1. 资本流动及其对宏观经济政策空间
的影响

关于资本流动开放度如何影响宏观经济管

理的传统观点被称为“三元悖论”或“三难困

境”，这是由Robert Mundell提出的，他认为国

家不能同时拥有开放资本账户、固定汇率和货

币主权。例如，中央银行在拥有资本账户开放

和固定汇率的情况下，会失去其决定货币供应

量的能力，这是因为扩张性货币政策往往会降

低利率。这会导致资本流出，并因此减少国际

储备和储备货币，从而取消最初的货币扩张。

对于紧缩性货币政策，同样的机制会以另一种

方式运作以进行补偿。

然而，现实通常更为复杂，这是因为国家

不会选择完全开放资本或完全固定汇率，中央

银行也不会寻求完全自主，在全球化时期也不

会出现完全封闭的资本账户。因此，真正的挑

战似乎是如何灵活管理资本账户和其他政策变

量，以便在国际资本的流动量和模式超出大多

数国家有效吸收能力的情况下，制定一个有利

于增长和结构转变的宏观经济框架。 

本节探析了自1970年代末以来，对国际资

本流动的迅速开放是如何以两种主要方式影响

发展中国家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能力的。一种

途径是资本移动直接影响主要宏观经济变量，

这些变量包括汇率、货币总量和利率，而这反

过来会影响国内信贷的提供与成本、资产价格

以及消费与投资决定。另一种途径是让主要的

国际金融代理对经济政策决定产生更大的杠杆

作用。这是因为，由于这些投资者的投资组合

决定可能对经济增长和国内金融体系产生重大

影响，所以决策者在制定其宏观经济政策时，

经常需要考虑外国投资者的议程、看法和利益。 

(a) 资本流动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

鉴于全球金融资产积累了巨大的规模，甚

至是一国国际资本流动的边际变动也会对该国

的宏观经济稳定性造成巨大影响(Haldane，2011

年)。这些流动往往遵循全球金融周期，在该周

B. 全球化金融时代的资本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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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下，主要国际信贷供应商所在的发达经济体

的“推动因素”比国家特有的“拉动因素”(即

国家的信贷需求)更具影响力(Rey，2013年)。3

实际上，自1970年代末以来，发展中国家经历

的几乎所有的主要资本流入“浪潮”都是由发

达国家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引发的(Akyüz，2012

年)，并通过全球银行的杠杆周期扩大(Bruno 

and Shin，2013年)。但它们也受到发达国家金

融市场风险认知的影响。在储备货币国家，这

些浪潮通常随着货币紧缩而结束。在全球金融

危机之后，这一模式不断上演。此外，自那次

危机以来，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经历的

资本流入一直保持同步(图6.1)。2008年底出现

了急剧的资本避险现象，这导致外国投资组合

和“其他”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大量撤回，

此后，流入这些国家的资本恢复(甚至超过)危

机前的水平。在那段时期，发达国家实施了极

具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发展中国家似乎也已成

功地从全球危机中复苏。虽然货币宽松一直持

续，但发达国家仍在金融压力和信心恢复之间

不断反复，这可以解释2011年中流入发展中国

家的资本减少并在一年之后恢复的现象。由于

美国货币政策按预期变化，风险认知也发生重

大变化，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新出现的不稳

定性就反映了这一点。

由于全球金融周期主要由发达国家的经济

状况和决定所驱动，所以它不会与发展中经济

体或转型经济体的宏观经济状况及金融需要相

一致。即使发行储备货币的主要发达国家已经

承诺考虑其政策行动可能在其他国家引起的反

响，但这些国家的货币主管部门基本以其国内

经济的需要为指导。这会导致他们的目标与其

他国家的目标不一致。例如，自2008年金融危

机以来，美国联邦储备局一直在制定极具扩张

性的货币政策以支持国内经济活动。这一政策

图 6.1

资本流入，2007年第一季度至2013年第三季度

（10亿现值美元）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计算结果，依据是基金组织《国际收
支统计》数据库。

      注: 资本流入是指投资组合和“其他投资”流入(三季度移动
平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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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地使大量资本流向一系列新兴经济体，其

结果是这些国家经历了国内信贷繁荣和不必要

的货币升值。相反，美国逐步减少货币支持会

导致资本流动逆转、利率变高和信用消耗，从

而可能对新兴经济体造成金

融冲击。 

国际资本流动通常会在

接收国引发金融周期。资本

流入往往导致国内银行信贷

供给增加，利率差下降，国

内资产和汇率升值。在经济趋于加快增长，并

且资产价格上升提高了借贷者(表面)偿付能力的

情况下，为增加国内信贷提供了新的刺激。另一

方面，这也推动了包括以利差交易形式出现的新

资本的流入。4   然而，这些资本流入的影响极大

增加了金融的脆弱性，这是因为债务的不断增加

和经常账户恶化最终会导致这些流动逆转，并可

能引发金融危机。

为了能够创造并维持有利于经济增长与结

构转型的国内宏观经济和金融条件，政府必须

拥有可酌情使用的适当政策工具，以防止或应

对这些反复的冲击。政府必须能够遵循反周期

的财政和金融政策，包括通过自由支配财政开

支和调整银行杠杆以在经济

繁荣期节制信贷，并在经济

萧条期防止去杠杆化。政府

还必须有能力将主要金融价

格，例如利率和实际汇率维

持在足以促进生产性投资、

扩大国内收入和需求，并增

加外部竞争力的水平。这可

能需要中央银行实现积极干预措施和补充性宏

观经济措施，例如收入政策。

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政策相结合可形成一

个赶超增长战略和结构转型的连贯框架。这些

政策包括低利率、旨在推动竞争性经济发展的

汇率管理、以投资为导向的财政和金融政策，

以及旨在促进内需的收入政

策。这些政策必须配以能够

监管资本流动的审慎政策，

从而限制资本流动可能对宏

观经济变量造成的任何不利

影响，包括上文所述的诸多

影响。然而，这些政策遭到

了一些人的抵制，这些人认为金融自由化有助

于要素配置，并强调防止金融冲击产生消极影

响并使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关键是使金融市场

获得并保持信心。 

(b)	 信心游戏

在资本账户自由化和自1980年代以来的一

系列国际金融冲击之后，国际金融机构对发展

中国家施加了巨大压力，要求这些国家制定建

设建立信心的政策并进行结构改革。国际金融

机构认为，这些措施将有助于经济稳定，有助

于降低不稳定的流动导致经济危机的可能性。这

些金融机构建议制定的政策包括财政紧缩和针对

汇率制度实行角点解(即实行要么完全固定，要

么完全灵活的汇率)，并设想可以借此抵御投机

行为对国家货币的冲击。预

计与之相随的经济改革包括

市场自由化，以及国家资产

和必要服务发放的私有化。

这些建议在1990年代尤

其具有影响力，并与更加广

泛的一系列调整措施紧密相

关，自1980年代的外部债务危机以来，国际金

融机构一直在建议采取这些措施(《2006年贸易

全球金融周期主要受到发达
国家根据本国经济需求做出
的政策决定的驱动……

……因此，这样的周期不
一定与发展中经济体或转
型经济体的金融需要相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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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展报告》，第二章)。拟议的政策和改革的

依据是，认为自由市场能确保有效的资源配置，

从而促进经济稳定与增长。因此，有人建议国家

应采取措施，向金融市场表明国家正在选择“可

靠”政策。建设对这些市场的信心会吸引资本不

断流入，有助于防止全面经济危机。这种“信

心游戏”(Krugman，1998年)迫使决策者猜测哪

些政策会被金融市场代理人判定为有利于处理特

定的经济状况，即便决策者本身和相当数量的经

济学家可能都认为这些政策并不是最适合的。

玩这种游戏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市场参与

者相信金融市场能做到自我纠正，反对进行公共

干预，例如金融体系监管措施和反周期政策措

施，这影响了他们对发展中

国家政策和经济状况的认知

和对其可持续性的评估。此

外，即使这些政策和状况实

际并未发生变化，市场参与

者的认知也可能迅速改变。5

认知改变带来的结果是，在

国际金融市场出现经济动荡

的时期，国家将难以决定采

用“可靠”政策能否有效减轻动荡对其经济造

成的主要影响并最终避免经济危机。同时，考

虑到市场对建立信心政策的了解与主流经济推

理之间存在紧密联系，政府认为备选的宏观经

济政策更适合解决其经济困境，也很少有机会

予以采用。6

特别是，在关于建立信心战略的论证中，

财政责任已成为一项重要因素，其依据是市场

运营商和评级机构在遇到信贷风险时，通常十

分重视财政平衡，而风险不仅指主权债券的风

险，也指国内私营部门的债务风险。事实上，

这种论证推动形成了一种观点，即，融入全球

资本市场对财政纪律具有积极作用，因此也有

助于宏观经济稳定。7

然而，这种观点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在很

多情况下，经济失衡和相关的不稳定是由私人

过度借贷和开支造成的，而这又是因为容易获

得外资。这一点在有充足资本流入的时期得到

了充分证明，这种时期相当于发达国家的宽松

货币态势时期(例如1976-1981年，1991-1997年
和2001-2007年)，当时的财政政策在内需快速

增长、私人债务增加和外部平衡恶化方面发挥

了的作用较小。相反，当资本流动减少或逆转

时(这在很多情况下引发了金融危机)，如果实

行财政紧缩，就无法恢复金融市场信心，并导

致恢复私人资本流入。与之相反的是，通过进

一步削减内需，财政紧缩会加剧经济萧条，并

因此增加可感知的信贷风险。

在引起繁荣与萧条交替的

范围内，大量且不稳定的资本

移动会对财政政策和财政空间

产生影响。这不是因为它们

有助于平衡财政账户并使负债

比率变低，而是因为它们导致

的金融危机会产生大量财政成

本，这是由于救助私有银行和

非金融债务人的代价昂贵，而且应税收入的减

少造成了公共收入损失。因此，危机过后的财

政支出并不一定减少，但是其构成会发生变化，

即，在债务还本付息方面的支出会增加，而在投

资、社会转拨和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会减少。

在资本流动强劲的背景下，各国被建议采

用要么完全固定，要么完全灵活的汇率制度，

也就是所谓的“角点解”(Eichengreen，1994
年；Obstfeld和Rogoff，1995年)。它们被告知，

通过向一个或另一个角移动，就能够更好地抵御

外部冲击，从而避免可能迅速发展为普遍经济危

机的货币危机。然而，1990年代出现的结果几

乎未能支持这一建议。无论是完全灵活的汇率

还是“硬钉住”的汇率都没有带来经济稳定。

国际资本流动通常会在
接收国引发金融周期并
增加其金融脆弱性，这
会最终导致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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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它们有加剧不稳定资本流动的影响的趋

势。在发达经济体进行货币扩张和国际投资者

的风险偏向不断增强的时期，发展中国家缺少

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无法有效吸收所造成的资

本流入并避免主要的内部宏观经济不平衡。在

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下，流入会导致名义汇率

强劲升值，从而削弱进口竞争工业和出口的国

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在“超固定”的汇率制

度下，流入会造成国内信贷扩张、资产价格泡

沫和实际汇率升值。这两种情况造成的结果几

乎都是引发或加剧经常账户赤字，导致那些经

济体过度依赖持续的资本流入。当这些流动逐

渐减少或逆转为资本流出时，决策者的应对措

施通常是大幅提高短期利率并利用紧缩性财政

政策维持国际投资者的信心，从而加强了资本

流出带来的经济衰退影响。8　决策者通常无法

阻止货币大幅贬值及其向通货膨胀的传递，也

无法遏制那些有外币净债务的代理人(包括公共

部门)的资产负债表迅速恶化。

在19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的危机之后，大

多数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不再那么

相信市场机制有能力处理大量且不稳定的资本

流动。在2003年至2008年间，当新一波资本流

入袭来之时，这些国家大多数对其汇率制度

采用了一种更加实用的方法，即通常实施一

种“有管理的浮动”制度，以防止过度的不稳

定和错误定价。它们更愿意积累国际储备，而

不是被动接受强劲的货币升值。9  此外，一些

国家采用的资本管制和更加审慎的银行政策防

止了新信贷泡沫的产生。因此，在2008-2009年
的全球金融冲击期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新兴

国家能够采用反周期政策，并避免金融危机。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信心游戏”结束。在危

机爆发之后的几年内，支持财政紧缩并反对公

共干预金融市场的金融市场代理人再次施加压

力。财政紧缩政策(尤其是在发达经济体)被认为

是 “确保对财政偿付能力的质疑不会再次导致

对” 金融市场“丧失信心”所必需的，这可能

引发新的危机(基金组织，2010年：28)。如第二

章所述，在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金融账户再

次出现不稳定，导致行为者的影响增强，他们

要求汇率和资本管理政策采用一种更加“基于

市场”的方法。

2. 资本管制需要政策空间

全球金融危机再次表明，应对金融进行监

管。目前，已经在更好地监管国内金融制度的

必要性方面达成广泛共识。在国际层面(例如巴

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和金融稳定委员会)和国家

层面(例如美国的多德－弗兰克法案，以及英国

关于把存款机构与投资银行的活动隔离开来的

提议)推进了控制银行杠杆、影子银行和不良资

产的努力。10  此外，正在讨论制定宏观审慎的

规章，以避免金融部门的内生风险和蔓延，以

及金融领域对其他经济领域造成的负溢出效应

(Galati和Moessner，2011年；Moreno，2011年；

基金组织，2013年；Tarullo，2013年；Esen and 
Binatli，2013年)。然而，这些措施仍然是试验

性的，并且在若干方面面临阻碍。

首先，由于国内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

密切交织，所以如果国际金融市场完全自由化，

那么似乎不可能对国内金融市场进行监管。实际

上，外国资本流动过量且不稳定地流向国内会造

成金融脆弱性，这不仅是因为它们提供了易于

获得的贷款，鼓励了微观层面的过度冒险，还

因为它们产生了宏观经济扭曲，导致出现系统

性风险。因此，如果要将这些流动维持在可管

理的水平上，并引导其用作生产性用途，就必

须针对资本流入采用一种更具选择性的方法。

同时，就这些资本流动的来源国而言，其监管

当局不能忽视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中可能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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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良信贷可能造成潜在的负面影响，这种影

响最终会削弱其金融体系。

其次，大型私人金融行为者继续施加实际

的压力并进行劝导，以阻止决策者采取监管措

施，尤其是资本管制。主要银行和其他金融机

构在国际交易中有直接利益，它们会声称自己的

营利性活动符合大众利益，借此反对实行监管限

制。虽然它们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极具误

导性。同样具有误导性的还有将金融资产和负债

交易等同于任何其他货物或服务交易，这意味着

任何特别法规都是不合理的

(例如，见Fama，1980年)。

再次，决策者和国际机

构一直不愿监管资本流动。

实际上，人们普遍认为，只

要拥有健全的国内监管、金

融深化和牢固的宏观经济基

础，任何经济体都可从自由

资本流动中获益，这是因为

这种框架将最大程度地减少自由资本流动可能

引发的经济不稳定，使其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

响最大化。根据这一观点，即使在特殊情况下

可能需要某种资本管理，例如出现国际收支危

机的情况，这种管理也应该是例外，而不是规

则。这一观点还进一步假定，在正常情况下，

国家应避免将简单但不稳定的资本管制作为解

决办法，相反应纠正真正导致金融脆弱性的结

构性或宏观经济缺点。尽管有一些细微差别，

但该观点已成为基金组织和经合组织的立场，

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为这些机构制定的正式

规则，成为对资本管制的法律障碍。应对更密

切地关注对政策空间的这一最后限制。

即使基金组织协定的条款明确授权实行资

本管制，基金组织多年来也一直在限制使用资

本管制。1997年，在于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召

开的部长级会议上，基金组织的总裁甚至提议

让基金组织成员对自由资本流动作出承诺。然

而，金融危机在会议召开之后不久爆发，资本

流动被确认为此次危机的主要原因，这一事实

削弱了对完全开放的资本账户的支持。

直到2012年，基金组织才就该问题提供了

一种“机构观点”(基金组织，2012年)。基金组

织提出，有计划且连续的自由化进程能够将国家

从外国资本获得的利益最大化，并最大程度地减

少“大量且不稳定的资本流动”带来的成本。

拟议的政策将包括一系列逐

渐深入且越来越广泛的配套

改革，例如法制框架改革、

审慎监管和发展资本市场(包
括深化国内债券和股本市场

以及养恤金基金)。基金组织

承认“在某些情况下临时重

启资本流动管理符合资本流

动自由化总体战略”(基金组

织，2012年：15)，并因此可

与宏观经济调整和宏观审慎措施一起被用于防

止稳定性风险。然而，并非所有工具都被赋予

这一地位。有建议认为，资本流动管理措施在

某些情况下可能有助于支持宏观经济调整，但

结构性的宏观经济与金融政策仍然是处理破坏

性资本流动的主要工具。此外，由于资本流动

管理涉及一些成本和扭曲，所以它们“应该具

有针对性、透明并且一般应当是临时性的”，因

此，一旦破坏性资本流入或流出得到缓解，则应

取消资本流动管理(基金组织，2012年：36)。对

基金组织而言，自由化仍然是规则，而资本管制

则是临时的特殊情况，受到其协定条款所列义务

的限制。特别是，资本管制是否合法取决于其

目标：一国不能为了人为地保持其货币低估而

限制资本流入，但可以出于宏观审慎的原因，

或为避免金融投机造成货币过度贬值或升值而

限制资本流入(基金组织，2012年)。

如果要将这些流动维持在
可管理的水平，并引导其
用作生产性用途，针对资
本流入采用一种更具选择
性的方法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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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国家已就开放其资本账户做出具体

承诺。特别是，加入欧盟的条件是资本账户完

全自由化。11  同样，经合组织的34名成员通

过了《资本流通自由化准则》，该准则要求它

们“逐步取消相互之间对资本

流动的限制，以有效开展经济

合作”。此外，“成员应努力

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所有

成员推广自由化措施”(经合

组织，2013年：9)。每个国家

都可以对资本自由流动做出

保留，12  而且《准则》规定

其不能阻止成员采取措施维持公共秩序和基本的

安全利益。此外，国家可在一些自由化措施造成

严重经济和金融动荡的情况下撤回这些措施，或

者在其国际收支面临严重困难的情况下暂停这些

措施。但这些行动同样应当为例外情况。

欧盟和经合组织的资本自由化规则非常严

格，主要适用于发达国家，但这些规则也涉及

多个发展中国家，如智利、墨西哥和土耳其，

以及若干已加入欧盟的前转型经济体。然而，

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管理其资本帐户时

在法律上遇到的主要限制是由国际贸易协定施

加的。实际上，如本报告第五章所述，这些协

定并非仅处理(或主要处理)商品贸易问题；其

中还纳入了大量涉及其他领

域的条款，包括资本移动。

在这些协定中，在多边层面

最重要的是《服务贸易总协

定》。13

自1990年代以来，100多
个国家已承诺履行其义务，

采取了《服务贸易总协定》

及其《金融服务业附则》所涵盖的一系列金融

部门自由化措施。这些义务不仅是对一些私营

部门利益的响应，也是对当时的普遍信念的回

应，即，市场(包括金融市场)能够在不危害其

他经济领域运作的情况下自我调节。过去几年

发生的事件已经证明这种逻辑十分危险，并催

生了重新规范金融的努力。

然而，这些金融监管方

面的措施－哪怕是巴塞尔

委员会和金融稳定委员会

等国际机构批准的那些措

施－可能并不完全符合根

据《服务贸易总协定》做出

的关于金融服务的承诺 (见
《2011年贸易和发展报告》)。因此，这些措施

可能导致根据《服务贸易总协定》所设程序提起

诉讼，这会影响其他货物和服务的市场准入。此

外，由于《服务贸易总协定》－以及其《金融

服务业附则》－的语言并不精确，潜在的冲突

领域并未得到明确界定(更详细的分析见Tucker
和Ghosh，2011年)。在其他涉及世贸组织的

事项一样，当第三方对某种监管提出质疑时，

世贸组织争端解决小组和上诉机构应澄清“限

制”、“监管”和“审慎”等术语的含义。

正是由于存在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所以一

些缔约方尝试采取预防措施，商定对一些术语

的解释。14  另一方面，根据第十一条(支付和转

移)，如果“不符合”具体承

诺，不得对经常账户(第1部
分)或资本账户(第2部分)施
加国际支付和转移方面的限

制。这意味着可以根据这一

条对资本管制提出质疑。15  
此外，根据第十六条第2款
(市场准入)，一旦做出关于

市场准入的承诺，将不可能

再针对服务规模、分支机构的数量、提供的产

品类型、法律性质和外国资本的参与等方面设

下限制。其中大多数考虑因素会与以下方面发

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背景
下，如果国际金融市场完
全自由化，似乎不可能对
国内金融市场进行监管。

资本管理措施应作为决策
者工具箱中的常规工具使
用，并起到预防作用，而
不是作为一种在关键时期
使用的特殊和临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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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冲突：例如，防止银行“大而不能倒”；把

存款业务与投资银行业务“隔离”开来；或作

为在本地注册的公司(有自己

的资本)而不是某外国机构的

分支机构进行运作。这些是

目前正在讨论的所有金融监

管领域，并且一些国家已经

开始实施。

另一方面，《服务贸易

总协定》的条款中没有重申

国家实行监管的权利。《服务贸易总协定》序

言的第四段写到：“承诺各成员有权为达成国

家政策目标而对其境内服务之供给，予以管制

并采用新法规，而且在现行各国有关服务业管

理法规的发展程度参差不齐下，发展中国家对

于行使此项权力尤有特殊需要……”。更具体

而言，在《金融服务业附则》中，关于国内法

规的第2条载有一项普遍保留，允许各国出于一

些特定原因不遵守其关于服务自由化的承诺，

尤其是金融服务：“(a)  不管本协定的其他任何

规定，不得妨碍成员基于审慎理由所采取之措

施，包括保护投资人、存款人、保单持有人、

或金融业者对之负有信托责任之人，或为维持

金融体系之健全与稳定所实行之措施。当该等

措施不符协议规定者，该等措施不应被成员用

来作为规避本协议之义务或其承诺之手段”。16

尽管最后一句的意义模糊，但这一“审慎

例外”条款还是为政府采取资本管理预防措施

提供了法律基础；换言之，在不利的资本流动

引起宏观经济动荡之前采取措施。因此，资本

管制将成为决策者工具箱中的常规工具，而不

是在关键时期使用的特殊和临时措施。

广而言之，除了《服务贸易总协定》的

解释之外，当各国政府在谈判新的贸易和投资

协定时，其重新监管金融的意愿应当受该目标

的约束。在很多情况下，它们会引入条款，要

求资本流动完全自由化并放松对金融服务的管

制，这直接与其在本国金融

体系下实施或计划实施的政

策相矛盾  。此外，如前所

述，“国际投资”这一术语

有时会被扩大至囊括所有类

型的资本流动，以至于不限

制此类流动的承诺会比最初

的设想更为严格。在这些情

况下，合法管理资本面临被

指控为“模糊投资保护主义”的风险。

3.	 宏观审慎监管和资本管理 

(a)	 资本管理的必要性

国际资本流动导致宏观经济的动荡性日

增，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为促进稳定和长期

经济增长而制定的所谓“市场信心增强政策”

相对不稳定，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求助于管理

汇率、降低利率和反周期财政政策。自全球金

融危机以来，这些支持经济增长的措施开始在

国际政策界，包括国际金融机构获得越来越多

的认可。17

21世纪前十年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使得多

个国家积累了国际储备，减少了外部公共债务

并建立了财政缓冲区，这些国家从而设法获得

了一定的决策回旋余地。这些国家通过采取反

周期财政政策和扩大流动性来应对全球金融危

机，这帮助促进了其经济发展，并为更易受到

外部冲击的部门提供了支持。这些国家能够利

用其国际储备防止过度货币贬值，从而帮助减

少通货膨胀的压力，防止各部门的资产负债表

出现货币错配。它们还可利用这些储备为由扩

在谈判贸易和投资协定时，
想要重新监管其金融体系的
政府应拒绝那些要求资本流
动完全自由化和放松金融服
务管制的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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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性政策引起的较大的经常账户赤字供资，并

抵御任何外部需求突然收缩的情况。

然而，就连这些发展中国家以及其未建立

上文所述缓冲区的不太幸运的对应方也仍然面

临严重阻碍，无法实施更加积极的宏观经济政

策以支持追赶性增长和结构转型。开放的资本

账户可对自主性货币政策造成严重限制，例如，

当经济由于资本流入而繁荣发展时，即使采用

的是浮动汇率制度，也可使用反周期使用开放

的资本账户。18     在这些促进经济繁荣发展的

条件下，紧缩性财政政策以管理总需求将成为

基金组织等机构建议采取的替代方案，预计金

融市场也会对此表示赞同。然而，这项政策选

择可能会带来问题，这是因为该政策意味着削

减开支，通常是公共投资领域的开支。而这项

开支是支持对追赶性增长、结构转型和社会包

容很重要的经济部门所必需的。

追求有竞争力的汇率政策目标同样困难。

当大量资本流入时，中央银行可能需要通过积

累国际储备和冲销操作来避免流动性过度增加，

干预外汇市场防止货币升值。然而，如果发行债

券的国内利率远远高于获得储备时的国内利率，

则这些操作可能消耗大量财政成本。

这些宏观经济管理困难表明，直接针对资

本流动而不是仅仅试图缓解其影响，这是一种

更有效的资本流动管理方法。的确，寻求与全

球金融周期完全脱钩是不现实的，财政和信贷

领域的反周期和促进增长政策依然至关重要。

然而，减少多余资本流动量及其消极影响能改

善宏观经济管理，并为促进增长的政策创造必

要空间。因此，应适当考虑设立有效资本账户

管理框架。

(b)	 资本账户管理的最近经历

发展中国家对资本账户管理并不陌生，实

际上可追溯到十九世纪。拉丁美洲的多个国家积

累了大量偿债拖欠，而且其中一些国家未加入布

雷迪计划－并出现严重的宏观经济失衡－因

此仅在数月之后就开始了大量私人资本流动的新

周期。之所以造成这一结果，原因在于美联储实

施接近零利率的政策，以作为应对本国银行系统

脆弱处境的方法。19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多个

发展中国家没有借鉴先前的经验，再一次通过引

入金融自由化措施来应对资金的简单供应。不过

少数国家建立了具体的资本管理机制，以监管资

本流入量及其成熟度。这些管制的最终目标是减

少资本流入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例如汇率升

值以及需要冲销以处理流动性过度问题，这些会

消耗财政成本(Massad，1998年)。智利实行无息

准备金制度的经历众所周知，在理论界和政策

界引起广泛讨论，但是在1990年代期间，其他

国家也在尝试使用不同类型的管制。例如，哥

伦比亚使用了与智利类似的工具，巴西则通过

对某些资本交易征收入口税和其他主要针对短

期固定收益证券的限制实行管制(Prates，1998
年；Epstein et al.，2004年)。

整体而言，已经证明对资本流入实行管制

能够成功帮助各国重新获得一定程度的货币和

财政政策自主性，减少汇率压力并延长流动期

限。然而，在1990年代末，其中大部分管制被

取消，当时在1997年下半年爆发东亚危机，资

本随之开始出现稀缺。19

当资本流入的新周期于2002-2003年开始

时，发展中国家必须再次找到对其进行管理的

途径。多个国家的应对措施是大力干预其外汇

市场以避免货币过度升值，并建立外汇储备作

为一种自保机制。其他国家，例如印度，从未

完全取消管制，并且仍在实行国外借款上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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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这些发展中

国家的资本流入突然逆转，在巴西、印度尼西

亚、大韩民国和泰国等国家甚至超过了危机前

的水平，但由于不久之后开始了大量资本流入

新周期，所以逆转时间很短(基金组织，2011
年)。由于这些流动又开始对本国货币造成升值

压力，若干发展中国家除了创造过度流动性、快

速信贷增长和资产泡沫之外，还实施了新的资本

管制。虽然这些管制的形式和力度在各国各有不

同，但是目标相同，即，抑制资本流入以便减少

其对宏观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20

所采取的措施与价格和数量都有关，这些

措施包括对某些形式的资本流动征税、实行无息

准备金制度、为不同类型的资本流动和衍生品

业务设定上限，以及设定最

短停留期限(Ocampo，2012
年 )。巴西对投资组合流入

征税，后来又对其衍生品征

税；秘鲁提高了非居民购买

中央银行票据的费用；大韩

民国对购买国库券和中央银

行债券的外国投资者重征预

扣税；印度尼西亚设定了中

央银行票据最短持有期限，

并限制银行短期借款；泰国

对持有国债的外国投资者征收预扣税；土耳其

改变了其境外公司发行的债券的预扣税率，在

降低税率的同时延长了期限。这些国家还实施

了宏观审慎的国内金融监管以影响资本流动，

包括对银行短期外汇头寸的准备金要求(巴西)，
对外汇信贷风险的额外资本要求(秘鲁)；对外币

存款更高的准备金要求(印度尼西亚)以及设定本

国银行外汇头寸上限(大韩民国)。21

在2009-2010年期间，这些措施至少在一段

时期内帮助各国抑制了资本流入。此外，对外

汇市场的持续干预减少了其汇率上行压力。更

广泛地说，这些措施为宏观经济政策管理提供

了更大的可能性，符合国家宏观经济稳定性和

可持续发展的政策目标。例如，印度尼西亚等

少数国家在资本流入强劲和经济可能过热的情

况下仍保持其利率不变，南非和土耳其甚至降

低了其利率，尽管这一举动旨在阻止更多流动

而不是维持促进增长的政策立场。在财政领域，

巴西和土耳其继续实施其扩张性货币政策，而印

度尼西亚、大韩民国和泰国则放弃寻求更加积

极的财政政策，以遏制流入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基金组织，2011年)。

然而，此次资本流动的新周期比之前的周

期短。在2013年5月至2014年2月期间，国际金

融市场动荡给发展中国家造成了两次冲击，这

是因为美国货币政策宣布作

出改变 (并于之后采取初步

措施)。这些近期冲击表明发

展中国家仍然容易受到资本

流动突然逆转的冲击。虽然

在2000年代，它们当中的大

多数实施了资本账户管理和

其他预防措施以抑制投机性

资本流入并减少其随后的逆

转可能造成的后果。这些预

防措施包括积累国际储备，

减少作为国内生产总值的一部分的外部公共债

务，延长债务期限并扩大以当地货币计价的债

务，以及针对国内金融系统内货币错搭情形的

更加严格的宏观审慎监管(贸发会议，2014年)。 

在最近这些金融冲击中，一些发展中国家

一直在利用其储备，力求抵消这些冲击对汇率

的影响，而储备不足或不愿利用其储备的其他

国家则一直在采用标准的政策对策，例如大幅提

高利率以抑制货币贬值并限制通货膨胀压力，

以及通过财政紧缩来恢复并维持市场信心。这

些政策措施再次表明，在当前国际环境下，实

发展中国家最近采取的资
本管理措施为符合宏观经
济稳定性和可持续发展目
标的反周期政策提供了更
大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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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并维持促进增长的政策极具挑战性。金融冲

击频繁发生，加剧了这一困难，限制了受影响

国家从之前的冲击中完全恢复并重建其外币缓

冲区的能力。22

资本流动最近的一次周期表明，发展中国

家在能够对资本账户进行完全有效的管理之前，

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印

度尼西亚实行的中央银行

票据最短持有期限导致非

居民投资者增加了对印尼

政府债券的持有量，因为

这些投资者不受相同持有

要求的限制。巴西两次提

高了投资组合流入税，并

将其覆盖范围扩大至衍生

品交易；该国还引入了对居民银行短期外汇头

寸的准备金要求，以提高管制的有效性(基金组

织，2011年)。印度尼西亚的经历表明，当管制

因范围不够广泛、无法限制流入时，就会带来各

种困难。同样地，巴西在最初实施管制时表现怯

懦，行动迟缓，只有在其决策者采取了更广泛的

管制之后，才成功遏制了资本流入。然而，延迟

加强管制意味着，等这些管制能够发挥作用时，

大量资本已经涌入，致使国家仍然容易受到资本

突然流出的冲击。

从这些国家的经历中吸取的教训是，资本

账户管理应该有力、全面并具有活力，足以堵

住被投资者用于谋利的潜在漏洞。此外，资本账

户管理措施应得到行政部门的支持，该部门需具

备有效实施这些措施的权力和能力。实际上，根

据最近的实证分析，Eichengreen和Rose(2014年)
认为，如果国家已经实行管制并设立了必要的相

关官僚机构，就能更加容易地根据周期性需求调

整管制。此外，管制应同样适用于流入和流出，

并且应区别对待不同的金融行为者群体，以便以

特定投资者和特定类型的流动为管制对象，确保

有效管制(Gallagher等人，2012年)。

这些资本管理建议超出了基金组织所提建

议的范围(2012年)。这是因为资本账户管理不

仅是一种危机管理手段，同时也应发挥宏观审

慎以及预防的基本作用。鉴于更加传统的政策

工具，如浮动汇率和严厉的财政政策，在防止

日益增加的宏观经济失衡导致资本流动方面的

有效性有限，这一点尤其

正确。

因此，在当前国际经

济环境下，各国面临的短

期挑战是制定一个在处理

不稳定的私人资本流动方

面足够牢固且有效的宏观

经济管理框架。长期挑战则是开发使用广泛工

具的能力，以确保不仅能减少动荡，还能维持

追赶性增长。除了连贯的宏观经济框架外，发

展和工业政策还需利用其他资本管理政策的工

具和机制。

(c)	 引导资本用作生产性用途

减少由不稳定资本流动引起的不稳定能提

高利用宏观经济工具促进增长导向型政策和社

会包容的能力；但这并不能保证资本流入得到

有效使用。为确保资本流入的有效使用，需要

制定明确的政策目标。应通过资本账户管理来

影响资本流动的构成和期限。因此，应寻求长

期流动并阻止投机性流动。同样地，应努力吸

引更有可能资助投资而非消费的流动。为实现

这一目的，决策者可使用若干工具来管理资本

账户，包括无息准备金制度和旨在延长流动期

限的最短停留期限，或禁止某些类型的流动，

如在衍生品市场投资。还可通过国内银行监管

来鼓励或打击不同类型的外国借款。

资本账户管理应该有力、全
面并具有活力，足以堵住被
投资者用于谋利的潜在漏
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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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虽然这些资本账户措施确实会产生

积极结果，但是它们影响外部资本最终用途的

能力可能有限。由于金融市场日益复杂，所以

很难事先确定哪些流动是短期的或长期的，哪

些流动能得到有效使用。这种困难适用于所有

类型的资本，包括外国直接投资在内，尽管这

种投资通常被视为是一种更长期的流动并且经

常被专门视作绿地投资。然而，外国直接投资

也可能涉及短期银行贷款并有可能破坏套期保

值业务的稳定，并且外国直接投资可能与并购

而不是绿地投资项目有关。

除了资本流动的不确定性之外，资本账户

管理在引导资本用作生产性用途方面能力有限，

这首先是因为资本流入经济体的方式及其最终

的使用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内金融体系

的构建和监管方式。毕竟，流入国内的大部分

资本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国内金融体系调节的。

在过去35年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进行的

经济自由化和改革主要包括放松对市场和私有

化的监管。政府因此不仅失去了宏观经济政策

工具，还失去了促进增长和发展所需的金融资

源及其他政策工具和杠杆。在金融部门，放松对

金融市场的管制以及在多个国家实施的国有银行

私有化极大地减少了工业、金融和社会政策工

具的数量。这些变化尤其影响了生产性投资。

人们曾经希望通过更有效的资本分配，也

即通过引导资本用于生产性用途来实现金融活

动的私有化，从而促进生产性投资、结构转变

和增长。但这一希望并未实现：整体来说，从

这些改革中诞生的私人金融部门没能填补公共

部门从这一领域撤出所留下的空白。实际上，

结果通常是相反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逐渐

将其活动重点放在主要提供短期融资(主要为消

费借贷)上，而不是提供基础设施和工业项目所

需的长期融资。

因此，鉴于金融体系分配国内信贷的方

式，不能指望通过金融体系引导的外部资本能

被用作生产性用途。因此，有必要改革国家金

融体系和政策，以便恢复国家为生产性活动提

供资金的能力(《2013年贸易和发展报告》，

第三章)。这些改革应该包括如下内容：中央银

行和政府采取措施鼓励商业银行进行期限转换

操作以提供更多长期信贷；银行系统信贷分配

政策为技术基础设施和研究等对发展至关重要

的特定生产性部门或领域提供支持；以及建立

专门提供长期融资的机构，尤其是开发银行。

开发银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非常重要，这是

因为它们能够提供私人银行拒绝提供的长期融

资，主要用于以发展为导向并能产生积极的经

济和社会外部影响的项目。由于开发银行的任

务就是发挥这一作用，所以其资本和供资结构

能够使其有效实现这些预期。

巴西是少数几个拥有强大的开发银行网络

的发展中国家之一。Banco Nacional de Desen-

volvimento Econômico e Social(巴西国家开发银

行)是该网络的核心，它提供贷款并投资公司股

票，从事向其他开发银行的转借。这些贷款和

投资的融资形式不尽相同，其中包括巴西工人

的强制性储蓄、23  国库券转拨、从私有化资金

获得政府存款以及多边组织的债券发行和资源。

贷款和投资的目的是为一系列工业部门提供支持

(Chandrasekhar，2014年)。

和巴西一样，大韩民国也依靠一些以发展

为导向的金融机构，如韩国开发银行，该银行

向利用从政府、国际金融机构和外国银行借款

中以及通过发行债券获得资金的工业活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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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信贷。在土耳其，土耳其工业开发银行是

国家主要的开发融资机构之一。该银行是私有

的，因为其股本资本基础来自国家的私有金融

机构，但是其资金的其他来源也包括政府和国

际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欧洲投资银行和国

际金融公司。因此，土耳其工业开发银行能够

在一系列国家经济部门进行贷款和股票投资。

该银行还支持土耳其企业从国内和外国银行获

得信贷(Chandrasekhar，2014年)。24

一些最不发达国家也拥有国家开发银行。

例如，埃塞俄比亚有三家国有银行。其中一家

是埃塞俄比亚国家开发银行，为政府确定的优

先部门提供长期融资，如商业性农业、农产品

加工活动和制造业。其资金基础包括埃塞俄比

亚商业银行(另一家国有银行)贷款、捐助方的

优惠贷款，以及中央银行即埃塞俄比亚国家银

行通过债券发行筹集的资金。埃塞俄比亚国家

银行从其发行的强制私人银行系统购买的票据

中获得资源(Alemu，2014年)。

这些国家开发银行拥有长期负债资金基

础，或者由政府担保支持，这使它们能够资助

长期项目。世界银行的一项覆盖全世界90家开发

银行的调查显示，64%的银行从政府对其债务和

其他负债的担保中获益，政府的担保使这些银行

能够以较低成本借款，并将这一较低成本转移至

本银行的借贷者(Luna-Martínez和Vicente，2012
年)。此外，这些机构有能力从国外借贷，然后

引导这些资源用于生产性活动，或者像土耳其

国家开发银行一样，能够帮助公司从国外获得

资源以资助真正的部门活动。

C. 外国投资的政策空间

吸引外国资本本身并非目标。如上所

述，根据其数量、性质和用途，外国资本

可能对宏观经济的稳定和经济发展造成积

极或消极影响。如此一来，

不同的作者未发现资本流入

和增长之间存在任何正相关

(Bhagwati，1998年；Prasad 
等人，2003年；Stigltiz，2004
年；Prasad 等人，2007年)或
负相关(Aizenman，2005年)也
就不奇怪了。因此，显然有

必要制定国家政策以管理这些

流动，不仅是投资组合和短期流动，还有更长

期的资本流动，如外国直接投资。跨国公司能

在多大程度上增进经济活力和多样化、环境保

护、技术转让、税收收入和健康的贸易平衡，

关键在于各公司经营所在地的

宏观经济和监管框架。如第五

章和之前的贸发会议研究所述

(例如，见2003年和2012年贸

发会议)，影响跨国公司在上

述某些方面的表现已成为工业

政策的一个主要部分。25   然
而，这些工具逐步受到了《乌

拉圭回合协定》以及大量双边

和多边贸易和投资协定的限制。本节探析了这

跨国公司对经济活力和多
样化的贡献关键取决于各
公司经营所在地的宏观经
济和监管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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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协定是如何限制政策空间的，并探讨了帮助

克服这些限制的一些可能的方法。

1. 投资保护规则

(a)	 管理投资者与国家间关系的规则

传统上，各国的国内法已为外国投资提供

了主要的法制框架，并详细规定了允许外国公

司进行的投资、相关批准与执行程序和投资者义

务。国内法还管理外国投资者和东道国之间的合

约关系。它通常会保证定居在该国的外国投资者

能够获得与国内投资者同等的政府当局待遇和法

律担保。此外，一些高度重视增加内向外国直接

投资的发展中国家已通过具

体的投资促进法，为外国投

资者提供各种激励措施，尤

其是税收激励。通过这些措

施，各国能够决定其管理投

资者与国家间关系的国内法

的内容，并在很大程度上抵

制外国法院的管辖权(根据国

家豁免原则)。在出现法律纠

纷的情况下，外国公司可像国内公司那样诉诸

法院(国民待遇原则)。

这一法律框架对潜在的外国投资者似乎并

不充足。因此，这些投资者努力争取投资自由

化以及对其产权和预期利润的补充担保。20世

纪60年代，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

发展中国家和一些刚刚独立的国家，国际投资

者(几乎全部来自发达经济体)设法创立了一个

司法机构，以补充或代替发展中国家的国内法

和国家法院，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法律和法

院并不具备高标准的独立性和公正性。这引发

了南北辩论，发展中国家认同主张国民待遇原

则的卡尔沃主义，而美国和欧洲国家支持要求

根据国际法(独立于国家法律之外)保护外国投

资者的“国际最低标准”学说。26

经合组织开展了长期讨论，但最终未能建

立一个补充或代替发展中国家国内法和国家法

院的司法机构，27  然而，在世界银行的支持下

并行协商的《关于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投

资争端公约》于1965年通过。如今，这一《公

约》仍然适用于投资保护。该《公约》中并没有

这方面的实质性条款，但提供了通过仲裁解决争

端的程序规则。为了实现该目的，该《公约》创

立了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该中心是世界银行

集团的五个机构之一。

自1960年代以来，尽管

进行了多次尝试，但仍未就

外国投资共同国际法制框架

达成一致意见，这意味着缺

少管理投资者与国家间关系

的统一制度。在一系列关于

投资自由化和投资保护的双

边和多边协定中可以找到不

同的法律规则(Schill，2014年)。

国际贸易法列出了一些关于投资自由化

的规则(例如减少外国投资者市场准入障碍的

规则)。如本《报告》第五章和本章B节所述，

《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和《服务贸易

总协定》载有与投资有关的条例。欧盟法也对

投资自由化作出了规定，涉及资本建立和自由

流动的权利。同样，经合组织《资本流动自由

化法典》和《无形经营自由化法典》中载有经

合组织成员国的不歧视承诺，旨在实现在特定

部门的投资自由化。

工业政策的一个关键内容
是影响跨国公司的表现，
但这逐步受到《乌拉圭回
合协定》以及大量其他贸
易和投资协定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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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大部分新的国际规则已被纳入国家

间的双边协定，其中包含投资保护机制。截至

2012年底，在自由贸易协定中，共有2,587项双

边投资条约和超过339个投资

章节(贸易法委员会,2013a)。
这些协定基于类似的一般实

质性原则，例如财产保护和

法治原则，并通常包括投资

人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

这使得签字国的投资者能够

要求行使根据东道国的协定

享有的权利。上述国际投资

争端解决中心和联合国国际

贸易法委员会是两个最活跃的仲裁中心(当双边

条约允许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时，通常由投资

者作出决定。)

(b)	 对政策空间的限制日增

在缺少综合法律机构的情况下，通过建立

争端解决机制，投资法庭发挥了尤其重要的作

用：它们自己制定了规则，无需将先前的规则

应用于个案的案情。28   这一战略给予了仲裁人

特权，尤其是因为保护投资的双边条约条款通

常不明确，并且条约运行的法制框架极为松散。

实际上，在国际投资条约中，几乎没有针

对具体行为并为保护标准设置明确适用范围的

具体规则。相反，这些规则是松散并且开放的

标准。在界定“间接征收”的概念以及制定公正

和平等待遇、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全面保护

以及安全和自由的资本转让等标准时，为仲裁法

庭留出了充分的自由裁量空间。判例法已表明，

这些标准也可适用于东道国政府采取的措施，即

使这些措施旨在保护公共利益，包括执行国家发

展战略。事实上，各国可能发现，他们需要履

行在签订这些条约时从未想过要履行的承诺。

首先，很多条约并未明确给出“投资”的

定义。因此，什么应受到保护全凭仲裁人的审

判。政府可能认为只需为外国直接投资提供特殊

担保，但实际上却发现其他

类型的资本移动，尤其是证

券投资和主权债务也受到双

边投资条约的制约。因此，

如果政府需要对外国债务进

行重组，债务证券(包括秃鹫

基金 )持有者可能借助投资

人与国家间争议解决机制，

要求偿还原始债务的全部面

值，而不是参与重组过程(贸

发会议，2011年)。29

此外，投资条约的标准不明确，这过度限

制了东道国政府保护公众利益而实行监管的自

由，并给予了法庭大量权力。例如，法庭可自

行决定可补偿的间接征收和不可补偿的一般监

管的构成、国民待遇的范围，以及公正和平等

待遇的内容及其在决策上给予政府的灵活度。

在后一种情况下，根据习惯国际法对公正和平

等待遇作出的公认解释对审判不公补偿作了规

定，该解释被理解为“拒绝法院的正当程序或

行政诉讼，或拒绝警方保护”。然而，仲裁人

经常采用对公正和平等待遇的一种更为宽泛的

解释，以便将享有“稳定和可预见监管环境”

的权利涵盖在内，并因此认为在监管或税收政

策上作出任何改变都违反国际投资协定。30   因

此，如果政府实行旨在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例

如金融危机31   或新的科学发现)或公众需求的政

策措施，可能会发现其正常职能因必须赔偿外

国投资者而受到威胁(Wallach，2012年)。仅凭

这种违反投资条约的可能性就足以阻止国家采

取任何可能改变商业环境的措施，即便出于经

济、社会或环境的考虑必须这样做(所谓的“监

管寒意”)。

自1960年代以来，国际投
资者一直寻求创建一个司
法机构，以代替发展中国
家的国内法和国家法院，
并获得补充法律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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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可以援引诸多案例，例如与以下

案件有关的仲裁：2001-2002年阿根廷经济危

机；玻利维亚、阿根廷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的水利之争；一项旨在纠正南非种族隔离制度

遗留下来的不公正行为的平权行动方案；加拿

大和美国禁止有害化学制品；加拿大、德国和

墨西哥的环境保护；乌拉圭和澳大利亚的禁烟

立法；德国淘汰核能。32  在这些案例中，双边

投资条约中使用的多个不明确的法律术语引起

了关切，即仲裁法庭可能利用这些术语限制政府

采取旨在保护环境、人权以

及劳动与社会标准的措施，

或者在应对金融危机时，为

了保护投资者而忽略所涉公

共利益。

建立投资人与国家间争

议解决的总体思路是“将程

序置于实质之前”，以期这一过程能建立公认

的国际投资法制框架。然而，该“程序”尚不够

透明和平衡，无法建立公认的法律机构。首先，

这一原则本身就将巨大的权力移交给非民主选举

产生的仲裁人机构，这些仲裁人的裁决经常遭到

批评(Eberhardt和Buxton，2012年)。

投资者的权利，例如获得公正和平等待

遇、全面保护其投资和投资安全、国民待遇或

免于间接征收，都为法庭决定这些原则的标准

内容以及将其适用于具体的案件事实留出了很

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事实上，国际投资保护原

则的范围十分宽泛，以至于可以将其与民法中

的“一般条款”进行比较，而民法将大量决策

权委任给争议解决机构。因此，在将广泛的投

资保护原则转换为更加明确的规则以管理东道

国的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必须开展影响外国

投资者的活动的方式时，仲裁法庭充当了国际

投资法的重要立法者(Sornarajah，2008年)。他

们通常能够这样做，但主要不是通过应用《维

也纳条约法公约》规定的条约解释原则或依据

习惯国际法，而是通过借助并依据仲裁先例。

这种依据先例进行的立法引起了关切，因

为这使投资条约法庭得以接管一项在国际法中

通常交由国家履行的职能，而且该职能一般通过

缔结国际条约或国际组织

的决策过程予以履行。这

也存在着问题，对于自己

并不认同的仲裁裁定，国

家能够用于撤销这些裁定

的控制机制并不多，难以

限制该裁定作为先例对今

后案件产生影响。有时，

投资条约对体制机制作出

了规定，国际投资协定缔约国可通过该机制发

布关于对今后的仲裁有约束力的潜在协定的共

同解释，但是这些机制仍然属于例外情况。此

外，仲裁裁定作为先例所具有的潜在的全系统

影响与投资条约的双边结构之间存在不平衡，

在投资条约的双边结构下，一般不能期望国家

对其未参与的仲裁或者根据双方都没有缔结的

条约开展的仲裁进行监督。这一结构有利于仲

裁法庭的解释权，而不利于国家根据国际法拥

有的解释权。由于这些法庭往往从商业仲裁角

度处理案件，所以它们不会考虑这些争端中与

东道国的监管权范围有关的公法方面，例如，

涉及紧急权力范围的争端、监管公用事业公司

及其收取的关税、控制或禁止有害物质、保护

文化财产或实施非歧视政策。因此，很难期望

这些法庭考虑整个经济体的利益以及总体发展

战略的各个方面。

对投资人与国家间仲裁机制的
批判主要针对该机制的一致
性、透明度、其对投资者的偏
向，以及其解决公共政策事项
的适当性。



国际金融与政策空间 139

(c)	 对现行仲裁程序的批评日增

由于更多国家坚持该制度，并且投资者提

出的案件数量增多，与仲裁程序相关的问题越

来越明显(Schill，2011年)。在1965年至2000

年间，投资人与国家间争议解决仲裁中心仅登

记了50起案件(平均每年不到1.5起案件)，而在

2013年底，已知案件的累计数升至568起(自2000

年以来平均每年约40起案件)(贸发会议，2014

年)。对投资人与国家间仲裁机制最常见的批

判主要针对其一致性、透明度和对投资者的偏

向；更普遍来说，该机制解决涉及公共政策事

项的合法性与适当性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见，

例如，Franck，2005年；Van Harten，2007年；

以及Van Harten 等人，2010年)。

批评的核心是，虽然投

资条约争端经常涉及公共政

策事项和公法，但争端解决

机制，即投资人与国家间仲

裁所遵循的模式是为解决私

人商业参与者之间的争端而

制定的。33

这些规则并未考虑可

能会在投资条约仲裁中受到影响的公共利益

(Kingsbury和Schill，2009年)。投资条约仲裁的机

密性是一项程序准则。34  机密性是一大问题，因

为受到仲裁影响的人员，尤其是东道国的全体居

民(包括公民和跨国公司的竞争对手)无法收到关

于影响其利益及其政府行为的程序的信息。35  此

外，机密性限制了国内民主进程监测仲裁程序以

及评估该程序能否就外国投资争端作出平衡且公

正裁定的可能性。机密性也与国内法院解决涉及

政府的争端的一般方式相悖，即通过公开且无障

碍的程序解决争端。

非缔约国(尤其是试图主张与争端有关的特

殊利益的国家)诉诸仲裁的问题与仲裁缺乏透明

度密切相关。虽然仲裁法庭偶尔接受这些法庭

之友提交的仲裁，但是仲裁是缔约国享有的过

程这一观念与向局外人开放仲裁程序之间存在冲

突。新投资条约和贸易法委员会的2014年《投资

人与国家间基于条约仲裁的透明度规则》越来

越多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但它在许多案件中仍

然是一个难题。

一些政府、学术界人士和民间社会组织批

评的另一主要问题是投资仲裁人的独立性和公

正性标准及其职业道德。这方面的问题是，缺

少在投资争端解决制度内将仲裁人和法律顾问

的角色严格分离开的规则。因此，除了在所谓的

问题冲突案件中，在一起案件中充当仲裁人而在

另一起案件中充当法律顾问

的做法在投资仲裁实践中屡

见不鲜。同样地，适用于仲

裁人和法律顾问的道德标准

通常不明确，这使得独立性

和公正性标准远远低于适用

于国内法院诉讼的标准。一

项最新的研究表明，最杰出

的仲裁人会同时或相继担任

若干职务，包括法律顾问、学者、政府代表、

专家证人和公司高级职位。利用不同的职务，

仲裁人可促进他们能从中获益的制度(Eberhardt 

和Buxton，2012年)。此外，仲裁人在代表投资

者接受案件并因此就投资规则作出广泛解释时

会获得金钱与职业利益，这会导致带来更多案

件。Van Harten(2012年)的一项实证研究分析了

投资仲裁人如何解决案件中未经投资条约规定或

明确规定的索赔容许问题。他认为，在解决有争

议的问题时，仲裁人往往通过对投资条约作出广

泛解释以及允许进行更多索赔以支持索赔人。36

仲裁法庭遵循的模式是为
解决私人商业参与者之间
的争端而制定的，因此没
有理由考虑东道国的更广
泛利益及其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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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人与国家间争议解决便于投资人起诉

国家，投资者因而能对东道国造成巨大影响。

即使这并不能最终解决问题，但仅仅是将案件

提交至投资人与国家间争议解决的可能性就可

改变任何协商解决的条款。在若干案例中，解

决办法包括向投资者付款或给予商业利益，以

使其撤销索赔，如果不对东道国政府施加繁重

的罚款威胁，则其可能不会予以赔偿。

在一定程度上，对仲裁人的激励结构是造

成投资人与国家间争议解决计划偏向于投资者

的原因，但是更普遍来讲，这可能是投资人与

国家间争议解决的本质造成的：该制度旨在为

投资者提供补充担保；而不是使其遵守东道国

的法律法规。因此，能够提交案件甚至选择仲

裁中心的是投资者而不是国家。由此一来，在

若干国家拥有分支机构的跨国公司也可通过确

定其所在地来相应地选择所适用的条约。

因此，国际法不包括任何强制投资人在劳

动标准、人权或环境保护方面履行的义务。当

然，直接约束外国投资者的义务主要载于东道

国的国内法。然而，由于避税(马里诉Randgold
案；见第七章D节)或环境破坏(例如厄瓜多尔诉

Chevron案)等因素，国家并不总是能够轻易获

得外国投资者的赔偿。实际上，跨国公司有时

会利用投资人与国家间争议解决机制，回击对

其据称不法行为的起诉。

这表明了国际关系管理中的不对称：虽然

当前基于国际投资协定的投资框架对投资保护

作了明确规定，但并没有通过类似的机构在国

际层面强制执行公共与私人的冲突利益、国家

权利和外国投资者的义务。此外，虽然人权受

到人权条约的保护，环境关切也受到了国际环

境法的保护，但是国际制度的争端解决和执行

机制比投资条约框架的要薄弱。37  这也对政策

空间造成了直接影响：努力引进旨在逐步实现

其公民各项人权，包括发展权，或旨在防止其

公民权利受到国际投资者行为侵犯的国家可能

面临着与各项贸易和投资条约中保护投资者的

规定有关的问题。

仅仅在首次投资条约仲裁启动之后的几年

内，裁定不一致问题和平行程序问题逐渐明显。

根据两项独立的双边投资条约分别建立的两个

仲裁法庭在审理了与案情有关的不同争端之后

作出了相反的判决，凸显了这一问题。38    在仲

裁审判过程中，也会在不同双边投资条约中相

同或基本相似条款的解释或不同法庭使用的相

同的习惯国际法规则方面出现类似的不一致问

题。著名的反面例子包括对最惠国条款的不一

致解释(尤其是由仲裁程序和仲裁管辖权引起的

不一致)、对保护伞条款的解释、国际投资协定

中规定的必要性辩护和不排除措施条款的适用

情况，以及仲裁要求程序性准入待遇。

对于通过仲裁法庭审判规程趋同来增加国

际投资法的“实质内容”的战略而言，缺少一

致性是一个明显的障碍。然而，仲裁法庭似乎

逐渐以不同方式运用先例，例如采用相对谨慎

的方法，即，将先例用作对条约条款普通意义

的说明39  或一种解释的“灵感来源”；40  或者

用作更具强制性的用途，即，根据先例来确立

标准，甚至将先例作为全系统立法的工具。41  然
而，由于双边条约遵循的准据法在术语表达上不

明确，而这些术语的解释取决于一次性的仲裁

法庭而不是永久且集中的司法制度，所以依然

存在出现不一致裁定的风险。42  更重要的是，

如果过去的一些判决本身有缺陷，甚至在被确

定为“明显的法律错误”之后也未得到国际投

资争端解决中心撤销委员会的撤销或矫正，那

么遵循先例并不意味着能够提高制度的公平与

合理性(贸发会议，2014年：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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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前关于投资保护规则的辩论和政
策建议

(a)	 变化的必要性

如前所述，在1990年代，当外国直接投资

被视为释放一个国家发展潜能的关键，并且实

际上几乎被看作是目标时，包括投资人与国家

间争议解决在内的投资条约开始扩散。在那段

时期，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思想反对国家对经济

进行积极干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认为，为

了实现预期的直接投资流入增加而失去政策空

间并不算是高昂的代价。

这种看法在2000年代的前十年开始改变。

尤其是，在没有强大工业政策支撑的国家，外

国直接投资对经济成效的影响(包括固定投资、

技术转让、公用事业提供、财政收入、就业、

出口和国际收支)被证明比预期要小，更具偶然

性。然而，同样明显的是投资相关规则会阻碍

旨在加强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的影响的政策。

借助仲裁机制以回应政府政策的案件数量在一

些国家急剧上升就反映了这一点。同时，关于

双边投资条约对外国直接投资流动影响的计量

经济学研究并未得出明确结果，44   若干项研究

发现现行的双边投资条约或纳入投资保护的其

他协议对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双边外国

直接投资的影响甚微(如果有)(见本章的附件)。

虽然来自双边投资条约的获益越来越不明

显，但它们可能包含的财务成本却十分明确，

而且有时过高，缺乏正当理由。45   从政府的角

度来看，由于感知到国际投资协定的成本收益

方程(一方面丧失政策空间，另一方面鼓励外国

直接投资流动)开始发生变化，所以推动了对这

些协定，尤其是其主要的司法工具也即投资人

与国家间争议解决机制的普遍复审。

有些矛盾的是，在通常重复旧条约特点的

新投资条约谈判进行的同时，对这些条约的净

效用、其为缔约国政府带来的严重问题和以及

它们可能不符合国际法的一些基本原则这一事

实的讨论也在激烈开展。联合国的宪法性法律和

类似的国内宪法性法律列出了这些原则。一项基

本原则是保护自决权，它体现了东道国政府独立

制定其发展战略并相应予以实施的权利。46    因

此，自决权原则为索要充足的政策空间以及允许

政府出于公共利益并根据总体经济政策和较长期

发展战略控制并监管外国投资者提供了基础。

主权平等原则要求投资规则不应不对称或

单方面损害某些国家的利益。47  这不仅排除了

只将义务强加给某一类缔约方(即资本进口的发

展中国家)的条约；还排除了单方面使某一类缔

约方(即资本出口国)及其投资者受益，但没有

同时承认投资者及其母国的职责以确保资本进

口国和资本输出国均可通过获准出于公共利益

引入规章而从其主权中获益的条约。

人权保护是联合国宪法的一项更进一步的

原则，应针对国际投资关系。48   除了财产保

护、正当程序以及所有本国或外国投资者诉诸

法律的权利，该原则还强调东道国有责任有效

监管外国投资者以保护其国民的人权，这些权

利包括，例如，获得安全环境、饮用水和公共

卫生的权利。这一责任也应延伸至需要发展的

宏观经济和工业政策领域，这是联合国宪法的

另一基本目标。49

虽然逐渐认识到基于国际投资协定的现有

国际投资框架引发的问题(甚至连之前支持这些

协定的参与者也认识到这一问题)，但就如何解

决这些问题达成的共识并不多。一些观察员认

为应当对制度进行大幅改革，并提出了应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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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系列改变及其实施方法；其他人则认为国

家甚至应避免加入这些条约，并实际上应考虑退

出那些可能已经签订的条约，相关讨论见下文。

(b)	 改革国际投资规则，一项艰巨的任务

良好法律制度的基本特点是能够被修正以

纠正其缺点，或能够适应其适用群体不断变化

的偏好。这指向了当前投资法律制度的另一问

题：难以改革。

在过去几年，提出了一些关于改革现行国

际投资规则的倡议与建议，以更好地维护东道

国的政策空间 (尤其见贸发

会议，2013年b)。拟议的改

革建议应阐明并提高今后条

约的实质性标准，并改变关

于投资人与国家间仲裁的程

序，以确保对投资条约的解

释可被所有涉及的利益相关

方接受。

关于第一个问题，阐明投资保护规则可包

括审查何种投资受到条约保护以及何人可作为

投资者受到保护。50  这些变化可具体说明主权

债务是否应作为直接投资获得保护，或是否应

制定与债务相关的特殊规则，一些最近的投资

条约就属于这种情况。51  条约也可重申国家的

监管权以保护环境、公共卫生与安全、社会关

切和文化多样性，关于间接征收以及公正和平

等待遇的主要条款可引入大意如此的说明。例

如，这些考虑已被纳入加拿大与欧盟的《经济

与贸易全面协定》的投资章节，其中强调了缔

约双方缔结尊重缔约方监管权的条约的目的。

关于争端解决，加拿大－欧盟条约以及更

普遍的欧盟投资政策中包含了防止投资者在国

际和国家层面申请多项索赔的投资条约条款，

以及允许仲裁法庭在仲裁程序早期滤除虚假或

轻率的索赔申请的规则，从而避免为开展全面

审理付出高昂成本。此外，通过参照贸易法委

员会新的《投资人与国家间基于条约仲裁的透明

度规则》，加强了仲裁程序的透明度，该规则于

2014年4月1日生效。另外，今后的欧盟投资协定

将包括关于投资仲裁人职业道德的更严格规则。

在加拿大－欧盟条约中，缔约方也已就仲裁人员

名单达成一致意见，从而限制了能够根据协定在

争端中充当仲裁人的人员。这是一个主要问题，

因为仲裁人选必须明确得到诉讼各方认可是国

际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而国

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的程序

没有遵守这一原则。 52　该

条约还声明缔约方已同意考

虑将来建立一种仲裁裁决上

诉机制，以确保一致性并增

加制度的合法性。最后，其

中还包括对所适用的协定进

行共同解释的机制，以及供缔约方共同滤除金

融部门仲裁程序的机制。

这种方法面临着若干限制条件。首先，即

使新条约中的定义更加清晰准确，也无法保证

这将在实际裁决中得到应用，铁路发展公司起

诉危地马拉案件表明了这一点。在这起涉及多

米尼亚共和国－中美洲－美国自由贸易协定的

投资人与国家间争议解决案件中，美国政府试

图通过借助于习惯国际法附件来限制“公正和

平等待遇”解释的可能性，但法庭忽略了该附

件，依然对公正和平等待遇进行广泛解释，并

判定危地马拉政府有罪。53

认识到基于国际投资协定的
现有国际投资框架引发的问
题，一些观察员认为应对制
度进行大幅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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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这些变化将仅适用于新协定，而所

有之前的协定没有变化，除非对这些协定进行

重新谈判，这将需要经过所有所涉政府的同意。

由于这些条约仍将保持双边形式，所以任何改

善将只对讨论中的双边协定产生影响。在这一

框架下，外国投资者可能会回避一些条约中对

受保护投资的范围限制，通过引用最惠国条款

或根据提供了更有利的投资保护条款的不同条

约来构建其未来投资。

为了面对这一“零散方

法”的问题，其他提案旨在

改革所有国际投资协定将参

照的仲裁制度。仲裁中心的

运行可进行改变。例如，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公

约》改革可要求缔约国提前

批准任命一些来自《公约》第四节所设仲裁员小

组的潜在仲裁员，限制世界银行行长目前行使的

自由裁量权。54  　一些更具野心的提案建议建立

一个上诉机构，或以国际投资法院替代特设仲裁

法庭，由国家永久性任命法官(Van Harten，2008
年)。有人认为，这些机构会使国际投资法更具

一致性：虽然他们仍然应该解释数百项可能不同

的条约，但至少其解释会比众多特设法庭提供的

解释更具一致性(贸发会议，2013年b)。然而，这

些机构虽然可能使国际投资法更加趋同，但也会

使法律朝着国家无法预见并且可能无法控制的方

向发展。集中化可能会带来更多一致性，但未必

会带来更多公平。

对当前制度的改变不能限于过程。如前所

述，投资人与国家间争议解决现有缺陷的根本

原因之一是程序先于实质。这给予了人数减少

的非民主选举产生的仲裁员制定一系列国际投

资法的职权，而这些仲裁员的工作缺少控制、

一致性或透明度。必须进行改善的不仅仅是争

端解决程序，还有整体逻辑，也就是必须在遵

守于上文(a)小节中提出的宪法基础和各项原则

的情况下重新定义实质。它必须认识到，涉及

政府的问题和一个国家的政策空间是与公法而

不是私法一体的。公法和私法之所以不同不仅

仅是因为其适用于不同的法律主体，还因为其

各自的内容和启示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私法

适用于被视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个人，而

在公法中，与之相关的是公

共人所追求的普遍利益。这

也是为什么对于本身可能看

似相似甚至是相同的问题

要采取不同的解决方法(de 
Laubadère和Devolvé，1986
年)。简言之，普遍利益在

公法解释中占主导，而私人

利益在司法解释中占主导。

对法律原则的复查应就如何解决这些争端重新

进行彻底定位：尤其是，“私人判决模式(即仲

裁)不适合于涉及公法的事项”(贸发会议，2013
年a：116；也见Van Harten，2008年)。

一个多边机构能否提供一个基于公法的备

选框架？回答这一问题应该审查若干未解决的

问题，尤其解决关于片面逻辑的问题，即投资

者总是原告而政府总是被告。更普遍来说，它

应讨论是否仍将作为一种解决国家和私人投资

者之间争端的机制，或者是否需要提供一种国

家间争端解决机制，例如像世贸组织那样。此

外，各国可能想要保留自己对公法的解释，并

反映国家的价值与选择，而不是接受一系列对

其定义可能没有话语权的统一的法律。这成为

了一种主要关切，解释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以

及一些发达国家不愿接受类似于《多边投资协

定》的倡议，该协定由经合组织于1995年至1998
年间谈判达成。

……而其他人则认为国家甚
至应避免加入这些条约，并
实际上应考虑退出那些可能
已经签订的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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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终止条约并恢复国家法律	

严格来说，投资人与国家间争议解决机制

并没有解决证明其建立是合理的这一问题。如

果一个国家的司法制度无法提供独立司法或实施

法治(包括私有财产保护)，则弥补这些缺陷才是

应采取的适当措施，而不是让一组精心挑选的代

理人(即外国投资者)在别处寻求司法帮助。这将

解决根本问题，而无需宣布放弃国家主权的重要

方面，也无需违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即使

给予外国公司的利益多于国内公司。

确实，改善国内司法制度可能很困难并需

要时间，但不能将依靠基于双边投资条约和其他

国际投资协定的制度视为这些改革的替代方案，

因为此种制度存在严重的法律缺陷，牺牲了国家

法律主权并且阻碍了对国家政策目标的追求。必

要时，应优先考虑填补国内法律制度缺口，而不

是将稀缺的司法和行政资源分配给这些国际条约

谈判以及保护国家免受提交给投资人与国家间争

议解决法庭的后续案件的影响。此外，即使决策

者高度重视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也没有充分证

据证明这些条约使此类投资大幅增加(见本章附

件)。即使加入国际投资协定可能会增加发展中

国家对跨国公司的吸引力，这也只是对其他更加

基本的外国直接投资动机的补充，尤其是东道国

经济的一般表现(贸发会议，2009年)。因此，如

果这些协定可能涉及的政府政策空间丢失和融资

费用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则其不仅会减

少外国直接投资流入，还会削弱其对更快增长和

结构转型的潜在贡献。东道国政府认为，就政策

空间丢失和潜在罚款而言，其将付出高昂代价，

而所获利益(如果有)极少。

出于这些原因，不签署这些条约可能是明

智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作出了这一决定。

然而，如果一国已签署了条约会怎么样？对现

行条约进行重新谈判可能是一种选择，但这带来

了许多如前所述的困难。最重要的是，它并没有

解决国际投资协定的“原罪”，即通过将私有商

法适用于公共事项来减少政府政策空间(并以一

种失衡方式，因为原告只能是投资者)。因此，

问题不仅仅是获得更多“平衡的”国际投资协

定，还应回归公法，这会使普遍利益获得比私

人利益更多的特权。一些国家追求的另一项战

略是终止其投资协定和/或退出国际投资争端解

决中心《公约》。例如，玻利维亚、厄瓜多尔

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已退出国际投资争

端解决中心《公约》；一些国家，如捷克共和

国、厄瓜多尔、印度尼西亚、南非和委内瑞拉

玻利瓦尔共和国已终止其投资条约或已宣布大

范围终止其条约方案。

这一行为的基本目的还是只允许国内法和

国内法院来管理投资者与国家间关系。例如，

南非计划用《投资促进和保护法案》替代根据

投资条约进行保护。在一些国家，这未必会取

缔除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之外的论坛仲裁并

解决遵循不同的法律标准问题。厄瓜多尔提议

在南美国家同盟内建立一项适用不同法律标准

的机制。55　其他国家，如捷克共和国和印度尼

西亚，已选择保留一些根据其他国际法律协定进

行投资保护(例如东盟和欧盟)。

终止投资条约和/或退出国际投资争端解决

中心《公约》涉及多项先决条件和限制(贸发会

议，2010年和2013a)。首先，为了有效，东道

国必须退出所有的投资条约；否则，投资者将

能够构建或重组其投资，从而进入其余某投资

条约的保护范围。其次，虽然终止投资条约会

影响新投资，但通常不会立即结束现有投资保

护，因为多数投资条约载有将这种保护延长至

10年至15年的存续条款或落日条款。为了规避

投资条约的存续条款，捷克共和国选择了以一

种略微不同的方法终止投资条约，并获得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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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投资条约伙伴的同意。首先，其条约伙伴已

同意修正对国家不再适用的存续条款；其次，

条约伙伴已同意共同终止投资条约立即共同终

止投资条约。最后，关于退出国际投资争端解

决中心《公约》，多数投资条约载有东道国对

不同仲裁论坛的同意意见，包括根据贸易法委

员会规则进行的仲裁或专项仲裁。因此，仅退

出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公约》将不意味着

完全退出投资条约和投资者与国家间仲裁制度，

虽然通过淘汰在透明度和公正方面遭到最多批评

的机构，这可能减少投资者的选择。56

无论如何，退出投资条约仍是主权国家无

需获得其他参与者核准就可作出的一种选择，

并且这对所有新外国投资都会产生直接影响。

此外，终止条约也是一种对现行条约进行改革

的谈判策略，推动了对现行制度的全面修订并

在此过程中恢复了一些政策空间。

外国资本流入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可

支持投资、经济多样化核准增长，或引发宏观

经济不稳定、外部失衡及繁荣与萧条交替的信

贷过程。这些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数量、

构成和用途。政府需要运用资本管理政策以便建

立一种适当的投资与增长宏观经济框架。影响

资本流入的数量和类型，并引导其用作生产用

途。对于外国直接投资亦是如此，因为其对结

构转变、技术更新、世界市场准入、创造就业

和产出增长的贡献关键取决于东道国的监管与

政策框架。然而，不同的贸易和投资协定可能

会减少东道国政府监管资本流动的政策空间，

并限制其影响投资者行为以确保外国直接投资

支持其发展战略的能力。

本章探析了全球金融周期影响发展中经济

体和转型经济体的几种方式，全球金融周期主

要由发达国家的经济状况和货币政策决定。由

此引发的资本移动未必符合发展中国家的需要。

此外，鉴于其规模和不稳定性，它们往往会造

成破坏性宏观经济与金融影响。实际上，国际

资本流动通常会在接收国引起金融周期。资本

流入往往导致国内银行信贷供给增加以及国内

资产和汇率升值。这些影响反过来往往会增加

金融脆弱性，这是因为债务的不断增加和经常

账户恶化最终会导致这些流动逆转，并可能引

发金融危机。

出于宏观审慎和发展原因，政府需要充足

的政策空间以便能够管理外国资本流动、影响

其数量与构成并引导其用作生产用途。为了创

造并维持能够支持增长和结构转变的国内宏观

经济和金融条件，政府应酌情使用合适的政策

工具，以管理资本流动并防止或应对其可能引

发的反复冲击。这要求资本管理措施应被作为

决策者工具箱中的一种常规工具使用，并起到

D. 摘要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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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作用，而不是被作为一种在关键时期使用

的特殊和临时工具。一些发展中国家最近采取

了资本账户管理措施，尽管这些措施存在缺点，

但当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它们能够减少其金融

脆弱性并提高其复原能力。

资本管理政策的实施可能面临着事实上和

法律上的阻碍。前者与金融代理人的行为有关，

而后者与作出的支持资本自由化的承诺有关。关

于后者，尽管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但基金组织

协定条款和世贸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多边

规则似乎能够使政府出于审慎原因对其资本账户

进行管理，包括通过资本控制。然而，一些已

签署或正在谈判的新双边和/或多边协定引入了

关于在此情况下可能大幅减少政策空间的金融

自由化的更加严格的承诺。因此，旨在维持宏

观经济稳定性并希望重新监管其金融制度的政

府应仔细考虑作出这些承诺的风险。

本章还分析了国际投资协定所含的规则

是如何限制政府政策空间的以及这些限制是如

何影响其发展可能性的。这些协定可帮助决策

者注重如何最好地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但从历

史角度来看，这反映了对这些协定不断变化的

看法。多数国际投资协定于1990年代签署，那

时，人们认为，为了实现预期的直接投资流入

增加，这些协定可能导致的任何政策空间的丢

失只是微小代价。21世纪初，这种看法开始改

变，越来越关注投资规则可能会阻碍旨在提高

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影响的政策。投资者借助

仲裁以回应政府政策的案件数量急剧上升反映

了这一点，这有时还需承担给国家造成的高昂

财务成本。此外，在国际投资协定实施了几十

年之后，没有强有力的实证证据表明这些协定

能够大幅增加外国直接投资流入，这已成为了

他们的主要理由。

与国际投资协定对政府政策空间的影响

有关的最受争议方面是投资人与国家间争议解

决，其形式为旨在实施这些协定所述一般规则

的仲裁法庭。由于这些规则经常是松散且开放

的标准，所以法庭在决定其规范内容方面拥有

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因此，仲裁法庭已成为

国际投资法的重要立法者，行使通常由国家行

使的职能。此外，在这些特设法庭的运营中经

常出现的透明度和一致性的缺乏及其明显的利

于投资者的偏向引起了对整个争端解决机制的

关切。这使得提出了涉及投资人与国家间争议

解决有关的不同倡议，目的是恢复国家的发展

政策空间。这些倡议包括：(一)　逐步且“零

散”的改革，包括增加起草有利于可持续发展

的协定和每次进行一项双边条约的重新谈判的

新原则(贸发会议，2013年b)；(二)　建立一个

集中的常设国际投资法庭；以及 (三)　退出投

资协定并恢复国家法律。

如果建立投资人与国家间争议解决的原因

是应对未能提供独立司法或实施私有财产保护

的国家司法制度的失效，那么弥补这些缺陷才

是应采取的适当措施，而不是让外国投资者在

别处寻求司法帮助。目前，基于国际投资协定

和特设仲裁法庭的国际投资法律框架未能提供

一种可合法替代国家法院的选择。由于投资争

端经常涉及公共政策事项和公法，所以争端解

决机制无法再遵循一种为解决私人商业参与者

之间的争端而制定的模式。相反，它应该考虑

可能在投资条约仲裁中受到影响的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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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长期资本流动为资本形成供资，可能包括绿地投

资和一些长期信贷或组合投资。然而，并非所有

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动(例如并购)都能提高生产能

力，而且外国直接投资流动并非都是长期资本流

动(例如跨国公司内部的短期信贷)。

2  之前关于相关问题的讨论，见2006年《贸易和发

展报告》，第四章和第五章。

3  Rey(2013年)强调指出风险认知、杠杆作用和全球

资本流动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证据是接收

国和地区会同时借助于这三者的力量。正如Rey
所说，“资本流动、资产价格和信贷增长具有全

球金融周期。这一周期随着波动率指数的变化而

变化，波动率指数是一种市场规避不确定性和风

险的措施。”她还认为，“……中心国家的货币

政策是全球金融周期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它会

影响国际金融体系下全球银行的杠杆作用、信贷

流动和信贷增长”(Rey，2013年：17)。因此，

跨境贷款/借款量是由引导贷款的大型金融机构

所在国的事件所决定的。  

4  利差交易是指由获得套利利润的机会和目的国

汇率升值预期推动的资本流动，套利利润可利

用不同国家间的名义利率差获得(见2011年《贸

易和发展报告》，第六章)。

5  例如，在讨论政治、可靠性和信心之间的相互

作用时，Martínez和Santiso(2003年)展示了2002
年巴西总统选举期间，华尔街投资者对巴西国

家债务可持续性的认知是如何在几天之内突然

发生变化的。 

6  关于新兴市场的政策可靠性与建立信心之间的关

系的广泛讨论，见Grabel(2000年)。

7  关于这一观点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即1995年4月
阿根廷经济部长在“龙舌兰酒”危机期间发表的

观点：“很少有人会质疑1990年代早期的资本流

入为阿根廷的经济提供了助力。但我想说的是，

阿根廷最近经历的资本流出也起到了帮助作用，

这一点更具争议性。它们之所以起到了帮助作用

是因为尽管在过去几年，阿根廷的经济在透明度

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一些政治家依然没

有认识到这一点(即财政纪律是必要的)。(……)
迫于近期流入造成的压力，若干项重要改革终

于获得核准，执行部门曾年复一年地向国会提

议进行这些改革，却始终未果”(Cavallo，1996
年：47)。

8  早期关于自1990年代以来国家资本流入和流出

经历的描述，见Gavin 等人，1995年；最近的

分析，见Akyüz，2013年。关于建立信心政策

在解释宏观经济结果方面的作用，见Bresser-
Pereira，2001年。

9  从2002年底至2007年底，发展中国家持有的国

际储备从1.35万亿美元增加至4.257万亿美元(基
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数据库)。

10 发展中国家在其银行系统中也采取了新监管措

施，包括监管规则和信贷引导。例如，阿根廷

在2012年改革了中央银行章程，给予了央行在

多种情况下引导银行信贷的权限。

11 第88/361/EEC号指令，1988年6月24日，《欧洲

联盟运作条约》(合并版)第63条。

12 最常用的保留适用于银行业、广播、能源、主要

部门、电信和交通中的外国直接投资。经合组织

会定期对保留进行审查，以协助成员最终撤回其

保留。

13 《服务贸易总协定》是肯定列表协定(即，国家

根据其将要实现自由化的方式和具体服务列出

其承诺，但在所有其他领域保留自主权(另见第

五章，B.1节))。其中界定了四种不同的服务供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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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方式：方式1指跨境贸易，方式2指境外消费，

方式3指在其他成员境内的商业存在(外国直接投

资)，方式4指在其他成员境内的服务供应商存

在。

14 特别是，在2009年和2011年，厄瓜多尔共和国在

世贸组织金融服务贸易委员会上，主张需要澄清

《服务贸易总协定》及其《金融服务业附则》中

与宏观审慎措施，尤其是资本流动管理有关的一

些条款的措辞。该问题远未得到解决，但仍在委

员会的议事日程上。后来，在于2013年3月召开

的会议上，各国就各自的宏观审慎框架作了介

绍，但未就这些框架是否符合《服务贸易总协

定》的相关条款达成共识。

15 同样，根据第十六条(市场准入)第三部分，如果

某成员获准得到从另一成员境内提供的服务，则

该成员必须允许“必需的”或“与之相关的”资

本流动，以便于提供此种服务。

16 乍一看，第二句似乎抵消了第一句，也即对于

与以往所做承诺相悖的任何行为都无法进行监

管。然而，有主张认为，首先，“不管本协定

的其他任何规定……”这一陈述为出于审慎理

由而采取的措施提供了例外，这可能意味着，

即使有些做法不符合成员的一般义务和特定承

诺，仍可获得法律允许。其次，审慎措施列表

仅具有参考性，“包括”一词揭示了这一点。因

此，任何其他出于“审慎理由”所采取的措施都

可接受。此外，措施甚至可能不需要“审慎”，

而是出于“审慎理由”即可。再次，关于第二句

话，有主张认为，它仅仅提出了采取 “出于审慎

理由的措施”的诚信义务，这表明不得为避免所

加入的义务而临时采取那些措施。

17 但并没有获得一致认可，上文在讨论基金组织对

这些政策模棱两可的立场时已提到了这一点。

18 见，例如，Rey(2013年)认为，在国际宏观经济

中，国家并非面临“三难困境”，而是“两难

境地”；也就是说，“如果并且只有对资本帐

户进行管理，独立的货币政策才有可能”。

19 在智利，于1990年代早期实施的资本管制不仅

扩大了货币政策空间，还扩大了财政空间。新

当选的政府计划扩大公共开支和社会转拨，所

以设法通过提高利率来管制总需求和通货膨胀，

而防止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影响货币政策的过度资

本流入的唯一途径是对内向外国直接投资实施资

本管制。1998年，马来西亚通过实施资本流出管

制－而不是像其他国家在1990年代早期实施的

流入管制－来应对该地区的危机，以阻止资本

流出，并重获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控制权(Ariyoshi 
等人，2000年)。

20 见，例如，Eichengreen和Rose(2014年)，他们讨

论了巴西、印度尼西亚、泰国和大韩民国等国家

采取这些管制的基本依据。

21 尽管侧重于限制流入，但一些国家，例如秘鲁、

大韩民国和南非也改变了旨在鼓励更多资本流出

的监管(基金组织，2011年：30-34)。

22 见，例如，美洲开发银行(2014年)指出，比如在

拉丁美洲，自2008年全球危机以来，随着公共债

务比率提高，实际和结构性财政收支平衡恶化。

这强调表明必须在该地区重建缓冲区，以给予国

家充足的财政能力，应对未来的冲击。

23 在巴西，Fundo de Garantia de Tempo de Serviço(工
龄保障基金)是一种针对工人的遣散保障基金，

由员工的强制性缴款构成，缴纳金额相当于员

工工资的8%，缴款被存入一家公共开发银行，

即巴西联邦储蓄银行。

24 另见：2014年土耳其工业开发银行网站http://
www.idfc.org/Members/tskb.aspx(2013年3月查

询)。

25 根据贸发会议(2003年：87)，“吸引外国直接投

资可能无法确保东道国获得其全部经济利益。自

由市场可能不会使外国投资者转让足够多的新技

术，或者按照东道国所希望的程度进行有效转

让。但政策可以促使投资者以增强发展影响的方

式行事－也即建设地方能力，使用地方供应商

并升级地方的技能、技术能力和基础设施” 。最

近，贸发会议(2012年：102)在“主要投资政策挑

战”中纳入了 “将投资政策框架与在国家经济背

景下发挥作用的整体发展战略或工业发展政策相

联系，并确保与其他政策领域的一致性，包括整

体私营部门或企业发展以及支持技术进步、国际

贸易和创造就业的政策”的需要。“‘新一代’

投资政策逐渐纳入针对性目标，即引导投资进入

对经济或工业发展以及对建设、维持并提高生产

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十分重要的领域。” 

26 1962年联合国大会关于自然资源的永久性主权

的第1803号决议，联合国A/RES/1803(XVII)号文

件，2 I.L.M. 223(1963年)提出了关于这一问题的

妥协，尽管其中明确承认生产国的人民对自然资

源拥有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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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保护外国人财产公约》草案和经合组织理事会

关于公约草案的决议，7 I.L.M. 117(1968年)。

28 在20世纪60年代建立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时，

时任世界银行总顾问的Aron Broches倡导“将程

序置于实质之前” 的准则。为了打破僵局，就非

殖民化和冷战期间的产权保护规则问题达成全球

共识，他主张建立一个解决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

的框架，该框架能够不断制定出实质性规则。

29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根据阿根廷与意大利之间

的双边投资条约接受了三起针对阿根廷的案件。

30 一些条约中包括对税收措施的部分例外情况，

指出如果母国政府和东道国政府在特定时期一致

认为某项税收措施不是征收，则投资者不能根据

投资人与国家间争议解决对该项税收措施提出质

疑。

31 例如，2002年初，阿根廷被迫将其货币大幅贬

值，这引发了大量对该国的索赔。类似地，针对

塞浦路斯也提出了索赔，原因是塞浦路斯于2012
年接管了一家银行以避免其银行系统崩溃，另一

起索赔则针对希腊，因为其对主权债券进行了重

新谈判。

32 分别见：(1)  CMS 输气有限公司诉阿根廷共和

国，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案件号ARB/01/8，
裁决，2005年5月12号；LG&E 能源公司、LG&E 
资本公司和 LG&E国际公司诉阿根廷共和国，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案件号ARB/02/1，
关于债务的裁定，2006年10月3日；BG Group 
plc诉阿根廷共和国，贸易法委员会，最终裁

决，2007年12月24日；Continental Casualty 公
司诉阿根廷共和国，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案

件号ARB/03/9，裁决，2008年9月5日；National 
Grid plc诉阿根廷共和国，贸易法委员会，裁

决，2008年11月3日；(2)   Aguas del Tunari SA 
诉玻利维亚共和国，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案件号ARB/02/3，关于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的裁

定，2005年10月21日；Suez,、Sociedad General 
de Aguas de Barcelona SA和Vivendi Universal SA
诉阿根廷共和国，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案件

号ARB/03/19和AWG 集团诉阿根廷共和国，关

于债务的裁定，2010年7月30日；Biwater Gauff 
(Tanzania)有限公司诉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案件号ARB/05/22，
裁决，2008年7月24日；(3)　Piero Foresti、Ida 
Laura de Carli 和ors诉南非共和国，国际投资争端

解决中心，案件号ARB(AF)/07/1，裁决，2010年
8月4日；(4)　Methanex 公司 诉美国，贸易法委

员会/北美洲自由贸易协会，法庭关于管辖权和

法律依据的最终裁决，2005年8月3日；Chemtura 
公司(之前的 Crompton Corp)诉加拿大，贸易法

委员会/北美洲自由贸易协会，裁决，2010年8
月2日；(5)　Vattenfall AB、Vattenfall Europe 
AG和Vattenfall Europe Generation AG & Co KG 
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

心，案件号ARB/09/6，仲裁申请，2009年3月30
日；Metalclad公司诉墨西哥合众国，国际投资争

端解决中心，案件号ARB(AF)/97/1(北美洲自由

贸易协会)，裁决，2000年8月30日；SD Myers, 
Inc诉加拿大，贸易法委员会(北美洲自由贸易

协会)，部分裁决，2000年11月13日；(6)　FTR 
Holding SA、Philip Morris Products S.A.和Abal 
Hermanos SA 诉乌拉圭东岸共和国，国际投资争

端解决中心，案件号ARB/10/7，仲裁通知，2010
年2月19日(待定)；Philip Morris Asia Limited 诉澳

大利亚，贸易法委员会，仲裁通知，2011年11月
21日(待定)；以及(7)　Vattenfall AB及其他诉德

意志联邦共和国，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案

件号ARB/12/12， 2012年5月31日登记(待定)。

33 事实上，许多投资争端依据的争端解决规则与适

用于私人仲裁的规则相同，例如斯德哥尔摩商会

仲裁院规则或者国际商会在一些案件中适用的仲

裁规则，或者仿照了这些规则，例如贸易法委员

会仲裁规则。

34 最近，特别是在《北美洲自由贸易协定》、

《2006年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仲裁规则年修订

版》、《2014年贸易法委员会投资人与国家间基

于条约仲裁的透明度规则》和其他更新的投资条

约中，在增加透明度方面取得了一些积极进展。

35 例如，涉及德国核能淘汰的仲裁仍然是机密的；

目前仅知道该案件的登记情况和一些程序性细

节，可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的网站上查阅。

36 Van Harten(2012年)探析了就投资条约的文本中未

规定或未明确规定的问题适用扩大解释和限制性

解释的频率。通过扩大解释来解决问题往往有利

于索赔人要求更多的索赔。该研究发现，“系统

偏差的初步证据”源于对条约的扩大解释，以解

决四个问题为基础：投资概念(宽泛或严格)；少

数股东提出的索赔的可受理性；在投资所有权通

过一系列公司延伸，即通过第三国从东道国延伸

至母国的情况下，公司提出的索赔的可受理性；

以及平行索赔的可受理性。如果索赔人来自某个

西方资本输出国，会产生更大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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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例如，不论是向某区域人权法院还是向普遍机制

委员会提起的人权诉讼，通常只有在用尽当地救

济之后才能受理；在国际环境法中，个人提出诉

讼的权利受到更多限制。这导致保护投资的国际

规范在执行方面出现不对称，不利于其他国际法

律制度的实施。

38 该案涉及捷克共和国电信部门的投资。一起诉讼

是由投资者自己提出，另一起由其股东提出。即

使可适用的双边投资协定基本相同，但一个法庭

判定被告国应对约2.7亿美元的损失负责，而另

一个法庭则认为被告国没有实施不法行为，不应

支付赔偿。比较CME Czech Republic B.V. 诉捷克

共和国，贸易法委员会，部分裁决，13，2001年
9月13日，最终裁决，2003年3月14日，与Ronald 
S. Lauder 诉捷克共和国，贸易法委员会，最终裁

决，2001年9月3日。

39 见，例如，Azurix Corp. 诉阿根廷共和国，国

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案件号ARB/01/12，裁

决，2006年7月14日，第391段。

40 AES Corp. 诉阿根廷，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

心，案件号Arb/02/17，管辖权裁定，2005年4
月26日，第31段。可在Gas Natural 诉阿根廷案

中找到类似的办法，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案件号ARB/03/10，管辖权裁定，2005年7月17
日，第36段。同样地，Romak S.A. 诉乌兹别

克斯坦共和国，贸易法委员会，常设仲裁庭案

件号AA280，裁决，2009年11月26日，第170
段；Chevron Corp.和Texaco Petroleum Co. 诉厄

瓜多尔共和国，贸易法委员会，常设仲裁庭，

案件号34877，关于法律依据的部分裁决，2010
年3月30日，第164段。

41 关于国际法中先例的不同用途，见Jacob，2011
年。

42 贸发会议(2014年)提供了一些于2013年作出的裁

定作为相互矛盾的解释的例子。

43 见CMS输气公司诉阿根廷共和国，国际投资争

端解决中心，案件号ARB/01/8，特设委员会关

于撤销应用的裁定，2007年9月25日。

44 见贸发会议(2009年)，附件：关于双边投资条约

对外国直接投资影响的计量经济学研究摘要。

45 迄今为止，被裁定支付的裁定额最高的国家是

厄瓜多尔，该国由于终止了与一家未能满足其

条件的石油公司的合同而被判支付18亿美元。

见西方石油公司和西方勘探与生产公司诉厄瓜

多尔共和国(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案件号

ARB/06/11)，2012年10月5日的裁决。

46 见《联合国宪章》第一条第二款和第二条第七款

(关于不干涉国内管辖之事件)。

47 《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一款。

48 《联合国宪章》，序言，事实陈述第2部分，第

五十五条寅项。

49 《联合国宪章》，序言，事实陈述第3部分(“社会

进展”)，第五十五条及以下各条。

50 为了帮助制定投资条约，以加强发展维度、重新

平衡国家与投资者的权利与义务并管理国际投资

协定制度的系统复杂性，贸发会议(2012年)提供

了一份详细清单，列出了关于投资条约通常包括

的各项问题的备选标准条款，其开头是投资与投

资者的定义，并载有实质性标准，例如间接征收

与公正和平等待遇，以及关于投资人与国家间争

端解决的条款。

51 例如，于2011年8月1日生效的《秘鲁－大韩民国

自由贸易协定》规定(在附件9d)：“各方承认，

购买一方发行的债务会引发商业风险。为了获得

更大的确定性，对于与拖欠或未支付一方发行的

债务有关的索赔，不得作出有利于陷入争端的投

资者的裁决，除非该投资者能够证明这一拖欠或

未支付构成了无需赔偿的征收[……]或违反了本

章规定的义务。”此外，“如果在提请仲裁之

时，已经协商进行重组或者根据这一提请已经

成为协商后的重组，则不得主张对一方发行的

债务进行重组违反了本章规定的义务，如已经

提请仲裁，则不得继续进行仲裁，除非主张该

重组违反了第9条第3款或第9条第4款[即国民待

遇或最惠国待遇]。”

52 第37.2 (b)条规定：“如双方对仲裁员的人数和

任命的方法不能达成协议，仲裁庭应由三名仲

裁员组成，由双方各任命仲裁员一名，第三人由

双方协议任命，并担任首席仲裁员。” 第38条规

定：“如果在秘书长依照第36条第(3)款发出关于

请求已予以登记的通知后九十天内，或在双方可

能同意的其他期限内未能组成仲裁庭，主席经任

何一方请求，并尽可能与双方磋商后，可任命尚

未任命的仲裁员或数名仲裁员。”第5条明确规

定“银行行长应为行政理事会的当然主席(以下

称为“主席”)。”改革《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

心公约》可要求缔约国提前批准任命一些来自

《公约》第4节所设仲裁员小组的潜在仲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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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见http://www.citizen.org/documents/RDCvs-
Guatemala-Memo.pdf。投资人与国家间争议解决

法庭忽略了为缩小公正与平等待遇的范围而进行

的各项尝试，这使一些投资法律专家开始认为不

可能精确描述公正与平等待遇。

54 见《关于解决各国和其他国家的国民之间的投

资争端的公约》的第5、第13.2、第14.2 和第38
条，可在网站https://icsid.worldbank.org/ICSID/
StaticFiles/basicdoc/CRR_English-final.pdf上查

阅。

55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仲裁与备选解决办法之间

的主要差异在于，国内法院可根据《承认及执行

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纽约公约》)对非国际投

资争端解决中心作出的仲裁及相关的执行活动进

行更大的监督，该公约中特别规定了载有认可和

执行公共政策的例外情况。

56. 此外，《公约》第72条规定，退出本公约“不得

影响该国或其任何组成部分或机构或该国的任何

国民在保管人接到上述通知以前由他们其中之一

所表示的同意受中心的管辖而产生的由本公约规

定的权利和义务。”如何解释该条款、该条款是

否仅适用于在退出《公约》行为产生影响之前由

外国投资者启动的仲裁程序的影响，或者该条是

否确保体现了载于任何先前的投资条约的对国际

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仲裁的所有赞同意见，这是一

个存在严重争议并且至今尚未得到解决的问题。

Aizenman J (2005).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in the 1990s: A reassessment. NBER 
Working Paper No. 11145, February.

Akyüz Y (2012). The boom in capital flows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Will it go bust again? Eckonomi-tek, 1: 
63−96.

Akyüz Y (2013). Waving or drowning: Developing coun-
tries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Research Paper 48, 
South Centre, Geneva.

Alemu G (2014). Financial regulation and inclusive growth 
in Ethiopia. Paper prepared under the UK DFID-
ESRC project, Financial Regulation in Low-Income 
Countries: Balancing Inclusive Growth with Financial 
Stability. Addis Ababa, Addis Ababa University.

Ariyoshi A, Habermeier K, Laurens B, Ötker-Robe I, 
Canales-Kriljenko J and Kirilenko A (2000). Capital 
controls: Country experiences with their use and 
liberalization. IMF Occasional Paper No 190, IMF, 
Washington, DC.

Bhagwati J (1998). The capital myth: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rade in widgets and dollars.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7−12.

Bresser-Pereira LC (2001). Incompetência e confidence 
building por trás de 20 anos de quase estagnação 
da América Latina. Revista de Economia Política, 
21(1): 141−166. 

Bruno V and Shin HS (2013). Capital flows, cross-border 
banking and global liquidity. Griswold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Studies. Working paper No. 237a, 
June. 

Cavallo D (1996). Commentary to Gavin M, Hausmann R 
and Leiderman L, The macroeconomics of capital 
flows to Latin America: experience and policy issues 
In: Hausmann R and Rojas-Suarez, eds. Volatile 
Capital Flows. Taming their impact on Latin America. 
Washington, DC,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Chandrasekhar CP (2014). National development banks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Delhi, 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

de Laubadère A and Delvolvé P (1986). Droit Public 
Économique, Paris, Dalloz.

Diaz-Alejandro C (1985). Good-bye financial repres-
sion, hello financial crash.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 1−24. North-Holland.

Eberhart P, Olivet C, Amos T and Buxton N (2012). Profiting 
from injustice. How law firms, arbitrators and finan-
ciers are fuelling an investment arbitration boom. 
Corporate Europe Observatory and the Transnational 
Institute, Brussels and Amsterdam, November; avail-
able at: http://www.tni.org/sites/www.tni.org/files/
download/profitingfrominjustice.pdf.

Eichengreen B (1994). International Monetary Arrange-
ments for the 21st Centur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Eichengreen B and Rose AK (2014). Capital controls in the 
21st century. VOX; available at: http://www.voxeu.
org/article/capital-controls-21st-century. 

Epstein G, Grabel I and Jomo KS (2004). Capital 
Management Techniqu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 Assessment of Experiences from the 1990s and 

参考文献



2014年贸易和发展报告152

Lessons for the Future. G-24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No. 27, March.

Esen O and Binatli AO (2013). The Minsky Perspective on 
Macroprudential Policy, PERI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308,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MA.

Fama E (1980). Banking in the theory of finance.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6: 39−57.

Franck S (2005). The legitimacy crisis in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Privatizing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through inconsistent decisions, 73 Fordham 
Law Review, 1521.

Galati G and Moessner R (2011). Macroprudential policy 
– a literature review. BIS Working Papers No. 337,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Basel.

Gallagher KP, Griffith-Jones S and Ocampo JA (2012). 
Capital account regulations for stability and devel-
opment: A new approach. In: Gallagher KP, Griffith-
Jones S and Ocampo JA, eds. Regulating Global 
Capital Flows for Long-Run Development. Pardee 
Center Task Force Report, Boston University, Boston, 
MA.

Gavin M, Hausmann R and Leiderman L (1995). The 
macroeconomics of capital flows to Latin America: 
Experience and policy issues. Revised version 
of a background paper prepared for a seminar on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s: Prospects and Policy 
Issues at the Annual Meetings of the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in Jerusalem, 3 April.

Grabel I (2000).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licy cred-
ibility’: The new-classical macroeconomics and 
the remaking of emerging economie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4(1): 1−19.

Haldane AG (2011). The big fish, small pond problem. 
Speech delivered at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 Bretton 
Woods, New Hampshire, 9 April 2011.

Hallward-Driemeier M (2003). Do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Attract FDI? Only a bit…and they could 
bite. World Bank Development Research Group 
(DECRG), July.

IADB (2014). Global Recovery and Monetary Normali zation: 
Escaping a Chronicle Foretold?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Macroeconomic Report, 2014. Washington, 
DC,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IEO (2007a). The IMF and aid to sub-Saharan Africa. 
Washington, DC, Independent Evaluation Office, IMF.

IEO (2007b). Structural condionality in IMF-supported 
programs. Washington, DC, Independent Evaluation 
Office, IMF.

IMF (2010). Fiscal Monitor. Washington, DC, May.
IMF (2011). Recent experiences in managing capital 

inflows − Cross-cutting themes and possible policy 
framework. Prepared by the Strategy, Policy, and 
Review Department. Washington, DC, February.

IMF (2012). The liberalization and management of capi-
tal flows: An institutional view. Washington, DC, 
November.

IMF (2013). Key aspects of macroprudential policy. 
Background paper, June. 

Jacob M (2011). Precedents: Lawmaking through inter-
national adjudication. 12 German Law Journal: 
1005−1032.

Kingsbury B and Schill S (2009). Investor-State arbitration 
as governance: Fair and equitable treatment, pro-
portionality, and the emerging global administrative 
law. In: Van den Berg AJ, ed. 50 Years of the New 
York Convention, ICCA Congress Series, 14: 5–68. 
Lond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Krugman P (1998). The confidence game: How Washington 
worsened Asia’s crash; available at: www.pkarchive.
org/crises/krugman1.html. 

Leroux E (2002). Trade in financial services under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Journal of World Trade, 
36(3): 413−442.

Luna-Martinez J and Vicente CL (2012). Global survey of 
development banks.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5969,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Martinez J and Santiso J (2003). Financial markets and 
politics: The confidence game in Latin American 
emerging economie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4(3): 263−395.

Massad C (1998). The liberalisation of the capital account: 
Chile in the 1990s. In: Fischer S, ed. Should the IMF 
Pursue Capital-Account Convertibility?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 No. 207: 34−46.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Moreno R (2011). Policymaking from a “macropruden-
tial” perspective in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BIS WP No.336,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Basel.

Obstfeld M and Rogoff K (1995). The mirage of fixed 
exchange rat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9(4): 73−96.

Ocampo JA (2012). The case for and experience with capital 
account regulations. In: Gallagher KP, Griffith-Jones 
S and Ocampo JA, eds. Regulating Global Capital 
Flows for Long-Run Development. Pardee Center 
Task Force Report, Boston University, Boston, MA.

OECD (2013). OECD Code of liberalization of capital move-
ments; available at: http://www.oecd.org/daf/inv/
investment-policy/CapitalMovements_WebEnglish. 
pdf.

Prasad E, Rajan R and Subramanian A (2007). Foreign 
capital and economic growth.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 153−209.

Prasad E, Rogoff K, Shang-Jin W and Kose MA (2003). 
The effects of financial globalization on developing 
countries: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IMF Occasional 
Paper 220, Washington, DC.

Prates D (1998). Investimentos de portfolio no mercado 
financeiro domestico. Abertura Externa e Sistema 
Financeiro. Final report, chapter 1, São Paulo, 
Fundacion para el Desarrollo.



国际金融与政策空间 153

Rey H (2013). The Global Financial Cycle and Monetary 
Policy Independence. London, London Business 
School, CEPR.

Schill S (2011). Enhancing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s 
Legitimacy: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founda-
tions of a new public law approach. Virgi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52 (1): 57−102.

Schill S (2014).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s interna-
tional development law. Yearbook 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nd Policy.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ornarajah M (2008). A coming crisis: Expansionary trends 
in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In: Sauvant K, ed. 
Appeals Mechanism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Disputes.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9–80.

Stiglitz J (2004). Capital-market liberalization, globaliza-
tion and the IMF.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20(1): 57−71.

Tarullo DK (2013). Macroprudential Regulation. Speech 
at the Yale Law School Conference on Challenges in 
Global Financial Services, New Haven, CT, September.

Tucker T and Ghosh J (2011). WTO conflict with finan-
cial re-regulatio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XLVI(51): 75–79.

Turner P (2014). The global long-term interest rate, financial 
risks and policy choices in EMEs. BIS Working Papers 
No 441,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Basel.

UNCTAD (2003).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3 – FDI 
Policies for Development: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03.II.D.8, New York and Geneva.

UNCTAD (2009).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gree-
ments in attracti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o devel-
oping countries. UNCTAD Serie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olicies for Development, Geneva.

UNCTAD (2010). Denunciation of the ICSID Convention 
and BITs: Impact on investor-State claims. IIA Issues 
Note No. 2. Geneva, December.

UNCTAD (2011). Sovereign debt restructuring and inter-
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IIA Issues Note 
No. 2. Geneva, July.

UNCTAD (2012).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2 –  Towards 
a New Generation of Investment Policie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12.II.D.3, New York 
and Geneva.

UNCTAD (2013a).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3 – Global 
Value Chains: Investment and Trade for Development.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13.II.D.5, 
New York and Geneva.

UNCTAD (2013b).Reform of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
ment: in search of a roadmap. IIA Issue Note No. 2. 
Geneva, June.

UNCTAD (2014). The recent turmoil in emerging econo-
mies. Policy Brief No. 29, Geneva, March.

UNCTAD (TDR 2006).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06. Global Partnership and National Policies for 
Development.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06.II.D.6, New York and Geneva.

UNCTAD (TDR 2011).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11. Post-crisis Policy Challenges in the World 
Economy.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11.
II.D.3, New York and Geneva.

UNCTAD (TDR 2013).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13. Adjusting to the changing dynamics of the 
world economy.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13.II.D.3, New York and Geneva.

Van Harten G (2007).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and 
Public Law.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Van Harten G (2008). A Case for an International Invest-
ment Court. Inaugural Conference of the Society for 
Inter national Economic Law, 16 July; available at: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 
id=1153424.

Van Harten G (2012). Arbitrator behaviour in asymmetri-
cal adjudication: An empirical study of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Osgoode Hall Law Journal 501(1): 
211−268; available at: http://digitalcommons.osgoode.
yorku.ca/ohlj/vol50/iss1/6/.

Van Harten G et al. (2010). Public statement on the inter-
national investment regime, 31 August; available 
at: http://www.osgoode.yorku.ca/public_statement.

Von Bogdandy A and Windsor J (2008). Annex on financial 
services. In: Wolfrum R, Stoll P-T and Feinäugle C, 
eds. Max Plank Commentaries on World Trade Law, 
Vol. VI: WTO − Trade in Services. Leiden/Bosto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640−666.

Wallach L (2012). ‘Fair and equitable treatment’ and 
investor’s reasonable expectations: Rulings in the 
US FTAs & BITs demonstrate FET definition must 
be narrowed. Washington DC, Public Citizen, 
5 September.





双边投资条约能否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发展中国家？ 155

本附件介绍了一项计量经济研究，该研究旨在测试在1985年至2012年间，双边投资

条约是否促进了双边外国直接投资从发达经济体流入发展中经济体。

第六章的附件

双边投资条约能否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流入发展中国家？

本研究依据标准引力面板数据模型，该模

型预测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外国直接投资与其

市场规模成正比，与其地理距离成反比：

• 被解释的变量是外国直接投资，以双边外

国直接投资从发达国家(母国)向发展中国

家(东道国)的净流出额来衡量，以百万美

元计。关于双边外国直接投资流出的主要

数据来源是经合组织《国际直接投资数据

库》。该系列已完成，数据来源是美国经

济分析局和贸发会议数据库。

• 市场规模以母国和东道国的实际国内生产

总值来衡量，按2005年定值美元计，使用

的是联合国《国民账户主要总表》数据库

和国家资料来源。预计两国的国内生产总

模型与数据来源

值系数为正。母国的面积越大，从该国流

出的外国直接投资越多；东道国的面积越

大，对外国投资者输出的潜在需求越大。

• 母国和东道国首都城市之间的地理距离

数据来自CEPII GeoDist 数据库(Mayer和
Zignago，2011年)。它充当了两国间交易

和运输成本以及制度和文化距离的代理。

系数符号表明了外国直接投资的一般类

型。正号将表明出口和外国直接投资是替

代品，因为企业将通过在东道国投资而不

是从母国出口来为客户服务。负号将表明

外国直接投资与双边贸易互补，尤其是在

与涉及母国和东道国的国际生产网络有关

的投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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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包括一系列代表了从CEPII GeoDist数据

中获得的恒定变量的虚拟变量。这些虚拟变量

能够捕捉两国的地理、文化和历史相似性，这

些都是加强经济联系或减少交易成本的因素。当

两国拥有共同的陆地边界、语言或殖民历史时，

相应的虚拟变量为1。预计这些变量系数为正。

修改了标准引力模型以引入与双边投资条

约和其他外国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有关的变量，

以便完成预计方程：

• 根据贸发会议的报告，如果两国签署了双

边投资条约，则虚拟变量为1。鉴于双边

投资条约应减少投资风险，所以可将其视

为为投资者提供激励措施，因此其期望值

为正。代表双边投资条约的三个替代变量

用于进行估计：两个虚拟变量(一份签署的

双边投资条约和双边投资条约的生效)和一

个衡量自双边投资条约签署以来经过的年

数的变量。

• 劳动技能以东道国成年人口(25岁以上)接
受中等教育的平均年数来衡量。数据来自

Barro和Lee(2010年)，其中包括1950年至

2010年间每五年受教育程度的数据。使用

线性插值获得每年的数据。预计该系数为

正。

• 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差异被用作母国和东道

国之间绝对技能差异的代理。1   如果外国

直接投资是由市场准入推动的，则预计出

现负值，因为“绝对的技能差异会减少从

属销售”(见Blonigen 等人，2012年)；不

过，如果外国直接投资是由东道国较低的

工资成本推动的，则预计出现正值。

• 开放性是以进口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率

来衡量的。数据摘自贸发会议数据库和国

家资料来源。预计出现正相关，因为其可

被视为对整体开放性的衡量。

• 区域贸易协定是一个虚拟变量，在两国

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或区域贸易协定

后，该变量值为1。数据来源于de Sousa数
据库(2012年)。鉴于区域贸易协定减少了贸

易壁垒并促进了母国公司与东道国的外国

分公司之间的中间货物和最终货物移动，

预计会出现正相关。此外，一些区域贸易

协定中包括其他条件，例如促进资金和资

本流动的投资监管。由于一些区域贸易协

定包含中外国直接投资相关条款，所以预

计方程中排除了区域贸易协定，以避免受

到双边投资条约的影响。因此，预计双边

投资条约变量的系数会向上偏斜。

估计方法和结果 

使用了大量面板数据检测双边投资协定

对流向发展中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

这些数据涉及1985-2012年期间从27个发达经

济体流向119个发展中经济体的双边外国直接

投资。修改后的引力方程是基于两种估算方法

估计的：普通最小二乘法和泊松伪最大似然估

计。所有恒定解释变量均滞后一个时期以减少

内生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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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最小二乘法

 •	 鉴于引力方程采取乘法形式，通常采用的

方法是取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虚拟变量

除外)的自然对数，并对形成的对数线性方

程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2 

 •	 为了控制遗漏变量偏差，通过能够控制母

国或东道国所有恒定特点的虚拟变量将母

国和东道国的固定效应包含在内。3   时间

固定效应也被包含在内，以解释任何影响

所有国家的冲击。  

 •	 表6.A.1的第1至第5栏介绍了通过普通最小

二乘法获得的估计结果，以及稳健标准误

和三种类别的固定效应(年份、东道国和母

国)。整体而言，此规范解释了约50%的双

边外国直接投资流出变动。结果显示，除

了开放性和共同边界之外，各系数均具有

统计学意义。尤其是，“地理距离”具有

很大影响：其负号也表明，由于地理距离

和文化与制度差异，外国直接投资与双边

贸易或高昂运营成本有关。东道国的“劳

动技能”系数为正，这表明国内市场有更

加重要的作用。所有其他变量都出现了预

期值。在此规范中，双边投资条约的系数

都非常显著并且为正值。不过，由双边投

资条约带来的外国直接投资比例很低，当

纳入一个双边投资条约变量时，决定系数

发生的变化可忽略不计，这恰好反映了这

一点。

泊松伪最大似然估计

 •	 Santos Silva和enreyro(2006年)指出，由于

詹森不等式，4   普通最小二乘法使用的对

数线性引力模型会使估计产生偏差，5  并得

出误导性结论。他们建议，引力等式中的

系数应在其乘法形式中予以估计，并建议

使用泊松伪最大似然估计方法。泊松伪最

大似然估计与异方差的存在具有一致性，

并提供了一种处理零值的方法(与对数规范

不同)。

 •	 第6至第10栏显示了通过泊松伪最大似然估

计获得的结果，以及稳健标准误和三种固

定效应。技能差异系数具有统计学意义，

并且其正值为通过东道主国家较低工资成

本推动的外国直接投资提供了支持。市场

规模、劳动技能、开放性和区域贸易协定

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并出现了预期值，而

双边投资条约变量系数的意义不大。四个

恒定变量系数－地理距离、共同边界、

共同语言和殖民地－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	 Ruiz和Vilarrubi(2007年)认为，由于文化和

历史因素难以衡量，所以应通过利用时间

和国家组合6    固定效应来估计引力模型。

第11至第15栏显示了通过泊松伪最大似然

估计获得的结果，将年份和国家组合视为

固定效应。除了双边投资条约变量之外，

所有时变系数都具有统计学意义。各项系

数的规模通常比通过泊松伪最大似然估计

并利用年份、母国和东道国固定效应获得

的系数规模大。

 •	 在比较那些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规范获得

的结果时，普通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往

往会比泊松伪最大似然估计结果大很多。

这表明，得出的结果对采用的规范十分敏

感。出于这一原因，应对使用普通最小二

乘法获得的之前的研究结果进行谨慎解释。

 •	 为了检验稳健性，还通过纳入变量的替代

定义来对引力等式进行估计，这些变量包

括开放性(即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贸易总

额)、技能差异(即绝对值、正值和负值)和
双边投资条约(即自批准双边投资条约以来

经过的年数)。此外，尝试对外国直接投资

变量进行了不同转变。7 在所有这些规范

中，对双边投资条约系数的泊松伪最大似

然估计一直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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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经济计量分析表明，标准引力模型为外

国直接投资双边流动，即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

中国家提供了有意义的解释。然而，当纳入双

边投资条约变量时，结果却是矛盾的。仅使用一

种方法(对数线性回归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得出

的结果表明，双边投资条约对双边外国直接投资

具有积极影响，尽管这一影响的估计范围很小。

根据最近的文献，由于这种方法会产生偏差估

计，因此还使用了一种替代方法(泊松伪最大似

然估计)。这种方法显示，双边投资条约似乎对

南北双边外国直接投资流动没有影响：估计的

系数量级接近于零。此外，双边投资条约系数

不具有统计学意义；换言之，结果无法支持双

边投资条约推动双边外国直接投资这一假设。

这些结果与现有文献一致，这些文献认为

现有的研究状态无法充分解释外国直接投资的

决定因素，尤其是双边投资条约对外国直接投

资的影响。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不应假

设签署双边投资条约将促进外国直接投资。实

际上，他们应对任何关于积极加入双边投资条

约的建议保持谨慎。

结 论

注 释

1 技能差异是以两国最高平均受教育年限与最低

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比率对数来衡量的。

 2 此处使用的外国直接投资数据包含15,983项观

察值，其中2,844项观察值为零，3,410项观察

值为负。由于文献在使用对数时通常在避免删

除观察值，所以外国直接投资价值在1美元时

增加，并且负值被删除。

3  在面板数据估计中，系数可能受遗漏变量偏差

的影响；即，当未知或难以衡量的重要变量未

被纳入等式并且与上述解释变量相关时，解释

变量的估计系数会产生偏差。贸易引力文献中

关于遗漏变量偏差的讨论，见Anderson和van 
Wincoop(2003年)。

4  根据詹森不等式，对数平均数不同于平均数的

对数。

5  它们表明，在引力模型中，即便控制固定效益，

异方差性的存在也可影响估计量的一致性。这

是因为，由于詹森不等式，被解释变量对数通

过使用有偏差的系数改变了误差项的属性。

6  国家组合虚拟变量吸收了所有遗漏变量的效应，

这些变量针对国家组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仍

然保持不变，其中包括标准引力变量(地理距

离、共同边界、共同语言和殖民地)。

7   首次稳健性检验仅考虑了外国直接投资严

格意义上的正值。第二次检验使用了Levy-
Yeyati 等人(2007年)的转换，也就是用(FDI)* 
log(abs(FDI)+1)代替初始外国直接投资变量，

从而纳入了负值。最终，名义外国直接投资价

值受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的影响而下

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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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的宏观经济环境和旨在进行产品升级

和多样化的工业政策有必要成为一项长期国家

发展战略的永久组成部分，但由于各经济体不

得不适应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新经济前景，所

以它们变得更为关键(《2013年贸易和发展报

告》)。本报告前几章说明了当前在贸易和资本

流动方面的国际安排会限制各国适应环境所需

的国家政策空间；并针对鼓励采用不同的经济

一体化模式的方式提出了建议，经济一体化将

为发展中国家及其贸易伙伴带来新的机遇。然

而，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即使政府在多边、

区域和双边协定框架内获准追求其期望的发展

战略，政府仍需为此提供资金。在保留政策空

间的情况下，加强财政收入是关键，因为这些

不仅比其他长期融资来源更具可持续性，而且

受到限制政策空间的约束和条件的影响较小。

正如之前的贸发会议报告所述，加强公共

财政的战略已成为发展型国家的必要基础，并

且对宏观经济稳定性也很关键(贸发会议，2009
年)。然而，全球化经济为增加财政收入构成了

严重威胁。本章探析了财政空间如何受到国家

间税收竞争、国际公司和富裕家庭的避税，以

及严重依赖自然资源租金的国家面临的特殊挑

战的影响。本章探讨了一些解决这些问题的方

法，重点关注与国内税款征收和其他当前公共

收入有关的问题。发展援助和债务资本可提供

备选收入来源，并且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具有特

殊意义。2008、2010、2011和2012年的《贸易

和发展报告》详细讨论了这些流动给财政和政

策空间带来的不同挑战，因此在本报告中不再

详述。

财政空间是指政府使用财政工具追求不同

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政策目标的能力。公共收

入的增加能够提高使用特殊工具，例如差别税

率、补贴和社会转拨以实现社会和发展目标的

可能性。财政空间具有一个数量或预算维度，

通过衡量公共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可

对其进行粗略估计。尤其是，它不应被视为等

同于财政平衡；政府可能会陷入赤字，但如果

额外所需的开支能够推动经济增长，则政府能

第七章

促进稳定和发展的财政空间：
当代的挑战

A. 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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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为其供资，或者如果债务不会对稳定性和其

他政策目标产生威胁，则政府可能会负债。政

策空间还指增加公共开支的可能性，包括采取

支持结构转型的措施的可能性，和公共支出发

生变化以作为一种需求管理工具的可能性。

财政空间也具有一个数

量维度，这与公共收入和支

出的水平和构成有关。在法

律上，关于财政空间的决策

可受到国际安排和协定、外

部施加的制约以及例如那些

与赤字上限有关的法律规则

的限制；但实际上，它也会

受到例如全球投资者和金融市场可感知的要求

或国内利益集团权力的限制。

财政空间是一个动态概念，因为公共开支

的变化会对经济，继而对政府收入产生影响。

短期来看，财政空间可通过促进增长政策的倍

增效应得到扩展。特别是，在衰退背景下，当

需要反周期刺激时，除了通过增加公共借款来

创建财政空间外，还可通过采取不同的短期措

施来增加收入(《2011年贸易和发展报告》)。然

而，从更长远的发展角度来看，财政空间意味

着有能力为支出要求供资，这些要求会随着时

间的推移而增加并且变化。实际上，在发展过

程中，公共开支作为国内生产总值的一部分会

增加，尤其是用于为基础设施、社会转拨和基

础服务供资的开支，与此同时，为其供资的收

入也会增加。财政空间是发展所需政策空间的一

项基本要素，同时财政空间的增加与发展同步。 

本章B节探析了不同国家组当前的财政收

入趋势，以及政府在设法改善这些收入的总量

和构成方面面临的挑战。这一节介绍了财政空

间的长期趋势，并指出这是

发展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一节还讨论了全球化和有

关政策选择如何改变财政收

入的构成。

随后的几节侧重于讨论

全球治理和国际行为者大幅

影响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财政空间的方式。C
节探析了避税港、保密管辖区和资金非法流动

如何腐蚀税基、削弱税收制度的公正性并扭曲

贸易和投资模式。该节评估了这些机制造成的

税收流失量，并描述了为解决该问题所采取的

一些国内措施和多边举措。D节分析了与对许

多发展中国家具有特殊意义的采掘业有关的问

题。鉴于商品价格的增长，采掘业为增加财政

收入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然而，由于税收规

则不适当或难以实施规则，这一潜能一直没有

得到很好利用，这是因为这些行业的跨国公司

经常借助避税技巧。该节还分析了从自然资源

中获得的租金在一些国家的分布情况，并解释

了最近几年影响这一分布的规则是如何变化的。

最后，E节总结了主要发现，并介绍了一些旨在

完善发展战略财政空间的政策导向。

财政空间是促进发展所需的

政策空间的一项基本要素，

财政空间的增加与发展同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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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展型国家

成功的发展型国家具有鼓励私营部门发展

的远见和能力，包括通过将利润和投资提高至

仅靠市场力量不可能实现的水平。这些国家还

能够设计有效机制对私人投资者进行约束，将

私人资源引导至经济和社会收益可能极高的领

域(1996、1997、2003和2009年《贸易和发展

报告》)。从这个角度处罚，Adelman(2000年)
确定了一个成功的发展型国家应具备的基本要

素。这些要素包括高度自主、为了国家利益制

定政策的能力和信誉、领导人对经济发展的承

诺、良好的经济政策和与国际环境相关的必要

的经济自主权。

前面各章尤为侧重于获得必要政策空间的

这些要素中的最后一项。然而，发展型国家也

在调动和分配资源，长期来看，这有可能成为

它们取得成功的关键。基础设施发展需要获得

这些要素的支持，即，投资于实物资本和人力

资本，而私营部门，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私营

部门可能在这些领域很薄弱或缺席，并且要依

赖于良好的基础设施开展自己的营利性活动。

然而，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基本谈判远远超出了

提供良好基础设施的范围；这种谈判还多次并

且在不同程度上要求国家履行其他职能，例如

增加可供投资的资源的供应，将长期投资风险

社会化，并在技术、培训和出口等领域提供支

持服务。国家资助的积累和技术进步可能涉及

多个方面，如资产从生产力较低部门向生产力

较高部门的转移、控制金融体系、获得外国技

术和外国技术适应当地条件，以及为鼓励多样

化和升级而向一些活动提供直接公共投资(附带

特定的优先投资)。

这些活动只能在一项基于国家发展共同愿

景的综合战略下开展，并且取决于能否获得广

泛的社会赞同，它们需要得到制度安排的支

持，以便于主要利益相关方开展持续的对话和

协调。包括调用税收收入在内的公共财政是使

国家角色合法化以及在经济和社会范围建立政

府责任领域的主要组成部分。Ocampo(2007年)
确定了有效调动国家资源所必需的“财政契约”

的五个组成部分：明确的财政纪律规则，同时需

要充足的税收收入为社会分配给国家的职能供

资；透明的公共开支；设计国家资源管理效率

标准；承认公共预算在提供“有社会价值的货

物”和收入分配方面的中心作用；以及规划欢

迎公民参与的均衡的民主财政制度。

当潜在的收入来源受限时，这一挑战对于

较低水平的收入和发展而言就尤为严峻，而对

于严重依赖自然资源并将其作为最初发展动力

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大多数采掘业在当地的

市场有限，并设法将其出口所得收入最大化。

这可以产生巨大利润和外汇收入，如果管理得

当，能够减少对更加快速发展的限制。然而，

说比做容易：“荷兰病”问题会引起严重的宏

B. 全球化金融时代的资本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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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经济失衡并增加汇率的不稳定性和经济的脆

弱性，采矿部门扩张会引发实际货币升值以及

其他可交易部门的产出和就业下降。不过有大

量证据显示，如果决策者拥有必要的政策空间，

那么这一问题是可控的(基金组织，2003年；贸

发会议，2005年)。

当此类扩张通过创建飞地经济形成一种片

面的内部整合模式时，会对长期前景造成更大破

坏。这种国际商品市场结构会导致这样的结果，

即，当决策者邀请跨国公司发展该部门时，会

发现自己处于谈判弱势，因为这些大型公司比

东道国拥有更好的信息以及更大的金融、技术

和市场优势，包括资本外逃威胁。此外，与价

格不稳定相关的无法预测的租金可严重扭曲更

广泛的刺激结构，并会在私营和公共部门的投

资规划中增加投机维度。无论是由国家还是由

外方拥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都不是解决方法；

解决办法与如何在牢记长期发展目标的情况下

最好地管理资源租金有关。近年来，如前面各

章所述，目标已转向努力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至

采掘部门，但没有充分关注提高东道国政府的

谈判地位，以便其从自然资源基础中获得更好

的收益并促进国家产出的升级与多样化。重新

侧重于长期发展将需要改变现有的财政和立法安

排，以便增加收入并确保增值在东道国经济中占

有更大的比例，进一步的讨论见下文。

2. 长期财政趋势

一般来说，发达国家往往比发展中国家拥

有更大的财政空间，因为它们汇集了更多的收

入作为国内生产总值的一部分。这是长期历史

发展的结果：在1900年代早期，英国政府汇

集的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而一个世纪

之后，这一比例达到40%(Clark和Dilnot，2002
年)；在同一时期，美国政府的收入从低于国内

生产总值的10%升至30%(Maddison，2001年)。
税基的扩大不仅仅是现代(和正规)经济部门发展

的结果，也是调整立法、引入新税和其他财政

收费、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改变这些收费，以

及为加强税务管理和执行而付出巨大努力的结

果(Besley和Persson，2013年)。反过来，更大的

收入汇集能力又为满足公民对基于福利国家的

概念提供的公共物品与服务的需求提供了多种

途径。更普遍来说，这种能力允许为更多促增

长的公共开支供资，它在发展与财政空间之间

建立了一种积极的相互联系。在2011-2012年期

间，发达国家汇集的公共收入平均占国内生产

总值的41.5%，仅税收收入就占25.5%。相反，

在那段时期，最不发达国家一般政府的总收入和

税收收入分别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3%和14.5%。

虽然收入水平和财政收入之间存在着广泛

的联系，但没有公共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率

的基准。后者既取决于经济体提供公共收入的能

力(以及汇集这些收入的行政能力)，也取决于政

治选择。在人均收入处于相似水平的各国之间，

这一比率却存在巨大差异，反映了历史环境、

不同的创收能力和社会可接受的关于国家角色

的政策选择。这些政策选择关系到国家的再分

配作用，公共部门应在何种程度上提供重要社

会服务和公共财政工具在何种程度上被用于宏

观经济管理并支持结构转型的政策。

在一系列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和转

型经济体中，作为国内生产总值一部分的政府

收入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呈正相关，但在

这些组别中也存在着重要分布(图7.1)。例如，

大多数高收入欧洲国家，包括(按降序)挪威、丹

麦、芬兰、瑞典、法国、比利时、奥地利、意大

利、瑞士和德国的政府收入高于或接近于国内生

产总值的50%；而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政府

收入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30%。这一差异表明了

社会覆盖和福利国家的不同模式。在收入层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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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

2012年政府收入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关系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计算结果，依据是拉加经委会，《拉加经委员会统计数据库》；欧洲统计局，《统计数据库》；经合组
织，《StatExtracts》数据库；欧洲委员会，《年度宏观经济数据库》；以及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和《政府金融统
计》数据库。

       注:	数据指的是2012年或最近几年的可用数据。收入数据涉及一般政府收入，但阿根廷、玻利维亚多民族国、哥伦比亚、厄瓜多
尔、萨尔瓦多、墨西哥、巴拿马、巴拉圭、乌拉圭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除外，这些国家的数据涉及非金融公共部门。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数据以对数刻度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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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端，最不发达国家还表现出了一些差异，海

地、塞拉利昂、乌干达、埃塞俄比亚、几内亚比

绍和中非共和国(按升序)的政府收入约为国内生

产总值的15%，而马拉维、布隆迪、刚果民主共

和国和莫桑比克接近30%。后两个国家是矿石和

金属出口国，矿石和金属为政府提供的收入与人

口的平均收入无关。

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

体在提高与人均收入关系不大的采掘业公共收

入方面的能力很明显。在大多数其他国家，征

收的所得税约占政府收入的三分之二，而在石

油出口国家，这一比例仅接近三分之一(比较图

7.1A和7.1B)。安哥拉、玻利维亚多民族国、伊

拉克、科威特、利比亚、阿曼和沙特阿拉伯的政

府收入接近或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50%，尽管这

些国家的收入水平从中下到高不等。其政府收入

的大部分直接来源于国有采掘公司红利、特许权

使用费或产量分成协议，而所得税只占很小的比

例。然而，出口矿物或碳氢化合物不能保证高水

平的政府收入，秘鲁、土克曼斯坦和赞比亚的数

据表明了这一点。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从自

然资源中获得的租金分布有关的国内政策，本章

的D节对此进行了讨论。

非石油出口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

多数为中等收入国家，它们的公共收入处于

中间水平，其非加权平均数为国内生产总值的

26.8%。在这一差异化组别中，转型经济体的

公共收入水平明显高于平均水平(最明显的是波

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塞尔维亚、乌克兰和乌

兹别克斯坦)，部分原因是社会缴款发挥了重要

作用。对于一些拉丁美洲国家也是如此，这些

国家有强劲的再分配政策，并且社会保障和养

老金制度仍是国家的责任(例如阿根廷、巴西和

古巴)。相比之下，在一些中美洲国家(例如危地

马拉和洪都拉斯)和南亚(例如巴基斯坦和斯里兰

卡)，公共收入水平相对较低。

在过去二十年，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

家在公共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方面的差距

缩小了，这是由于多数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

济体的国内资源调动日益增加。在拉丁美洲和

非洲，受更强劲经济增长和广泛有利的宏观经

济环境的支持，总税收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

所占比例大幅上升(图7.2)。1  从商品出口获得

的公共收入的增加对此也有贡献，这反映了更

高的商品价格和某些情况下，在与石油和采矿

公司商定的合同方面的变化。在拉丁美洲，较

低的失业率、较高的实际工资和较大比重的正

式工作也提高了社会缴款水平。不平等因而逐

步减少，与此同时，消费和间接税在增加。此

外，引入新税以及推动税务管理也可增加收入

(拉加经委会，2014年a)。在非洲，公共收入的

整体增长幅度较小，部分原因是边境税的贡献

较少，而边境税是总税收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亚和转型经济体的总政府收入也大幅增加，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可从不断上升的石油价

格中获利。总之，在所有发展中地区和转型经

济体中，政府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得

到提高，但东亚、南亚和东南亚除外。在亚洲

和太平洋地区，与国内生产总值有关的税收的

低增长率导致该地区的个人所得税水平低并且

严重依赖增值税(亚太经社会，2013年)。另一方

面，在发达国家，政府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

比重略微下降，从1991年至1995年间的平均43%
降至2011年至2012年间的41.5%。

产出增长对财政空间具有广泛的积极影

响。在多数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中，政

府收入的增速往往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尤其是

在中等收入国家。一项针对17个拉丁美洲国家

和6个东南亚国家的研究表明，在1990-2012年
间，国内生产总值每增长1%，政府收入会增长

1.15%(Weeks，2012年)。结构转型与产出增长

同步进行可在一定程度上对此作出解释，而这

两者同步的主要原因是现代经济部门的扩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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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

1991-2012年一些国家组按来源分列的政府收入

(国内生产总值百分比)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计算结果，依据是拉加经委会，《拉加经委员会统计数据库》；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和《政府
金融统计》数据库；欧洲统计局，《统计数据库》；经合组织，《StatExtracts》数据库；以及《年度宏观经济数据库》。	

    注:		数据指的是一般政府收入观测的五年平均值，除了阿根廷、玻利维亚多民族国、哥伦比亚、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墨西哥、
巴拿马、巴拉圭、乌拉圭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对于这些国家，数据指的是非金融公共部门。中国的数据仅指预算收
入；其中不包括预算外资金或社会保障资金。其他收入包括资本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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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大中型企业使用的劳动力所占比例的增加。

这反过来提供了更大的税基，包括直接征税的

税基。另一方面，在人均收入低且非正规就业

水平高的发展中国家中，政府加入的可能性更

小，而通过加入可从私人收入中获取更多收入。

因此，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据比重的财政收入

的增长要比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薄弱。主要的

例外可能存在于通过对采掘业的大型公司征收各

种税来增加收入的国家，D节对此进行了讨论。

3. 公共收入和财政空间构成 

税收构成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具有分配意

义并且在为特殊需求与供应要素提供动力方面

发挥着作用。例如，将差别税率应用到特殊部

门是工业政策的一种形式。直接税，尤其是公

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可出于收入分配的目

的进行调整，并可充当内在稳定因素，因为它

们会在繁荣期增加，而在衰退期下降。在发达

国家，所得税依然是收入的主要来源，社会缴

款紧随其后(图7.2)。

发展中国家往往更加依赖从消费和贸易间

接税中获得的收入。2012年，在非洲，仅增值

税就占总收入的22%，在拉丁美洲占26%，在

东亚、南亚和东南亚占29%。这一比例只有在

西亚较低(12%)，因为其收入的大部分来源于采

掘业。此外，自2000年代以来，增值税在国内生

产总值中的比例在全世界各个地区都有所增加。

即使是发达国家也在不断使用消费税，而且这已

经成为所得税之后的其税收收入第二大来源。

这种趋势具有消极的分配影响，因为与所

得税相比，增值税和其他间接税具有递减性。

一些国家试图通过豁免和区别对待来减少其递

减性。在拉丁美洲，对一些产品不征收增值税，

并且在某些工业部门或向特殊类别的消费者提

供豁免(拉加经委会，2014年a)。2  其他国家使

用差别增值税率，以促进环境优先事项，例如

通过对塑料、机动车辆和燃料的购买设定更高

的税率。同样在拉丁美洲，一些国家最近采用

了双重税收制度，与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使用的

类似，该制度设定了资本收入标准税率、更高

的公司税率和劳动收入累进税率。在该地区的

其他国家，财政工具被用于促进正规就业，并

帮助将税收负担从雇佣更加正规工人的部门的

公司转移至资本更加密集的采掘业跨国公司(拉
加经委会，2014a)。

与这些补偿措施相比，其他政策已倾向于

财政递减。Ortiz和Cummins(2013年)发现，约

63个发展中国家和31个高收入国家的94个政府

考虑了提高收入的方案，办法是提高增值税或

销售税率或消除豁免以作为一项最普通的危机

后调整措施。

此外，所有地区的主要趋势是公司所得税

税率稳步下降，因为政府在努力吸引或留住流

动投资者(2012年《贸易和发展报告》，第五

章)。多个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公司税税率从

1980年代早期的45%下降至2012年之前的25%
以下。发展中国家的公司税税率也大幅下降，

平均从1990年代早期的38%降至2000年代早期

的32%(Keen和Simone，2004年)，并在2012年
又降至约27%。3  这些公司税税率的下降未必

会导致相应的税收收入按比例缩减。在某些情

况下，税收收入可通过税基扩大得到补偿，而

在其他情况下，通过免税期、降低特殊部门或

地区的法定税率以及对出口方和自由贸易区实

行直接税款减免等措施，税收收入得以增加。

在发展中国家降低公司税税率似乎与扩大

其税收收入的一般建议相悖：如果这些国家对

财政投资有诸多公共收入的要求，并且通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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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方式提高收入的能力有限，那么它们为什么

要降低对最容易被税(至少在技术上)的经济代理

的税率？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或许其政治和制

度结构更易受到不同利益集团施加影响力的冲

击，包括外国跨国公司”(Keen和Simone，2014
年：1321)。这一趋势可能

也是应对更激烈的吸引全球

投资者竞争的方法，尽管税

收差别似乎不是外国直接投

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这一

点在发达经济体中得到了证

实，即，对公司的税收激励

并未使生产性投资增加。虽

然自1980年代初期以来，公司所得税的法定税

率和其他用于激励投资者的税收鼓励稳步减少，

但是许多发达国家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甚至在

全球危机之前就已经下降(《2012年贸易和发展

报告》，第五章，C节)。 

在2011-2012年，从公司税中获得的政府收

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增加，尽管公司税

率有持续下降趋势，这主要是因为多数国家国

内生产总值中的利润份额增加。在发展中国家

的大多数地区，从公司税中获得的公共收入大

幅增加，因为公司从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增加

中获得了利润。然而，近年来，公司税对总收

入的贡献度发生了变化，并且一般与利润增长

不同步(经社事务部，2013年)。

反映出全球影响的财政构成方面的另一项

主要变化涉及边境税和贸易税。在发展中国家，

尤其是在最不发达国家，从进口关税中获得的收

入一般在公共收入中占据很大比重。这主要是

因为与其他税相比，例如增值税或所得税和公

司税，进口关税的征收比较容易，仅需要一个

相对简单的机构，如边境的海关当局。然而，

贸易自由化协定和逐步减少关税已对这一曾是

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最重要收入来源产生了

重大影响。4     到2012年，根据最惠国条款，约

40%的国际贸易可免税，并且根据双边或区域优

惠条款，另有35%的国际贸易可免税。此外，鉴

于许多正在就双边和多边经济伙伴协定进行的谈

判，进口税对公共收入的贡献可能将在未来几年

继续减小。

在一些低收入国家，这

一趋势会对财政收入产生重

大不利影响。在非洲，2011-
2012年的边境税占政府收入

的15%。这些收入对最不发

达国家而言仍然十分重要；

实际上，在最近几年它们甚至变得更加重要，

一部分原因是这些国家在国际贸易(进口和出口)
中的参与度不断提高，另一部分原因是其关税率

仍高于其他国家(贸发会议，2014年)。例如，在

2006-2011年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总进口

增加了超过70%。最不发达国家的进口关税收

入平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而发达国家的这

一比例仅为0.5%(图7.2)。

也可适用出口税，其最常见的征收对象是

金属出口，包括废旧材料、矿物和农产品。这些

税率相对很高，未加工产品的税率约为20%，半

成品或成品的税率为13%-17%(贸发会议，2014
年)。除了增加收入外，政府还可出于其他一

些理由征收出口税，例如保护自然资源、保护

健康与环境、鼓励在处理主要商品时的国内增

值活动，以及“冻结”价格上涨带来的意外利

润。然而，许多正在多边和双边层面进行的贸

易谈判包括减少或消除这些税，这意味着今后

可能减少对其使用。鉴于出口税的多种用途，

这些限制可能产生消极影响，并且不只是对于

财政收入而言。

许多政府将其注意力转向了与金融部门和

金融交易有关的新税收来源，包括提议对股票、

税收构成之所以重要是因为

其具有分配意义并且在为特

殊需求与供应要素提供动力

方面发挥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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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和衍生品(在欧盟)交易征税或对遣返海外收

入征税(在美国)。如果这些措施得以实施，将引

起税收结构的重大变化。拟议的金融交易税会

被视为印花税的一种全球版本，印花税是现存

最古老的税种之一。300多年前，英国引入了印

花税，这一税种也在许多其他国家被长期应用于

股票以及财产购买活动。像许多财政费用一样，

这些税的征收出于多种目的。金融交易税的提

出不仅仅是为了获得可观收入，该税还可作为

一种影响经济代理行为的工具。它可能会抑制

能够破坏其余经济的投机活动，并确保金融部

门和其他部门获得更加公平的待遇。

因此，不同的力量似乎正在影响财政收入

的构成与水平，有时方向相反。这些不仅仅是

技术问题，因为财政空间的扩大或收缩对于实

施不同的发展战略很关键。此外，它们还涉及

税收负担分配，这会对分配和经济产生影响，

使一些代理人比其他相关方获得更多利益(或受

到更多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值得一提的是实际上圆滑

的说客和利益集团对国家和国际决策的普遍影

响，人们往往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游说在

美国存在已久并得到接受，而且在其他发达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也越来越重要。说客可以通过

将复杂信息从专家传达至立法者和官僚来使整

个社会受益，但是他们也会导致产生租金和私

人挪用占有租金，这对社会有害。游说的成本

高昂，集体行动问题意味着家庭、消费者以及

由许多小型行为者组成的利益分散的产业集团

不可能得到充分的代表。例如，金融部门组织

良好，并拥有高水平的“火力”，其针对的财政

决策远远超过了使用金融服务或受金融服务影响

的家庭的范围。5  它可以对财政空间产生直接影

响；例如，欧盟议员正式提交了1,700份就对冲

基金和私人股权公司的活动进行立法的修正案，

其中900多份得到了金融业游说团体的授权，并

且有证据显示说客们大范围发放“复制与粘贴”

文本(跨国公司欧洲观察等，2014年)。同样，在

美国，人们发现第一年增加1%游说支出的公司

在下一年的有效税率会减少0.5至1.6个百分点

(Richter等人，2009年)。这表明战略游说会给特

殊群体带来可计量的益处，而公司最近为推动一

揽子税款减免所采取的措施的规模则支持了这一

点，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在最近的一次调查中报

告的数据，在2014年减免的税款预计为460亿美

元，十年后这一数值约为7,000亿美元。6    尤其

在与时常允许立法者、官僚和说客换位的“旋转

门”制度相结合时，这些做法会直接或间接影响

财政政策。最近这些做法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扩

散是影响财政空间的另一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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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20世纪，税收和执行成为了主要的国

内关切，几乎未向其他国家税收制度溢出。如

今，尽管一些国家的税收制度全球化可以影响

到其他国家的公共收入汇集，但税收依然是国

家的主要关切。这具有建立新渠道的负面影响，

通过这些渠道，一些纳税人(尤其是高资产净值

个人和跨国公司)可减少甚至避免缴税。高资产

净值个人主要通过将其金融资产置于避税港来

避免缴纳财富税和遗产税以及这些资产的所得

税。另外，其收入的一部分有时通过这些管辖

区得以向税务机关隐藏。对于跨国公司，避税

的主要形式是“伪造账目”，尽管它们也可能

持有金融资产或在避税港中登记了非金融资产。

当审视税收流失的国际维度时，有三点很

重要。第一，这些做法导致了巨大的公共收入

损失。第二，大部分由伪造账目引发的资金流

动都经过设在避税港，或者更准确来说，设在

保密管辖区的海外金融中心的。第三，国际征

税结构存在很多缺陷，未能恰当适应当前的现

实情况。

1. 主要概念

(a) 避税港、保密管辖区和海外金融中心

避税港、保密管辖区和海外金融中心经常

被视为同义词。然而，这三个术语指的是同一

问题的不同方面。避税港是政治管辖区(并非

所有避税港都等同于主权国家)，拥有充分的

自主权，能制定自己的税收、金融和其他法律

法规，从而创建一个立法框架帮助非居民个人

或公司逃避被其开展实质性经济交易的地方施

加监管义务(Palan等人，2010年)。出于会计和

税收目的，它们提供了一个场所以记录在其他

地方产生影响的交易(税收正义网，2012年)。
这些场所不仅提供了避税，还可避免许多其他

规章细则，因为根据其当地法律创建的结构可

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匿名使用(Shaxson，2011
年)。此外，对经济和金融犯罪的起诉以及与

其他国家的司法合作经常受到极大的限制。出

于这些原因，这些场所也被广泛称为“保密管

辖区”，因为它们为海外金融中心的商业运营

者及其客户提供了保密服务，从而促进了各种

资金非法流动。

在许多方面，海外金融中心是虚构空间。

这一术语更多地是指一系列活动，而不是一种

地理环境。7  “海外”这一术语来源于这样一

个事实，即，保密管辖区记录的交易实际上是

在其他地方发生的。有时，在避税港和保密管

辖区与海外金融中心之间会存在微小差异。后者

由会计、律师和银行家以及与其相关的信托公司

和金融中介组成，它们向其他领土或管辖区的居

民出售服务，这些居民希望在避税港或保密管辖

区利用法律建立的机制。在实践中，这些运营者

可随时轻易地将其业务转移至任何想去的地方；

他们有时确实利用这一权力来威胁要离开无法确

保其想要的立法的管辖区(Murphy，2008年)。

C. 税收流失和国际征税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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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合组织已带头在国际层面上解决避税港

问题，利用若干关于财政规则的规模和透明度

的标准来确定这些地点(经合组织，1998年)。8

根据这些标准，经合组织于2000年将35处管辖

区确定为避税港，但是这一名单遭到了一些研究

人员的批判，因为名单中遗

漏了许多具有避税港特点的

管辖区。9   在2000年至2002
年4月期间，名单上列出的

大多数避税港正式承诺执行

经合组织的透明度和信息交

流标准，并随后从该名单上

移除；只有七个未承诺执行经合组织标准的管

辖区被确定为“不合作避税港”，但后来它们

作出了各种承诺，随后在2003年至2009年间，

它们也从名单上移除。因此，目前没有管辖区

仍被经合组织列为“不合作避税港”，但最近

全球税收目的透明度和信息交流论坛提出了一

份新的名单(见下文4 (a)小节)。

由税收正义网制定的2013年金融保密指数

提供了一种代替经合组织方法的方案(税收正义

网，2013年)。它确立了82个管辖区，这些管辖

区根据其保密等级及其在全球金融中的相对重

要性提供金融保密服务。因此，焦点从国家的

治理问题转向了管辖区在全球层面提供金融保

密服务的责任。金融保密指数不依赖于政治谈

判经常使用的二元指标，而是基于从15个指标

得出的保密值，从0(完全金融透明)到100(完全

金融保密)不等。10  经分析的管辖区的保密值均

低于30，这表明“保密管辖区”(或避税港)和
其他管辖区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分界线，并且保

密范围十分广泛。

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些世界主要的金融保

密提供者是全球最大且最富有的国家。这与避

税港是小型(通常是热带)岛屿或微小国家的普

遍看法形成了对比。11  实际上，避税港并不致

力于获取世界经济利润，而是充当现代商业实

践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根据一项估计，两百万

国际商业公司和数以千计(如果不是数以百万计)
的信托、互助基金、对冲基金和专属保险公司分

布于56个国家，这些国家在2009年可被视为避税

港。所有国际银行借款的约50%经过了这些管辖

区，并且世界外国直接投资

量的30%-40%被视为是在管

辖区登记的公司资产(Palan等
人，2010年)。

已经有人指出，一些发

达国家甚至是这些国家的一

些地点12   具有与更加传统的

避税港相同的主要特点。《经济学家》也赞成这

种看法，并在最近指出“一些最大的避税港实际

上是经合组织的经济体”。此外，经合组织提请

人们注意到一个事实，即“(这些经济体)提供了

一些近海岛屿无法提供的东西：金钱的目的地

而不仅是渠道”。13      这些经济体还得益于这

样一种观点，即，它们总体上具有政治稳定性并

且拥有强大的游说团体来支持其避税港身份。因

此，海外金融中心及其所在的保密管辖区不是平

行经济制度的一部分；它们完全融入了全球金融

体系，并且其存在未必会与国家对立，而是经常

与之保持一致。此外，正如第2小节中进一步讨

论的，许多建立起地位的纳税人，无论是个人

还是公司，都转向这些地方寻求一定程度的免

罚和(至少是据称)无罪。税收正义网认为，14    这
对全球强权政治的意义重大，并能够帮助解释为

什么迄今为止，虽然20国集团和经合组织经济体

不断声明解决这些问题的必要性，但国际上为

打压避税港、全球金融中心和金融保密所做的

努力依然收效甚微。实际上，这些经济体的一

些经济实力强大的居民主要是所谓的“资金非

法流动”的受益人，并能够影响这一游戏规则

(Rodrik，2014年)。

(b) 资金非法流动

保密管辖区的一个主要作用是促进资金非

法流动。资金非法流动有两种定义。狭义上，

避税港并不致力于获取世界

经济利润，而是充当现代商

业实践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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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是指所有未登记的且涉及非法赚取、转移

或使用的资本的私人资金流出。就此而言，居

民一般利用它们来积累外国资产，这违反了适

用的国内监管框架。因此，即使资金来源于合

法商业活动，但如果其转移至国外违反了当地

法律，例如外汇管制条例或税收条例，则该资

金也将被视为非法资本。广义上，资金非法流动

也包括出于绕过法律或其精神这一基本目的而实

施的各种人为安排。因此，非法未必是指绕过法

律条文，而是指违反了法律的精神。在这种情况

下，非法可被理解为一些被隐藏或伪装的事情。

目前普遍认为狭义定义不足以描述由税收

推动的资金非法流动。该定义未能考虑与社会

利益相悖并最终损害大多数公民利益的若干旨

在减少纳税义务的做法，即使无法证明这些做法

是非法的。在本《报告》中，使用的主要标准是

从经济角度来看，这些由税收推动的资金非法流

动是否合理。如果某种国际资金流动是“税收优

化”制度的一部分，但没有任何实际相关的经济

活动，则会被视为“非法”。举一个实例，一些

跨国公司利用了爱尔兰公司法中被称为“双重爱

尔兰人”的一些有争议的漏

洞，15  这使得它们可以在爱

尔兰登记而不被视为税务居

民，因为爱尔兰当局认为，

这些公司是百慕大群岛的税

务居民，其公司税率为零。

但实际上，大多数实际经济

活动并不在爱尔兰或百慕大进行。在分析可能

减少财政空间的因素时，还需要考虑这种激进

的税收筹划安排。

经验估计表明，由税收推动的资金非法流

动占所有资金非法流动的大部分。16  在三种使

人们和各实体求助于非法资金流动和避税港的广

泛类型的动机中(犯罪、腐败和税收滥用)，与犯

罪相关的钱财仅占总非法资金流动的三分之一，

这些钱主要与毒品、诈骗和恐怖主义有关。值

得注意的是，腐败所获钱财估计仅占3%。占其

余三分之二的第三个组成部分是指跨境且与税

收有关的交易，其中约有一半涉及通过公司内

部调拨定价(Baker，2005年)。

2. 跨境逃税机制

国际漏税有很多种形式，均旨在减少纳税

义务。这些做法按照连续的合法性的不同程度

进行排列(Herson，2014年)。一种做法是非法逃

税，这是指纳税人试图根据国家法律逃脱纳税义

务。它通常涉及向财政当局隐藏应当纳税的收入

和资产，或者在欺诈情况下伪造文书。这意味着

是一项犯罪活动，或至少未能进行必要披露。17

许多偷税做法可能仅在国家层面上发生，但由

于本章的目的是分析何种全球经济结构能支持

这些行为，所以这里不涉及纯粹的国家做法。

漏税的另一种形式被称为避税，包括激进

的税收筹划，借助这种筹划，个人或公司可利用

法律漏洞来缴纳较低税款。

这些做法可能合法，但它们

可被视为跨越了道德边界。

避税经常被理解为是指那些

旨在通过违反法律的宗旨而

不是法律的条文来获得纳税

收益的做法 (Herson，2014
年)。实际上，避税和逃税的区别经常模糊不

清。例如，通过在公司内部交易中使用错误定

价技术或人工记录公司内部债务的高额支付来

避税。这些手段的合法性有待商榷。合法性在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内法律是如何起草以避免

出现漏洞的。此外，当一些被认为构成“避免”

的战略在法院遭到质疑并被审查时，就已被判定

为“逃避”。当税务计划涉及若干管辖区时，这

一点就尤为相关。由于国际征税十分复杂，着手

实证估计表明，由税收推动

的资金非法流动占所有资金

非法流动的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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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于税收优化等战略的纳税人经常不确定这

些战略是否完全合法(Palan等人，2010年)。正

是出于这一原因，每当国际交易的构建或资产

组合具有极少或没有经济实质并且其明确的目

的是减少纳税义务时，就属于本《报告》提及

的由税收推动的资金非法流动。

出于避税的目的，公司通常在一个或几个

避税港设立一个或多个子公司、附属公司或空壳

公司。这使得其真正的经济受益人可以至少在名

义上将其一部分活动转移至低税收和/或保密管

辖区以将其纳税义务最小化。这一重置方法经

常提供所有权保密、无申请要求、免受债权人影

响、低注册成本和其他促进虚假运营的借口。18

许多避税计划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实施的。

有证据表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和内部调拨

错误定价是避税、逃税和与税收有关的资本

外逃经过避税港的主要渠道(Palan等人，2010
年)。19    内部调拨定价是指对跨境的公司内部交

易进行定价的机制。这种机制经常用于跨国公司

的全球交易，采取的形式是同一跨国公司不同附

属公司之间的财产或服务调拨。经合组织估计

约三分之一的世界贸易在这

些“关联方”之间产生(Lanz
和Miroudot，2011年)。20   然
而，如果公司内部价格没有

反映出真正价值，则利润可

能被有效地转移至低税收或

无税收管辖区，而损失和扣除则被转移至高税

收管辖区。这些做法可明显导致对税基的整体

侵蚀，并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造成收

入较低。

人们通常认为，如果定价是“公平的”，

它就能反映出交易的真正价值，包括根据《联合

国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双重征税示范公约》第

9条进行的交易(经社事务部，2011年)。这一原

则表明，内部调拨价格与在每位参与者出于自

身利益独立行事的市场中支付的价格相一致。

然而，实际上，经常难以评估所报告的价格是

否与公平估价相一致。许多公司的内部交易与

不在任何市场进行贸易的专门货物有关，或与

其价值本身难以确定的无形资产的使用费有关

(例如品牌的特许权使用费)。这使得此种定价

涉嫌税收滥用。通过操纵内部调拨价格来转移

海关关税或实现税收最小化收益的做法被称为

内部调拨错误定价。  

内部价格调拨条例的目的之一是明确确定

一个公司的收益是如何在两个管辖区之间分配

的，从而避免双重征税(即当在若干国家有业务

的公司开展的跨境活动需向一个以上税务机关

缴税时)。然而，由于税收协定中的独立实体原

则限制对公司集团采用单一方法，并要求适用

所谓“公平”原则，因此国际税收规则通过利

用保密管辖区的中介实体为税收“筹划”或避

税提供了不正当激励措施。因此，实际上双边

税收条约经常导致双重不征税。  

内部调拨错误定价和其他旨在避税的做法

会遭到税务机关的质疑。然而过程会很艰难，

因为这些行为是生产过程全

球化加强、各国为吸引资本

进行国际竞争和积极利用税

法中灰色区域的结果。后者

对于在若干管辖区运营并且

雇佣专门处理税收筹划的专

业人员和顾问的跨国公司尤其普遍，此外，由

于各国间就税收事项开展的国际合作仍然有限，

例如在透明度和信息交流领域，单个税务局难以

控制内部调拨错误定价和其他避税做法。对于

低收入国家尤其如此，这些国家的政府用于打

击与税收有关的资本外逃和税基侵蚀的资源比

积极筹划其税收事项的公司要少。另外，避税

港的管理机构在这种形势下获得了一些利益，

因为没有多大兴趣在可能有合法要求的国家与

其对应方开展合作。

各国间就税收事项开展的国

际合作仍然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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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国际规则为“基础侵蚀和收益转移”

提供了大量空间。这是指税收筹划战略，它使

企业能够利用税收规则中的缺口和错配来使收

益出于税收目的“消失”。它们通过将其收益

从成为其活动开展地的管辖区转移至低税收管

辖区来实现这一点，从而可以少缴或不缴整体

公司税(经合组织，2013a和b)。

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

整体影响是形成了一种趋

势，即，将更多利润与法律

结构以及无形的权利义务联系

起来，合法转移集团内部的风

险。这种趋势减少了与实质

性运营有关的利润份额(经合组织，2013c)。由

于经济活动逐渐以信息技术和无形资产为基础，

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趋势日渐明显。公司

税筹划战略的整体影响在于以非国内政策预期的

方式侵蚀许多国家的公司税税基。这反映出税基

侵蚀和利润转移利用了母国和东道国已经实施的

税收制度的总体特点(经合组织，2013c)。这意

味着虽然为有效打击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行为

而开展的国际或双边合作是可取的，但是国家

也可单独行事以打击其中一些做法。

3. 国际税收滥用的规模及其对调集公

共收入的影响

资金非法流动的规模、外国人在避税港所

持资产的数额以及有关公共收入损失的规模均

难以估计。就其本身性质而言，这些活动的特

点是缺少透明度，并且对这些资产数额的估计

并不总是考虑完全相同的项目或使用同样的方

法和/或假设。然而，最近一些证据充足的研究

提供了关于相关规模的线索。

据估计，全球离岸金融财富于2008年达到

5.9万亿美元，这表明全球家庭净金融财富(银行

存款、股票、债券和保险合同以及净债务)的约

8%由避税港持有，而这些财富中有四分之三是

未登记的。发展中国家居民持有的离岸财富约

占总数的30%，其中三分之一由石油出口国居民

拥有(Zucman，2013年)。这些估计可能不充分；

其他估计表明2010年的总值

在21-32万亿美元之间，其

中约三分之一(在7.3-9.3万亿

美元之间)来源于发展中国家

(Henry，2012年)。21    然而，

这些研究均未考虑离岸壳结

构还可能“拥有”的非金融

财富(例如不动产、游艇、比

赛用马和金砖)。这大约相当于所有估计的全球

金融和非金融财富的10%-15%。22

由逃税形成的避税港资产持有造成了巨大

的公共收入损失。Henry(2012年)估计，如果未

登记的21-32万亿美元仅获得3%的微小收益率，

并对收益所得征税30%，那么每年会产生1,890-
2,880亿美元的所得税收入。对于发展中国家，

类似的计算结果是每年产生660-840亿美元的税

收缺口，约为总官方发展援助的三分之二。从

结构上来看，这些是保守估计，尤其是因为它

们没有考虑这一资本在被转移至避税港之前所

产生的所得税税收收入损失。此外，如果将对

这一资本的加税计算在内，例如遗产税、资本

利得税和财富税，则这一数值要高得多。

关于资金非法流动规模的估计值也很

巨大。 2011年，发展中国家的名义商业非

法外流共计9,467亿美元，比2010年增加了

13.7%。此外，据估计，外流量在过去十年已经

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约4%(Kar和LeBlanc，2013
年)。例如，在非洲，2000-2008年间保守估计

的累计资金非法外流总计4,370亿美元(Kar和
Cartwright-Smith，2010年)。同样地，Boyce

对于税收滥用会造成巨大公

共收入损失已经形成广泛共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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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Ndikumana(2012年)估计，自1997年至2010
年，33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资金非法外流

总计8,140亿美元(按2010年定值美元计)。

在对与资金非法流动相关的收入损失进

行了估计之后，基督教援助社(2008)表示，由

于在国际贸易中的内部调拨错误定价和伪造发

票，发展中国家每年的公司税收入损失达1,600
亿美元。即便这些做法仅代表造成公共收入损

失的非法活动的一小部分，但它们相当于2007
年整个发达世界所有援助预算总和的1.5倍还

多。FitzGerald(2012年)分析了可合法汇集的税

收收入与未申报的移至海外的利润和海外资产

的相关税收不端行为造成的实际收入之间的差

距；在2000年代中期，发展中国家每年的公共

收入损失估计值为2,000-2,500亿美元。由于世

界经济增长和进一步金融一体化，这一数值在

接下来几年有可能增长。Cobham(2005年)的一

项早期估计认为发展中国家每年的收入损失达

3,850亿美元。这包括由国内“影子经济活动”

造成的税收损失，以及未支付的海外金融中心持

有资产所得税和被转移至较低税收管辖区且由企

业部门赚取的利润所得税。税收正义网(2011年)
使用了Schneider等人(2010年)对影子经济(包括

但不限于海外金融中心)规模的估计。发现逃税

使世界各国每年损失超过3.1万亿美元。其中，

非洲约为790亿美元，亚洲为6,660亿美元，欧洲

为1.5万亿美元，北美洲为4,530亿美元，大洋洲

为460亿美元以及南美洲为3,760亿美元。

出于方法原因，其中一些估计值遭到批

评。23   然而，大多数估计的规模与国家税务机

关或其他官方资料来源一致。24  虽然这些评估

本身具有局限性，但已就税收滥用造成巨大的

公共收入损失形成了广泛共识。这不仅需要改善

税务审查，还需要防止通过避税港和空壳公司进

行与税收有关的资本外逃或复杂的税收计划，这

些避税港和空壳公司的唯一功能是在不创造任

何经济价值的情况下减少纳税义务。

4. 最近在解决国际税收流失方面的 

尝试

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后果推动了在

国家和国际层面上加强针对助长这些做法的税

收滥用和保密管辖区的工作。对于发展中国家，

税收流失一直是一个严重问题，但在发达经济体

财政紧缩和削减开支的情况下，政府和公众舆论

已经逐渐认识到这一问题需要解决。最近一些主

要发展的跨境影响概括如下。

(a) 全球税收目的透明度和信息交流论坛

全球论坛已成为主要的多边框架，自2000
年起，已根据这一框架开展了关于税收目的透明

度和信息交流以及其他有关领域的工作。25     经

合组织启动了这一进程，并在后来向非经合组织

国家开放这一平台。2009年9月，为了回应20国
集团关于加强信息交流以避免政府税基与其税法

不一致的呼吁，重新调整了这一框架的结构。26

论坛的工作涉及下述三项主要举措。

(一) 国家分类和同行审评过程

全球论坛已经开始根据国际商定税收标

准进行国别报告。根据其分类，国家被分成三

组：充分执行国际商定税收标准的管辖区(也被

称为“白名单”)；承诺执行国际商定税收标准

但尚未充分执行的管辖区(“灰名单”)；以及

尚未承诺执行国际商定税收标准的管辖区(“黑

名单”)。2009年4月，第三类名单中未包括任

何国家，自此之后，大多数管辖区已从第二类

移至第一类。做到这一点并不困难：向经合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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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严肃保证今后会努力遵守国际协定就足以从

黑名单中被移除。加入白名单需要管辖区签署

12项及以上符合标准的协定。因此，若干灰名

单上的管辖区相互之间签署了双边税收协定以

便满足这一要求。所以，避税港表面上的消失

(根据这一新经合组织标准)主要是娴熟外交的结

果。一些评论家认为，“甚至最臭名昭著的离岸

金融中心也设法迅速洗清自己帮助并教唆逃税者

的所有嫌疑。” 27  Johannesen和Zucman(2014年)

指出，这些新条约仅仅影响了一小部分离岸存

款，主要通过在避税港之间对其进行重置，但

这并没有带来有价值的资金遣返。最不符合标

准的避税港似乎吸引了存款而最符合标准的避

税港损失了一些存款，因此离岸管理的财富总

额基本不变。同时，全球论坛的同行审评过程

于2010年开始，2013年11月，它采用了对国际

商定的信息交流标准遵守程度的评级。然而，

该论坛由于偏向符合经合组织成员国利益的标

准并且从一开始就完全接纳臭名昭著的避税港

而遭到批评，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商定的标准

很脆弱(Meinzer，2012年)。 

(二) 《税务事项信息自动交换宣言》

2013年9月，20国集团领导人在于俄罗斯联

邦举行的会议上颁布了《税务事项信息自动交换

宣言》。2014年5月，这一宣言得到了所有34个

经合组织成员国以及阿根廷、巴西、中国、哥伦

比亚、哥斯达黎加、印度、印度尼西亚、拉脱维

亚、立陶宛、马来西亚、沙特阿拉伯、新加坡和

南非的支持。通过这一宣言，这些国家承诺执行

关于《税务事项信息自动交换宣言》的单一的新

全球标准。28     这一标准主要纳入了欧盟和美国

《外国账户税务合规法案》的各项要素。这些

举措推动实现了多边背景下的信息自动交换。

然而，新制度在设计阶段未能将发展中国

家纳入，并且过早地纳入了众所周知的避税港

国家，这带来了弱化新制度的风险。29   还没有

无能力提供互惠信息的贫穷国家从这一制度中

的获益将很少，而一些发达国家以无法信任发

展中国家能够对其纳税人相关信息保密为由，建

议将发展中国家排除在外。30   一种解决方法是

设立固定年限的过渡期，在这段时间内，发展中

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可获得非互惠数据。这使它们

能够确定数据的价值，调整自己的制度以对其充

分利用，并培养回报能力(Cobham，2014年)。

(三) 关于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倡议

2013年7月，应20国集团财政部长的要求，

经合组织启动了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行动计划

以起草新的全球税收规则来应对税基侵蚀和利

润转移问题。这包括开展15项行动解决一系列

关于税收透明度、问责制、信息交流和其他可

能对国际征税的改变的问题。该行动计划还坚

持强调国际协定与合作的必要性，从而使国家

无需单方面行动。有六个迫切采取行动的主要

领域(经合组织，2013年c)：

 • 实体和工具表征方面的国际错配，其中包

括税收安排和套利的复合错配；

 • 对数码商品和服务交易产生的利润适用条

约概念；

 • 对关联方融资、专属保险和其他集团间金

融交易方面的税收待遇；

 • 转移定价 ,尤其是涉及以下方面的转移定

价：转移风险和无形资产、集团内部合法

实体之间资产所有权的人为分割以及在这

些实体之间发生的很少在独立实体之间出

现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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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反避税措施的有效性，尤其是一般反避税

规则、受控外国公司制度、低资本规则和

防止税收协定滥用规则；以及

 • 存在有害的优惠制度。

另一个贯穿整个行动计划的主题涉及公司

按国家向税务机关进行与税收有关的披露。将

使用通用模板要求跨国公司向所有相关当局就

其收入的全球分配、经济活动和缴纳的税款提

供必要信息。虽然目前大多数商业领袖支持国

别报告，但公开这些数据遭到了一些商业代表

和国家政府的强烈反对。31

(b) 20国集团的其他有关倡议

除了上述在全球论坛背景下讨论的倡议，20
国集团领导人于2008年11月宣布计划推动关

于各种滥用和欺诈活动的信息共享 (20国集

团，2008年)。20国集团在于2009年4月召开的伦

敦首脑会议上宣布，银行保密时代已经结束。呼

吁所有管辖区“在审慎、税收和反洗钱与打击资

助恐怖主义行为领域遵守国际标准”，旨在保护

其公共财政并遏制税收滥用。自此，除了经合组

织的行为者之外，其他不同行为者也发起了若干

项能够帮助解决税收滥用问题的倡议。特别是，

金融稳定委员会致力于建立一个全球法律实体标

识系统，该系统将提供参考代码以便准确识别参

与金融交易的不同法律实体。这将帮助追踪甚至

是保密管辖区的资金流动。

(c) 联合国国际税务合作专家委员会 

联合国国际税务合作专家委员会(经济及社

会理事会的一个附属机构)提供了一个解决国际

税收挑战的有用框架。特别是，该框架旨在提

高发展中国家解决复杂征税问题的技术能力。

最近，委员会为影响国际征税做法作出了两项

主要贡献。一个是2011年对《联合国发达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双重征税示范公约》进行了修订

(经社事务部，2011年)。这解决了与资本利得、

信息交流重要性和协助征税有关的可能的滥用

问题。另一个是《联合国发展中国家转移定价

实用手册》(联合国，2013a)。这为决策者和管

理者就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应用公平

标准提供了指南。针对经合组织和20国集团税

基侵蚀和利润转移计划，委员会于2013年10月
设立了一个特别小组委员会，以监测与税基侵

蚀和利润转移有关问题的发展情况并与发展中

国家的官员进行交流。

(d) 其他具有溢出效应的区域、双边和国

家倡议

税务当局通过区域平台，如美洲国家税务

管理中心和非洲税务管理论坛开展的区域合作

有助于加强互助和能力建设。特别是，最近设

立的非洲税务管理论坛致力于提高自愿纳税履行

水平并打击逃税和避税。与这些区域倡议相比，

亚太地区税务当局目前在建立框架和做法方面开

展的区域合作较少(Araki，2014年)。

除了在关于《税务事项信息自动交换宣

言》的全球论坛上取得的进展，最近还签署了多

项双边税收条约和税收信息交换协定。然而，许

多发展中国家没有从中获益。实际上，自2008年
以来，只有8%的双边税收条约和5%的税收信息

交换协定32    是与最不发达国家签署的。此外，

一些经合组织避税港已将与发展中国家的谈判以

纳入信息交换条款作为推动协定的合作伙伴做出

重大让步的杠杆。33

在美国，在与外国银行协助逃税有关的危

机后丑闻背景下，美国《外国账户税务合规法

案》设法通过使纳税人更加难以隐藏离岸账户

和空壳公司所持资产来收回联邦税收收入。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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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外国账户税务合规法案》要求所有美

国国民，包括居于海外的公民报告其在国外持

有的金融账户。它还要求外国金融机构针对其

美国客户向国内税务局报告。然而，这一措施

只会影响直接持有非商业银行存款的个人的利

益。利用公司和例如在特拉华州注册的有限责

任公司的富人则不会受到影响。34

2012年12月，欧洲委员会提出了一项行动

计划以更加有效地处理欧盟逃税和避税问题。

行动计划详细列出了一系列全面措施，以帮助

成员国保护其税基并合法收回数十亿欧元。该

计划强调推动信息自动交换成为国际标准并结

束企业和个人 “双重不征税”的需要。例如，

这包括于2014年3月通过的修订后的《储蓄税

收指令》。欧盟政府预计在2014年底之前实施

修订后的规则并通过了一项全欧盟反滥用的法

律(防止税收滥用做法)。

2012年11月，英国下议院的公共会计委员

会就三家最大美国跨国公司的行为举行了听证

会，这些公司利用跨境特许权使用费支付、内

部调拨定价和设置区域总部来降低其公司税付

款。议会成员指责这些跨国公司操纵其账户使

其应在英国缴纳的公司税最小化，虽然它们在

英国具有重要的商业影响。随之而来的公众抗

议使得其中一家公司宣布自愿在两年内向英国税

务海关总署支付2千万英镑。之前有消息称，该

公司在于英国开展贸易的14年间仅支付了8,600
万英镑的公司税，并且在2009年至2011年间未

支付任何税款。35

巴西为打击商品贸易错误定价作出了单方

面努力，于2012年引入了一种简化的可比非受

控价格法(安永，2013年；Pereira Valadão，2013
年)。这旨在提供一种商品参考价格，巴西进出

口商应利用这一价格来避免在其国际贸易估价

中错误定价。特别是，法律(第12715/2012号)授
权巴西税务机关决定哪些应被视为商品，以及哪

些商品交易所应获准应用新引入的方法。法律允

许进行价格调整，例如市场溢价和运输成本，并

且如果没有国际公认的现货或期货报价单，进出

口货物的价格可与从国际公认的研究机构提供的

独立数据来源中获得的价格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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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采掘业的财政制度和税收激励措施

(a) 税收激励措施：恶性竞争风

从采掘业中获得公共收入并将其用于融资

发展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中心战略。在资源丰

富的国家，这些产业已成为外币和财政收入的主

要来源。在过去十年，随着商品价格的上升，自

然资源租金的规模及其支持投资与增长的潜能显

著增加。这重新引起了对这些租金在资源所有者

和拥有开采权的企业之间的分配问题的兴趣。36

由于采掘业通常规模大并且资本高度密

集，所以在这一部门投资的公司往往规模很大。

它们通常拥有必要的金融资源和大多数发展中国

家政府缺乏的开采技术。这些公司一般是私有跨

国公司，多数位于发达国家，尽管越来越多的国

有企业，包括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也在这一领

域开展业务。投资者必须与拥有自然资源的国家

政府就其投资和后续运营条件进行谈判，这些国

家拥有对这些资源的主权。37

采掘业呈现了一些特点，能够影响各方在

此类谈判中的立场。由于这些产业所开采的自

然资源是不可再生的，所以作为一种收入来源，

它们迟早会枯竭。因此，从生产国角度来看，获

取大部分其开采所获租金对于为国内经济多样化

供资以使其能够产生新收入来源、外汇收入和公

共收入很关键。在此背景下，“财政联系”尤

其重要，因为采掘业与国内经济(例如就业和国

内生产投入)的其他联系往往很脆弱，除了在生

产设备和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的初始期。此外，

由于这一领域的多数公司是跨国公司，所以其

大部分收入有可能被遣返，而不是被重新投资

到自然资源正在被开采的国家。

从跨国公司角度来看，这一资本密集型领

域的活动通常涉及高沉没成本，投资需经过很

长的酝酿期，并且其产品价格不稳定。因此，

其投资的盈利能力极度不确定。此外，一旦进

行投资，便无法将其转移至其他地方。这就是

它们试图获得特殊财政待遇并支持稳定税收制

度的原因。

因此，政府需要针对采掘业建立一个财政

框架以实现两个主要(并可能冲突的)目标：第

一，财政条件应适于吸引投资；第二，它们应

确保国家可收到适当比例的租金以为其发展目

标供资。这两项目标的协调基本取决于政府和

跨国公司各自的谈判实力。在过去几十年，这

一谈判实力根据商品市场的发展发生了很大变

化(在不同方向)。

D. 进一步从采掘业获得公共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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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1970年代商品价格的上升和可感知

的供应短缺风险，谈判实力偏向了拥有稀缺资

源的生产国。这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引发了石油

和采矿部门的国有化浪潮。然而，在1980年代

的债务危机之后，并且随着1990年代商品价格

的下降，实力平衡再次被打破并偏向了跨国公

司。这些公司拥有在低价时期有效开采资源的

技术和金融资源，而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所缺

乏的。在此情况下，许多发

展中国家的政府设法将外国

直接投资吸引至采掘业，通

过将其国有企业私有化，尤

其是采矿部门的企业，或通

过向外国公司开放该部门并

同时保留国家参与度。在这

两种情况中，政府均为跨国

公司提供了一系列税收激励措施，其中很多措

施如今依然适用。

这些激励措施的形式可以是降低税率(特
许权使用费或公司税率)或免税期、加速折旧期

或允许其在前几年生产期间复原资本成本或结

转亏损的资本成本补贴。同样地，如果政府不

实施“围栏”监管，公司会有可能整合不同投

资项目的收入和亏损。其他激励措施包括降低

再投资收益的公司税，对向母国的利润汇出实

行免税，以及燃料和进口关税豁免。此外，跨

国公司可能被免除资本利得税。从事勘探活动

且承担风险高的小型公司往往将其权利出售给

开采资源的大型公司，在这样一种不断变化的

环境下，这一特殊税收激励措施必定会越来越

具有相关性。还可制定稳定条款，使财政条件

长期甚至在采掘业项目的整个开展过程中保持

稳定。

给予一国税收优惠往往会对其他国家产生

影响，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外国公司在国际

背景下做出投资决定，即比较不同地点的类似

投资的盈利能力。因此，拥有相同或相似自然

资源的邻国或另一地区的国家可能感觉到压力，

因为它们需要提供类似甚至更好的激励措施来

竞争成为外国直接投资的目的地。这不仅削弱

了财政激励措施的有效性，还面临着导致恶性

竞争的风险，因为所有国家会将其税收降低至

不利的低水平，除了多数为著名跨国公司的外

国私有公司之外谁也不会获益。

许多国家在布雷顿森林

机构的支持下根据结构调整

方案实现了采掘业财政制度

私有化和自由化。世界银

行在其1992年《非洲采矿战

略》中为非洲国家采矿部门

提供了私有外国直接投资牵头的方法。38  同样

地，世界银行在1996年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制

定了一项采矿战略，虽然在很早之前就应用了

这项战略的隐含原则。这种理念是，由于日益

增加的外国直接投资，产量的逐渐提高会自动

产生政府收入。

在本世纪之交，发展中国家的采矿部门主

要由跨国公司主导，这些跨国公司多数来自于

发达国家并从事大规模生产。39  相比之下，在

石油和天然气部门，国有企业继续发挥显著作

用。这可能是因为即使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低，

它们也能设法保持盈利，同时还因为开发现有

领域的技术要求要低于采矿部门的技术要求。

税收激励措施遭到广泛质疑，原因是它们

对先前公共收入的消耗会经常超过国内经济的

获益。特别是，自2003年商品价格恢复之后，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公共收入获益经常与该部门

活动日益增长的获益能力不一致。40  民间社会

组织在提高关于在多个发展中国家被许多人视

为不公正的财政制度的认识方面一直发挥着显

著作用。41  世界银行(2010年：9)还承认“过去

“财政联系”尤其重要，因

为采掘业与国内经济的其他

联系往往很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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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的矿业财政制度(通常根据银行的指导)不

足以获得大部分大幅增长的租金，其增长是由

这些价格增长引起的”。例如，税收正义网非

洲和国际援助(2012年)针对东非四个国家(肯尼

亚、卢旺达、乌干达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

一项研究表明，税收鼓励政策每年会造成高达

28亿美元的大量政府收入损失，使这些国家失

去了发展和减少贫困的关键资源。基金组织还

强调将要成为新的自然资源生产者的发展中国

家需要更加关注其财政制度的制定，以便充分

利用这一潜在的收入来源(基金组织，2012年)。

一些国际机构和民间社会组织已就税收激

励措施缺乏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经济有效性提

出警告(基金组织等，2011年；税收正义网非洲

和国际援助，2012年)。同样地，联合国(2010

年：2)得出结论认为，“投资激励措施对于采矿

部门通常是不必要的，因为采矿活动基于地点，

并且政府应从这些资源中收

取租金”。这对于石油和天

然气开采同样适用。

实际上，有迹象表明，

在很多情况下，给予采掘业

外国公司的税收优惠已远远

超过了合理界限，并且这些

优惠往往是不必要的。例如，非洲开发银行等

(2010年：109)认识到“可在不会吓跑投资者的

合理范围内对多数自然资源征税”。此外，各

项针对投资者的调查已证实，在影响关于投资

地点的决定的各项因素中，税收推动因素的影

响力小；换言之，在很多情况下，即便少有或

没有税收激励措施，投资也极有可能发生(Keen

和Mansour，2009年；哥伦比亚大学维尔可持续

投资中心，2013年)。

自2000年代早期以来，自然资源开发投

资，尤其是外国直接投资急剧增加 (贸发会

议，2007年)， 42     特别是在非洲、拉丁美

洲、西亚和转型经济体。然而，没有清晰证

据表明这是由税收激励措施引起的 (世界银

行，2012a：132)。实际上，这更有可能是由新

兴市场经济体，尤其是中国日益增长的需求和

自2003年以来的商品价格暴涨带来的新获利机

会预期推动的。然而，人们越来越关切的是，

更高的商品价格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均不能

明显改善许多生产国的发展前景。

在价格暴涨期间，采掘业的跨国公司见证

了其利润的飞速增长：在2002年至2012年间，

世界最大的矿业公司收入增加了五倍，净利润

增加了十倍多(Stevens等人，2013年)。同时，

从自然资源中获得的政府收入落后很多。许多

商品依赖型国家未能就收入分配、减少贫困或

人力发展实现明显改善。43    在2000年代的后五

年，已经很明显的是吸引外

国直接投资的激励措施过于

慷慨，尤其是在商品市场环

境变化的情况下。因此，修

订与采掘业有关的征收政策

以保护东道国利益被认为是

必要的。正如在1970年代，

强劲的需求和更高的价格再

次加强了生产国的谈判实力，这为此类修订提

供了额外的政治动力。

东道国政府也认识到，采掘业新的主要参

与者的出现加强了其谈判立场。虽然发达国家

的跨国公司继续主导商品生产型发展中国家的

市场，但新兴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也在迅速增

长。这给予了生产国更多的投资者选择。因此，

与这些传统跨国公司进行的合同谈判可能对东道

国更加有利。

税收激励措施遭到广泛质

疑，原因是它们对先前公共

收入的消耗经常会超过国内

经济的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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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采掘业的国家参与形式

国家有多种方式获取一定份额的采掘业

租金。这些方式既包括特许权使用费和各种形

式的征税，也包括合同安排，例如产量分享和

服务合同，以及通过公有制

或国有企业和私有公司之间

的共同投资全面参与生产。

提高公共收入的方法可以基

于生产或利润。采取每单位

或“从价”特许权使用费形

式的基于生产的方法对于政

府更加有利，因为政府自项目运营之时起就可

获得特许权使用费，即使公司没有在其账户中

进行利润登记。出于这一原因，政府往往偏爱

此类方法。此类方法也相对容易管理，这对于

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一项重要的优势，因为这些

国家的税务局经常发现难以正确评估应纳税收

入。而私有公司则更偏向基于利润的征税，主

要通过公司所得税，因为只有当它们盈利时才

开始支付税款。采掘业基于利润的特殊征税可

能也包括资源租金税和意外利润税，尽管这些

不常见。对于跨国公司，基于利润的税收的另

一个优势是使利润更加难以监测，从而使公司

更易于采用逃税和避税技巧，但这对于生产国

而言的却是一个主要劣势(见C节)。

政府也可对采掘业征收出口税以作为另一

种基于生产的征税形式。出

口税可能具有更易于征收的

优势，同时也有助于管理在

海关出口的商品的数量、价

格和质量。例如，公司可能

试图通过低估矿石或出口的

浓缩物中可能含有的副产品

的等级来避税，但生产国的

海关当局可对此进行管制。44    
如果加工产品的税率低于原材料的税率，这些

税也可被用作一种工业政策工具。另一种在生

产国增加公共收入的方式是通过在采掘业征收

资本利得税，如上所述，资本利得的重要性日

益增加。此外，环境税也可被用于内化采掘活

动的外部成本。

整体而言，这一部门没

有最优征税制度的通用配

方。实际上，政府往往将各

种工具结合使用。最终结果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特

殊的地理、经济、制度和政

治情况。因此，没有绝对的基准或参考点来判

定采掘业的特定财政制度是“公正”或“不公

正”。实际上，不同国家采用的征税标准也很

广泛。45

生产国应不仅能够谈判制定一项有效扩大

其财政空间的征税制度，它们还必须能够予以

执行，以避免由跨国公司的侵略性税收筹划和会

计实务，例如内部调拨错误定价和资本弱化造成

的巨大损失。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自然资源部

门通常是资源丰富国家资金非法流动的主要来源

(非洲开发银行和全球财务廉洁机构，2013年)。

内部调拨错误定价的做法似乎在采掘业很

常见。跨国公司可通过夸大其公司内部业务的

成本并低估价格来操纵利润

报告。如此一来，它们可将

从自然资源生产国税收管辖

权中获得的利润转移至地税

收管辖区。46  此类做法会造

成很大的税收损失。联合国

非洲经济委员会 (非洲经委

会，2013年)发现，在非洲，

贸易错误定价形式的资金非法流动在少数几个

部门十分集中，尤其是采掘业。在2000-2009年

生产国除了能够谈判制定一

项有效扩大其财政空间的征

税制度之外……

……还必须能够执行这种征

税制度，以避免跨国公司的

激进税收筹划和会计实务造

成巨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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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非洲的这些流动一半以上(56%)与石油、贵

金属和矿物、矿石、钢铁和铜有关。非洲进步小

组在联合国前秘书长Kofi Annan的领导下编制了

一份题为“采掘公平”的报告，该报告强调，非

洲每年因贸易错误定价损失380亿美元(非洲进步

小组，2013年)。

内部转拨定价的滥用是由跨国公司设计其

公司结构的方式推动的。为了阐明由这一部门

大型公司建立的复杂公司结构，普华永道(2011

年)发现，采掘业最具实力的10家公司拥有6,038

家独立公司。同样地，由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

供资的一项采掘业项目调查发现，在被分析的公

司中，有57%通过位于避税港的中间控股公司

转移其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Dan Watch，2011

年)。可能很难解释如果不是为了避免在生产国

缴税，采掘业的跨国公司为何会在低税收管辖

区设立其总部或子公司。47

另一种对生产国具有破坏性的做法是资本

弱化，它与内部调拨错误定价类似。根据联合

国(2013a)《转移定价使用手册》，当一个公司

与股本资本有关的债务比例高时，该公司会被

认为是“资本已被弱化”。位于生产国的子公

司进行过度财务整顿是一种变相将利润转移至

总部的方式。这会导致生产国收入基数的过度

侵蚀，例如在夸大所付利息以显示更高成本及

较低利润的时候。48

除了确保合适的财政制度和合同谈判以及

采掘业充足的税收之外，征税链的最后一个重

要方面是外国投资者和政府之间争端解决的管

辖权。原则上，根据自愿性的《经合组织跨国

企业准则》，外国投资者应遵守国家法律。然

而，根据双边投资协定，投资者可就税收争议

提请国际仲裁。49    当政府审查其税收制度或由

于违反稳定条款而重新进行合同谈判时，跨国

公司还可在国际仲裁中心提起诉讼(关于这一问

题，也见第六章)。  

2. 采掘业的租金分配 

对国家在自然资源租金方面的参与程度进

行实证评估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自然资源

租金”的定义是，所涉商品销售价值与生产成

本差。生产成本通常不仅指运营成本，还指折

旧和贬值，以及如贷款利息等其他成本；在最

全面的定义中，正常利润也被视为生产成本的

一个组成部分。产值的计算很简单，因为已经

掌握了关于国家生产和国际商品价格的数据。

然而，关于生产成本的信息很少。另一个困难

是获得关于从自然资源中所得政府收入的具体

数据，因为很少有国家将其作为一个单独项目

进行报告。50

出于这些考虑，本小节更新先前贸发会议

在此领域所做的工作(《2005年贸易和发展报

告》第三章，F节和附件；以及《2010年贸易

和发展报告》，第五章，D.5节)，以便更详细

说明政府收入在采掘业租金中所占比例的近期

变化。51    表7.1列出了按产品和国家分列的结

果。主要针对某一特定矿物或石油在其自然资

源生产中占主要部分的国家进行计算成为可能。

例如，对于黄金，非洲国家的生产成本可通过

参考由主要跨国公司报告的平均生产成本来进

行计算，跨国公司在其年度报告中提供了这些

数据。由于政府没有报告其按产品分列的自然

资源收入，所以收入数据涵盖黄金和其他金属

收入。黄金收入占这些国家采掘业政府收入的

大部分，并且即便它们会导致对政府的租金份

额的高估，该数据作为近似值也被视为合理。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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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估计表明，正如预期，各政府的租金

份额大小不尽相同。造成这些差异的主要原因

是国家的自然资源所有权程度不同。在那些通

过国有公司参与生产的国家，例如安哥拉的安

哥拉国家石油公司、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的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厄瓜多尔关于石油

的厄瓜多尔国家石油公司和智利关于铜的智利

国家铜业公司，政府的租金份额相对很高。53

相比之下，在私有公司是唯一或主导参与

者的国家和活动中，政府收入在租金中份额要

低得多。生产矿物的国家主要是这种情况，例

如赞比亚，在过去十年，国家的黄金租金份额

极低。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与跨国公司

之间达成的协定的条款很慷慨。例如，即使特

许权使用费率在一般矿业制度中为3%，但由于

特殊发展协定，跨国公司实际仅支付0.6%的特

许权使用费。在加纳，特许权使用费率范围通

常在3%至6%之间，大多数公司支付的特许权使

用费处于这一范围的较低水平。在坦桑尼亚联合

共和国，国家的黄金生产租金份额也很低。同

样地，在秘鲁，国家的矿业生产租金份额相对

很低，其矿业生产由私营部门控制。

在拉丁美洲，将智利和秘鲁的铜租金分配

情况进行比较会得到一些有意义的启示。在这

两个国家，当只考虑私有公司时，政府的租金份

额约为三分之一。当考虑智利的国有企业，即智

利国家铜业公司时，公共份额超过了50%。虽然

在过去十年，智利国家铜业公司的铜产量约占铜

表 7.1

2004-2012年按商品和国家分列的政府收入 
在采掘业租金中的份额

(百分比)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累计份额

石油

安哥拉 63.2 56.8 75.9 81.4 79.6 81.4 88.1 91.9 95.1 83.3
哥伦比亚 32.7 28.7 34.1 44.3 39.0 52.4 34.0 37.0 55.1 41.1
厄瓜多尔 71.8 67.4 69.5 68.8 65.8 66.6 72.9 93.1 93.5 76.3
委内瑞拉 (玻利瓦尔共和国) 58.4 54.9 70.1 72.1 52.0 56.4 63.5 70.3 70.9 64.1

铜

智利 50.9 53.5 51.0 54.0 60.1 44.7 51.3 50.1 55.5 51.9

10家主要私有公司 20.7 27.7 28.8 35.7 36.8 24.0 29.8 38.3 40.4 32.0
智利国家铜业公司 99.7 84.3 88.9 90.7 101.1 79.3 91.3 66.3 89.5 86.9

秘鲁 23.5 37.5 30.9 24.5 31.0 34.0 32.2 33.7 47.0 32.7
赞比亚 0.8 2.0 3.4 8.9 21.6 167.4 19.2 30.5 .. 17.5

金

加纳 20.1 61.9 27.6 29.8 23.9 18.6 21.0 31.1 32.8 27.7
马里 21.4 18.0 29.6 43.3 38.5 39.6 35.8 28.3 .. 33.6
秘鲁 23.7 24.6 26.4 25.7 28.1 28.3 29.2 28.1 29.9 27.7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17.3 37.5 12.8 12.6 17.4 13.2 12.2 13.9 28.5 17.9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计算结果，依据是生产公司的年度报告；《贸发会议数据库》；基金组织各期《国家报告》；基金组织，
《国际金融统计》数据库；世界金属统计局，《2014年世界金属统计局年鉴》；英国石油公司，《2014年世界能源统计评
论》；各期《采掘工业透明度倡议国家报告》；以及国家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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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产量的36%，但它对政府从该生产活动中所获

总收入的贡献为60%。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是智

利国家铜业公司向政府转移了超过85%的租金。

总之，在这十年，从矿业获得的政府收入

额很低，智利除外，因为智利国家铜业公司也

被考虑在内。虽然政府所获租金的份额在上述

时期上下波动，尤其是在非洲国家，54  累积流动

显示，政府获取了17%-33%的租金。根据Daniel

等人(2013年：22)，“全世界的财政制度平均为

政府提供了约50%的矿业租金，以及三分之二或

以上的石油租金，这或许是因为石油通常可产

生更多租金。如果手机过程存在漏洞或效率低

下，则实际收集到的数额可能更低。财政政策

所能获得的收入要低于这些基准平均值，这可

能会引起关切。”

在过去几年，政府的租金份额的增加可能

在一定程度上与最近矿业部门监管制度的变化

有关，这旨在提高国家份额(见下文)。它还可

能是因为在这些激励措施到期后，从加速折旧

和亏损结转中获益的公司已开始缴纳公司税。

直到最近，版权税是采掘业政府收入的主

要组成部分。然而，这一趋势似乎正在改变，

可能是因为跨国公司如今必须缴纳的公司税越

来越重要。在拉丁美洲，矿业政府收入的主要

来源是对矿业公司报告的利润的税收，而版权

税仅占很少的份额(拉加经委会，2014b)。但对

于很多非洲国家来说，可能并非如此，在这些

国家，版权税仍然在矿业部门政府收入中占主

要份额(Gajigo等人，2012b)。造成这种差异的

一个原因可能是非洲国家的生产起步晚，因此

大多数在这些国家运营的跨国公司仍然享有加

速折旧带来的利益。这还可能是因为非洲国家

控制并防止有害税收管理做法的能力要比拉丁

美洲国家的更为有限。

3. 最近与采掘业税收有关的倡议

(a) 采掘业监管环境的变化

随着商品价格的快速上升，国家和外国私

有公司之间的租金分布往往偏向后者这一看法

越来越普遍，从而使东道国政府失去了在其自

然资源不断升高的价值中的适当份额。自2000

年代中期以来，这导致了对采掘业运作所需财

政条件的审查日益增加。在很多自然资源生产

国，政府已采取不同措施来改变这种情况。正

如表7.2提供的一些例子所示，这些措施可采取

不同形式，如修订可能导致对其进行重新谈判

或取消的合同，提高税率或特许权使用费率或

引入新税，以及改变采掘项目的国家所有权。

虽然这些变化的主要目标通常是改善租金

分配，但是在一些情况下，监管环境的变化的

目的也可以是扩大生产或对初级商品进行局部

转换。如果某特定特许权或项目未得到充足投

资或开发，则政府可应用“使用或失去”原则。

例如，2012年4月，阿根廷政府通过接管西班牙

跨国公司雷普索尔在雷普索尔YPF公司，也就是

在阿根廷的最大石油生产公司的51%的股份，获

得了该公司的多数所有权。政府称，雷普索尔的

投资不足导致石油和天然气生产急剧下滑，并且

使阿根廷从一个碳氢化合物的净出口国变成一

个净进口国。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国有控股

企业逆转了投资和生产下降的情况。55    还可出

于工业政策的目的引入或提高税收。例如，2014

年1月，印度尼西亚征收出口税，同时禁止矿石

出口，以便吸引矿业公司在国内加工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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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国家，政府为改变其采掘业财政制

度所作的努力受到多重压力的阻止。例如，赞

比亚于2008年引入了25%的意外利润税，但由

于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铜价下降而在2009年撤消

了该税。跨国公司对投资减少和矿山关闭的可能

性的警告以及将采取法律措施的威胁也发挥了作

用。同样地，在矿业公司威胁进行裁员之后，加

纳政府也放弃了在其2012年预算中引入10%的意

外收入税的计划。56    然而，在政府引入了监管

变化之后，跨国公司通常没有执行其威胁内容，

即离开该国。例如，2010年，厄瓜多尔的多数

公司接受了政府对其与政府间的合同进行重新

谈判的要求。同样地，2005-2006年间，玻利维

亚改变了天然气部门的公共所有权，在这样的

新形势下，跨国公司仍继续留在该国；而且外

国跨国公司继续与阿根廷的YPF公司签订勘探

并开发该国大量页岩油和页岩气储备的合同。  

不仅发展中国家引入了

或试图引入与采掘业有关的

财政制度的变化，一些发达

国家的政府也一直在审查其

在这些产业租金分配中的份

额。如表7.2所示，英国于

2011年增加了石油生产补充

税，在澳大利亚，虽然遭到

繁荣发展的矿业部门的严重反对并且经历了长

期争论(仍在进行)，政府还是于2012年引入了

22.5%的矿产资源租金税。57

采掘业监管环境的变化是世界范围内的持

续过程。在一些国家，不同利益相关方之间继

续开展讨论以改革税收和所有制制度。这些国

家包括巴西、刚果民主共和国、印度、马里、

莫桑比克、菲律宾、南非和美国。58    南非就

矿业部门国有化问题开展了广泛讨论。其成果

是制定了2012年矿产部门国家干预报告(即《矿

产部门国家干预报告》)，59   该报告虽排除了国

有化，但仍考虑了一些使矿业利润再分配更加公

平的方法，包括通过50%的资源租金税和创立一

家国家矿产公司以开发战略性矿物。

 
(b) 透明度有关倡议

政府和跨国公司活动透明度的增加是确保

从采掘业获得适当公共收入的关键。在此背景

下，涉及透明度的主要倡议是于2003年发起的

《采掘工业透明度倡议》。60 《采掘工业透明

度倡议》是一项多方利益相关方的倡议，涉及

政府、公司、投资者、民间社会组织和其他伙

伴组织，这些利益相关方共同致力于提高自然

资源收入的开放度和责任管理。实施《采掘工

业透明度倡议标准》的国家将确保石油、天然

气和矿业公司向政府完全公开其税收和其他支付

情况。《采掘工业透明度倡议年度报告》公开了

这些支付情况。截至2014年7
月，共有29个遵守《采掘工

业透明度倡议》的国家(即满

足《采掘工业透明度倡议标

准》所有要求的国家)，包括

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

挪威除外，以及16个候选国

家(即实施《采掘工业透明度

倡议》但却未满足所有要求的国家)。此外，35
个国家制定了《采掘工业透明度倡议》报告。61

《采掘工业透明度倡议》标志着在增加采

掘业透明度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然而，该倡

议也有一些主要的缺点。第一，它具有自愿性，

因此对政府和私有公司不具约束力。这导致其影

响力有限，因为采掘业全球生产的很大一部分不

在其标准之内。第二，《采掘工业透明度倡议》

协调工作是单方面的，因为它只允许核查政府

所报收入是否与公司所报的支付情况一致，而

没有对跨国公司税收负担的适当性做出评判。

政府和跨国公司活动透明度

的增加是确保从采掘业获得

适当公共收入的主要组成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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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

采掘业监管和财政制度修订实例

措施 国家 变化的细节 年份

合同/许可证 
修订或重新谈判

刚果民主共和国 专家委员会审查了61项矿业交易， 得出结论认为这些均为
不当交易，并建议应取消其中的22项，39项应重新谈判。

2009

多米尼加共和国 重新与巴里克黄金公司谈判关于多米尼加旧普韦布洛矿的合同。 2013

厄瓜多尔 迫使私有石油公司重新谈判其服务合同，以便用桶石油统一
费率替换产量分成协议中的税收安排。

2010

几内亚 审查现有合同的有效性。 持续

利比里亚 审查2003-2006年期间签订的特许合同(共有105份合同，建
议直接取消其中36份合同，重新谈判其中14份合同)。

2006

坦桑尼亚 
联合共和国

审查矿业发展协定和矿业部门财政制度，从而根据具体情况
重新谈判。

2006

赞比亚 结束发展协定中的税收稳定条款。 2008

专利使用费的
变化

智利 从5%增加至9% 2010

几内亚 从3%-6%(实际上通常为3%)增加至5%。 2010

秘鲁 没有未与政府签订稳定条款或协议的公司必须缴纳1% - 12%
的营业利润作为专利使用费(在新法实施之前，该比例为1% - 
3%的净销售额)，以及 2%-8.4%  的营业利润作为特殊税。签
订了稳定条款的公司必须支付 4%-13.12% 的营业利润以获得
特殊开采留置权。

2011

坦桑尼亚 
联合共和国

铜、金、银和铂族矿物的专利费从3%增加至4%，其他矿物
专利费，包括宝石和钻石仍为5%。

2010

赞比亚 从0.6%增加至3%。 2008

赞比亚 从3%增加至6%。 2012

公司税率的变化 加纳 从25%增加至35%。 2012

英国 碳氢化合物部门的补充税率从20%增加至32%。 2011

赞比亚 公司所得税从25%增加至30%。 2008

引入新税 澳大利亚 引入资源超额利润税但主要税率为40%，适用于所有矿业项
目(但经批准之后很快被取代)。

2010

澳大利亚 引入矿物资源租金税取代资源超额利润税，  主要税率降低
至30%(22.5%的有效税率)，适用于煤炭和铁矿石。

2010

智利 5%的采矿使用费。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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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 对采铜和采金获得的利润征收68%的意外利润税。 2006

南非 专利费税率随矿山盈利能力发生变化。 2008

赞比亚 25%的意外利润税。 2008 (但于
2009年撤销)

赞比亚 除30%的固定税率之外，实行可变的所得税税率；当应税收
入高于销售总额的8%时适用，最高税率为15%。

2009

增加国家的 
股权参与  

阿尔及利亚 国家石油公司Sonatrach的参与率固定为至少51%。 2006

阿根廷 在碳氢化合物公司YPF，国家拥有51%的多数股权。 2012

玻利维亚 
(多民族国)

国家在碳氢化合物部门的的参与程度增加，从产值的18%增
长至82%。

2005/2006

玻利维亚 
(多民族国)

矿业权法增加了国家对被视为不具生产性、不活跃或闲置的
矿的征用权。  

2013

几内亚 征用力拓集团西芒杜铁矿一半的矿床，理由称该公司对矿床
的开发缓慢。

2008

几内亚 《采矿守则》准许国家获得各个项目15%的股份以及购买上
限为35%的股本。

2011

哈萨克斯坦 国家能源公司Kazmunaigas (KMG)将其在卡沙干财团的份额
增加了一倍，达到16.6%。

2008

纳米比亚 建立了国家矿业公司Epangelo。 2008

巴布亚新几内亚 政府拥有Ok Tedi铜矿和金矿的全部所有权。 2013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政府参与程度增加，但矿业法中未说明其所占比例。 2010

其他 加纳 税收折旧减少，实行所得税栅栏原则。 2012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按采矿许可区域实行所得税栅栏原则。 2010

赞比亚 资本折旧津贴降至25%。 2008 (但在
2009年恢复)

赞比亚 对不相邻的矿区实行栅栏原则。 2009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的汇编，依据是Kingsley，2014年；Stevens等人，2013年；Medina Herasme，2014年；贸发会议，2012 
年；Eigen，2013年；Sachs等人，2012年；Tarimo，2013年；Ralbovsky 和Caywood，2013年；Muganyizi，2012
年；ZIPAR，2013年；美国地质调查局，2006年；南非国库，2008年；Park和Benayad，2013年；安永资源民族主义快讯
(多期)；Gray Molina，2013年；Hawala，2013年；以及力拓集团(蒙古)，可在网站http://www.riotintomongolia.com/ENG/
oyutolgoi/881.asp上查阅。

表 7.2(续)

采掘业监管和财政制度修订实例

措施 国家 变化的细节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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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采掘工业透明度倡议》的关注点局限

于防止在生产国发生腐败。第三，在简化报告

介绍方面还有改善的空间，很多利益相关方可

能难以理解这一点。数据的质量、即时性和一

致性也会得到改善。最后，缺少在数据公开中

发现错配之后的明确的行动方案。

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在改善采掘业透明

度方面的兴趣日益增加。在金融体系改革背景

下，8国集团和20国集团一直支持就这些工业作

国别报告。这一趋势使各发达国家通过了关于

私有公司公开财政支付情况的新规定。美国牵

头并促进了在其他发达国家的一系列变化。关

于增加采掘业透明度的新规定的依据是2010年
《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

(简称《多德－弗兰克法案》)第1504节。2012年
8月22日，证券交易委员会通过了《法案》规定

的规则，要求采掘业公司公开一些向美国政府或

外国政府的支付情况。石油、天然气和矿物的

商业发展所涵盖的活动包括勘探、开采、加工

和出口或获得此类活动的许可；贸易不被包含

在内。62　披露规定适用于任何在美国证券交易

所上市的公司。这涉及90%所有主要的国际石油

和天然气公司，以及10家全球主要矿业公司当中

的8家。子公司的支付情况也被包含在内(莱威经

济研究所，2011年)。然而，在美国石油协会就

该证券交易委员会规则提起诉讼之后，美国一

家法院做出有利于协会的判决。因此，证券交

易委员会必须在《多德－弗兰克法案》第1504
节实施之前重新颁布一项规则，并公开承诺将

在2015年3月之前进行颁布。许多投资者、政

府官员和民间社会组织已要求证券交易委员会

重新颁布更有力的按国家和项目分类的披露规

则(普华永道，2014年)。同样地，2013年6月26
日，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通过了新法律，要

求石油、天然气、矿业和伐木公司每年按国家

和项目分类向政府公开支付情况。新披露规则

载于欧盟《会计指令》和《透明度指令》。这

些指令适用于所有在采掘业或原始林伐木业很

活跃并且在由欧盟监管的证券市场上市或为大

型采掘和林业公司的公司，无论是母公司或子

公司。63   活动包括勘探、勘察、探索、开发和

采掘。同样地，这些规定不包括贸易活动。64

此外，一些发展中国家决定公布其与采掘

业公司的所有合同。这些国家包括阿塞拜疆、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厄瓜多尔、几内亚、利

比里亚、尼日尔、秘鲁和东帝汶(《伯尔尼宣

言》，2012年)。此外，哥伦比亚大学维尔可持

续投资中心、世界银行研究所和收入观察研究

所与一系列来自民间社会组织的伙伴合作开发

了一个可搜索的数据库，内容关于全世界可公

开获得的石油、天然气和矿业合同。65

(c) 采掘业其他相关倡议

最近在区域层面通过的最著名的倡议可能

是《非洲矿业远景》，该倡议由非洲联盟国家

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在2009年2月核准。66　其

主要目标是确立“一种透明、平等和最佳的

矿产资源开采方案以巩固基础深厚的可持续

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根据非洲联盟(2009
年：14)，“由于国家能力不足或生产对投资者

极度友好成果的能力受损，所以治理薄弱的非

洲国家通常未能实施能够确保租金，尤其是意

外利润租金的公正份额的资源税制度。”《远

景》强调了从矿产开采和允许东道国更好地获

取意外收益的责任税收中获得的收入是结构转

型过程的关键。它建议制定可自我调节的资源

税制度，该制度能够应对不断变化的经济情况。 

《非洲矿业远景》在关注发展型国家的重

要性的同时，还要求提高政府进行合同谈判以

获得更好交易的能力，并改善其审计、审查并

对现有矿业协议进行重新谈判的能力。它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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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条款以及可能对政策空间造成不利影响的

双边和国际投资协定提出警告。提高税务管理

能力以防止破坏性资金非法流动，包括内部调

拨错误定价，也是《非洲矿业远景》倡导的战略

的一部分。此外，它支持该部门的不同利益相关

方采取合作的方法，侧重区域合作和资源共享以

进行能力开发并为这些改革供资。《远景》被译

成《行动计划》，并通过于2013年12月成立的非

洲矿产开发中心得以实施。

《远景》作为一项发展战略

组成部分的主要价值在于其

由非洲国家集体所有，这有

助于在国家和区域层面扩大

发展的政策空间。

另一项非洲区域层面上的相关举措是由非

洲开发银行设立的非洲法律支持服务机构。其

旨在帮助非洲国家进行合同和与采掘业有关的

复杂交易的谈判(Ngalani，2013年)。在分区域

层面上也做出过努力以协调矿业部门的矿物政

策和监管制度。这些举措的目标之一是防止国

家之间在提供税收激励措施方面进行竞争，这

些激励措施可能会导致恶性竞争。南部非洲发

展共同体于2004年启动了协调进程，并且似乎在

一些领域的协调方面取得了进展，包括打击成员

国之间的竞争性行为(Mtegha和Oshokoya，2011
年)。同样地，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于2009年发

布了矿业部门指导原则和政策协调指令。这包

括实施共同的矿业准则。

在其他发展中地区，就区域合作和采掘业

税收问题协调所作的工作相对较少。然而，南

美洲国家联盟于2013年制定了一项使自然资源

使用盈利的共同战略，这会加强在这些事项方面

的合作。此外，2013年4月，在厄瓜多尔召开了

受跨国利益影响的拉丁美洲国家第一届部长级会

议，在会议《宣言》中，各国同意建立一个协调

行动区域框架以解决跨国公司针对政府就国际争

端提起的诉讼日益增多这一

问题。  这包括建立一个区域

仲裁中心(Khor，2013年)。

在高商品价格背景下，

工业化国家已将其注意力转

向了能够确保获得这些商品

的战略。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2008年的《欧洲

联盟原材料倡议》，67　该倡议旨在推动正常

获得世界市场原材料。在强调贸易和投资条件的

同时，《欧洲联盟原材料倡议》中设想的资源外

交会对发展中国家造成压力，因为它们需将其原

材料市场，包括税收条例自由化。这就引起了对

它在发展政策上的作用的关切，因为它可能影响

发展中国家的政策空间(Curtis, 2010; Fair Politics, 

2011; Küblböck, 2013)。本着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

精神，至关重要的是《欧洲联盟原材料倡议》不

要损害许多发展中国家近期的大力尝试，它们希

望确保矿业和石油部门产生的收入有效地促进可

持续的、包容性的增长和发展。

《远景》作为一项发展战略

组成部分的主要价值在于其

由非洲国家集体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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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空间与政策空间同步。即使政府可在

多边、区域或双边框架内执行其发展政策，它

们仍将需要为投资和这些政策所需的其他开支

供资。因此，加强政府收入很有必要。财政空

间具有一个数量维度，可通过政府收入在国内

生产总值中的份额及其根据不同宏观经济目标

与限制来扩大公共开支的能力对该维度进行粗

略计算。财政空间还具有质量维度，这与理想

的政府收入和开支结构以及根据需要对其进行调

整的能力有关。两个维度本质上都是动态的，因

为它们必须适应发展进程。

历史经验和高低收入国家之

间的比较表明，政府收入和

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

重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正相

关。这种关系既非线性也非

机械，因为不同国家(或不同

时期的同一国家)会就政府在

提供社会服务并承担发展型国家的任务方面的

作用做出不同选择。这些选择经常导致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水平相似的国家在政府收入与支出

水平方面产生差距。

财政空间既是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的原

因，也对其产生了影响。更高的平均收入以及

与非正式部门相比，现代经济部门的扩张扩大

了税基并加强了收入收集能力。这反过来增加

了促进增长的公共开支，无论是供给方(例如基

础设施投资、研究和教育)还是需求方(例如社

会转拨)。缺少财政空间和很多低收入国家在扩

大其财政空间方面所面临的限制是避免陷入不

发达陷阱的最严重障碍。

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背景下，维持或扩大

财政空间的一般需求面临着特殊挑战。一方面，

通过外国融资有可能增加财政空间，至少是暂时

增加。在此背景下，官方发展援助可能对最不发

达国家至关重要，并且如果官方发展援助被用于

扩大生产能力，则外国信贷可能会扩大财政空

间，这反过来又会产生更多

财政收入。然而，在很多情

况下，过度依赖外国来源已

导致过度负债以及财政和外

部平衡的长期逆差，从而长

期限制了财政空间。此外，

这些逆差产生了更多的外国

融资需求，而其所需的条件可能会严重限制整

体政策空间。因此，财政空间如果想要维持国

家发展战略，就应该主要依靠国内收入调动。

另一方面，全球化影响了国家获得国内政

府收入以及选择其税收结构的能力。贸易关税

的降低使边境税收入大幅减少，而资本流动性

的增加及其对财政避税港的集约利用大大改变

了对收入和财富进行征税的条件。全球化经济

有利于各国开展税收竞争，从而在各国为外国

投资者提供较低税收形式的激励措施时将其推

入“恶性竞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公

E. 摘要和结论

全球化影响了国家产生国内

政府收入以及选择其税收结

构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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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税税率均有所下降，其中很多国家还提供补

贴或税收豁免以吸引或留住外国投资。另外，

金融牵头的全球化导致海外金融中心、避税港

和保密地点的扩散，这些地方为潜在纳税人，

包括国际化公司和富有的个人提供各种避税或

逃税方法。这不仅意味着公共收入的巨大损失，

如果国家增加增值税和其他间接税收以抵消直

接税收收入的下降，它还往往会使征税制度更

加具有回归性。 

公司避税或逃税以及发展中国家资本外逃

的主要途径是内部调拨定价的错误使用(即对国

际公司集团的公司内部跨境交易进行估价)。如

果公司内部或集团内部的价格没有反映出将在

每位参与者出于自身利益独立行事的市场中支

付的价格，则公司集团内部

利润可被有效转移至低税收

或无税收管辖区，而损失和

扣除则被转移至高税收管辖

区。这些操作对大量公司在

避税港和海外中心登记以及

名义上通过它们进行转移的

大量金融和贸易交易作出了

解释。

保密管辖区、内部调拨定价、利润转移和

所有其他造成税基侵蚀的做法的负面结果远远

超过了其对公共收入损失造成的影响；它们还

影响了税收制度的公平性，削弱了纳税人对其

一体化的信心，并扭曲了贸易和投资模式以及

人力和物质资本分配。

截至目前，国际税收体系结构未能恰当适

应这一现实。虽然避税港的不透明可能在一定

程度上解释了决策者在遏制逃税行为方面所面

临的困难，但还存在着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巨大

障碍。海外金融中心及其所在的保密管辖区完

全融入了全球金融体系，并且大部分贸易和资

本移动(包括外国直接投资)是通过它们进行转

移的。此外，最重要的金融保密提供者是全球

最大且最富有的国家或者是这些国家内的一些

特定地区。因此，改变这一体系不仅需要涉及

的技术知识，还需要强大的政治意愿和决心。

最近，有一些旨在提高透明度和税收问题

信息交流的发展：特别是，自2009年以来，经

合组织就这些特定问题举办了重构之后的全球论

坛，并启动了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行动计划；20
国集团领导人宣布其计划推动关于各种滥用和

欺诈活动的信息共享；一些国家税务机关或议

会也增加了对富有个人和跨国公司滥用税收的

监测；以及签署了多项双边税收条约和税收信

息交换协定。

虽然这些举措的方向是

正确的，但有时其实施很缓

慢，正如执行已达成的协议

一样。对于滥用内部调拨定

价尤其如此，这对发展中国

家尤其有害，因为其不仅会

导致公共收入的损失还会造

成外汇损失。由于这些举措多数是由发达国家

牵头的(其中一些本身就拥有保密管辖区和有实

力的跨国公司)，所以存在着风险，即讨论将不

会充分考虑多数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的

需求和观点。因此，使联合国国际税务合作专

家委员会等机构发挥更加显著的作用并且考虑

通过反避税和逃税国际公约十分重要。采用多

边方法很有必要，因为只要某些管辖区同意防

止非法流动和税收流失，这些做法会轻易转移

至其他不进行合作的地点。

多边框架还会促进采取能够彻底解决跨国

公司避税问题的措施，例如针对这些公司的统一

税制规则，该规则使公司在其实际开展活动并获

得利润的国家缴纳税款(联合国，2014年)。这将

关于国际税收问题的讨论有

可能不会充分考虑大多数发

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的

需求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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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采用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或类似机构支持的

国际标准作国别报告，68　并确保这些数据被置

于所有利益相关方可进入的公域。此外，即使没

有建立一种完全统一的税收制度，但通过用统一

方法代替独立实体概念也可就许多方面进行改善

(Picciotto，2013年)。

虽然就该问题的实质而言，需要一种多边

方法，但政府也可在国家层面上采取措施，例

如在法律中纳入一项反避税一般规则，以增加

一种可能性，即一旦“激进”税收制度在法院遭

到质疑，就会被宣布为非法(欧洲委员会，2012
年)。政府还可通过利用一些贸易货物的参考价

格来更有效地解决在其国际贸易中的内部调拨

错误定价。这将与商品出口特别相关，因为出

口的货物相对同质，并通常

在商品生产国的出口中占很

大份额。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增

加从自然资源 (尤其是采掘

业)中获得的公共收入对于发

展融资很必要。实际上，政府收入是这些活动

对发展的主要贡献，因为如若不然，它们将会

产生内圈经济。获得公平份额的国家自然资源

租金并决定如何将其用于发展是政府的责任，

该责任无法被转移至利用该资源的私有公司。

公司的社会责任在这里也发挥了作用，但它不

应被视为采掘业跨国公司为成为其业务开展地

的社会或社区作出贡献的主要方式。社会服务

和基础设施的提供应该是政府的责任。跨国公

司对生产国的主要贡献应通过税收来实现。然

而，在过去十年，虽然商品价格的上升导致世

界最大的矿业公司的利润增加了十倍，但公共

收入的获益通常远远落后于自然资源租金的增

长。这主要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征税制度过度

强调通过税收激励措施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这种税收制度是在低价时期并通常根据布雷顿

森林机构的建议建立的。 

针对这一背景，许多政府(既有发达国家

也有发展中国家)开始修订其与采掘业有关的政

策。这包括对现有合同进行重新谈判或对其取

消，增加税率或特许权使用费率，引入新税以

及改变采掘业项目的国家所有权程度。采掘业

新的主要参与者，例如来自新型经济体的公司

的出现增强了东道国政府的谈判实力，这推动

了重新谈判的成功开展。

旨在提高自然资源收入的综合政策需要纳

入一些要素。第一，政府应保留主权能力，以

便在被认为对于国家的经济和发展利益是有必

要的时候，审查税收制度和

所有制结构。还可在区域和

国际层面就最低税收水平进

行谈判，以避免在此事项上

发生恶性竞争。第二，政府

应制定规则实施方法，并通

过控制内部调拨定价操纵和

少报出口量来获得应得收入。第三，出于第六

章指出的理由，政府应获准采取上述措施，而

不受通过现有投资争议机制对其予以法律惩罚

的威胁。 

虽然多数所需措施可在国家层面上开展，

但多边合作仍然极为重要。透明度倡议，例如

《采掘工业透明度倡议》应被强制执行并进行

扩展：它们不仅应该关注政府，还应关注生产

公司和商品贸易公司。还需要增加对监测、审

计和问责制的关注，以及加强采掘业运营所需

的财政条件和规章；例如，东道国很少或没有

对开展业务的跨国公司所报告的生产量和出口

量进行有效管控。体制发展和能力建设对于提

高对所开采的自然资源生产成本、进出口价格、

财政空间和治理问题应成为

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一个重

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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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质量和交货时间进行监测的能力，以及帮

助收集和处理数据尤其关键。鉴于贸发会议在商

品、运输、关税和贸易领域的专业知识，其可在

这一领域提供支持。

区域合作倡议对于能力建设十分有用。国

际捐助界在支持这些倡议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改善发展中国家的税收制度和合同谈判能力以

及限制由税收推动的资金非法流动领域，官方发

展援助和其他国际支持将得到扩展。

还可采取很多措施以限制内部调拨定价。

目前，为控制这一做法所推荐的议定书建议将跨

国公司设定的价格与非相关代理开展的类似业务

的价格进行比较(一种“可比非受控价格”)，这

会反映出公平的市场价格。实际上，找到这样

一个“自由市场”可比交易可能很复杂(或基本

不可能)，并且需要强大的管理能力和代价高昂

的程序(联合国，2013a)。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

使用了一种更具可行性的替代方案，即制定一

种明确的公开报价商品价格基准，该基准将在

商品交易中被强制使用，尤其是在有关各方之间

的交易中(经合组织，2014年)。大量数据处理是

必要的，不仅是为了确定合适的国际价格，还为

了使其能够适应特殊的交易条件。通过建立一个

可靠且可比价格的公共国际数据库可推动这一倡

议，这使资源有限的发展中国家的税务机关能够

更好地解决这一领域潜在的滥用问题。

鉴于财政空间和治理问题对许多发展中国

家和转型经济体而言十分重要，这些问题应成

为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应采取

连贯的方式加强税收事项上的国际合作，以便

支持国家实现发展目标。避免由资金非法流动

造成的资源流失将有助于提供必要资源，为实

现发展目标供资。

注 释

 1 在图7.2中，东亚、南亚和东南亚包括：阿富

汗、中国、香港(中国)、中国台湾省、印度、

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大韩民国、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来西亚、尼泊尔、巴

基斯坦、菲律宾。新加坡、斯里兰卡、泰国和

越南；拉丁美洲包括：阿根廷、玻利维亚多民

族国、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

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

多、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墨西哥、尼

加拉瓜、巴拿马、巴拉圭、秘鲁、乌拉圭和委

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非洲不包括：博茨瓦

纳、布基纳法索、赤道几内亚、莱索托、利比

里亚、马达加斯加、毛里塔尼亚、马约特岛、

圣赫勒拿、塞舌尔、索马里、西撒哈拉和津巴

布韦；西亚不包括：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克罗

地亚被列入转型经济体；以及发达经济体包

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欧盟成员国(克罗地

亚除外)，冰岛、以色列、日本、新西兰和美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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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例如，乌拉圭制定了一项制度，即，使用信用

卡购物的低收入家庭将通过电子银行系统获得

增值税退税。

3  资料来源包括毕马威国际， 2011年和2014年企

业和间接税调查》；http://www.kpmg.com/
GLOBAL/EN/SERVICES/TAX/TAX-TOOLS-
AND-RESOURCES/Pages/corporate-tax-rates-
table.aspx和经合组织税收数据库；可在网站

http://www.oecd.org/tax/tax-policy/tax-database.
htm#C_CorporateCaptial上查阅。

4  在2002-2012年间，东亚发展中国家实施的平均

应用关税从约8%下降至4%，在拉丁美洲，这

一数字从6%降至4%。在有多个最不发达国家的

地区(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平均应用关税

下降幅度较小，从8%降至7%(贸发会议，2014
年)。

5  金融部门立法已成为欧盟主要优先事项之一，

并且根据跨国公司欧洲观察和奥地利联邦商会

劳动力和贸易联合会的新研究，欧洲金融部门

每年花费约1.2亿欧元并雇佣1,700多名致力于影

响欧盟制度的说客(跨国公司欧洲观察等，2014
年)。这相当于除了来自其他经济部门的说客

外，每名欧洲议会成员都面对两名以上的金融

业说客，欧盟理事会的每位部长都面对60多名

说客。相比之下，据称只有150个民间社会组

织在游说立法者覆盖所有问题，而不仅仅是金

融问题。金融部门与其民间社会对应方的开支

比率为30比1。

6  美国税收公平和公共运动(2014年)报告称，在

2011年1月至2013年9月期间，1,359名支持一

揽子做法的说客拜访或联系了国会成员及其工

作人员12,378多次。这意味着，每周至少就一

个问题联系 93次。每名国会成员面对2.5名说

客，国会两个税务制定委员会，即众议院筹款

委员会和参议院金融委员会的每位成员面对超

过21名说客。

7  见《经济学家》，“Onshore financial centres − 
Not a palm tree in sight”，2013年2月16日。

8  这些标准是： (一 )　对相关收入不征收或只

征收名义税； (二 )　“围栏”制度有效保护

了发起国免遭本国制度对国内经济的不良影

响；(三)　税法在运行缺乏透明度使母国更加

难以采取防御措施；以及(四)　缺少与从与外

国税务机关的合作中获益的纳税人有关的有效

税务信息交流。  

9  见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Sanctions threat to 
‘tax havens’”，2000年6月26日；可在网站

http://news.bbc.co.uk/2/hi/business/806236.stm上

查阅。

10 金融保密指数方法的全部细节可在网站http://
www.financialsecrecyindex.com上查阅。

11 关于与避税港有关的问题及其他相关问题的进

一步讨论，见，例如，Palan等人，2010年；以

及Shaxson，2011年。

12 关于至少被两项不同研究确定为避税港的国

家，见Palan等人，2010年，表1.4。

13 《经济学家》，“Onshore financial centres − Not 
a palm tree in sight”，2013年2月16日。

14 更多细节，见http://www.financialsecrecyindex.
com/。

15 关于爱尔兰反转的进一步细节，见《金

融时报》，“Ta x  a v o i d a n c e :  T h e  I r i s h 
inversion”，2014年4月29日。

16 狭义上，并非所有的资金非法流动都是由税收

推动的。例如，资金非法流动的主要动机可能

是逃避外汇管制或洗钱。然而，即使它们不是

明确由税收推动的，也能造成财政后果，并因

此减少财政空间。

17 Herson(2014年)注意到，如果纳税人伪造文书，

例如故意在税单中进行虚假清算或参与制作虚

假发票，就构成税收欺诈。逃税通常涉及更大

范围的做法，例如忘记申报一些在纳税人税单

中必须考虑的元素。这种区分是很重要的，因

为与税收欺诈不同，逃税在各国都不被(或尚

未被)视作刑事犯罪。出于这一原因，一些处

于这种情况的国家一贯拒绝为其他国家提供司

法和行政援助，这些援助与在其国家不会遭到

起诉的税收违法行为有关。瑞士就是一个著名

的例子，直到最近，除了向少数几个与之有符

合经合组织标准的双重征税协定的国家提供过

援助之外，该国未在逃税案件中提供任何行政

援助。 

18 在保密管辖区建立信托、基金会和列支敦士登

Anstalts公司(仅有一名秘密股东的匿名公司)为
个人提供了同一类工具(更多细节，见，例如

Palan等人，2010年)。

19 当这些做法在非关联方或明显无关联方之间开

展时，它们被称为“重开发票”。当这些做法

采取的形式是跨境的集团内部交易时，它们被

称为“内部调拨错误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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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其他研究表明这一数字是一项保守估计。例

如，《经合组织观察家》中的一篇文章注意

到“世界贸易超过60%都是在跨国公司内部进

行的”(见：http://www.oecdobserver.org/news/
archivestory.php/aid/670/Transfer_pricing:_
Keeping_it_at_arms_length.html%22%20/
l　%20%22sthash.RvTzq9X0.dpuf)。

21 其他全球离岸金融财富估计显示，2008年为6.7
万亿美元(波士顿咨询公司，2009年)，2002年为

8.5万亿美元(美林和凯捷安永，2002年)，2005
年为11.5万亿美元(税收正义网，2005年)，以及

2007年为12万亿美元(Frank，2007年)。

22 瑞士信贷银行(2011年)估计2011年中期的全球财

富总值为231万亿美元，包括金融资产和非金融

资产市值。

23 详细情况见，例如 F u e s t和R i e d e l， 2 0 0 9
年；GIZ，2010年；以及Henry，2012年。

24 多数官方估计是针对发达经济体的。例如在联

合王国，2010/2011年度和2011/2012年度的逃税

和避税共使财政部每年损失约90亿英镑(英国税

务海关总署，2012年和2013年)。在美国，2001
年的“净税收缺口”共计2,900亿美元，2006年
为3,850亿美元，“净税收缺口”是指无需向美

国国内税务局支付的税收总额(美国国内税务

局，2012年)。最后，根据欧洲议会的一项报告

(2013年)，由于税收欺诈、逃税、避税和侵略性

税收筹划，估计欧盟每年损失1万亿欧元的潜在

税收收入。

25 全球论坛的主要成就是通过《2002年税务信

息交换示范协定》制定了透明度和信息交流标

准，并出台了一份制定了会计记录维护标准的

文件，该文件题为“有效信息交流：可用性和

可靠性标准”，是由会计问题联合特设工作组

于2005年制定的。关于对全球论坛工作的关键

评估，见Meinzer，2012年。

26 更多关于全球税收目的透明度和信息交流论

坛的信息可登陆网站http://www.oecd.org/tax/
transparency/global_forum_background%20brief.
pdf and http://www.oecd.org/tax/transparency/
Frequently%20asked%20questions.pdf查阅。

27 见明镜国际在线，“The world’s shortest blacklist: 
Why the fight against tax havens is a sham”，2009
年4月11日；可登陆网站http://www.spiegel.
de/international/world/the-world-s-shortest-
blacklist-why-the-fight-against-tax-havens-is-a-
sham-a-618780.html查阅。

28 关于更多信息，见：http://www.oecd.org/tax/
transparency/automaticexchangeofinformation.
htm。

29 见汤森路透基金会，“Developing countries 
not ready to join tax evasion crackdown – 
OECD”，2014年5月26日。

30 见《金融时报》，“Poorest nations will gain 
nothing from tax pledge”，2014年5月9日。

 31 路透社，“CEOs back country-by-country tax 
reporting – survey”，2014年4月23日。

32  贸 发 会 议 秘 书 处 的 计 算 结 果 ， 采 用 了

Misereor(2010年)的方法，依据是国际财政文献

局的税收研究平台(http://www.ibfd.org)和经合组

织的税收信息交换协定数据库，可在网站http://
www.oecd.org/ctp/exchange-of-tax-information/
taxinformationexchangeagreementstieashtm上查

阅。

33 例如，在瑞士的案例中，除其他外，所涉发展

中国家必须宣布计划降低国外瑞士公司收入的

预扣税(Alliance Sud，2014年)。

34 见，例如，Sheppard，2013年。

35 BBC News Business，“Starbucks, Google and 
Amazon grilled over tax avoidance”，2012年
11月12日，以及“Starbucks agrees to pay more 
corporation tax”，2012年12月6日。

36 租金在本《报告》中被定义为产值(国际价格)及
其成本，包括正常利润之间的差异。

37 1962年12月4日联合国大会第1803 (XVII)号决议

确立：“各民族及各国族行使其对天然财富与

资源之永久主权，必须为其国家之发展着想，

并以关系国人民之福利为依归……此种资源之

查勘、开发与处置，以及为此目的而输入所需

外国资本时，均应符合各民及各国族自行认为

在许可、限制或禁止此等活动上所必要或所应

有之规则及条件……所获之利润必须按投资者

与受助国双方对每一项情事自由议定之比例分

派，但须妥为注意，务使受助国对其天然财富

与资源之主权，绝对不受损害。”

38 关于最近就世界银行在非洲矿业改革中的作用

的深入讨论，见Jacobs，2013年；以及Besada
和Martin，2013年。另见贸发会议，2005年。

39 智利就是著名的例外，上市公司智利国家铜业

公司继续在铜生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目前

私有公司的铜产量占智利总产量的三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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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对采掘业税收问题的兴趣日益增长，近年来，

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就该问题举行的大量

研讨会和讨论证明了这一点。同样地，自2000
年代的后五年以来，涉及这一问题的研究数量

大幅增加。在美国，除了在《2005年贸易和

发展报告》和《2010年贸易和发展报告》中

对采掘业租金分配进行了分析之外，贸发会议

(2005年和2007年)还探析了与采掘业中的外国

直接投资有关的问题。在区域层面，例如，拉

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就此问题开展了多

项研究。此外，联合国国际税务合作专家委员

会于2013年5月召开了采掘业税收专家小组会

议(见联合国，2013b和c)。在执行层面上，主

要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供了关于这个问题的

建议，通常会根据各国的不同情况(见，例如开

发署－柬埔寨，2008年)。国际金融机构也出版

了相关研究，包括基金组织(2012年)的Daniel等
人(2010年)，世界银行的Otto el等人(2006年)和
世界银行(2012a)。学术界、民间社会组织和私

有部门就这一问题的研究实例包括PWYP(2013
年)，卡尔加里大学(2012年)，德国发展研究所

(2011年)，原材料集团(2013年a)和国际矿业与

金属理事会(2009年)开展的研究。

41 实际上，在本世纪前十年，关于与采掘业财政

制度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有关的问题的多

数最有用的研究和案例研究分析来源于民间社

会组织。

42 对随后几年的贸发会议《世界投资报告》的分

析继续确定了自然资源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对外

国直接投资的重要性。

43 例如，世界银行(2012b)表示，在非洲，资源丰

富国家贫困率的下降通常落后于自然资源不丰

富的国家。

44 对于精炼产品出口而言这也是一个优势，因为

对其进行的质量检查要比对矿石的质量检查容

易。

4 5  关于不同国家采掘业的税收比较，见，

例如，原材料集团， 2 0 1 3  b；G a j i g o等
人， 2 0 1 2 a；C o n r a d， 2 0 1 2年；以及HIS-
CERA，2011年。全球咨询公司，例如德勤、

安永、毕马威和普华永道也发布定期报告，提

供的全球采掘业征税相关信息。虽然这一信息

是说明性的，但它可能成为关于公司如何优化

其纳税的建议。

46 价格操纵也可发生于位于国际贸易中心的商品

贸易公司的业务中。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从

发展中国家向瑞士的商品出口均价要低于向其

他管辖区的出口均价，这些公司中有一部分位

于瑞士，而将这些产品从瑞士(重新)出口的价

格要比从其他国家的出口价格高，这可能是由

于税率差异(Cobham等人，2014年)。

47 采掘业内部调拨错误定价的一个例子是赞比亚

的莫帕尼铜矿案件。莫帕尼铜矿是嘉能可国际

公司和第一量子矿业公司的子公司。2010年，

赞比亚政府雇佣的两家审计公司发现，莫帕尼

铜矿－嘉能可成功大幅减少了会计利润，并因

此减少了其在2003-2008年间的缴税。发现的

异常情况还包括，2007年的运营成本莫名增加

了超过3.8亿美元，与该地区其他类似规模的

公司相比，其宣布的钴产量极低，以及操纵铜

的销售价格以使之对嘉能可有利。2011年4月，

根据审计报告的结果，五个非政府组织与经合

组织对这些公司提起诉讼(Sherpa等人，2011
年)。然而，嘉能可对这些指控提出质疑，即质

疑报告使用的信息和方法。非洲的贸易错误定

价也在加纳、马拉维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等

国发生过。在澳大利亚，至2013年7月，税收办

公室针对涉嫌的利润转移开展了26项调查，其

中有15项与能源与资源部门有关(见PWP，Out 
of Africa, tax tricks emerge, 6 July 2013 at: http://
www.publishwhatyoupay.org/resources/out-africa-
tax-tricks-emerge)。在南非，Bracking和Sharife
发现，这些差异表明可能存在对毛坯钻石价值

的内部调拨定价操纵。

48 例如，在智利，如Riesco所述 (2005年: 

15)，“Compañía Minera Disputada de Las Condes
是埃克森石油公司所有的一家采矿公司，表面

上连续23年亏损经营。因此，它没有缴纳任何

税收，反而积累了5.75亿美元的税收优待。然

而，2002年，埃克森石油公司(到那时是埃克森

美孚公司)以13亿美元的价格出售了这一‘赔

钱’业务……埃克森主要通过将采矿业务的巨

大利润伪装成向百慕大的一家子公司－埃克

森金融支付的利息对其进行输出。”

49 这是最近在马里发生的事情，政府向黄金生产

公司－兰德黄金资源公司索要到期应付的税

款(见《经济学家》资料处，2013年；以及兰德

黄金资源公司《2012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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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目前基金组织正在试图改善这一情况。它为国

家制定了一个草拟标准模板，可用于收集关于

政府从自然资源中所获收入的数据，这可登陆

网站http://www.imf.org/external/np/sec/pr/2014/
pr1454.htm查阅。

51 世界银行在其《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中提供

了对多个国家自然资源租金的长期估计。这些

可在改变国家的财富数据集中查阅，网址为

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wealth-of-
nations。在就该问题的分析上，这些数据在世

界范围内越来越多地被使用。然而，计算方法

依然不清晰，并且与贸发会议之前的估计相比

有很大不同。因此，由于贸发会议对世界银行

关于自然资源租金的数据持谨慎态度，所以其

决定继续使用自己的估计。

52 采掘业对政府收入的贡献通常以有效税率或

被所谓的政府留成来衡量。无论以哪种方式衡

量，重要的是阐明对其贡献的评估是针对销售

收入还是针对自然资源租金，此处针对自然资

源。

53 在哥伦比亚，虽然也有一家国有控股企业(哥
伦比亚国家石油公司)，其石油产量为总产量

的约三分之二，但是政府所获的租金份额相对

很低。这是由于公司保留了高比例的利润。

54 表7.1表明，2005年加纳和坦桑尼亚共和国的政

府租金份额以及2009年赞比亚的政府租金份额

处于很高水平。然而，这并不是由公共收入的

巨大变化引起的，而是由租金规模的临时缩减

引发的。对于加纳和坦桑尼亚共和国而言，黄

金生产成本的增幅远远超过价格增幅。在赞比

亚，租金下降的原因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

铜价暴跌。

55 见，例如El País， “La petrolera argentina YPF 
aumenta la producción y las reservas en 2013”( Oil 
company YPF increases production and reserves in 
2013)，2014年3月9日。

56 见路透社，“Ghana puts plans for mining windfall 
tax on hold”，2014年1月24日。

57 《亨利税务审查》(由时任澳大利亚财政部秘

书长的肯 •亨利撰写)建议将资源租金税统一为

40%以保证从不可再生资源中获得适当收益。

之后，政府提出对任何超过指定阈值的利润

将征收40%的资源超额利润税，这适用于所有

矿产。矿产部门极度反对这一决定。后来，

矿产资源租金税代替了资源超额利润税，该

税于2012年7月生效，有效税率将为22.5%，

并且只针对铁和煤炭项目。然而，争议并未

平息，2013年10月24日，政府宣布将设法废

除将于2014年7月1日生效的矿产资源租金税

法。2014年3月，澳大利亚参议院拒绝通过废除

矿业税的法律。《亨利税务审查》可登陆网站

http://taxreview.treasury.gov.au/Content/Content.
aspx?doc=html/home.htm查阅。

58 见，例如，GMP和最近的安永资源民族主义快

讯。

59 《矿产部门国家干预报告》由非洲人国民大会

委托制定以宣传辩论的成果。在该背景下，另

一相关贡献是南部非洲矿业和冶金学院开展的

关于资源民族主义崛起的研究(见南部非洲矿业

和冶金学院，2012年)。  

60 早些时候，也就是2002年9月，英国首相在于

约翰尼斯堡举行的世界可持续发展峰会上就已

宣布建立《采掘工业透明度倡议》。

61 资料来源：《采掘工业透明度倡议》网站：http://
eiti.org/countries(2014年7月16日查阅)。

62 更多信息见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要求资源开采

发行人披露支付情况的采用规则》；可在网站

http://www.sec.gov/News/PressRelease/Detail/
PressRelease/1365171484028上查阅。

63 根据普华永道澳大利亚(2013年)，美国和欧盟

的规定将涵盖全球采掘市场价值的65%和超过

3,000家公司，包括多数主要国际矿业和石油

与天然气公司，以及中国、俄罗斯、巴西和其

他的国有企业。

64 详细信息见普华永道简报－石油、天然气

和矿业(采掘业)和林业公司向政府披露支付情

况的欧盟规则，2013年7月；可在网站http://
www.pwyp.ca/images/documents/Working_Group/
EU_Fact_Sheet.pdf上查阅。

65 数据库可在网站www.resourcecontracts.org上查

阅。

66 《非洲矿业远景》进程是通过一个特别工作组

发起，其中有多边和区域层面的不同组织，包

括贸发会议。关于《远景》的更多信息，见

http://africaminingvision.org/。

67 《欧洲联盟原材料倡议》载于欧洲委员会2008
年11月向欧洲议会和理事会提交的来文，标题

为《原材料倡议－满足欧洲对增长和就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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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需求》。2011年，在欧洲委员会来文中将

其进一步发展为“解决商品市场和原材料方面

的挑战”。

68 就其目前的形式而言，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

可能不是承担该任务的合适机构，因为它不

是一个对国家或多边机构负责的公共国际机

构。实际上，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是一个由

四大会计事务所、主要银行和全球跨国公司

资助的私人组织。其总部位于伦敦市，在特

拉华州注册(见国际财务报告准则，《2013年
度报告》；可在网站http://www.ifrs.org/The-
organisation/Governance-and-accountability/
Annual-reports/Documents/IFRS-Foundation-
Annual-Report-2013.pdf上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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